
书书书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总第１４９期）／十一月号
现代哲学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６２０１６／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４９／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文明时代的生存矛盾与哲学的当代出场

———兼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解读


陈立新

【摘要】随着资本上升为社会生活之主导原则，现代社会的优越性与危机便同时呈现出来。现代社会正是在持续不断

的批判中前行，马克思力求 “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创制照亮了

现代生活。当代哲学需要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统治，在构建当代精神家园中证明自己的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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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梭的一句名言——— “人人生而自由，却无

往不在枷锁中”，可谓脍炙人口，至今仍被人们

津津乐道。或许流俗传颂这句名言，是因为它能

给人们追求自由提供不容分说的辩护和理据，但

卢梭清晰可辨地表达了 “自由”与 “枷锁”同

在的相关性，且显而易见指向现代社会。细究起

来，卢梭言简意赅诉说了现代社会这个 “文明时

代”的生存境遇或生存矛盾。由之而来当有关乎

事情之根本的问题：文明时代如此这般的生存矛

盾，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影响？这一问题自现

代之始就被郑重地提了出来，接踵而至的便有积

极乐观与消极悲观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或评

价，不一而足。现代世界的发展状况和态势，较

之积极乐观的评价要欠缺一些，相比消极悲观的

判断又要丰盈一些。全部问题的关键无疑在于，

透过纷繁芜杂的生活表象，揭示现代生活的动

因。生活在１９世纪的马克思，以 “抓住事物的

根本”为理论自律，独具匠心地阐释了现代社会

本质，开启了植根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哲学运思路

向。虽然马克思的思想创制遭遇到诸种怀疑和批

评，但２０世纪的海德格尔基于透辟洞悉西方文
化精神以及现代世界之急难，毫不犹豫地对马克

思的思想作出最关本质的回应和评价，耐人寻

味。可以说，在马克思之后，经过包括海德格尔

在内的众多哲学家的努力，哲学的发展迈上了以

参与现代生活为动力导向的进路。

一、现代社会的运行机理

正如现有很多研究或讨论所标识的，“现代”

不能被简单地看成一个编年史意义上的时间单

位，而是富有历史内涵积淀、具有开放性质、可

作多样解读的文化单元或历史符号。哈贝马斯曾

认为，“１５００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
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

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①。这一判断的确颇

得要领。据此可知，现代社会是一个革故鼎新的

“新时代”。中断与传统的联系，终止以往沿袭下

来的准则，制定崭新的属于自身的规范，是现代

这个 “新时代”亟待解决的基本任务。特别是在

资本上升为社会生活之主导原则的情况下，现代

社会的优越性与危机同时呈现出来，亦即 “自

由”与 “枷锁”并存，现代社会面临着过去时

代无可比拟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要求；而如

何处理现代社会的自我分裂与自我矛盾，则是优

先于其他问题的重中之重。毋宁说，现代社会正

是在持续不断的批判中前行的，以至于 “现代性

批判”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经久不绝的热门话题。

与众多的现代性批判相比，马克思力求 “按照事

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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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创制照亮了现代生活。马

克思早年的一段论述能够给我们提供较多的信息

和启示。

马克思指出：“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

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

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

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①

依据这段论述的叙述语境可以推论，“对象

性本质”是用来肯定性地表达人是现实的存在物

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皆有自己的 “对象性

本质”——— “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

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

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人的 “生命”与 “对象”是如此这般不可移易

地相关联，且毫无例外地属于源始的、本质的和

必然的性质，以至于 “对象”就是另一个 “感

性地存在着的人”。② 这种情况下的 “对象”，根

本不是主客二元关系中的那类 “客体”———

“对象”被当作 “客体”，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

正是这样，“对象性本质”蕴涵着人的创造性冲

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之源。而且，既然人

的本质规定中包含着 “对象性”，那么，人在现

实生活世界的实际身份，首先就不是一个拥有意

识和自我意识的 “思想者”，而是一个通过 “对

象性的活动”筹划自己的生活、“现实地占有自

己的对象性本质”的 “活动者”。

从这些分析可知 “对象性本质”是人之为人

的基本配置，但人的 “对象性本质”并不神秘，

也不是停留在美妙文字所编织的话语世界之中，

而是通过人的 “对象性的活动”所创设的 “对

象性形式”表现出来。较之 “对象性本质”的

相对稳定性，“对象性形式”是经常变化的；一

般情况下，人们透过 “对象性形式”是可以认识

和把握 “对象性本质”的。例如，“黑人就是黑

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③。

这就是说，“黑人”的存在性质，在一定历史时

期是以 “奴隶”这一 “对象性形式”而绽露出

来；只有深究这个历史时期的生存条件和处境，

人们才能把握 “奴隶”的历史意义，从而认识

“黑人”的现实存在地位。这表明 “对象性形

式”与 “对象性本质”并不总是保持一致或同

步，适当的差距是两者之间关联的常态。然而，

在资本降临世间之后的 “文明时代”，这种差距

却演变为 “对象性形式”对于 “对象性本质”

的背离，以至于生活世界到处充斥着 “对象性本

质的异化”，社会生活的性质也相应地发生了改

变。这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

马克思把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现代生活，称

之为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

会形式。一方面，与过去 “人的依赖关系”社会

形式相对照，现代社会建构了 “人的独立性”。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

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

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

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

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

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④。可以

说，“自由”和 “平等”正是现代社会 “人的独

立性”的基本构成或内涵。没有这种 “独立

性”，资本文明 “新时代”就是不可想象的。这

是人类内在资质发展的重大跃迁，展示了人的

“对象性本质”的能够丰富与提升的可能性前景。

更为关键的是，另一方面， “自由”和 “平等”

的出生地是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活动，

于是，“人的独立性”毫无例外地以 “物的依赖

性”为基础而形成，又倚靠这一基础而得以发

展，并在服务这个基础中与之结成了巩固的同谋

关系。就此可以肯定，建基于 “物的依赖性”的

基础，资本文明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出现了根本

的改观。“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

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

治。”⑤ 所谓统治着人的 “物”，主要是指作为资

本表现形式的商品、货币等。这就是说，商品、

货币、资本这些 “对象性形式”，作为人的 “对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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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２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４、２１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４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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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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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性的活动”的产物，本是充当人与人之间联系

的中介，却随着执行其本务而获得了统治权或支

配权———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货币从它表现为

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

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①。而且，“凡是我作

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

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因此，

货币把这些本质力量的每一种都变成它本来不是

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②。在这种情

况下，人的 “对象性本质”就蜕变为物化的、与

人分离对立的外在的东西，如此这般的异化状态

标识了社会生活在根基上的本末倒置。

基于此，马克思指出了作为 “１９世纪特征
的伟大事实”：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

反面，“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

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

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

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③。真正

说来，依照马克思深入于问题之根本的分析，这

种二律背反式的生存状况，已经不是１９世纪所
特有的现象，而是现代社会的生活底色或基本处

境。换言之，尽管根基上充满着缺憾与矛盾，但

这种生存状况在现代社会生活体系中却有着毋庸

置疑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如此这般虚幻的社会生

活氛围，理所当然扭曲乃至危害人的现实生活。

问题还在于，现代生活如火如荼地展开，现代社

会依然前行不辍，全盘否定现代性无异于天方夜

谭。这样说来，只有实事求是地启明作为现代社

会 “真正现实”的 “人的内容”，才能恰如其分

地把握这个复杂却又绕不过去的现代社会生活，

为人们的生存筹划绽露希望和前景。

二、社会现实的真切领悟

针对现代社会的 “错误”，与众多 “虚有其

表的批判主义”迥然相异，马克思明确一义提出

“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透过纷繁芜杂的生

活世界，马克思透辟挑明了人之生存在世的自我

选择与自我创生的品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

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

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

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④ 我们从

此至少可以获得两条重要的信息：其一，在个人

生存宇宙中，人们需要操心的人生课题，不仅在

于追求 “应当做怎样的人”，而更有切要性的选

择，则是自己把自己建构为 “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人”。这些正是现实生活世界中真正的 “人的内

容”。其二，由 “生产”与人的内在本质相关而

肯定 “生产”的存在论意义，意味着历史唯物主

义思想创制之理论硬核的正式确立。从内涵来

说，“生产”可以看成是 “感性活动”的实际展

开和表现。因此，如果马克思以 “感性活动”为

原则对抗醉醺醺的思辨哲学，在哲学存在论领域

实现了根本原则的转变，那么，揭明 “生产”之

存在论意义，则开通了哲学走向生活世界、参与

现代生活的道路———这就是以马克思阐述的切中

现代社会现实的基本原理为标志：物质生产或经

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时代发展的现实

动因、全部历史的现实主题。这一原理乃是整个

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理论主干。马克思这一思

想创制的划时代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评价的，

在于发现和阐明现代社会的社会现实。海德格尔

的指证，基于深切领悟现代社会，蕴涵着切中现

代生活之本质的深刻洞见，无与伦比地道说了文

明时代的生存状况及其发展前景。

现代社会所遭遇的最严重问题，进而构成文

明时代生存矛盾的，就是社会生活的异化。这种

生存境况，海德格尔将之表达为 “存在的遗忘”。

在海德格尔的论说语境中，世间唯有人这种存在

者才是以 “绽出之生存”的方式守护存在，以至

于人就是 “存在之澄明”。⑤ 由此可推论，存在

的遗忘直接相关于人的地位和意义的失却，毋宁

说意味着人的生存出了故障，人在现实生活筹划

中遇到了困境。问题的这种提法和性质，已然标

明这不是某些个人的遭遇，而是现时代的时代难

题。如果我们依此可以发现海德格尔毋庸置疑把

理论的触角伸入到生活世界，那么，海德格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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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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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富有识见的阐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

收获呢？

海德格尔把现代称之为 “世界图像的时代”，

认为 “世界成为图像”和 “人成为主体”，正是

对于现代的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相互交叉的两

大进程，而 “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

世界的征服过程”。不消说， “人成为主体”则

在本质上为这一过程创造了前提和根据。①

近代哲学关于 “人成为主体”的论证和表

达，哲学史公认肇始于笛卡尔提出的 “我思故我

在”原理。这一原理固然肯定和彰显了 “我在”

的意义，但并不是无条件、无原则地提出来的；

唯有 “我思”才是 “我在”得以可能的根据，

这是确定不移的。笛卡尔就此把 “自我”确立为

“一般主体”，把 “我思”即 “意识”指证为构

成这个 “一般主体”的基本性质，由此试图为哲

学建造一个能够真正且完全地定居于其上的坚固

“陆地”。当然，笛卡尔所开端的近代哲学，有着

显著的存在论缺陷：思维与存在截然分立的二元

论，表明 “我思”有着自己通不过的区域而仅有

有限的权能；通过 “神助”来实现两者的统一，

事实上消解了 “我思”的权威。此后，西方近代

哲学经过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锋，直到黑格尔以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精详论证而完成了意

识内在性原则的建构，“人成为主体”便在形式

和内容一致基础上真正确立起来。相应地，随着

黑格尔首次在体系中把形而上学的本质形诸语

言，形而上学便达到了自己的完成状态。于是，

在近代哲学的完成阶段，人获得了作为 “一般主

体”的内涵标识：人乃是 “自我”的 “心灵活

动”；“意识”就是 “有生命的个人”，是 “人成

为主体”的 “主体性”；人能够按照自身的理解

和意愿来规定和实现主体性。基于此，人便 “把

存在者构想为作为对象的存在者，使之进入作为

图像的世界之中”。②

在海德格尔看来，因为人根本上和本质上成

了主体，标志着有别于以往时代的一个新时代的

来临。在这个新时代，“决定性的事情乃是，人

本身特别地把这一地位采取为由他自己所构成的

地位，人有意识地把这种地位当作被他采取的地

位来遵守，并把这种地位确保为人性的一种可能

的发挥的基础”。易言之，人开启了支配存在者

整体的存在方式。由于人是以 “意识”为内涵而

成为主体的，“表象”乃是表征 “意识”并接受

其指令的 “心灵活动”，所以，人是 “绽出之生

存”的表象者。“表象”的意思在于：把现存之

物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表象者面前，使之关涉

于表象者自身，并强行纳入到与表象者的决定性

关联之中。这就是说，人把自身设置为一个 “场

景”，通过表象活动把存在者摆置为 “对象”，

使存在者必然地摆出和呈现自身，亦即必然成为

图像。③ 毋宁说， “世界成为图像”乃是现代社

会生活的必然产物。进而言之，人的 “存在”，

是在人作为主体而成为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并把

存在者当作客体化的对象时才是可能的；存在者

的 “存在”，是在存在者被表象状态中而被发现

的。这种情势下的 “存在”，正是人类历史性实

践的结果。人类对于物的态度，或者说，人与物

关系的历史性演变，可以为此提供切中肯綮的佐

证。

人对物的原初态度，可大体概括为人对物的

敬重。这种态度的形成，最初是人类对自身生存

处境的本能反应。自人诞生以后，人类自身并没

有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是

依赖于向身外自然界去索取。正如马克思所洞察

的：“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

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

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④ 自然界被看作为人的

“身体”，标识了物的存在性质———物是在人之外

的、自在自足的存在物，同时也凸显了物对于人

的意义———物是人的生命存在须臾不可或缺的基

础和保证。正是这样，人们以积极的肯定的态度

与物相对待，无疑顺理成章。虽说这种态度滥觞

于 “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

但即便是在当今的文明时代，尽管人与物之间的

关系越来越紧张，人类在总体上已然有着清醒的

意识，怀着敬意对待身外之物，关乎于人类自身

４

①

②

③

④

参见 ［德］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４、９６页。
参见同上书，第１０８页。
参见同上书，第９３、１１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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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换言之，肯定并敬重物，自古至今都是人

类对待物的主导原则或基本纲领。

随着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剩余产品，生产资

料私有制的确立，私人占有财产迅速成为社会生

活中普遍必然的行为。在这种情势下，一部分人

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即经济剥削将不可避免，

社会财富不断地转移到少数权贵手中。而且，谁

拥有的财产越多，谁的社会地位就越高，谁也就

能够拥有更多的财富。生活世界如此这般变局必

然产生的推动和引领，导致原初的人对物的敬重

让位于人对物的占有。人对物态度的这一转变，

固然改变了物乃至自然界在社会生活中的原有地

位，不过，最显著、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毋

宁说还是发生在人及人类社会这一度。正是在人

类历史演变的这一转折点上，物通过人而来的现

实存在、人之为人的自我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社会生活风貌及其结构等，皆逐渐疏离 “人

的依赖关系”，而投靠 “物的依赖关系”，最终

不可遏制地遭到后者的吸收和熔铸。

黑格尔曾认为，作为占有方式的 “标志”，

是 “一切占有中最完全的”。 “人能够给某物以

标志，因而取得该物，这样正表明了他对该物有

支配权。” “标志”是人借助于 “意志”而达到

对物的 “普遍占有”。① 我们就此可以期待着人

对物态度的新变化，当今所谓的消费社会恰恰能

够为此提供感觉得到的证明。鲍德里亚认为，在

工业社会，人们消费旨在满足生存活动的基本需

要，生活必需品是人们消费的基本指向和当然选

择，“物品法则”成了筹划生活的一项组织原则。

消费社会则使消费性质发生了变化。消费并非为

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不断刺激并实际制

造人们需要的手段；消费活动并不总是与物品联

系在一起，物品失去了与人们某种实际需求相勾

连的本义，而是成为无休止欲望的载体或隐喻式

表达。这就是说，“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

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

（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②。显然，消
费社会用 “符号法则”取代了 “物品法则”，物

被贴上了 “消费符号”的标签。人作为现实的

人，必须实际进入消费过程才有可能，并注定要

由作为 “消费符号”的物来支撑和导航，在

“吸收符号”与 “被符号吸收”的互动中标明自

身的分量或成色。这就不难想象，人的生存性质

已然凸显了人对物的新态度：从占有转向炫示

———人要用物来炫耀显示自身，且并不在乎物之

所指，但求物之符号学功能。

从敬重而占有而炫示，人对物的态度的历史

性变迁，是人类生活实践演进的结果。在消费社

会中，物充当了 “消费符号”，对人极尽诱导之

能事，这种状况根本上仍归因于人自己的制造。

不消说，这正好契合了海德格尔所谓 “世界成为

图像”之基本意涵。由此观之，海德格尔所论述

的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世界成为图像”和

“人成为主体”，实质上是对现代生活实情的透辟

领悟和切近表达。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社会是

一个技术力量大行其道、由技术力量支撑起来的

文明时代，以至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社会生活

现象，都要这样那样地借助于技术而展示自身，

技术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解蔽方式。基于此，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可以大胆地用 “集置”一词

来表示现代技术的本质，“集置”所表达的寓意

在于：（１）“强制”———把事物聚集在一起，摆
置并促逼着人，使人以 “订造”的方式把现实当

作持存物；（２）“普遍化”的强制———所有的存
在者毫无例外地都在技术力量的召唤下开启自

身，并以在场为根据而被分类、排序和揭示。③

在现代社会，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订造行为，

“进步强制”通过生产活动而规定了整个大地的

现实，达到了对于生活世界的覆盖和统治。这就

是说，技术 “集置”之普遍化强制，是现代这个

时代的命运，是现代社会之不可更改的不可逆转

的客观必然性。

问题的关键尚在于，即便集置和强制制造了

生存困境，人类也已然千方百计地寻找解困之

策，但人类能够放弃订造的行为吗？进一步引申

的问题则是，现时代的人能够放弃作为生产者的

规定性吗？不能！海德格尔的否定性回答，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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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６１年，第６２、６６页。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０页。
参见 ［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北京：三联

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１２、１９、３９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了对于现代生存境遇的担忧、不满和批判，同时

彰显了现代生活的真相。海德格尔认为，“经济

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乃是现今时代的

两重独特现实，而马克思主义是懂得这一双重现

实的。① 看来，海德格尔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关于

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是社会生活基础的原理，而

且还富有识见地挑明当代生活中经济发展作用的

多重变换和复杂呈现。这就提醒人们，解读现代

生活变迁，我们不能遗忘或忽略经济发展这个轴

心。易言之，海德格尔通过肯定马克思的有关洞

见，把现代社会现实凸显出来。

三、哲学如何参与现实生活

海德格尔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肯

定，是需要予以辨析的。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

思主义强调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切中当

今生活实际的思想。而全部马克思主义的依据在

于这一论题：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情的根本。

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在费尔巴哈颠倒黑格

尔形而上学的整个语境中，黑格尔视野中的 “事

情”是辩证生成中的 “绝对”，费尔巴哈把 “绝

对”置换为 “人”，便颠倒了黑格尔。海德格尔

就此宣布，人们通过追溯形而上学的历史，则可

以看出马克思这一论题是 “形而上学命题”。②

必须承认，海德格尔如此这般明扬实贬的评

价，其实并不认可马克思 “抓住事情的根本”的

态度和做法，这就蕴涵着与存在论原则相关的哲

学取向。然而，更为合理且更有意义的评价，正

在于揭示马克思是如何 “抓住事情的根本”的、

阐明马克思由之而来所达到的思想成就。

马克思开始理论活动的那个时代，人们 “虽

然对于 ‘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

是对于 ‘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③ 为

了解决 “往何处去”的时代课题，与当时纷纷问

世的众多解决方案相比，马克思则独具慧眼地解

剖作为 “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的市民

社会，抓住 “异化劳动”这个 “根本”来剖析

市民社会。这一思想历程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

大致如下：（１）把现实生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
对抗性关系凸显出来：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就是

“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与 “作为劳动的私有财

产”的关系，实即 “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

与 “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的关系。这实际上

暴露了世俗生活基础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

（２）从斑驳陆离的异化现象中区分出 “对象化”

与 “异化”这两种存在形式：对象化是一切劳动

之共性，是劳动者自身本质力量的外化，意味着

人的 “自为的生成”。劳动者创造的产品反过来

成为役使劳动者的力量，这就是异化。对象化是

劳动的肯定方面和一般性质，异化是劳动的否定

方面和特殊性质，社会生活的源始动力便昭然若

揭。

可以说，正是抓住了 “异化劳动”这个市民

社会的 “根本”，马克思便能够从现实根基和发

展动因两个向度阐明市民社会，发现了隐藏在历

史表象之下的、之前未被发现的深层次现实，即

所谓 “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背后的现实④，

为人们探索资本主义社会 “往何处去”的时代课

题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海德格尔就此指

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 “本质

性维度”之中，形成了比其他历史学 （如胡塞尔

的现象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优越的历史观。只

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我们才有

可能达到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的维

度。⑤ 评价如此之高，至少标识了海德格尔对马

克思思想的某种认同。这样说来，在如何对待马

克思的哲学创制问题上，海德格尔无疑暴露出前

后不一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评价，实质上涉及到对

于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原则性评判。从马克思主

义之于现代生活的解释力以及当代的某些回应来

看，我们不赞同海德格尔对于马克思哲学性质的

倒退式评价。当然，我们无意在此致力于纯粹的

辩护或反驳，而是侧重讨论哲学如何实现自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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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

方学者卷》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４３
页。

参见同上书，第５１、５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６年，第４１５页。
参见 ［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

上海：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页。
参见 ［德］海德格尔：《路标》，第４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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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关哲学能否持存的切要问题。

海德格尔曾认为，“思想乃是存在的，因为

思想为存在所居有，归属于存在。同时，思想又

是存在的思想，因为思想在归属于存在之际倾听

着存在”。① 这就是说，“存在”向来命运般地支

持着 “思想”，“思想”则在 “存在”中实现自

身。这让我们想起可以视为马克思哲学革命成果

的一个标志性论断：“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

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

实生活过程。”② 从此可知，马克思所理解的

“存在”，就是指人们的 “现实生活过程”。就此

说来，在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上，海德格尔自

觉不自觉地延续并发挥了马克思的深思；马克思

开启的哲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的路向，已然在当

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在这方面，马克思有着

高度的理论自觉：“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③

这就把哲学如何在现实生活世界出场作为一个问

题提示出来。

立足于当代生活处境，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创

制，哲学在当代的出场，首先就是要面对并把握

当代社会的现实。恩格斯曾指出：“资本和劳动

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

轴心。”④ 当代生活虽然花样翻新、扑朔迷离，

但并不是一盘散沙、了无头绪，关键就在于当代

社会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游离于经济发展这条主干

道。既是这样，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无可辩驳地

成为贯穿于当代生活的一条主线，是当代社会生

活的内在构成元素。当然，在当今的生活处境

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生成了不同于且超

越了对立性质的那些内容。当今的哲学研究在面

对当代社会现实时，已然需要重新思考资本与劳

动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这正是

哲学在当代出场必须面对的事情本身。

当代哲学出场的方向及其问题域虽说已经明

确，但哲学在当代的出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

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当代哲学尤其需要摆脱

哲学自身的重负，才有可能避免自己在当代生活

中的缺席。这里是说形而上学与资本合谋而制造

的抽象统治。在海德格尔看来，解决形而上学的

抽象统治，首先就要返回到存在的根基处，由存

在本身的揭示来说明存在何以可能，而不是基于

存在者来追问存在。换言之，对存在本身的追

问，或者说，对存在怎样存在的揭示，才是哲学

摆脱形而上学统治的合理方向。马克思立足于现

实生活过程，从哲学切近关照人的现实生存的视

角而阐释存在何以存在的问题，先期启明了突破

形而上学统治的可靠路径。这表明马克思所建构

并推动的以感性活动为原则的思考路向，为哲学

描绘了 “改变世界”的存在使命。就此可以相

信，一旦能够击中当代生活世界的核心问题，当

代哲学便能够深入于现实生活过程，探寻蕴藏在

人们实际生存活动中富有推动性和创造性的力

量，通过构建当代精神家园而无可辩驳地证明自

己的存在意义。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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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路标》，第３７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７２页。
同上，第１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５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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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战略：走向进步


［美］利奥·帕尼奇　萨姆·金丁／文　乔瑞／译②

【摘要】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需要建立一种包括资本主义竞争、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特定组织维度的，更加

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仅对于深入理解２１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有着重
要的基础作用，而且有助于增进对工人阶级并非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现在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

一问题的认识。文章进而得出结论：尽管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不能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世界提出明确的发

展路线，但却可以为社会主义战略提供具有指导性的方针，其中包括建立能够广泛确定、调动和代表工人阶级的组织，

以及承认有可能将工人阶级转化为社会变革领导力量的各种党派。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战略的重点必须从

重新创造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开始，通过这些组织不仅可以重新点燃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希望，使社会主义目标更加明

确，而且将充分发掘社会主义潜能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理想。

【关键词】社会主义；阶级；竞争；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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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一书，我们认

为其贡献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冷静分析和

观察当前社会现状及其发展演变的视角，使我们

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 “走向进步”这一问题的实

质及其范围。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

是一个战略问题。就战略角度而言，“走向进步”

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提出一种更好、更为完备的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首先，对 “走向进步”进行理论阐释就应该

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认

为，资本主义并非是事物的永恒秩序和人类社会

的终结。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资本主义是

如何从早期生产模式过渡来的，进而思考并努力

构建一种能替代资本主义的、与之完全不同的、

更为优越的社会秩序。自从 “资本主义体系”出

现以来，许多学者都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

“资本主义体系”作出历史的分析，这经常就涉

及从资本主义体系所包含的抽象的和永恒的逻辑

关系来分析它的作用和矛盾。即使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但这种分析往

往是从社会形态更替的意义上展开的，由此形成

了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目的论解释。

无论怎样，上述做法都削弱而不是强化了历

史唯物主义解释人类在非自我选择的情况下如何

创造自己历史的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历

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 ‘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

尽的丰富性’，它并 ‘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

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

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

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

而已。”

马克思关于 “竞争”和 “阶级”这两个核

心概念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行为的现

实条件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进一步发展历史

唯物主义就要克服组织形式上的理论化不足，至

少要进行理论化的矫正，因为资本主义的 “竞

争”和 “阶级”是通过组织形式来表现的。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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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味着要认真考察这些组织是如何形成的，其

活动是如何被限定在资本主义竞争和不同阶级力

量对抗的特定背景中的，以及这些组织的发展是

如何反映它们在处理矛盾和危机能力上的变化。

因此，我们所要探讨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是需要建立在一种更为完备的理论基础之上，这

种理论包括资本主义竞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社会等多种组织维度。藉此我们将更好地理解进

入２１世纪后为什么资本主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理解为什么无产者转变为工人阶级后，并非

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至少现在还没有

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我们将从上述问题的探

讨中得出一些对２１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指导
意义的战略方针。

一、资本主义竞争

一直以来，主流经济学家把企业规模的扩大

及其市场主宰视为是对固有的、高度理想化的资

本主义经济竞争形象的破坏。目睹了２０世纪资
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迅猛发展，许多马克思主义

者宣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的成熟

阶段———列宁所定义的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

段”———正在代替早期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

段。在这个新的阶段，资本之间的经济竞争已经

成为帝国之间的政治竞争。

揭示资本主义竞争导致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

的确是马克思的伟大洞见之一。马克思这一结论

是基于对竞争本性的重新解读，而不是要消灭竞

争，他甚至使用 “大规模工业”一词来强化这一

结论。与马克思观点截然不同的是，希法亭颇具

影响的 “金融信托”理论则集中描述了金融资本

范畴之下工业与银行的直接关系，就经验可以推

测出希法亭的这种观点主要来自德国。然而，２０
世纪美国生产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更为宽松的联

系则逐渐成了一种规范。

要理解上述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就要求我们

把历史的偶然因素，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置

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考察之中。德国法西斯政权

在与工业和金融的结构关系上似乎更接近于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而非其它形式。法西斯政权的战

败对之后的资本主义格局影响重大，它表明了以

美国为首的非正式帝国组织凭借着海外资产阶级

的强大支持，不仅改变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格局，

而且操控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殖民和扩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代主要的资本主义组

织，如跨国公司和投资银行，作为资本全球化的

主要推动力量不断出现。只是到了１９世纪的最
后２５年美国出现了现代公司这种形式之后，马
克思关于 “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组织形式重要性

的论述才得到更多的关注。除了调节和分配资金

外，跨国公司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在分散生产和分

配的同时，发挥了组织上集中管理的优势，从而

使世界范围内的企业竞争取代了区域或地方性的

垄断。这种公司形式不仅成为美国跨国公司渗入

海外市场的模式，而且也被其它国家的跨国公司

所采用，尤其是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它们进入彼此
市场以来，这种现象越发普遍。

２０世纪垄断资本的概念逐渐淡化，主要表
现在：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竞争并非围绕着

某一行业企业的数量而是围绕着资本的流动来展

开；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了发展的不平衡，

大规模工业在固定成本和劳动力的前提下又要面

临稳定物价的压力。即使是在一些资本高度集中

的大企业中，它们之间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

这种竞争不是表现在价格上，就是表现在利润

率、市场份额和吸引新的资金的能力上。

巴伦、斯威齐的 “垄断资本”理论与加尔布

雷思提出的 “新工业国”理论一样，都不能揭示

这一现象的根本动因，导致了２０世纪最后２５年
中出现了大批的企业依然进行着之前垄断行业中

的大规模的价格竞争。

随着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序和新的销售

物流等方面的竞争兴起，企业的组织创新也应运

而生，这种创新不仅加速了资本积聚和资本集

中，而且导致了跨行业和跨地区间大规模的资本

流动，打破了以往的竞争障碍。事实上，随着经

济的发展，完全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使得我们对

传统意义上经济部门间的划分变得模糊不清。在

越来越走低的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助推下，企业和

国家间新的利益链形成了。这种形式的利益捆绑

在加剧企业间竞争的同时，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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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供应商竞相加入它们的利益链。另外，不断复

杂、精确的内部核算方法也加剧了竞争，甚至在

同一公司的分机构间，竞争也无时不在。

在信息革命发展过程中，我们再次见证了资

本积聚和资本集中，但使用垄断资本这一表述显

然是不合适的。例如谷歌，尽管目前它在搜素引

擎行业里占据着压倒性优势，但在整体上要通过

互联网获取潜在收益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竞争：其

个性化的搜素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这样的公众媒
体关系越来越密切；语音搜素面临着来自苹果手

机应用软件的挑战；在云计算领域内爆发的令人

瞠目的价格大战中，谷歌，微软、ＩＢＭ、亚马逊
等当前行业的领军企业无一不被卷入其中。

此外，随着大型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愈演愈

烈，传统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被打破

了，保险、业务服务等项目从中分离出来。同时

这些金融机构还不断推出新的业务，导致非金融

行业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由于金融机构有权调

动国内、国际储备，所以可以保证足够的资金来

源进行企业兼并，鼓励和支持工业和服务业进行

新项目的投资。金融机构还不断推出衍生产品，

有效提高了抵抗新兴期货市场带来的汇率价格和

成本波动等风险的能力，大大减少了全球竞争的

壁垒。此外，高度运转的资金市场使股份和债券

在企业间流动更加便利，也使资本流向更具竞争

优势的企业。

纵观整个２０世纪，由于主要局限于对金融
资产阶级的分析，传统的金融资本理论逐渐式

微。但是对于如何定义垄断资本，仍然聚讼纷

纭，尤其是涉及到主要资产阶级及其所谓的对国

家的直接统治。这就带给我们一个问题：作为现

实历史的参与者，如何能够深入、充分地用历史

唯物主义来解释资产阶级。

二、资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使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问

题，这就要求他们不仅要对阶级观点进行本土化

的阐释，而且也要做大量的理论上的解读。阶级

斗争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术语，它通常是一系列复

杂力量间的平衡关系在概念上的简称，其中涉及

到社会主体、社会制度、策略和方法等多种因

素。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概念中就包含着经历、

身份和行为等极其广泛的内涵，不仅对于工人阶

级，对于资产阶级也同样适用。不能把阶级仅仅

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划分个人地位的方

式，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是实实在在的整体，并对

这种基于共同经验和活动的整体的演变形式进行

历史梳理。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考

察阶级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变化着的体现自身身份

和利益的能力，以及这一变化对平衡阶级力量的

影响。

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政治社会学中有丰富

的关于组织体系建构的理论，但并不足以应对自

韦伯以来，来自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的

制度主义者们的反对声音。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反

对者要么忽视阶级的不平等，要么把阶级简化为

由地位归属和收入划分所决定的分类。这一点集

中体现在托马斯·皮凯蒂提出的 “资本”一词

中，他用 “ｃｅｎｔｉｌ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替代了阶级斗争。这
就重新回到了把阶级看作是用收入和财产多少来

解释的观点上来，而不是用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

来解释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状况。

也就是说，一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这

样一种误导倾向，即把资本视为协调的、自觉的

行动者，用资本积累的抽象逻辑来解释资本利润

的来源。他们甚至还会采取一些类似理性选择或

博弈理论来证明上述结论。实际上，资产阶级是

有着一定组织机构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参与者，

这些组织不仅在他们的形成产生、身份认同和行

为模式方面，而且在克服———或者并非如此———

不断竞争引起的资产阶级分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另外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即

把资本看作是工业与财政、垄断与竞争、国内与

国外等各种体系，而这些体系之间彼此独立、互

不关联，这种做法忽略了资本生活本身的整体性

和流动性，是一种静态经济主义的表现。

我们所需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将对

竞争和不平等的分析与有关阶级产生和阶级斗争

的组织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如果不对雇主

协会、行业联合会、商会、智库、咨询公司、律

师事务所、基金会和慈善事业等组织在协调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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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资本利益共同体中所发挥的作用予以充分关注

的话，就无法正确理解持续并不断扩大的阶级不

平等。与承担任何直接的职能相比，公司董事会

的互兼董事对于建立不同资本的联系作用更为重

要。长期以来关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争论如今却

变得越来越学术化了，这不仅是因为公司经理的

股票期权不断扩大，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学

的商学院也热衷于通过众多的 ＭＢＡ项目，参与
到将管理者变为资产阶级的制造当中。

一些有关跨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文献颇为重视

组织问题的研究。然而，无论欧洲商业圆桌会议

或者世界经济论坛多么倾向于建立区域和全球的

积累模式，但比起国家范围内建立的组织，资本

家间建立的合作关系则要松散很多，比如英国工

业联合会、德国的行业联合会、美国商会和商业

圆桌会议。金砖四国也是如此。任何严谨的比较

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都必须关注理论与现实的差

别。在南非，ＡＮＣ精英以组织形式已经融入了资
产阶级；在巴西，开发银行在国内资本家与跨国

公司的子帝国主义项目的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三、资本主义社会

不同民族国家中的阶级构成体系，随着资本

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作用的日益凸显，强调了

———至少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克服马克思
主义者们所普遍认可的把阶级问题作为历史唯物

主义中一个主要问题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传统马

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困境在于，它始终没有超越

《共产党宣言》中关于 “国家只是通过从现代议

会制中获得政治统治来进行公共管理的机器”的

论述。

米利班的努力标志着在这方面理论的重大推

进。他主张要对国家权力和阶级权力进行严格区

分，并且强调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进行清晰界定

的重要性。我们关于美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

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主要来自尼科斯·普兰查斯的

理论。普兰查斯认为，跨国公司的扩张促使国外

资本借助彼此的社会构成而形成为一种社会力

量，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使得原有的帝

国竞争理论丧失了解释力，但也充分论证了美国

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然而普兰查斯把国家设想

成 “各个环节矛盾集中起来的场所”或是 “各

种阶级力量浓缩”，错误地批判了米利班关于区

分国家权力的深刻见解。资本主义国家既不是资

产阶级统治的直接工具，也不是单纯的阶级成员

的联盟。资本主义国家要通过资本积累来保证税

收和维护统治，其行为也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利

益诉求。总之，国家权力是不同于阶级权力的概

念范畴。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它特别强调

了在向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逐步从经济领域

的分离，但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国家机构和

经济机构之间的差异挖掘尚显不足。国家机构不

仅可以不受阶级代表和压力的限制行使相对的自

主权，同时还可以不断完善机构类型，提高维护

“规则和秩序”的能力，以此保证一贯竞争却不

公平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国家还努力增加资

本积累，以提高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能

力。

国家机构在多大范围内活动不仅不能直接参

照抽象的 “资本逻辑”，而且国家行为也不应仅

仅为了扩大部分或全体资本家的利益。无论是受

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的启发，对国家行为进行政策

设计也只是经济学家的理论构想，它与资本家为

了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规定国家的行为和活动一

样，都是一种误导。通常是在处理紧急突发事件

时，资本主义社会总要经历一个不断试错的过

程，才使统治者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并不

是无所不能的。

国家机构，包括其中的阶层调整经历了一个

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些变化是国家内部不断

斗争的结果。这些变化与阶级力量的不断调整密

切相关，但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阶级变化。执政

者经常会面对连资本家自己都无力解决的难题，

但由于要遵循 “意外后果法则”，他们往往不能

像资本家们那样选择回避。但是在预测某项计划

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复杂关系以及机构内部可

能引发的矛盾等方面，他们确实训练有素。对于

职业公务员，甚至对于弃商从政或曾在政府供职

的人来说，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要承担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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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相应责任。总而言之，国家确实在促进资

本积累和维持社会关系方面做了很多资产阶级所

不能完成的事情，但事实上，真正理解这一问题

的关键是要回答进入２１世纪后为什么资本主义
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资本主义的生命力

对于那些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人而言，他们

强调 “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是改变世界”，如

果只是 “为了鼓励工人阶级，让他们相信资本主

义在他们的革命面前不堪一击”，而倾向于过早

地预言资本主义崩溃，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如

此，与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资产阶

级 “自掘坟墓”的预言相比，他本人的关于资本

主义发展动力的论断更有解释力。这就是为什么

《共产党宣言》中 “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

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的论断至今仍有现实意

义。

在我们看来，很多现实情形都是 《资本论》

第三卷①中所论述的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造成的。正如保罗·斯威齐曾在给保罗·巴兰的

信中所说的：“公式是经济学家的精神鸦片，它

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马克思。参见关于利润

率下降的章节，像其它当代读物一样，该章节也

同样力求从冗言赘语中挤出些精华。”类似

ＦＲＯＰ之类的公式，假设整个资本主义史上的经
济危机都源于某种单一的原因，这实际上背离了

历史唯物主义最有价值的部分，更不必说以此为

基础而推演出的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结论。

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

的生产模式是历史的动态的，而不是相对静止

的，所以更容易出现经济危机。与传统的 “看不

见的手”和现代平衡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始

终坚信无序的市场竞争、不平衡发展和阶级斗争

是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发展过

程中的四次经济危机，分别发生在１９世纪的后
２５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及现
在。每次危机的发生都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对危

机原因的考察必须涉及到阶级关系、组织形式以

及各个阶段特殊的经济矛盾等多重因素。此外，

每次危机发生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最终解决

都要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取决于资本对新技

术和组织形式的容纳能力，同时还要考虑到国家

行为是缓解还是加剧危机，是调整阶级力量的平

衡，还是增加资本积累以改变机构基础设施条

件。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出现马克思所描述的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 “相反趋势”，但列宁在

关于国家的论述中把困扰资本主义的这一矛盾导

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了分析的重点。且不论当

时列宁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理论存在的问

题，我们也不能理解在没有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论

断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为什么可以超越这个阶段

继续生存整整一个世纪。资本主义之所以可以继

续发展，原因可以归结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致力

于在全球培育和复制资本主义，并围绕这一目的

不断对组织机构、国内经济政策以及社会关系等

方面进行调整。把握了这一点，就把握了以美国

为首的非正式帝国组织以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着

力提高监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水平、增强组织化

解经济危机能力的目的所在。

此外，“全球化”所实现的不只是 “资本主

义的生存”，它还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渗透到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球化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

的过程，就像前共产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大

国，一方面过去落后的发展理论占据着主导地

位，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发展又不得不被看作是

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当然，不能把全球化理解

为一个绝对的 “过程”。即使在排名不断变化的

情况下，全球生产和权力等级的划分依然存在。

就像马克思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

一样，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普遍存在着强占

与混乱、剥削与不平等、矛盾与冲突。对于今天

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也亟需作出更为充分的历史

唯物主义的解释。如果只是一味相信资本主义即

将崩溃，而没认识到具有破坏性的、混乱的和非

理性的世界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而存

在，那也将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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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２１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历史唯物主义带
来的最大的难题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

资本主义掘墓人———工人阶级到底发生了哪些变

化？在我们看来，如果不认真了解竞争对资本家

和工人阶级造成的不平等的影响，不详细探究这

一影响在决定他们的选择和活动中起着怎样的作

用的话，就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

从资本家把工人集中起来进行生产的那一刻

起，他们建立的规避工人内部潜在竞争的方式就

对阶级的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为了使工人的工资

不受竞争影响，通过行业工会联合资本主义企

业，这种排外的行为规范也被纳入到了工人制度

当中。在行业联盟间的联系愈加广泛的同时，行

业阶级组织出现了。由于工人阶级本身具有跨行

业和跨部门的特点，这种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的

组织划分经常会失去意义。但在 《共产党宣言》

和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都

强调指出工人和农民一样， “尚未形成一个阶

级”，只局限于 “地方性的联系”。实际上，这

可能是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中，在 “把许

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

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过程中保留 “阶级斗争”

的原因。

同时，马克思也敏锐地意识到 “将无产者组

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

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虽然经济竞

争摧毁了个别企业，但是生存下来的优胜者会进

一步巩固资产阶级的整体力量。与此相反的是，

竞争迫使工人与资本家的立场保持一致，并把其

他工人视作其竞争对手，这就不仅破坏了工人阶

级的内部团结，也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共产党宣言》有一处明显的错误，即 “对

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异不再有任何社

会意义”，但从实践来看这种差异是极为重要的，

而且民族、宗教、种族和国籍之间的差异也是非

常重要的。要充分了解工人阶级身份多样性的意

义，就需要特别关注工人阶级组织是如何在竞争

和阶级的辩证发展中建立起来的。一直以来，工

人阶级组织要么忽视这些差异，要么将这些差异

组织化，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却抑制了革命潜能

的发挥。

爱德华·汤普森曾经说过，马克思把主要精

力投入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有时他太沉迷

于追求 “那些独立于历史特殊性的确定的、永恒

的规律”。虽然这使马克思的注意力不断从组织

重要性的分析中转移出来，但是在马克思的政治

著述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找到他关于组织重

要性的深刻论述。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马克思１８６４
年第一国际的就职演说。在演说中他强调把工会

团体转化为 “能成为在最广泛利益的基础上实现

彻底解放的工人阶级组织中心”。

要使同一企业中绝大部分工人的工资不受竞

争影响，必定要求工会成为组织的中心，即便这

样不能实现工人的彻底解放，也可以将工人阶级

的定义扩大到行业工会之外。行业领域完全不同

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竞争，不仅对行业间的

联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了阶级力量之间的平衡，使之朝着有利于资本的

方向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变化对行业造成的

特殊影响还包括不稳定工作几率的增多、与工业

产品相关的服务增加、向更为集中的工作场所的

转变，这一切在加大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平等的同

时，也使工人结盟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此外当今

时代的竞争所产生的空间重组同样不可小觑。随

着资本在国内外的重新定位，经济、文化和政治

间的联系也随之建立起来了，这通常有利于缩短

资本家之间的距离。同时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在相

当程度上扩大了全球无产阶级的规模，但是随着

上述变化的出现，产生阶级身份认同的代际和群

体基础经常可能遭到破坏。

在这一点上，历史还远远没有结束。然而，

很多情况正发生 “在我们眼前”———使用马克思

最喜欢的说法———这也许为建立或是重建新的阶

级或组织做准备。当我们目睹无产阶级重新变成

不稳定的无产者时，我们应该回想起汽车工人在

没有工会组织起来之前，他们也同样是不稳定

的。固然，要退回到２０世纪中期旧的债券劳动
关系制度是不可能的，那些债券所留下的记忆仍

然可以激起今天新的斗争，就像封建时代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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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能激起１９世纪的无产阶级斗争一样。另外，
即时经济体也由于极其容易在运输、仓库存储、

供应商间及电子物流等环节出现问题而最终瓦

解。

今天，资本重组已经使传统的产业工会在服

务部门，甚至在大学里承担起组织推动的作用。

工会组织女性化也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因素，它甚

至成为破除长久以来以女工技能娴熟与否进行分

工的基础，如医院护士和清洁工的分工。我们需

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能够认识到当今的工会组织

正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切实增进阶级认同和提高

阶级能力实现着这一转变？或是宁肯成立这些工

会使它们像保险销售代理商一样争夺工人加入？

如果这样的话，同业工会的机构改革大大限制了

阶级形成和阶级认同，而没有形成马克思所理解

的意义上的 “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

为此，我们也需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

析，这种分析能够判定工人阶级的官僚化是否正

如米歇尔斯一百年前所描述的是一个 “铁律”。

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判定改变教育水平和交往方

式是否就可以改变产生官僚化顺从和机械接受的

条件，然而这种官僚化顺从和机械接受的现象在

大部分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当中仍然普遍存在。

我们同样需要质疑的还有，例如工人活动组

织，这种与阶级、伦理、种族和区域特征相关

的，以及当前为增加最低工资而活动的新型阶级

组织形式。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当今任何严谨的

比较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都要对金砖四国中特殊的

资产阶级的形成和组织形式进行认真考察，同时

也要对其工人阶级进行认真考察，从印度不稳定

工人的新贸易联盟自发组织，到我们所谈论的南

非工人阶级组织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六、战略方针

我们旨在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各种努力

并没有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世界提供一个

像 “全球定位系统”那样精确的发展定位，但它

却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战略方针。以下我们将

列举九条战略与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九

种生命力相契合。

第一条是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视作是社

会主义的过渡条件。尽管经济危机不断为政治教

育和斗争创造机会，但我们仍需摈弃资本主义矛

盾将为我们承担大量政治任务的假设。正如今天

很多人都只想寻找回到凯恩斯福利国家的道路一

样，经济危机只会让人失望，或者让人向往美好

的过去。

由此引出了我们的第二条战略方针，那就是

不可能重走凯恩斯福利国家的道路。历史唯物主

义也许没有指明通往未来的道路，但是它却能解

释为什么不能重返过去。１９世纪６０年代，随着
商品化、金融化、消费信贷和资本流动的不断扩

大，与充分就业、工会力量增强和战后金融调节

之间发生矛盾，这就为７０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
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仅仅

提出回到凯恩斯福利国家的政策就意味着忽视其

背后阶级妥协所产生的条件。尽管全球化带来了

工业、金融及空间的巨大调整，资本家、工人和

国家体制所经历的变化则更不必说，但身处资本

主义世界，你得装作对发生的这一切了如指掌。

我们的第三条战略方针是需要对工人阶级作

为社会主义改革的中间力量进行质疑。伊萨克·

多伊彻在他的托洛茨基传纪 《先知三部曲》中第

一卷的结尾部分就已阐明，“欧洲所有的社会主

义学派都认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理

想，无产者一旦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不会放

弃”是个错误命题。多伊彻追溯了十月革命后布

尔什维克党所经历的关于工会作用争论的痛苦历

程，以及在解决上述问题时社会主义者表现出的

心理准备不充分 （反对党也一样），这一切最终

导致了独裁。多伊彻写道：“这充其量只代表了

阶级的想法而不是阶级本身。”

到２０世纪末为止，社会主义者和工联主义
者在过去几十年中所遭受的历史性失败，不仅意

味着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事实上已经减

退，就是 “阶级本身”的概念也越来越受到质

疑。实际上，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绝大多数社
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一直都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核

心，并坚定不移地推动着他们的革命事业。但是

在７０年代经济危机时期，针对这些党派开展的
工会斗争并不能为工人运动摆脱困境提供新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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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或政策。

这并不是近几十年来取消工人阶级这一时髦

说法的问题所在，而是与我们的第四条战略方针

有关，即必须重申１５０年前马克思提出的，“在
最广泛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

的重要性。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组织，能够再次

直接将无产阶级变成一个阶级。历史上工人阶级

的力量主要通过工会组织力来体现，对其持久相

关性和影响力的考察将取决于是否广泛而不是狭

隘地确定、组织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而证明

在实践中无产阶级、不稳定阶层，网络阶层等实

际属于同一阶级。

广泛确定阶级认同能够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

“将具有普遍相似特征的地方斗争转化为国内斗

争，一种阶级的斗争”的过程中保留了 “阶级斗

争”的概念，这也正是我们的第五条战略方针。

这一条对于把阶级斗争的中心任务定位于满足工

人对公共商品和集体服务的需要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确实要警觉国内那些为了提高收入而进行的

运动是否最终转化成了阶级斗争；更要警觉的是

地方或行业运动，这些运动关注由于争取个性化

消费所导致的工人竞争，却忽视了以个性化消费

为导向的生产所带来的生态恶果。

在第六条战略方针中要进一步明确抵制提高

经济竞争力的目标，无论是国民经济竞争力、行

业经济竞争力还是个人经济竞争力。尽管进步派

经常主张要提升经济竞争能力，并以此作为维持

和改善集体服务的物质基础条件，但竞争规则却

使无产阶级组织更加混乱无序。竞争当然是不能

被忽视的现实要求，但是要坚决抵制把竞争视为

目标的做法。因此需要打破以出口为导向的战

略，转而关注以内部为导向的民主经济计划的协

同效应。除非以包容和团结的方式，把重点放在

对资本和投资制约上，否则极右派就会填补这个

空白，仅仅在工人与 “异己”竞争工作机会时才

给以保护，并对在当下资本主义体制中工人所拥

有的权利造成潜在的威胁。

接下来还有其它方案，这就是我们的第七条

战略原则———增进２１世纪的国家间的团结。各
种以提高工人阶级经济竞争力为名义的运动严重

破坏了这种团结。南半球的工人，正如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的工人一样，正遭受着竞争名义下的双

重压迫。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通过竞争来恢复生

产能力，而是通过满足集体需要来不断促进可持

续的生产能力。在我们看来，与跨国公司进行的

国际集体谈判，还不如在国际支持下在各个国家

开展阶级斗争更有利于满足集体利益，同时也为

在其它地方开展斗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这直接关涉到我们强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

程中国家的重要作用，而且我们觉察到，这一过

程中最突出的矛盾表现在国家内部而非国家之

间。这与我们对于国家的争论有关，我们认为国

家并不仅仅是一种阶级工具，也不只是由阶级成

员构成集合体，而是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却可

以独立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系列特殊的公共机

构。由此我们得出具有关键意义的战略———第八

条战略，即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

况下，国家的改革必须围绕调整公共机构的形

式、目的和能力进行。

鉴于上文，我们可以提出在各国开展阶级斗

争是很有必要的，原因在于它积极推进公共服

务，强调公共服务要比经济竞争更为重要。实现

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必须包括扩大公共机构的范

围和资源。财政在分配资本和规范国家、商业及

纯粹劳动者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银行和其它

金融机构向公共机构的转变中，它在促使这些机

构改进政策中发挥着积极获取和分配资源的作

用。在当今的生态的语境下，超越混乱和非理性

的资本主义市场从而提高公共决策能力是至关重

要，其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不仅仅是一个长期的愿景。我们需要再次

借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议程中使用的 “体制改

革”的概念，来重申我们的战略关注点。“体制

改革”这一概念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安德列·高兹
提出的，他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详细划分那些不

只是为了改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而是为了逐渐

建立战胜这些条件的改革类型。 “国家粉碎”、

“国家消亡”这些陈旧的概念并未抓住这一点。

正如马克思曾经对巴枯宁说的，社会主义所指的

国家消亡只是在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再

生产代理机构意义上而言的，并不是在一个无阶

级的社会中为推进民主决策、责任代表和管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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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公共机构意义上而言的。这样的民主公共机

构在培养全能型人才和交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

不可替代的，因此必须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战

略。“双重权力”的旧观念和 “通过不夺取政权

来改变世界”的新观念都应该被彻底抛弃。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想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对阶级社会的超越。尽管人们认为实现这一

超越是要依靠工人阶级来完成，但其中却涉及到

工人阶级对自身的超越，进而认识到人类发展的

多样性的问题。只有人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重

塑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国家实现体制改革的社

会主义战略才不会化为泡影。在这个过程中公共

部门工会应该起到主导作用，但要以社会主义理

论要义和战略方向来重新定位工会的目的、组织

和实践。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把国家变成工人阶级

的工具，而是变成代表全人类的、采取民主的社

会主义制度的公共机构。

这就重新回到了我们最大的难题上了，工人

阶级能否以及如何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在 《共产党宣言》之后的马克思政治著作中的两

种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尚未解决的矛

盾：一种观念是工人阶级政党由于跟随了无产阶

级的先锋队组织而成为了一个阶级；另一种观念

是政党在 “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阶级”的过程中发

挥了决定性作用。另外，正如卢卡奇１９２２年提
出的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政党经常被

“视为纯粹的专业术语，而不是最重要的革命知

识性问题之一”。众所周知，卢卡奇本人并没有

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恰恰是葛兰西最重要的贡

献。对于那些使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反思社会

主义的战略的人来说，也许最令人失望的是，这

一理论从来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断，

对于政党开展———或没有开展的———与阶级认同

和能力相关的实际工作作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在左翼政党普遍破灭的所有原因当中，或许

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无力使无产阶级真正成为一

个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说，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
产生的其余革命政党的分裂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机

会，一个扫清障碍的机会。这些政党虽然明确取

代了以前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党，但却不能

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

能够使工人阶级转变成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

的政党目前尚未出现。认清这种现实，最终将使

我们避免１９１７年、１９４５年出现的停顿期，这一
时期严重破坏了我们之前在政党建设和革新中所

做的努力。确切地说，我们正在重新开始，这也

是我们的九条战略，战略的重点必须从重新创造

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开始。这些组织可以重新点燃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希望，使社会主义的目标更加

明确，充分发掘社会主义的潜能并最终实现我们

的理想。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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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的生态逻辑：问题本质与伦理自觉


陈　忠

【摘要】我们正在进入城市社会，生态意识是城市与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容，但生态不等于自然，生态性不等于自然性。

客－客关系、主－客关系、主－主关系、主体自身关系，是生态关系的基本内容。生态问题、生态意识具有深刻的城
市性。伴随城市社会的推进、城市化所导致的综合失序，人们日益认识到，所有的涉人关系、非涉人关系都是复杂性、

互动性、多样性、变动性的统一，都具有生态性。城市是多重涉人关系、全面生态关系的感性节点，不合理、缺少伦

理反思的城市化是导致诸多涉人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转换城市发展方式，推进城市生活的伦理化，对解决包括自然

环境等问题在内的所有生态问题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市社会；生态逻辑；生态敬畏；伦理自觉；城市心性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１７－０６

　　城市社会是文明转换的重要趋势，我们正在
进入城市社会，生态意识是当代城市与社会理论

的重要构成。一方面，生态意识的觉醒与凸现标

示着城市与社会理论的深化；另一方面，生态意

识的问题与不足，也说明当代城市与社会理论有

待进一步完善。关于生态问题、生态意识，当代

城市与社会理论面临一些基础性问题：生态是否

就是自然；生态性是否就是自然性；生态性的特

点是什么；生态性是否是世界关系、涉人关系的

基本特征；如何理解生态意识的主要内容、生成

时代、演变场域、转换方向。我们认为，结合城

市史、文明史，从城市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的角

度，反思、确认生态问题、生态意识的城市性、

历史性，对树立更为全面的生态意识、营建更为

合理的生态关系、推进城市社会的合理可持续，

具有基础意义。

一、生态意识与城市研究

霍华德是现代人文主义城市观的重要起点人

物，生态意识的自觉是霍华德城市理论的一个重

要特点。为了同时性地解决城市中的高物价、高

地租、交通拥挤、空间污染等问题，以及乡村的

停滞、衰落、环境恶化等问题，霍华德提出了一

种城乡融合的城市建设新思路。霍华德主张营建

一种兼具城市与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社会城

市、生态城市。他认为 “城市与乡村必须成婚，

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

新的文明”。①霍华德的生态意识主要有三方面内

容。其一，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是田园城市、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点。“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

本应兼而有之。”②理想的城市是人们可以享有城

市的一切优越性，“然而乡村所有的清新乐趣

———田野、灌木丛、林地———通过步行或骑马瞬

时即可享用”③。其二，交织在自然中又彼此联

通的适度城市，是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形式。“城

市一定要增长，但其增长要遵循如下原则———这

种增长将不降低或破坏，而是永远有助于提高城

市的社会机遇、美丽和方便。”④为了方便人们同

时获得社会与自然的优点，城市的规模不宜过

大，不同城市之间的距离也不宜太近或太远。其

三，城市各阶层主体的互惠行动，是达至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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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城市的重要路径。霍华德认为城市问题是所

有城市相关主体共同造成的，也需要并可以通过

大家的协作予以解决。“把目前社会的可悲状态

全部归咎于人类的单一阶级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么？”① “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改革天性；每个

人都有一些对其同伴的尊重。”② 通过建立公平

的体制，完全可以营建兼具城市与乡村优点的田

园城市。

格迪斯是人文主义城市观的重要节点式人

物。作为 “进化城市”的倡导者，格迪斯的城市

观的生态意识既来源作为生物学家的专业背景，

更来源于对城市发展、城市问题的观察与反思。

格迪斯的生态意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自

然所内涵的深层秩序，是人们获得解决城市问题

自信的重要基础。面对不断严重的城市问题，不

少人会产生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但格迪斯对解

决城市问题、优化城市生态充满信心，认为 “信

心在于大自然的秩序方面……只要我们改善环

境，激发功能，大自然一定能重新给我们以健康

和美丽———重新复兴，必将超越过去的最高纪

录”③。其二，诸多城市问题不是相互孤立的问

题，不能孤立地解决，而是需要厘清不同城市问

题之间的有机关联，并寻找系统的解决之道。城

市问题 “不应被个别地、过于专业化地处理，它

们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不可分离。”④

其三，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生态，应建构以不同

的地理生态等差异为基础的城市个性。“每一个

真正的城市设计，每一项正当的规划方案，应当

且必须体现出对当地及区域条件的充分利用，展

示当地的和区域性的个性。”⑤ 其四，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是城市生态的重要内容，解决城市问

题、建构更美好城市的重要基础是恢复、回归城

市主体的社会性、公共性。以个体为本体的功利

主义是造成城市问题的重要原因。“城市的进化

和人的进化必须同步前进。”⑥ “人类伙伴与互助

关系的理性回归，能重新点燃信仰的精神；在我

们正在进行的城市重建中，公民关系的复兴将开

辟一个社会及政治进化的新时代。”⑦

一方面，格迪斯的 “进化城市”同霍华德的

“田园城市”一脉相承。霍华德的 “拥有新技术

秩序，以电力、卫生、艺术为特征，拥有高效和

美丽的城市规划以及相关的农村发展，拥有社会

合作和有效愿望的相应提升”等观点，是格迪斯

“所坚持的主要论点”。⑧ 另一方面，格迪斯的城

市观又与霍华德有重要不同。霍华德侧重于探索

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生态等原则在新的地点营建新

的城镇，而格迪斯则侧重于探索如何按照生态等

原则复兴、重构、发展已有的城市；霍华德更注

重城市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及其调整，而格迪斯则

更为注重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关系及其合理

化。也就是说，同为生态意识，霍华德的相对狭

义，其 “生态”更多地具有自然性；格迪斯的则

相对广义，其 “生态”更多地具有属人性。

芒福德是现代人文主义城市观的集大成者。

作为 “文化城市”的倡导者，芒福德的生态意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他反对以机械的眼光

看待城市，主张以生命与生物的生态性眼光看待

城市。“人类的生存和生产方式如今已经化育出

一个生物技术时代。而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机

械文明的种种成就则是仰赖机械秩序所建立的；

所以，与当今的生物－技术时代对照而言，机械
秩序的局限就大得多了。”⑨ 其二，他认为现代

城市的最大问题，是城市偏离了其全面的生态、

生命本性，而成为一个片面的经济、欲望或政治

存在。“我们必须使城市恢复母亲般的养育生命

的功能。”城市越发展，越需要确认城市的生态、

生命本性。“迫切需要的革新并不是物质设备方

面的扩大和完善……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

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瑏瑠

其三，主张以一种更为全面系统地生态性方案解

决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城市的改进绝非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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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方面的改革。城市设计的任务当中包含着一

项更重大的任务：重新建造人类文明。我们必须

改变人类生活中的寄生性、掠夺性的内容”，而

努力 “创造一种有效的共生模式”、 “一个相互

合作的模式”。①

比较芒福德与格迪斯可以看到，格迪斯更为

关注城市的复兴，对解决城市问题的前景也更为

乐观，立足于一种对生态的信心来考察城市，其

城市观的总体基调是乐观的；而芒福德更为注重

对城市的批判，更多地看到了城市发展的问题，

其城市观更多地带有一些悲观色彩。在文化与生

态的关系上，生物学家出身的格迪斯更强调城市

的人文性，而作为 《城市文化》作者的芒福德却

更为强调城市的生物性。比如，芒福德就将城市

的专业分化现象比作一种昆虫式的生物学现象：

“城市因而在一个相当早的时期便重现了昆虫世

界中的多形现象：它以社会手段实现了昆虫社会

赖以整体的生理分化。”②

霍华德、格迪斯、芒福德是人文主义城市观

的三个代表人物。从霍华德的 “田园城市”到格

迪斯的 “进化城市”，再到芒福德的 “文化城

市”，三位城市学家对城市、生态的理解各有不

同，但用生态的眼光看城市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而霍华德、格迪斯、芒福德的生态意识之所以产

生，又源于城市发展中诸多关系性问题的刺激与

激发。没有城市本身的发展，没有城市关系的复

杂化、问题化，生态意识可能不会成为城市研究

的显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意识是

一种城市意识。确认生态问题、生态意识的社会

性、城市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与实践意义。

二、生态问题与城市革命

自然、社会、人自身都是一种有机、全面、

变迁的关系性存在，即一种生态性存在。人作为

关系存在的重要特殊性在于人可以对各种关系有

自觉的反思、改变与建构。虽然，早期人类对关

系的生态性已经有一定的体悟，但是只有在社会

发展、人类文明推进到一定的阶段，特别是城市

革命以后，在客－客关系、主－客关系、主 －主
关系、主体内部关系等，因为人的干预出现了较

为严重的问题、成为一种日常性的挑战时，人们

的生态意识才真正崛起、逐步成熟。城市是多重

涉人关系、全面生态关系的感性节点、空间场

域；生态问题是一种城市问题，生态意识是一种

城市意识；生态问题、生态意识是一种以城市为

语境和场域的关系问题、关系意识。全面的生态

意识既不是乡村情感、乡村意识，也不是自然情

感、自然意识，而是一种城市情感、城市意识，

是一种由社会发展加速与城市问题突现所激发的

社会批判与营建意识、城市批判与营建意识。

以农业为基础的第一次城市革命象征着人类

文明的真正开始，也标示着人类开始全面遭遇生

态性问题。“大约在６０００年前，世界上出现了最
早的城市，这些城市很快又成为各地的政治和经

济中心。事实上，自从城市出现以后，整个世界

和人类一步一步地被纳入到围绕城市所组成的复

杂社会的影响之下。”③ “在公元前３５００年到前
５００年，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包括美索不达米
亚、埃及、印度北部、中国、中美洲以及安第斯

山脉中部都独立发展了复杂社会。”④ 城市社会

之所以被称为复杂性社会，是因为以城市为节

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

的关系等开始全面展开、复杂纠缠。人类开始进

入一种由复杂的客－客关系、主－客关系、主 －
主关系、主体自身关系构成的生态性关系状态。

一方面，同过去的小规模社会相比，人们生产出

多样的产品，营建起多样的空间，建构起多样的

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宗教等系统；

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遭遇比小规模社会更为复

杂、严重的自然、环境、社会、自我等问题。成

就与问题的日常性交织，激发人们开始全面反思

自然、社会、自我等复杂关系的生态本性。第一

次城市革命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正是在这个

时期，苏格拉底、孔子等思想家对自然、环境、

社会、自我等关系进行了思考，成为人类早期生

态意识的重要代表。以农业革命为基础的第一次

９１

①

②

③

④

［美］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第８页。
［美］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宋俊岭等译，第１１３

页。

［美］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上，魏凤莲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页。
同上，第２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城市革命开启了人类的前现代城市社会，这个时

期是人类完整生态意识的生成期。

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到２０世纪初，以商业革
命、工业革命为基础和动力，人类文明进入近

代。近代的重要空间特征是发生了第二次城市革

命，兴起了诸多商业城市特别是工业城市。以近

代城市为空间和载体，人类文明跃上新的台阶，

也进入新的人为丛林阶段。由于人的干预，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都获得了新进

展，也遭遇了新问题。化石能源、大型机器、专

业分工、科学管理、近代科技等，为人类创造、

增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效率，也使人类遭遇前

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新冲突。人与自然的

关系因为人的活动开始全面恶化；人口的大量增

加、不断聚集、阶层分化，使社会关系前所未来

的复杂化；人自身的肉体与精神，在获得更多享

受与舒适的同时，也开始承受更多的压力与痛

苦。在成就与问题张力不断加大的语境下，人们

开始对世界关系、涉人关系进行分门别类的专业

干预、专业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

学的专业分化日益精细，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诸多

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精神科学理论等

不断诞生，都说明在这个新的城市时代，人们对

各类复杂关系的认识开始走向专业化、系统化。

人们日益认识到，所有的涉人关系、非涉人关系

都具有生态性，都是复杂性、互动性、多样性、

变动性等的统一。以商业城市、工业城市为载体

的第二次城市革命时期，是各类复杂关系之生态

性全面展开 （全面进展与全面恶化相统一）的时

代，也是人类的完整生态意识、生态思维开始系

统自觉的时代。

２０世纪后期，以信息、生物、能源、建筑
等新兴科技为标志，人类文明进入新阶段。这个

阶段的重要空间特点是出现了世界性的城市新建

与城市更新，可以称之为第三次城市革命。列菲

弗尔用 “城市社会”（ｕｒｂ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概括这个新
的文明阶段。２０世纪后期以来城市社会的特点
不仅表现为人口的城市化率超过５０％，表现为城
市数量的增长、体量的增大、结构的复杂，还表

现为以城市为载体人们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

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等均发生了深刻

的改变，整个世界成为一种以城市为轴心的复杂

生态。正如芒福德在 《城市发展史》中所描绘

的：“本书开篇叙述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象

征地看，就是一个世界；本书结尾则描述了一个

世界，这个世界，从许多实际内容来看，已变成

为一座城市。”① 一方面，各类技术的不断进步，

使这个城市世界似乎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稳定、

可控、安全、繁荣的人化世界，人类似乎可以在

这个城市世界永享幸福。另一方面，这个全面的

人化的城市世界，又不断遭遇更为严重的环境恶

化、社会分裂、精神危机等问题，其风险性、脆

弱性似乎也在不断增强。人们在宏观、中观、微

观层面都日益面临、遭遇比农业城市、工业城市

时代更为复杂多样、相互纠结、变化加速的关

系。能否实现生态意识的新自觉，对城市世界的

良性可持续运行具有基础意义。

前现代城市 （农业城市）、近现代城市 （工

商业城市）、当代城市 （后工业城市、城市世

界），是人类文明空间转换、城市革命的三个阶

段。与此相契合，人类的生态意识也相应走过了

三个阶段。农业革命与农业城市时期，是生态意

识开始生成的阶段，人们开始遭遇自然、社会、

自身等关系，开始全面反思这些关系的复杂性、

相关性。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与工商业城市时

期，是生态意识全面推进的阶段，人们开始遭遇

由于自身的行为所导致的大量的、日常性的自

然、环境、社会、自我等问题，也开始开启、遭

遇比农业城市时期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复杂关

系，开始对世界关系的生态性进行更为深刻、专

业研究和把握。后工业革命与城市世界阶段，也

就是当代，是生态意识需要新的全面自觉的时

代，人们日益创造并遭遇比前现代、近现代城市

革命时期更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比以往任何

时期都更兼具全球性、区域性与身体性、多样

性、复杂性、易动性。以不断生成和更新的城

市、城市群、城市区域为空间和节点，全球、区

域、个体，自然、社会、自身，科学、文化、宗

教等，所有的关系日益深刻的关联、纠结在一

起。这就要求人们树立更为全面的关系思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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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关系进行更为自觉的生态反思、生态关

照、生态营建。

三、生态社会与城市伦理

生态战略已经成为城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

略。但人们往往认为生态就是自然，生态意识就

是自然意识、环境意识，建设生态社会、生态城

市，就是在城市的营建与更新中注重对植物、水

系等自然要素、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引入。如此理

解生态战略有其价值，也有其问题。其价值在

于，注重对自然的保护、注重引入自然因素，确

实有利于城市社会的环境改善；其问题在于，把

生态性等同于自然性，把生态等同于自然，在理

论上会遮蔽生态性的丰富内涵、能指意义，在实

践中会遮蔽了生态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探索更

为全面的环境问题解决之道，良性可持续城市社

会的营建之道。

客－客关系、主－客关系、主－主关系、主
体自身关系，是生态关系的基本内容。人们之所

以倾向于用把生态性等同于自然性，源于自然在

本体论层面具有相对于人而言的先在性，以及自

然在方法论层面上相对于人而言的可感受性、易

见性。我们不必否定、拒绝并可以继续用自然来

象征、标示生态，也应该继续把自然环境的改善

作为城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也不能因此

就把生态等同于自然，把生态性等同于自然性。

其实，正如黑格尔所认为，即使对于自然本身特

别是涉人的自然，也需要从更为宏观的整体性、

生态性、有机性来理解，而不是相反。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相对晦涩，却以特定的方

式深刻揭示了自然的非孤立、生态本性。在黑格

尔看来，并不存在孤立的自然，需要以整体、过

程、有体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思维来理

解自然。“研究自然就是精神在自然内的解放”，

“自然自在地就是理性，但是只有通过精神，理

性才会作为理性，经过自然而达到实存”。① “自

然必须看作是由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②

可以看到，一方面，黑格尔从理性出发理解自

然，明显带有现代性上升期的特征，充盈着人的

主体性自信；另一方面，黑格尔又以逻辑的力量

深刻揭示了自然的非孤立性、生态性，揭示了

人、自然、社会及相互之间关系的整体性、有机

体、互联性、变动性。

在 《自然的终结》的作者看来，现代技术文

明已经实质性地终结了没有人工干预的纯自然。

“我们至少在现代社会里已经终结了为我们所界

定的自然———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的自然。”③ “我

们生活在一个后自然的社会里。”④ “我们使自然

丧失了它固有的独立性，这使自然在根本上失去

了它的意义。”⑤ 虽然，自然可以成为我们的一

种乡愁，“自然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嗜好”⑥，但

我们已经实质性的无法回归到前城市文明的那种

自然。

生态问题、生态意识在本质上具有城市性。

解决环境问题，建构生态型社会，需要转换城市

发展方式，需要以全面的生态观为基础，推进城

市理念、制度、生活的全面伦理化。所谓伦理，

就是事物的内在关系本性，就是一种良性可持续

的关系；所谓伦理化，就是人们把对世界、对涉

人关系本性的自觉把握内化于人与社会的理念与

心性、制度与行为。“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

这种出之于自然的关联本质上也同样是一种精

神，而且它只有作为精神本质上才是伦理的。”⑦

全面的生态观，既需要内化于城市理念、城市心

性，也需要内化于城市制度、城市行动。

其一，建构具有 “敬畏伦理”底蕴的城市理

念。霍华德、格迪斯、芒福德都对城市的生态性

进行了有益探索，但问题在于，由于时代的局

限，他们或者把生态主要作为一种自然有机体看

待 （霍华德），或者把生态主要作为一种社会有

机体来看待 （格迪斯），或者用一种倒退的眼光

看来城市发展 （芒福德），都没有真正用一种整

体、涉人、可持续的生态意识来看待城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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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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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的空间化聚集，是

天、地、人，自然、社会、身体，空间、社会、

文化等要素和系统复杂互动的高复杂涉人生态

体。城市的良性运行，需要所有相关要素、系统

的总体和谐、有机统一。任何一个要素及系统的

问题，都可能成为导致城市社会整体危机的起

因，可能导致城市世界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这样，在城市发展中就需要确立一种以敬畏为底

蕴的城市伦理，一种内含自然敬畏、社会敬畏、

身体敬畏等内容的综合性的生态敬畏为基础的城

市伦理。缺少这种综合性生态敬畏，是导致当代

城市社会环境破坏、社会冲突等问题加剧的重要

原因。

其二，建构具有 “有限伦理”底蕴的城市进

路。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是一种生命有机体，

一种复杂的有序多样性存在。“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逐步从有序复杂性的角度来看待城市问题，这

种有序复杂有机体充满了很多未经检验的关系，

但显然这些关系不仅互为关联，而且完全可以被

理解。”①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复杂多因素的有

机生态，与城市相关的所有要素及系统既有其内

在秩序，也有其承受变化的限度，如果对因素、

系统的干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导致要素甚

至整个机体的危机和失序。在不断进步的技术支

撑下，我们往往以一种无限干预的思路推进城市

与社会发展，并集体无意识地认为天、地、人等

生态都是无限可改变的，即自然无限可掠夺、资

源无限可替代、人的需要无限可膨胀、人的能力

无限可增长。在这样一种无限伦理的支配下，城

市在发展的同时也将聚集巨大的风险。建构以

“有限伦理” （充分考虑自身及对象有限性的伦

理）为底蕴的城市进路，对于城市社会的良性可

持续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建构具有 “自控伦理”底蕴的城市心

性。人创造城市，城市也创造人。在主体性与城

市性的双向建构中，人作为主体需要不断调适自

身的城市心性，以建构可持续的城市生活。反思

城市史与文明进程，迄今为止，城市化主要是沿

着人不断扩张自身的主体性这个轴心进行。在全

球资源总体稀缺、世界人口不断增加、世界城市

化率不断提升的当代城市社会语境下，这样一种

进路需要转换。所谓文明的进步，所谓主体性的

成熟，不仅意味着主体性的扩张，也意味着主体

性的内敛与自控；不仅意味着主体的外向拓殖，

也意味着主体的内向教化；不仅意味着人对世界

的改造与控制，也意味着人对自身的修剪与控

制。营建具有 “自控伦理”底蕴的城市心性，树

立简约、简单、平和、自控的城市生活，对于城

市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具有根本意义。

总之，生态意识是一种以城市为语境，由城

市发展、城市问题所激发的特定的反映城市、反

思城市、批判城市、营建城市的城市性情绪、城

市性情感、城市性思维。生态意识具有深刻、深

层的城市性，是一种深刻的城市意识。不合理、

缺少伦理反思的城市化是导致生态关系恶化的重

要原因。没有城市发展方式的调整，没有城市生

活的伦理化，也就没有包括自然环境等问题在内

的所有生态问题的解决。

（责任编辑　林　中）

２２

① ［加］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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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问题与形而上学的重建

———兼论孙正聿的本体观革命


田冠浩

【摘要】形而上学的没落，蕴含着使现代文明趋向衰落的巨大风险，因为形而上学为社会生活进而人类共同自由的生

成提供了最深层的思想共识。现代文明的更新必然伴随着形而上学的复兴。只不过，形而上学将不再是压制个人的绝

对权威和教条。作为一种 “本体论追求”而非 “本体论承诺”，未来的形而上学在建构社会整体性、统一性的同时，

将始终保持对个体的创造性和社会实践的开放性的充分尊重。唯当如此，现代文明才能成为不断进取的、自由的文明。

【关键词】现代性；本体论；康德；黑格尔；未来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２３－０５

　　对于现代哲学来说 “形而上学”已经很久不

是一个光彩、体面的字眼了。正如孙正聿教授在

《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中所言：“‘拒斥形而

上学’不仅成为２０世纪哲学最为时尚的 ‘关键

词’，而且真实地构成了 ２０世纪占主导地位的
‘哲学理念’。”①在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看来，

形而上学对普遍性真理的追求只是以想象代替了

科学解释；形而上学命题超出了可被经验确证的

范围，只能提供知识的幻想，不能提供客观有效

的知识。同样，在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看来，

形而上学把人的情感、意志、想象、体验、个性

等人的全部丰富性都异化给了非人或超人的对象

或思维；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同一性目标对个体

生存价值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甚至应当对 “奥斯

维辛”式的现代人道灾难负责。现代西方人文主

义思潮由此主张拒斥形而上学的 “绝对真理”，

并转向对个人生存的关切。事实上，现代西方哲

学的这种转向是整个现代性文明进程的一个必然

结果。现代性以关注个人欲望的实现为起点，个

体满足的实效性是现代性文明的基本诉求，普遍

性目标仅仅在能够满足这一诉求的前提下才能获

得现代人的认同。与此相应，相比于理论上的

“拒斥形而上学”，现代生活的务实取向和虚无主

义氛围则对 “形而上学”的存在本身构成了更为

严峻的挑战。甚至康德在写作纯粹理性批判时，

就已经感到 “今则时代之好尚已变，以致贱视玄

学”。② “形而上学”早已没落，这一点孙正聿教

授显然非常清楚，但是在孙正聿教授看来，放任

“形而上学的没落”，也同样蕴含着使现代文明趋

向衰落的巨大风险。而这一点正是促使孙正聿教

授重新思考形而上学本体论，从而对传统本体观

进行变革的根本原因。

一、现代性问题与本体论追求

在前现代社会，本体论问题对于人类文明

（文化共同体）的构成来说具某种优先地位。孙

正聿教授就曾以中世纪的 “上帝本体论”为例指

出，对于某种终极实体的认识和追求为一种文明

样式提供了关于 “人和世界何以可能”的根据、

标准和尺度，从而在根本上规范了 “每个人的全

部思想和行为”。③孙正聿教授的这一见解深刻地

把握到了本体论问题的社会政治哲学意义。就人

的存在方式而言，在思想和行动上维持基本的共

识和统一性，是人类个体超越自身孤立的自然感

受和本能，形成新的理性和社会力量的前提条

３２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马克思与卢梭的理论传承关系研究”（１３ＣＺＸ００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马克思

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田冠浩，吉林省吉林市人，（上海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东北师范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①　孙正聿：《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４９页。
②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第３页。
③　孙正聿：《哲学的目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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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就曾指
出：“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

本身。”① 由此可见，本体论问题对于前现代文

明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社会共同生活所

必须的关于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

统一性理解，赋予了个体生命及其行动以道德意

义和伦理规范。特定的形而上学本体观也在这个

意义上构成了识别一种文明的标志。

不过，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虽然承担了从

理论上维护社会共同生活、守护文明的重要职

能，但是伴随着传统社会规模的扩大和特殊社会

生活部门 （行业分工）的发展，形而上学所承诺

的普遍根据、普遍价值逐渐与个人生活相疏离。

而与此同时，文明力量的壮大和发展也越来体现

为它在探索和利用自然方面的丰富性上。个人的

自由探索、自我实现由此逐渐被突显为社会共同

生活的首要目标以及维持社会活力的根本手段。

现代性文明正是由此走上了一条在理论上消解传

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在实践上消解传统社会共同

体的道路。孙正聿教授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本体

论所承诺的关于世界的终极根据、终极解释、终

极价值，本质上是一种与个人自由、个体参与相

违背的 “没有选择的标准”，是一种 “本质主义

的肆虐”，依据这种本体论所构成的世界图景、

伦理观念也因此逐渐丧失了对个人的吸引力和对

社会生活的约束力。② 早期现代政治哲学正是看

到了这一点，最终放弃了以上帝观念规范尘世生

活的 “基督教帝国”理想，转而从个体最切近的

畏死和自利经验着手思考人性、寻求秩序。现代

人由此走上了一条自由决断、自立法度、自我实

现的道路。但也正因如此，现代性在其开端即带

有浓厚的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从而不可避

免地败坏世道人心。因为自然主义过分执迷于人

类激情，抹杀了意志的自律性，只能使人沦为功

利欲望的奴隶。同样，个人的自我关注也不足以

解释文明社会的必然性和创造力量，因为合作与

交换的社会行为，在根本上要求超越个体的独立

性，要求个体自我否定。个人主义事实上表明现

代人还缺乏理解和掌控其社会生活的能力。正是

这种生活，赋予了人类超越本能的力量，在自然

之外开辟了自由和文明的 “新大陆”。就此而言，

丧失了传统形而上学对文明整体性、统一性原理

的承诺，可以看作是功利主义、虚无主义等所有

现代性问题最深刻的根据。在霍布斯、洛克之

后，虽然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

试图以理性思维的普遍性重新为现代性奠定形而

上学基础，但是在孙正聿教授看来，这种理性哲

学本质上同样没能解决与人的存在经验的一致性

问题，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 “无人身的理

性”和 “理性主义的放荡”，经不起存在主义哲

学诉诸个人情感、意志、想象乃至潜意识对其所

做的批判。而现代哲学和现代生活也正是因此陷

入孙正聿教授所谓的 “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

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③

显而易见，孙正聿教授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诊

断独特而又根本。在他看来，传统本体论哲学的

思路是错误的，但在这种错误中却饱含着某种认

识人的形上本性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努力，

只有通着这样一种努力人类才能对自身的存在方

式获得一种整体性的自觉和把握，而这本身同时

又是现代文明理解自身困境，改变自身发展道路

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正聿教授提出以

“本体论追求”的概念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

概念。他认为本体论作为 “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

向性追求，一种理论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

一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其最基本的三重

内涵是：第一，探究作为世界统一性 “终极存

在”，建构能为人类所把握的整体性的世界图景；

第二，探究作为知识统一性的 “终极解释”，引

导人类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自身与世界；第三，

探究作为意义统一性的 “终极价值”，为人类提

供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样一种终极性的追求，在

根本上源于人类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无限性。④

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本体论承诺不变的

终极本体既出于人的本性，又违背人的本性。因

为人类社会为了实现自身的自由和无限性，必须

建立某种统一的世界图景、知识体系和价值观，

但是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其对终极本体的探究

４２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４８８页。

参见孙正聿： 《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

学》，《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３９页。
同上。

孙正聿：《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第２５８—２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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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总是有限的，承诺不变的本体既不符合人的有

限的存在经验，又在根本上阻碍了人类改善自身

有限经验的无限进程。为此，孙正聿教授引证了

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

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

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

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

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和有限

的。”① 以此表明，基于人的本性，本体论只能

被合理地理解为一种本体论追求，它指向人的无

限自我超越、提升的理想，又不脱离个人和社会

的特定历史存在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正

聿教授认为传统本体论是一种 “不知其不可而为

之”的 “形而上学恐怖”，而现代哲学也不过是

一种 “知其不可而不为”的 “对形而上学的拒

斥”，只有一种坚持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本体

论追求，才能真正把握人作为理想的无限性存在

与现实的有限性存在之间的矛盾，为解决现代性

问题提供真正有前途的形而上学方案。②

二、本体中介化与现代社会的重建

进一步来说，在孙正聿教授看来，一种形而

上学的本体论追求又能对现代社会的重建有何作

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孙正聿教授

早年关于 “本体中介化”问题的论断。传统本体

论或者是将世界存在的根据还原为精神，或者是

将世界存在的根据还原为自然，以此抽象地表征

人类生存的能动性和客观性，但却在这二者之间

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从而无法真实地说明人

类不断改善提升自身客观经验的自由本性。③ 现

代哲学则超越了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它意识到自然本身只有在人类精神的关照之下才

能构成 “属人世界”的自然基础，而精神也非抽

象的观念和意志，它只有见诸自然，将自身表现

为理解和利用自然的精神才能成为实现了的精

神。自然和人的精神都不能独立地被认识，相反

只有使二者中介化的人的历史实践和社会存在方

式，才能使二者的本质同时获得显现，或者说这

种显现本身就立足于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客观

规律与主观目的在社会实践上的统一。④ 无疑，

这样一种本体中介化的哲学思维方式既立足于马

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

在论本质相通。哲学的目光在此重新被投向了人

的在世生存。它从而能够在根本上拒绝高于人的

绝对确定性的真理———无论是机械论的，还是目

的论的———转而以人在历史活动中所生成、创造

的对于真善美的最高理解、追求，构成人类安身

立命的最高支撑点。在这里，“本体中介化”最

终是将人的社会生活理解为 “本体”，而本体论

追求也因此表征着人类因其独特的社会性存在方

式而具有的自由和文明的无限超越性。可见，正

是本体的中介化使本体论能够作为一种历史性的

本体论追求，作为一种 “相对的绝对性”在人类

的现实实践活动中承担起引导人类社会、文化向

上提升的使命。

进言之，现代性、现代社会本身建立在一种

有缺陷的形而上学立场之上。从起源上看这种社

会过分关注个人的自然本能，忽视统一性的社会

目标和伦理价值对于人类共同自由的决定性贡

献，现代自然科学的理性知识和市场经济虽然在

一定程度能够作为这种个体功利取向的有益补

充，使现代社会生活呈现出某种最基本的共识和

行动上的团结，但是却不能阻止整个社会超出自

身的需要、以危害个人和社会整体自由的方式去

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并造成对自然资源、人类

劳动时间的盲目浪费以及人类自身生命意义的失

落。这一点正像孙正聿教授所概括的那样，现代

社会的发展已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

身的关系方面造成了最深刻的危机：“从人与自

然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

迫的时代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从人与社会

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

的时代性问题是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对物的

依赖关系的 ‘异化’问题；从人与自我的关系

说，现代性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

性问题则是 ‘耻言理想、躲避崇高’的虚无主义

５２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４２７页。

孙正聿：《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第２４２页。
孙正聿： 《哲学观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７页。
同上，第６４、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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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危机问题。”① 显而易见，现代社会的上

述三方面危机从本质上看都是对人自身的存在方

式缺少根本性理解的表现，而这只有通过重建一

种现代本体论追求，才能为现代社会找到新的出

路。

在孙正聿教授看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本

质上就是通过一种本体中介化的方式，重建了一

种现代本体论追求。在马克思那里，作为 “本

体”的人的社会存在和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理

解和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的中介环节，就此而

言，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是以实现人类整体的自

由和自我提升为限度的，它因此能够避免为追求

资本本身而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的盲目开发，并以

最小的自然代价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为人类自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同样，根据

马克思的本体观革命，在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

上，社会共同生活被看作是人类自由和自我实现

的最根本的方式，因此社会经济生产本质上应当

是自觉的，被社会的共同计划所支配，而这就意

味着取消资本对现行生产过程的垄断，进而以尽

可能少的人类劳动时间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

要，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自由

时间的保障。如此一来，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

社会关系的改善最终又必然带来人与自我关系的

真正提升，因为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人对社会

生活的真正参与和掌控、人类自由时间的增长以

及在上述基础上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必然

从多方面确证人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从而为人

类社会带来新的存在感、尊严感，并促使人们建

立更符合人的自由本性的自我理解和价值追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正聿教授指出马克思的立

足于人的实践性、社会性存在的 “本体论追求”

对于现代社会的重建而言，仍然构成了最为重要

的 “根据、标准和尺度”。②

三、在黑格尔与康德之间：

对未来形而上学的展望

　　孙正聿教授关于哲学的 “本体论追求”的一

个最为重要的定义就是 “知其不可而为之”。它

意味着，现代 “本体论”革命拒绝占有绝对真理

的幻想，即所谓 “知其不可”，但是同时 “并不

拒绝基于人类实践本性和人类思维本性的本体论

追求”，也就是所谓的 “知其不可而必为之”。

他相信 “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

水平上，总是向着全体自由性的目标迈进”。③

因为人在本性上既是具有超越性、理想性的无限

存在，又是现实性的有限存在，并且人的理想性

和超越性总是通过不断地在现实基础上否定自己

的现实，而把现实提升到更加理想的现实。在这

个意义上，作为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本体

论追求”实际上表征了一种具有最深厚现实根据

的理想主义和超越意识。正如他所言：“这种本

体论追求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

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保持一种 ‘必要的张

力’，又不断打破这种 ‘微妙的平衡’，从而使

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保持生机勃勃的求

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

判与自我超越的空间。”④ 就总体倾向而言，孙

正聿教授的这种本体观变革无疑有助于现代人更

深刻地把握自身的 “时代精神”，推动现代性的

自我更新。但是在这里我们又必须提出这样一个

问题，这就是他主张的本体中介化是否能够在理

论上独立支撑一种作为本体论追求的新形而上学

方案，或者换句话说，本体中介化是否能够完全

胜任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新形而上学立场。

孙正聿教授认为，马克思以一种本体中介化

的方式，将现代哲学的目光引向了对人类自身社

会存在和实践活动的关注，从而以一种历史性的

视野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观。这一点

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本体中介化更适合于说明人

类的社会历史实践对于重新理解自然与精神及其

相互统一的意义，却不能有效说明人类实践和社

会生活的自我突破。因此本体中介化与 “知其不

可而为之”本体论追求，特别是这种本体论追求

试图开放出来的社会不断自我更新的可能性并不

完全等同。究其原因，孙正聿教授提出的本体中

介化是以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对自然和精神的双向

中介为蓝本的。在黑格尔那里，“概念是自在的

６２

①

②

③

④

孙正聿：《现代化与现代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孙正聿：《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第２７０页。
同上，第４１０页。
同上，第４１０页。



现代性问题与形而上学的重建

客观世界对自为的主观世界的生成，即外部世界

转化为思维规定；同时概念又是自为的主观世界

对自在的客观世界的生成，即以观念的形态构成

思维中的客观世界。自在的自然与自为的精神、

单纯的主观性与单纯的客观性统一于自在自为地

概念世界之中”。① 孙正聿教授认为，黑格尔正

是以这种概念哲学的方式开启了本体中介化的道

路，从而为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哲学，通过

“实践”的中介作用说明主客观的统一，说明

“世界对人的生成”奠定了基础。然而，需要注

意的是，正因为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奠定于黑格尔

的概念哲学，本体中介化自身也分有了概念哲学

的自我封闭性，从而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人类实践

的无穷指向性。在黑格尔看来，概念思维构成了

文明世界存在的核心与命脉，凭借概念思维的中

介，人类就能理解并且掌控文明世界的全部内

容，从而赢得自身的现实自由，这种观点实际上

构成了人类 “有计划地统辖社会”的计划经济体

制的理论先驱。但也是在这里，作为中介的理性

概念取得了包揽全部存在的特权，并且在实践上

表现为理性权威和教条对个体独特性的压制。黑

格尔的 “理性国家”最终窒息了个人的自由和社

会的开放性。同样，将作为中介的 “概念”换做

人的 “生存实践”，也不能解决人类存在经验的

自我突破问题，单纯的生存可以是生命和意识活

动的无限自我重复。就此而言，本体中介化只是

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它能够为人类自由的生成提

供某种统一性的自我理解和价值诉求，从而巩固

人类自由赖以产生的共同生活，但是却不能说明

人类自由的无限可能性以及人类社会的无限进

步。

那么，我们又该如理理解人类实践、历史、

文化的自我突破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康德

哲学可能提供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补充性思路，只

有同时借助这一思路，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谓

的人类自由实践的无限尽展和人类存在经验的无

限提升。对比黑格尔的本体中介化思路，康德的

思路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不彻底的本体中介化思

路。在康德那里 “物自体”作为自然本体，是无

法被人的认识和实践完全占有的，理性虽然具有

某种整理自然经验、约束自然欲望的能力，但是

却不能对知识的完备性和 “德福一致”（道德规

律与自然规律的一致）做出保证。同时，也正是

因为 “物自体”的存在，人类知识领域和道德领

域的无限进展才获得了必要的空间。进言之，将

康德哲学的思路用于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实践

活动，那就意味着，引导人类实践的意识、观念

总是不能充分把握它的实践对象，相对于人的观

念，物的存在永远有 “剩余”，永远不可穷尽，

因此人的实践意识、实践方式 （人与自然的关

系）以及人类在共同实践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

也是不可穷尽的、充满矛盾的。任何封闭的理论

体系和理性计划都不足以把握全部自然存在和社

会人心。２０世纪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破产和中
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都从经验上证明了这一

点。与此同时，超出人的理解范围，从而无法被

人的实践活动掌控的 “剩余”和 “物自体”又

并非永远只是消极的存在，它又可能作为科学认

识、艺术风尚、生产工艺等领域的新对象构成人

类自由即个人自我实现的丰富性的无限进展的客

观基础。并且唯当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形而上学立场才能促成人类实践上的不断 “有所

作为”、“有新作为”。就此而言，当代中国以市

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改革，本身就体现了对

“剩余”即客观存在的不可穷尽性的尊重，从而

必然有利于促进个人对客观世界的独特探索和个

体创造性的发挥，最终不断拓展可知世界和可控

世界的范围，拓展人们的现实自由。综上所述，

一种真正旨在提升现代社会的形而上学方案即

“本体论追求”必须结合黑格尔的本体中介化思

路和康德关于本体中介化的不彻底性的认识，以

便能够同时说明人类自由赖以存在的社会统一性

的根据和人类自由趋向于无限进展的客观前提。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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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正聿：《哲学观研究》，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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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 “抗日战争”的概念运用


杨　东

【摘要】毛泽东话语中的 “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各个阶段不同的历史

任务，体现着极为灵活的动态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语境，彰显着鲜明的话语意图。战前，毛泽东对 “抗日战

争”的话语表达，多半呈现的是 “以言指事”的情状；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推动了 “抗日战争”这一概念向纵深

方向扩展；抗战后期，毛泽东话语中的 “抗日战争”，则是在力保抗战最终胜利的基础上，将这一概念集中到战后中

共的发展道路和前途问题上来。

【关键词】抗日战争；概念话语；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２８－０８

　　毛泽东话语中的 “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一

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各个

阶段不同的历史任务，体现着极为灵活的动态特

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语境，彰显着鲜明的

话语意图。但是关于毛泽东对 “抗日战争”这一

概念的具体运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鉴乎

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粗浅的梳理，抛砖引

玉之下，冀望学界方家能有更为深入独到的研

究。

一、以言指事

———战前毛泽东对 “抗日战争”

的概念运用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尽管国内外局势发生了
巨大变化，但是鉴于中共当时所处的艰难环境，

毛泽东虽然在实际层面提出了抗战的话语表达，

但是在具体概念运用上，多半呈现的是 “以言指

事”的情状，更多的还只是集中在对 “抗日”

这一概念的表达和运用。

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至少在青年时代阅读

《盛世危言》这本著作后，即对日本产生了强烈

的印象。不过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日本更多的还

是一种敬慕与钦羡。随着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

步伐，毛泽东对日本侵华的愤慨与日俱增。甲午

战后，毛泽东仇日与雪耻救亡的活动即已开始。

１９１６年，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中日 “二十年

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 “国人”应 “磨励以

待日本”；中日开战，中美必将联手，“中国兴会

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

……斯亦千载之大业已”。在 《湘江评论》的创

刊宣言中，毛泽东再次指出：“国际的强权，迫

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

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

本有效的方法。”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依

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纲

领作为理论话语，展开了对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批

判。不过在 １９２０年代，毛泽东对日本的看法，
主要还是集中在思想理论层面，所谓 “抗日战

争”，毕竟尚未落实到具体实际。１９３０年代以
来，国内外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的话

语表达开始逐渐鲜明，并在实际层面上提出了基

本的 “抗日”主张。

就在九一八事变当日，毛泽东等人联名发表

《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

士兵兄弟书》，号召白军士兵加入红军，“为共同

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

战”。随后迭次发表宣言，强调抗日主张。综观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抗战的话语表达，总体上还

是一种单一的 “以言指事”的表达，涵括在这一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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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 “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政课教师择优支助计划”项目 （１４ＪＤＳＺＫ０６０）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　东，陕西府谷人，（天津３００１３４）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５—４６、２７１页。



毛泽东对 “抗日战争”的概念运用

话语表达下，使用的是一对较为鲜明的概念意

指，即 “抗日”与 “反蒋”。

就 “抗日”而言，此时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态

度和决心，很难说已有具体层面的展开。其一，

由于当时 “左”的思维占据上风，毛泽东即便对

抗战有较深刻的认识，也被认为是 “典型的右倾

机会主义”①。其二，当时中央和红军所处的艰

难环境，实也无法有更实际的行动进行抗战。故

而从话语表达的意图中，强调态度与决心，促成

抗日高潮，当是此时构建 “抗日战争”这一概念

的主要意指。一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

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

作用。”② 既如此，表明中共的抗日态度与决心，

促成全国性的抗日高潮，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

任务。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５日，毛泽东等人发表 《为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提出 “以最大决

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提出五项抗日

主张。该年７月，毛泽东接受 《红色中华》报记

者采访时也说，中央派遣抗日先遣队 “目的在使

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真正的抗日的军

队”。③ 长征期间的两河口会议，针对日军侵占

华北之举，毛泽东建议党对时局 “应有表示，应

发表文件”，要 “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

为 “这能动员群众”。７月中旬会见徐向前时，
毛再次提出两军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 “就是北上

抗日”，要 “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④

与 “抗日”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是 “反

蒋”。在毛泽东的话语表达中， “抗日”与 “反

蒋”既是一个相互并列的概念，也是相辅相成的

逻辑概念。１９３３年１２月，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
党第十九路军签订的 “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即

体现了这样的意指。遵义会议的总结决议中，同

样将 “抗日”与 “反蒋”相并列：“我们帮助任

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的揭破

十九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

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⑤ 但是在话语表达中，

二者却体现着明显的逻辑关系，即 “要抗日必先

反蒋”。１９３２年毛泽东起草的 《对日战争宣言》

中指出，“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

本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

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与发展的国

民党反动统治”⑥。这样的逻辑关系，在一段时

间内基本成为一个共同的口号。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７
日，中共中央与江苏省委员会给上海工厂支部的

一封信，就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出这一点：“为武

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成功，推翻国民党统治

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⑦ 这样的话语，即便

到达陕北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有着同样的表

达。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毛泽东在致东北军董英斌的
信中指出：“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去打日本，

打蒋介石。”⑧ 这一话语表达，还以中央文件的

形式强调：“各级党部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

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⑨ 及至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０日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指出 “抗日必须反蒋”

的口号 “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

国贼”。瑏瑠

关于战前毛泽东对 “抗日”与 “反蒋”的

话语表达，学界论者已有不少真知灼见。其中有

论者强调这一政策的偏误。瑏瑡 但是考虑到国共两

党长期内战形成的血海深仇，中共长征所处环境

之艰难，这样的认识难免苛责。实际上即便中共

长征到达陕北立脚，所处环境同样险恶。这也就

意味着中共所面对的首先是自身的生存问题，

“如果不能生存，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瑏瑢。 “抗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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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第３６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３７１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

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红色中华》１９３４年２月
１４日。

《毛泽东年谱》上，第４３１、４６０、４６１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２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９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８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３７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９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４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２册，第４６６页。
魏建国主编：《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上，北京：

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页。
《毛泽东思想年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第１１２页。
参见杨颖奇：《论 “抗日必先反蒋”方针的失误》，《学

海》１９９２年２期。
金冲及：《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历史

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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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

的神圣天职！”① 这样的口号不仅仅是宣传，而

且也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和平”、 “团结”、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

特别注重的话语表达。他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抗战

公式：“中国的团结 ＋世界的援助 ＋日本国内的
苦难＝中国的胜利。”② 这一公式首先强调的就
是 “团结”，而要团结就要建立统一战线。因此

“统一战线”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联接 “抗日”

这一概念的基本意指。揆诸毛泽东的话语表达，

有一个较为突出的语言表达体系，即针对不同时

期的不同任务，往往会用 “没有……，不会有抗

日战争的胜利”这样的表达形式。这一点恰恰是

毛泽东关于 “抗日战争”这一概念运用的具体表

征。

１９３６年在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即说，时
下国民党是最强大的，“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

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

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

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

运动不利的”③。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

也指出：“没有国内的和平，中国既不能赢得抗

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能赢得和平。”④ 一言以蔽

之，“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⑤。

因此，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就是在和平与团结

的基础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的就是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地位解放出来。在毛泽东看来，全国民众奋起

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故此，红军长征

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就主张同西北同志的关

系，以 “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这是因

为在抗日战争中，不仅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战争必须是始于团结

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在毛泽东关于 “统一战线”的概念话语中，

自然包括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指出，中国

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当前世界格局的突变

与急转，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战争的漩涡中

都已不是独立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

性的任务，中国人民要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组

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这也是现代世

界政治的基本特点。

因此，要 “抗日”必须坚持和平团结的方

针，通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把革命战争与民

族战争连接起来，把抗日气氛掀起到最高潮，构

成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 “抗日”这一概念话语

的基本意指。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瓦窑
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这一概念话语的集中概

括。同时也就是在这一讲话中，毛泽东正式提出

了 “抗日战争”这一概念。⑥ 毛泽东一方面通过

阐释 “统一战线”以构建 “抗日战争”的概念

话语，另一方面致力于促成 “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的基本态势。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

促成这一态势的目的就是 “抗日救亡，也仅仅在

于抗日救亡”。⑦ 时局的发展终于在１２月１２日，
因西安事变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１９３７年２月以
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这一主张最终变

成现实。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早在日

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的时候，就要求停止内

战，一致对外。并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

以惊人的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自己的主张，

因而实现了抗日战争。”⑧

二、以言促事

——— “抗日战争”概念的纵深推进与表达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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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１９—５２４页。

《毛泽东思想年编》，第１８９页。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１８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１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９８页。
《毛泽东思想年编》，第１４４页。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

人民的援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

必要的条件。”参见魏建国主编： 《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

上，第１１５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４７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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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

日战争发动了。”① 抗战开始进入具体落实阶段。

为促进抗战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又推动了 “抗日

战争”这一概念向纵深方向扩展。通过对抗战纲

领、抗战的性质、抗战的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与阐

论，构成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概念话语。

按照时局的演变趋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后，国共合作抗战尽管拉开了序幕，但是毛泽东

明确指出，现在还只是走向全国抗战的一个过渡

阶段，因为我们还没有 “民主”。１９３７年 ３月，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指出，我们争取和

平的第一阶段已经实现，第二阶段主要是民主问

题。现时段 “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

“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 “准

备抗日”，而 “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

主要任务”。同年５月８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
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的和平取得

了，尽管不巩固，但是我们不能回到 “争取和

平”旧口号中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 “巩固和

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口

号，“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那种认为 “强调

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的看法是错

误的。“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

证，抗日能给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

概念话语——— “民主即是抗日”。爬梳毛泽东的

相关话语表达，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几乎在抗

日战争的各个阶段，毛泽东一直都在集中强调民

主与抗日之间的密切联系。他在同美国记者韦尔

斯谈话时说，目前阶级斗争的问题已有解决，但

民主问题还没有实现。“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

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

强调起来，为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民

主政治的实现，要依靠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

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②

因而，在毛泽东的概念话语中，自然就会形成这

样的表达———没有民众的参与就没有抗日战争的

胜利。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有这样的

表达。他说，当前的抗战是只实行政府和军队的

抗战，不许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战。军事上采取

单纯防御，打的大半是被动的仗，造成许多土地

的丧失和许多军队失利。因此，没有民主，特别

是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民主，就没有抗战的

胜利。１９４０年２月，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上，
毛泽东再次强调说，“抗日和民主是目前中国的

两件头等大事”，目前中国主要缺少两件东西，

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把独立和民主合起

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

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③

如果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抗战的胜利，需要进

行政治改革，那么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抗战，

实现全面抗战而不是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

则是抗日战争必须要做的另一工作。换言之，抗

日战争是全国人民的战争，而不是片面的局部的

抗战。这又构成了毛泽东对 “抗日战争”这一概

念的另一层表述。

在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
提出要实行 “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和 “全国人

民的总动员”，要改革政治机构，其中关键是

“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彻底的转变，特别是在发

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但是现实情况并

非如此，显然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他说：

“两党的内战停止了，全国的抗日战争起来了，

这是从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极大的变化。然

而上述的一套则至今没有变化，这叫做没有变化

的东西和变化了的东西不相适应。过去的一套仅

适用于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革命，现在还是用了

这一套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所以处处不

适合，各种弱点都暴露出来。不干抗日战争则

已，既然要干了，并且已经干起来了，又已经暴

露出严重的危机了，还不肯改换一套新的干法，

前途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④ 于是毛泽东在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

一文中，再次提出改造政府和军队问题。他说，

目前的抗战虽经国共合作成为全国性的抗战，但

却是政府和军队的单纯抗战，这样的制度 “不适

宜于执行彻底的战胜日寇的任务”，必须 “加以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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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１０３７页。

《毛泽东年谱》上，第６６６、６７６、６７８页。
《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第１７２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３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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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的改变，才能胜任。改变的原则就是官兵

一致、军民一致”。① 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战争

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

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这也是全国抗

日战争的应有之意。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毛

泽东关于 “抗日战争”的独特概念话语：“抗日

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

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

动性，才能达到目的。”“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

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

的抗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

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

大的一幕。”②

由上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此时关于 “抗日战

争”的话语表达与概念运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此

前的 “以言指事”阶段，而是将其向纵深方向推

进，进而在话语表达中发展到了 “以言促事”的

阶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然；另

一方面，经过近一年的观察，也表明毛泽东对抗

日战争的认识，进入了自觉的理性认识阶段。他

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 《辩证法唯物论

教程》后批注说：“概念比感觉更为深刻，是进

一步的东西。”“理论从实践产生，如果正确反映

客观外界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于实

践，就能在实践上实现这种理论，完成认识的路

程。”③ 于是，构建 “抗日战争”的理论话语，

也就成为毛泽东推进这一概念向纵深方向发展的

重要任务。

从中共中央进入陕北以来，特别是从撰写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来，毛泽东就从

理论问题上开始阐释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战争

的性质、发展阶段及发展前途问题。综括起来，

毛泽东关于 “抗日战争”的理论话语表述，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毛泽东说，现

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

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

的性质是革命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

平而战的性质。抗日战争实际上就是人民战争。

所谓人民战争，其本质就是农民战争。第二，关

于抗日战争的作战方针和斗争策略，毛泽东说，

抗日战争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

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

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

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抗日战争的

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

战了。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

才能解决。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的计

划就是战略战术，它具体运用要有灵活性，能适

应战争的情况。这就要求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

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

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战争目的去指导战

争。第三，关于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问题，毛泽

东说，抗日战争将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

略进攻三个阶段。在战争问题上，国民党担任正

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这是必

须而且恰当的，也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

协助的。对于中共而言，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

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

的将是正规战争。第四，关于抗日战争的保障问

题，毛泽东说，国共合作是前提，如果没有国共

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的

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制度

保证是民主。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

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

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

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第五，关于抗日战争的前

途，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

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

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毛泽东断言，

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

荣的特殊的一页。

抗战时期，是毛泽东对 “抗日战争”这一概

念的思考与阐发最为集中的时期，也是奠定这一

概念的关键时期。一如他自己所说：“在抗日战

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

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

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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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新华日报馆 １９３９年，第３５
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１１、４７７、５３８、４９９页。
陈晋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州：广东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７３８、７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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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

能产生。”① 实际上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理论思

考，不仅奠定了 “抗日战争”这一概念话语的思

想内涵，而且也是在纷繁复杂的抗日环境中，指

引抗战走向胜利的重要方法论基础。艾思奇曾这

样说道，抗日战争的问题更复杂，“一个国家分

为三个政府，一个是重庆政府，一个南京政府，

一个是延安，一个姓汪，一个姓蒋，一个姓共。

实际上也是一个 ‘三国演义’”；如果没有毛泽

东的这些思考，“抗日战争的八年能不能胜利呢，

是很可以怀疑的，甚至于可以肯定不可能得到胜

利，可能又要遭受一次失败”。② 因此，这也是

毛泽东在战时将 “抗日战争”这一概念向纵深方

向推进的重大贡献。

三、以言成事

———毛泽东在抗战后期的概念运用

　　还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毛泽东在撰写 《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就指出，“在新的抗

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

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

响”③。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毛泽东的这一话

语表达，意味着 “中国革命终于走向了成熟。中

国共产党也将站在世界斗争的前线，宣布它的合

法地位”④。

但是考虑到全面抗战尚未开始，前面还有很

多不确定因素，即便在１９４３年，毛泽东还认为
“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⑤，更何况从１９３９
到１９４２年根据地还将要经受更为艰难恶劣的财
政困难和军事摩擦，因此无论如何，这样的认识

似乎过于乐观。及至１９４１年下半年，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形势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中共

中央及时发出指示，要求 “利用时间，休养兵

力，恢复元气”，准备迎接一切条件，“迎接全世

界反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⑥ 与

此同时，根据地经过发展生产运动，逐渐走出财

政经济极为困难的局面，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

封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逐渐被克服。基于这样的

新形势，毛泽东在１９４２年７月２日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要有 “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

结的问题”；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

“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

是革命的”。⑦ ７月３０日，毛泽东在出席政治局
会议时，再次谈及战后的前途问题。１１月６日，
毛泽东在 《解放日报》撰文指出，我们的抗日战

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

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

远的了”。⑧ 这也就意味着，从这一时期开始，

毛泽东已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战后的发展和前

途问题。这样一来，“从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

发”，用 “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成

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运用 “抗日战争”这一概念

的重要出发点。

揆诸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话语表达，有一个

鲜明的特征，即在新的形势下将 “抗日战争”这

一概念，演变为激励根据地军民奋勇前行的重要

话语表达。一如毛泽东所说：“经济工作是我们

在长时期内缺乏经验的，现在我们要大大地注

意。”⑨ 因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强调抗日战

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发展壮大之间的关联。质言

之，“抗日战争”就是根据地的发展，就是人民

经济生活的提高。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
部会议上即强调，发展经济首先是为了抗日战争

的需要，一些人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

府应施 “仁政”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抗日战

争如果不胜利，所谓 “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

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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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

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

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 “大仁政”；但

是另一方面，要 “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

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

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

大于所失”，这样 “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

争”。① １９４３年１月，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中
更是明确强调说：“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

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

战。”故而，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

育二项，而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

济与教育三项。② １９４４年 ４月 １２日，毛泽东在
西北局高干会上再次指出，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前

两个阶段已经完成，中国人民势力增强了，“中

国共产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

重大的责任，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

出去”，因此，“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

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

来”。③ 很显然，将 “抗日战争”与根据地发展

巩固联系起来，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话语表达中

的突出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此时已然提出一个

明确的论断，即 “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

争”。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

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

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

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大

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

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

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这一论述尽

管是 “中国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这一论断的逻

辑延续，但是将民族革命性质的抗日战争直接与

农民战争联系起来，通过 “抗日战争”这一概念

达到以言成效的目的，已经非常明显。这在毛泽

东对青年学生的一次演说中体现地更为突出。他

说 “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

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

段”；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经过了许

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没有一次象现在的抗日战

争这样广大的。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

去不同的特点，它将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因此

“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

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

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

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

者”。④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条件是相关联的，

不可缺一的，通过抗日战争，“日本侵略者被打

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

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果然如此，

中国就有希望了”。⑤

毛泽东在此时关于 “抗日战争”的话语表

达，不仅体现在针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上，也体

现在抗战后期鞭策国民党 “抗战到底”的话语表

达中，以期通过这一概念，实现以言成事的宗

旨，进而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敏锐地意识

到国民党可能会有妥协悲观、消极抗日的情绪出

现，故而毛泽东在起草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

战略方针时就指出：“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

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

不要躁急。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

反共为辅。”⑥ １９４２年毛泽东为 《解放日报》撰

写社论呼吁：“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

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⑦ １９４３年７月２
日，毛泽东再次撰文强调，抗日战争应该加强团

结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基础，巩固这个基础，

以利抗日，以利配合各同盟国打倒整个法西斯，

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然而，国

民党还是不顾大局，集结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

区，毛泽东再发社论指出，国民党 “不应该是破

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

的行径”，抗日战争 “不允许有极端错误的行

为”。１０月５日，毛泽东继续发表社论，指出抗
日战争的正确道路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道路，

“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

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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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死路”。① 毛泽东通过强调 “抗日战争”这一

概念话语，一方面表达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不

满，另一方面是使之形成破坏团结就是破坏抗日

战争，就是 “反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话语

表达，以期引导国民党继续积极抗战，进而实现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尽管战争形势逐渐明朗，
但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一触即溃的惨象。基

于此，毛泽东在 “抗日战争”这一概念的话语表

达中，自然涵括着双层内涵：一是使国民党既不

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促成避免内战、集中抗战

的局面；二是积极准备各项工作，迎接抗战胜利

的到来和着手准备部署战后的新任务。

１９４４年３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

战；现在的抗日战争就是 “避免内战，集中抗

战”；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

是实行 “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即便召开

七大时也要 “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４
月５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等人的电报中，更是
提出 “拉蒋抗日”的提法。他说，日蒋冲突今年

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

目前政策中心”。与此同时，在与国民党的谈判

中，要根据抗日战争的基本要求，使国民党 “承

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抗日根

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

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停止各种污蔑破坏活

动。② 随后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全

面阐释了 “抗日战争”在这一时期的话语表达意

图。他说，抗日战争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的 “就

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 “就是发展自己，团结

友军”；目前中国政治局面已起了大的变化，国

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我们的抗

日战争方针，就是要 “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

的立场上”，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使磨

擦斗争归于缓和，进而 “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

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

斗争一个目标上去”。毛泽东说，通过抗日实现

民主，“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

始变为现实了”，因此现时的抗日战争，既要注

重当前也要着眼于长远，“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

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准备驱

逐日寇出中国”，我们 “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

变”，即将召开的七大 “要选出比过去二十三年

更强的更有能力的中央”。③

应该说从抗战以来，毛泽东就一直持有 “抗

战必胜”的信念，即便在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的

１９３９年，毛泽东也直言说 “抗日战争是一定要

胜利的，非胜利不可”。④ 到１９４２年下半年，胜
利的局势已逐渐明朗，抗日根据地也开始不断发

展壮大。１９４４年毛泽东主持起草关于城市工作
的指示，已然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毛泽东认识

到，现在必须提出武装夺取大城市的任务，否则

是 “要犯错误的”。１２月１５日，毛泽东就１９４５
年的总任务说 “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同时提出 “迅速建立民

主联合政府”的主张。⑤ 及至中共七大，毛泽东

不仅就联合政府做了书面报告，而且在抗日战争

尚未全部结束之时，已对抗日战争作了深刻地总

结阐释说明。他说，中国抗日战争，尽管使中国

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

“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

“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

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

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

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

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

时机，已经到来了”。⑥ 此后不久，随着日本的

投降，“抗日战争”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

成为一个深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民族记忆。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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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思想年编》，第４５４、４７３页。
《毛泽东年谱》中，第４９８、５０５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１册，第２６５—２７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６７页。
《毛泽东年谱》中，第５１８、５６６页。
《毛泽东思想年编》，第４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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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确立

蒋积伟

【摘要】新民主主义话语从产生到最终确立优势，历经整个１９４０年代。抗战时期，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中共在话语
战中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并一度失声，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更多地局限于根据地内。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双方

军事较量的展开和深入，中共在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建构方面有些明显的变化：在建构路径上，主要是由内及外，

从党内和根据地逐步向全国范围传播；在态度上，由被动逐步转为主动；在传播内容上，经历了由 “新民主主义革

命”到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在建构形态上，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通过解读、研究、介绍和比较

不同国家新民主主义的情况、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团体等方式，新民主主义话语逐步确立了优势地位。

【关键词】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优势话语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３６－０５

　　新民主主义话语从产生到最终确立优势，经
历了整个１９４０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基于各种
因素的考量，中共在与国民党的话语战中采取了

极其克制和忍让的态度。①面对国民党的舆论挑

战，中共显得较为被动，并一度失声，新民主主

义话语的传播更多地局限于根据地内。解放战争

时期，随着国共双方军事较量的展开并不断深

入，中共所要做的不再是一般的回应，而是要逐

步确立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优势。

一、中共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主动表达

中共在话语权的争夺中改变态度，从被动回

应到主动表达，与革命形势的变化基本上是同步

的。１９４５年４月，毛泽东即在中共七大上作了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强调 “我们主张在彻底

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

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

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

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②这标志着中

共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始主动表达自己的话语。

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首先，《论联合

政府》发表的背景为抗战即将结束，以何种方案

建国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

下，大胆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已经没有什么

论战的成分，而是代表本党真实的考量和追求。

其次，对于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

家，国民党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中共应该也深知

这一点。明知国民党不会认同自己的纲领，却在

此关键时刻发表自己的主张，说明中共对于双方

合作建国也没有太大的信心，双方的决裂或许是

迟早的事情。因此，所谓的 “联合政府”主张，

更多地是为打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造压力，为

自己在抗战最后的时间争取有利位置，亦为抗战

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争取一点回旋的余地和时

间。所以，建立 “联合政府”的主张应该是服务

于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的。再次，《新民主主

义论》一文发表时，在国共之间摩擦和论战的背

景下，适应论战的需求，较多使用驳斥或比较的

方式来阐述中共的主张。这种方式：第一，很容

易受到对方挑战的影响，在情绪上存在一定波

动，在对有些问题的阐述上，会受到情绪的影

响，而具有明显的 “口号”性，不够深入；第

二，无论驳斥还是比较，都属于 “回应”的范

畴，过于考虑对方的观点，限制了考虑问题的范

围，在一些重要或核心问题上有所缺失。在 《论

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对 《新民主主义论》作

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对新民主主义社

会理论作了更加具体深入的描绘和阐释，使其较

多摆脱了在应战背景下策略或政略的成分，更具

有建国纲领的意义。

６３

 作者简介：蒋积伟，山东潍坊人，（广州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参见蒋积伟：《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党的文献》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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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建构的基本路径

《论联合政府》的发表是中共主动表达自己

未来政治主张的开始。而内战的爆发，逼迫中共

必须要把新民主主义话语推向全国，在更大范围

内提高其认知度。总的来看，解放战争时期，也

就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优势话语权建构的中后

期，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深层解读新民主主义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期，中共

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宣传主要是围绕新民主主义的

内涵、阶段属性、世界意义以及澄清新民主主义

的误区等内容展开。对于战后中国的出路，伯之

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与中国，只有

一条新民主主义的出路，别的道路是走不通

的”。① 谭平山指出 “对于应采取何种方式，始

能建立中国之真正民主政治，这是当前民主运动

的主要问题。在明今日国际情况，与中国国内

形势的人们，毫无疑义地，都一致承认必须采取

新民主主义的方式，始能建立中国之真正民主政

治”。② 中国在抗战结束后走何种道路才能最终

通向民主之途？关于这一点的宣传和讨论，是与

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在内容方面最大

的差别。前期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主要围绕

“革命”展开，而后期则更多地关注 “社会”。

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内涵及特点， 《华商报》

直接以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为题，指出新民主

主义有两大特点：“大企业国有与耕者有其

田”。③ 何戊双在分析什么是旧民主主义的基础

上，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指出 “新民主主义

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

反封建的革命，就是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革

命”。④ 还有人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笼统的

说，是一种既非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也非无产阶

级的民主主义的一种主义，因为这一主义是在战

后才出现的，我们就名之为 ‘新’，新民主主义

也可说 ‘人民的民主’”。⑤ 既然中共把建立新民

主主义国家作为内战后的首要任务，那么到底什

么是新民主主义则成为必须要讲清楚的问题。在

这一点上，尽管有些解读并不是特别的准确，但

是对于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这些通俗的解读反

而会有助于他们较快地掌握其轮廓。

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意义，谭平山认为：“新

民主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一个重要的政

治成就，出现了东南欧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

兰，捷克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新民主主义国

家。”⑥ 《新民主主义———帝国主义的新缺口》一

文则指出，“在这些国家中已建立了新民主主义

———它是一种人民政府的型式，以其独特的方

法，破坏着资本主义的阵地，形成着转向社会主

义发展的条件。我们由此看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

系的进一步的严重削弱，世界力量关系的进一步

的变化”。⑦ 这些解读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新民

主主义的意义，可以让中国民众在更大范围内了

解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和实践，从而更加坚定对于

新民主主义的追求。另外，还有人对于新民主主

义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梳理。官云在 《学习生活》

上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为题，先后发

表了 “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⑧、 “中国大革

命”⑨、“土地革命战争”瑏瑠 等几章的讲义，对中

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梳理，这个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的讲义，对于

提高新民主主义的认知、扩大新民主主义的影响

具有重要意义。

（二）介绍不同国家的新民主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欧的一些国家纷纷

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关于他们的一些建设

情况也不断传播到中国。谭平山指出，东南欧国

家的新民主主义 “在政治方面，是各阶级的联合

政权，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伯之：《走向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学习知识》１９４６
年第２卷第３—４期。

谭平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 《自由丛

刊》１９４８年第１０期。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华商报》１９４７年第６１９号。
何戊双：《什么是新民主主义》， 《时代青年》１９４６年

第２卷第４期。
张弼：《新民主主义与新民主国家》，《世界知识》１９４７

年第１８期。
谭平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 《自由丛

刊》１９４８年第１０期。
Ｉ·康斯坦丁诺夫斯基：《新民主主义———帝国主义体系

的新缺口》，《新华文摘》１９４８年第３卷第６期。
官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学习生活》１９４８

年第１卷第４期。
官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学习生活》１９４８

年第１卷第５期。
官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学习生活》１９４８

年第１卷第６期。



《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政。在经济方面，封建残余的大地主领有的土地

被解决了，而生产手段仍为私有制，不过工业领

域内的大企业，如运输和银行等则归国营，政府

本身及其武装机构，不是为垄断的资产阶级的利

益服务，而是替城市农村的平民的利益服务”①。

贝鲁特在 《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问题》一文中，

详细阐述了波兰工人运动史的各主要阶段。② 张

弼认为 “东欧各国的革命，虽然在许多方面各不

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这种革命是一种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革命后的所成立的国家也是

一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③ 瓦尔加著的 《论新

民主主义》指出：“我们认为 ‘新民主主义’的

定义就是：封建残余———大地主领有的土地———

被清算；生产手段仍为私有制；不过工业领域内

的大企业，如运输和贷款等则收归国营，政府本

身及其武装机构，不再替垄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服务，而替城乡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了。”④ 另

外，瓦尔加还对东南欧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路径以

及新民主主义的定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

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产生，很明显地表示出

劳动者的政治统治，在保存议会民主的外形下，

也可能实现”，“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并

非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特殊的过渡形式。他们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随着社会主义部门的

比重扩大而逐渐缓和”。⑤ 玛克辛·哥兰诺维契

《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社———解放以来南斯拉夫合

作社的发展》，对南斯拉夫合作社的形式、国家

经济对合作社的态度、合作社的任务等问题进行

了分析和介绍。⑥ 《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东南欧》⑦

一文采用问答的形式，对东南欧一些国家新民主

主义经济的诸多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上述世界

范围内 “新民主主义”的交流，自然有助于扩大

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影响，而且东南欧国家新民主

主义建设的成就与中共解放区内新民主主义的建

设成效，相得益彰，对于后期新民主主义话语优

势的最终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不可

否认的是，东南欧国家毕竟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有

较大差距，其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解和一些做法，

自然不同于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如果不

加区别地混在一起，会给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

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冲击，因而需要加以斟酌。

（三）对新民主主义进行研究

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一般的解读，在新民主主

义话语产生初期是必要的，有助于社会各界比较

粗浅地认知新民主主义。但随着情势的发展，

“对于新民主主义各项建设问题的研究，特别是

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诸问题的研究，在今天已愈

来愈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了”。⑧ “只是一般地谈

论新民主主义，实在是不够的。”⑨ 抗战胜利后，

有关新民主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有人从

世界范围审视，对不同国家的新民主主义做出了

类型的划分，认为 “现实的世界中显然存在着两

种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新民主主义，东南欧的和中

国的”。瑏瑠 明确这一点非常关键。解放战争时期，

东南欧国家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情况不断传入中

国，有些人仅从 “新民主主义”这一名词来看待

问题，以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东南欧国家的新

民主主义是没有区别的。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

史性质而言，两者同属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时代的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但由于发展程度

不同，两者的新民主主义存在诸多不同点。瑏瑡 甚

至还有人把英国在战后的一些做法，也称为 “新

民主主义”，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乱。董秋水则在

肯定新民主主义的同时，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

实践进行了对比分析。他指出：“诚然，新民主

主义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而是过渡形式，只要

稍微懂得点马列主义的人，当然都知道，不过今

天根据形式的发展来看，这无疑是已经离开了新

民主主义，至少是把新民主主义提高到社会主义

革命的边沿，这实是一种错误。”瑏瑢 历史学家侯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谭平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 《自由丛

刊》１９４８年第１０期。
贝鲁特：《论新民主主义各项问题》，《新闻类编》１９４８

年第１６８１期。
张弼：《新民主主义与新民主国家》，《世界知识》１９４７

年第１８期。
瓦尔加：《论新民主主义》，岳光译，《世界知识》１９４７

年第１４期。
同上。

玛克辛·哥兰诺维契：《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社———解放

以来南斯拉夫合作社的发展》，《自由丛刊》１９４８年第１３期。
文麟：《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东南欧》， 《读书与出版》

１９４８年第７期。
沈志远：《论新民主主义经济诸问题》，《理论与现实丛

刊》１９４８年第３期。
同上。

同上。

同上。

董秋水：《论新民主主义及其策略》，《时代批评》１９４８
年第５卷第９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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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庐在 《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认识》一文中，对民

主的历史意义、旧民主主义的历史意义、新民主

主义的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等问题

进行了研究和阐释。他认为 “新民主主义是对法

西斯复古与一切古代中古所残留的腐朽诸制度，

作历史的一次总清算，在纵通的历史上而言，它

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而在横通的历史上

而言，各国内自有程度不等的民主进程，它汇合

了全世界新民主国家民众的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力

量，创造新的历史”。① 秋经一第六小组对新民

主主义的经济问题进行了研讨，并汇编成了 《新

民主主义经济》，讨论涉及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

基本条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途径、新民主

主义的经济政策等三个重要问题。② 许涤新的

《论新民主主义的劳动政策》，对新民主主义下的

工资、福利、工时和工会等重要的劳动问题进行

了探讨。关于工资福利问题，他认为 “一方面，

工人不向厂方资方要求过高的劳动条件；另一方

面，则禁止公私企业中对于工人店员作封建的半

封建的虐待和剥削，要照顾工人的生活和福

利”。③ 毛礼锐则对新民主主义条件下教育的发

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 “民主主义的灵魂是

平等和自由……而新教育的灵魂也即在此”。④

对新民主主义进行深度研究，有助于人们全面、

深入地理解新民主主义，这不仅是解放区内新民

主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扩大新民主主义话语影

响的需要。这些成果为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建

构提供更多学理上的支撑，以期对未来社会科学

合理的勾画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支持。相比较抗战

时期新民主主义的论战来说，对新民主主义展开

研究使新民主主义具备了双重话语，在与国民党

舆论的较量方面，更多地表现出意识形态的色

彩，而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来说，这些研

究可以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四）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团体

组建新民主主义的团体，是宣传和践行新民

主主义的一种重要形式。抗战胜利后，中共着手

建立各类新民主主义的团体。其中最典型的当属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１９４６年 ６月，中央青委将
《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 （草案）》

报送中共中央。８月２６日、９月１３日，中央书
记处两次开会讨论建团问题。朱德、任弼时和胡

乔木等参加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会议一致认为

要建立青年团，但是要做好试点工作。随后试点

工作便在延安的冯庄等地紧锣密鼓地展开。１９４６
年１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发出 《关于

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明确了要推动解放区

的试建青年团工作。１９４７年９月青年工作会议
后，中央青委派代表到东北传达青年工作会议的

精神，并协助建团。在各解放区建立青年团的基

础上，经过认真筹备，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宣告中

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建立。这一团体成立

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宣传和实践活动，对新民

主主义的传播以及新民主主义话语的最终确立有

着重要意义。

当然，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确立是一项复

杂的工作。除上述措施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党的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的不断思考，对

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断完善，以及中共在解放区内

长期的新民主主义实践，都是新民主主义确立话

语优势的重要支撑。到 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前夕，
中共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建构起了新民主主义的

优势话语权。新中国建立前后，新民主主义基本

上已经深入到各阶层。全国各方都在热议新民主

主义，并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满怀憧憬。从１９４８
年开始，全国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关注达到了顶

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凝聚了来自各方的

力量，提供了建国方案或蓝图。

三、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

话语优势建构的评价

　　从 《论联合政府》一文发表到１９４９年新中
国建立，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扩大自身理论的影响

力，成为军事斗争之外的又一关键工作。因此，

这段时期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解读和宣传屡见报

端，无论数量还是频次都远远高于１９４５年之前。
纵观这段时间新民主主义的传播，随着中共军事

优势的逐步确立，国民党在 “主义”问题上并没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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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侯外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认识》， 《理论与现实丛

刊》１９４８年第３期。
秋经一第六小组： 《新民主主义经济》， 《达德青年》

１９４７年第２期。
许涤新：《论新民主主义的劳动政策》，《群众》（香港

版）１９４８年第２卷第２２期。
毛礼锐：《新民主主义与新教育》， 《教育通讯》１９４８

年第４卷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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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现的像之前那样热衷。因此，国共之间基本

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 “主义”战。中共关于新

民主主义的宣传，更多从正面主动进行解读，少

了一些论战的色彩，表现得更加成熟和稳定。从

其内容来看，多是为正确、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

义进行阐释。当然，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对于新民

主主义也发出了一些声音，但比较零星和微弱。

例如，茂传从五个方面来攻击新民主主义，认为

“新民主主义是反三民主义的主义”、“新民主主

义是奴隶性的主义”、“新民主主义是假民主的主

义”、“新民主主义是偏狭的主义”、“新民主主

义是掩饰中共叛国害民的主义”。① 陈安仁指出

“中国的革命，只有一个历史的历程，而不是如

毛先生所说分为两个历史阶段”。② 对于毛泽东

的 “驳资产阶级专政”，陈安仁认为 “中国国民

党五十年来领导中国之革命事业，其党内分子有

许多工人农人学生商人军人，换言之：就是普通

一般平民，没有以资产阶级的成分，而领导中国

之革命”。③ 穆德认为 “毛泽东所谓新民主主义，

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也就是旧民主主义”。④ 纪

芬则认为 “资本主义已沿着他自己的法则，从

‘自由企业’走到独占时代，当社会的财富已集

中和操纵在少数独占家的时候，我们能把社会拉

往后走，要他回复到资本主义的昨天阶段吗？”⑤

这些零散的微弱的声音，基本上没有影响到中共

在新民主主义话语建构中主动出击的态势。

新民主主义话语从产生到最终确立优势，经

历了整个４０年代，其过程波折复杂，不能认为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即意味着新民主主义话

语领导权的确立。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初衷，

既是抗战时期特殊因素使然，带有一定的策略成

分，也是中共在国家政权问题上长期探索的结

果，不能夸大新民主主义话语的策略成分。从新

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建构过程来看，有几个特点

值得注意。首先，中共遵循了由内及外的建构路

径。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多局

限于党内和根据地内。延安整风促使新民主主义

话语在党内基本达成一致。解放战争时期，新民

主主义话语从根据地逐步向全国范围传播。其

次，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在态度上

由被动逐步走向主动。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关

于 《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两

个重要的转折点。前者使中共开始有限度地在三

民主义之外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在抗战胜利

后，中共则开始主动、独立地表达新民主主义的

主张。或者说，在抗战时期，国共之间虽然有诸

多的摩擦，但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不被

社会舆论接受，因而争夺优势话语权便成为国共

在间断性军事摩擦之外的一种重要手段，“论战”

成为新民主主义话语建构初期的一种鲜明特色。

当然，论战主要是由国民党方先挑起的，中共多

为被动地回应。受此影响，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存

在着一些重大缺陷：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以及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重要问题没有得到

充分的关注和阐发；而且在论战的氛围下，中共

对于国民党的舆论攻击，多使用 “驳斥”的手

段，使新民主主义在某些问题上沾染了过多的

“阶级”痕迹。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双方内战

的开始以及军事形势的逐步逆转，国民党疲于军

事战争，在 “主义”问题上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

攻击。因此，在这段时期，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

话语的传播，更多是主动的，并且从 “建国”的

角度去进行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建构。再次，

从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内容来看，初期多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后期则多为新民主主

义社会话语的建构，即在内容上经历了由 “革

命”到 “社会”的转变。最后，新民主主义话

语的建构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新民

主主义不仅在理论形态上不断地得到解读和研

究，中共还在根据地或解放区内进行了新民主主

义的实践，以 “新民主主义”作为根据地或解放

区建设的指导原则，以有效的客观结果催化了新

民主主义话语的社会认知，并为新中国的建立提

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和建国蓝图。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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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茂传：《新民主主义的新批判》， 《新时代月刊》１９４６
年第１卷第９期。

陈安仁：《与毛泽东先生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生

路月刊》１９４６年第１２卷第１期。
陈安仁： 《与毛泽东先生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续

完）》，《新生路月刊》１９４６年第１２卷第２期。
穆德：《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 《新旗》１９４６年

第９期。
纪芬：《论 “新民主主义”》，《青年与妇女》１９４６年第

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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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


黄志高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李大钊较早使用了 “民族复兴”话语，不过中共党内更多使用的是 “民族解放”概念，其间

在十年内战中曾激烈地批判国民党的 “民族复兴”论，抗战时期则从正面有限地使用了 “民族复兴”话语。建国前

夕，毛泽东肯定了 “复兴”的现实可能。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复兴”话语重新出现，并在中共十六大以后高频使用。

习近平将其发展构建为内容丰富的 “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构建既有现实基础和客观需要，也

反映着话语构建者的主观意图。“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对接、

民族话语和人民话语的统一。

【关键词】民族复兴；话语；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４１－０６

　　近代中国随着国运衰败，“民族复兴”话语
悄然兴起。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开始使用 “民族

复兴”话语，并在革命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着这一话语的使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

党根据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以往话语叙述的基

础上，建构起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话语系统。

本文试图对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作出初步的梳理和

考察。

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比较早地使用

了 “民族复活”的提法，不过就全党而言主要使

用的是 “民族解放”话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
国共内战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 “民

族复兴”论进行了严厉抨击。抗战爆发后，中共

开始从正面使用 “民族复兴”的提法。建国前

夕，鉴于民族解放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强调了

“复兴”的现实可能。

在中共领导人中，李大钊最早使用了民族

“复兴”、“复活”的概念。１９２４年，李大钊提出
中华民族能否 “重振复兴”的问题。他说，“从

‘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得这民族复活

的动机了”①。李大钊的 “民族复活”论，延续

了他在１９１７年 “青春中华之再生”、 “更生再

造”的提法。②不过，此时李大钊更为强调的是

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复兴的指导意义。他指出，

“我们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

于我们的民族，那就是真正新机复活的时候”。③

这种 “新的文化”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

就全党而言，使用更广泛的则是 “民族解

放”的提法。中共二大猛烈抨击 “资本帝国主义

的强国压迫弱小民族”④，三大更是高呼 “全世

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⑤。“民族解放”逐渐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话语，而民族 “复

兴”、 “复活”的概念并没有被普遍使用。究其

原因，就当时中国实际而言，在没有取得民族解

放的情况下，复兴还是遥不可及的。更何况 “民

族解放”话语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具

有话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列宁在 《民族和殖民

１４





本文系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项目 “‘中国梦’教育背景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体系建构与话语转换” （Ｓｚｚｇｊｈ１－
２０１７－３）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的资助。

作者简介：黄志高，安徽怀宁人，博士，（合肥２３００３９）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副教授。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５２页。
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８１页。
③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４卷，第４５２—４５３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６页。
⑤　同上，第２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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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团结殖民地和被压

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①。列宁的民族和

殖民地革命理论于１９２２年传入中国， “民族解
放”也就随之成为中共的重要政治话语。此时在

政治上和理论上都还很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在意

识形态上深受苏共的影响，对党自身的认识和表

述强调的是 “阶级”属性，党内文件中甚至将自

身定位为 “阶级的党”，而将国民党指称为 “民

族的党”②。在这种自我认知背景下，自然很难

有 “民族复兴”的话语空间。大革命失败后，中

国共产党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求生存和发展，其话

语系统以 “阶级”为核心，强调阶级分析、阶级

矛盾和阶级斗争，“民族”话语则逐渐淡化。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民族复兴”开始高频率地出现在社会各界的话

语中，逐渐形成一种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国

民党抢占 “民族复兴”的话语垄断权，并将其意

识形态化为官方言论。１９３４年４月到１９３５年６
月间，中共中央展开了对国民党 “民族复兴”论

的严厉批判。其一，抨击国民党以 “复兴民族”

为借口对内 “剿共”、对外妥协， “公开承认现

在抗日的不可能，所以不可能的主要理由除所谓

‘赤匪’捣乱外，就是大叫中国太穷太弱太没有

国防力等等”。③ 其二，揭露国民党 “以 ‘复兴

民族’的口号来麻醉群众，进行所谓 ‘生产建

设’、‘农村复兴’、‘文化统制’、‘新生活运动’

等等，以转移广大民众对于他卖国投降的忿怒”，

“企图造成民众对于国民党新的幻想”④。其三，

指责国民党在 “民族复兴”口号下，“用提倡礼

义廉耻，走上复古的旧道路，提倡旧的奴隶顺从

的道德，使全国人民安稳的做奴隶”。⑤

考虑到此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全力围攻中央苏

区，中共中央对国民党 “民族复兴”论的批判显

然有配合苏区军事斗争的意味。当然，客观上

说，这种政治批判也有其合理性。这一时期国民

党的 “民族复兴”论既反映其治国理政的时代关

切，但也充斥着大量的反共言论。⑥ 其间既夹杂

有为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寻求舆论支持的意

图，也散发着浓郁的复古气息。不过，“民族复

兴”话语的勃兴以及国民党对话语权的争夺，都

表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这一话语所具有的广

泛社会影响力。但由于 “左”倾错误的影响，中

共党内却存在着讳言 “民族”的现象，“怕谈民

族两字，怕落进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圈套中去”⑦，

“唯恐一提到民族的口号就失去国际主义者的本

色”⑧。这就导致中共在当时的 “民族复兴”思

潮面前颇为被动。

遵义会议后，随着 “左”倾路线的纠正，中

共的政治话语开始有所调整。１９３５年瓦窑堡会
议确认，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又是 “全民族的先锋队”。⑨ 这为中共重新

审视 “民族复兴”话语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

面，适应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共

也需要调整对 “民族复兴”话语的态度。而全面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 “民族复兴”论重心有所转

移，更多的是以直接服务抗战为目的。瑏瑠 在这种

背景下，中共开始肯定性地使用 “民族复兴”的

提法。１９３５年秋，陈云在署名 “廉臣”的 《随

军西行见闻录》中指出，如果国共两党能够一致

抗日，“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

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瑏瑡。１９３７年９月，张闻天、
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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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２１７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第２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０１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第１１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６２
页。

同上，第３５９页。
同上，第５１３页。
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近代史研

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第８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４４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第９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４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第１２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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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近代史研

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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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

础。”① １９３８年３月，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
临时代表大会的建议书中指出，国共两党携手合

作共御外侮， “这不仅证实我中华民族的伟大，

而且预示我中华民族的复兴”。② 同年１０月，中
共六届六中全会致电蒋介石，表示全民族的团结

抗战 “奠定了最终战胜敌人复兴民族之基础”。③

不过总体上看，中共主要使用的依然是 “民

族解放”话语。在 “民族复兴”的基本内涵尚

未厘清、且国民党掌控话语权的情况下，中共如

袭用这一话语就不能很好地彰显自身的独立性。

更何况就当时中国实际情况而言，民族复兴还只

是一个远景目标，更为迫切的现实任务是开展民

族自卫战争以及实现民族解放。在中共的政治话

语系统中，“民族复兴”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在统

战意义上进行使用。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民族解放任务

已经基本完成，毛泽东开始讨论 “复兴”的现实

可能。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随

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

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

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

任何的根据”④，“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

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

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⑤。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二

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没有延

续 “民族复兴”的话语形式，而是通过 “建设

社会主义强国”这样的提法表达其民族复兴思

想。这一话语的重新使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６日，邓小平在同李政道的谈话中
首次使用了 “振兴中华民族”的提法。⑥ 此后，

邓小平反复表达这一思想。他说：中国近代以来

没有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１９４９年中华民族
站起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

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⑦；

“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

兴”⑧。邓小平所说的 “民族振兴”，其实也就是

“民族复兴”的意思。

从党的正式文件来看，１９８６年 ９月 《中共

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

议》首次提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

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 “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

活力”⑨。１９８７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 “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瑏瑠。其后，中共十五大报

告接续使用了这一概念，并在七处提到 “民族振

兴”的字眼。进入新世纪后，“民族复兴”的提

法开始成为党的正式话语，在中共十六大报告里

出现１１次，在十七大报告里出现７次，在十八
大报告里出现９次。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在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

时，习近平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瑏瑡 由此，“民

族复兴”开始与 “中国梦”相联系，从而形成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提法。此后，

习近平整合了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

的论说，又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作了进一步的阐

述，逐渐构建起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话语体

系。这个话语系统还在继续完善，但其轮廓已初

步显现，大体上可以认为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内涵。中共十五大已

经出现了 “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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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第１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３６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第１５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７７
页。

同上，第７２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１４３３—４３４页。
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

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６１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３５７页。
同上，第３６２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１７８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三大以来中央文献选编》

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１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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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法①，不过这是从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角度来

说的。习近平进一步将其与民族复兴相联系，指

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

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②，使 “民

族复兴”话语从单一的民族角度扩容为三个层

面，即国家、民族、人民层面，其基本内涵更为

清晰明确，内容更为丰富全面。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是前提和基础，人民幸福则是落脚点和最终

归宿。这三个层面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统

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战略规划。中共十八大提

出两个 “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将其与

“民族复兴中国梦”相联系，指出 “到中国共产

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
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③ 这就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

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路线图，规定了具体的

时间表。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民族复

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道路支撑。中共十六大报

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民族复兴相联系，

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的

强大生机”。④ 中共十八大指出，“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寄托着无

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夙愿。”⑤ 习近

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

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我们必须 “坚定不移沿着

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⑥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在长

期的历史发展中，在近代以来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的历史征程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中共十六大首次提炼出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

伟大民族精神”⑦。中共十七大将其补充完善为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⑧。习近平进一步将其概括为

“中国精神”，强调 “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

国之魂、强国之魂”⑨。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主体。中共十六大着

眼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强调 “必

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瑏瑠。习近平则从

中华民族的角度提出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

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瑏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梦，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广大海外侨胞 “能够发

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瑏瑢，同时也 “需要港澳

同胞与内地人民坚持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瑏瑣，

更需要台海 “两岸双方应该胸怀民族整体利益，

携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打

拼”瑏瑤。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领导力量。中共十六大重

申了 “两个先锋队”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

立之时起，就 “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庄严使命”瑏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也

就是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

的光辉历程。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全党本领不

断增强，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广大党员要在实

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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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

用”①。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国际意义。中华民族复兴

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是相容相通

的。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

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②

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机遇，而不是

动荡、威胁。中国梦 “是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

好梦想相通”③。我们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

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④。

三

“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体系的构建，有着

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这一话语体系的构

建有着现实基础。“民族振兴”、“民族复兴”在

世纪之交的广泛使用绝非偶然，恰恰反映了中国

走向复兴的客观进程。在民族复兴过程中，邓小

平非常看重２０世纪末中国国民经济实现翻两番
的意义。他说，中国经济实现翻两番，“从总量

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反映到人民生活上，

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

国家”⑤。在中国人民的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的基础上，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十八大又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强调，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⑥。中华民族的复兴已成为一个正

在实现的客观事实，作为反映这一事实的 “民族

复兴”话语的勃兴也就势所使然。

其次，这一话语体系的构建有着客观需要。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关

键时期，既充满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

的关头，尤其需要广泛动员民众，凝聚人心鼓舞

士气。及时提出 “民族复兴中国梦”，把近代以

来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和追求，作为党和人民的现

实任务郑重地提了出来，彰显了高度的理论自

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构建 “民族复兴中国

梦”话语体系，也是展示中国形象的需要。国际

上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既有称羡之声，也不乏误

读误判，以至曲解和抹黑。 “民族复兴中国梦”

话语，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

和将来，有助于塑造可亲可爱、充满活力与希望

的大国形象。

再次，这一话语体系的构建也源自于主体的

自觉行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

力量。”⑦ 理论能否掌握群众，决定于理论自身

的彻底性、科学性。理论的话语表达方式及其有

效性，则直接影响着理论掌握群众的程度和范

围。中共十七大要求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⑧ ２０１２年１月，李长春提出：“不断概
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

念、新范畴、新表述，努力形成有说服力、感染

力、影响力的 ‘中国话语体系’。”⑨ ２０１３年，习
近平要求 “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

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瑏瑠。提

出新概念、构建新话语，已经成为全党的自觉意

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民族复兴中国梦”

话语体系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

为重要的政治话语之一。“民族复兴中国梦”话

语为社会各阶层、群体所接受和使用，充分显示

了这一话语系统构建的成功。其一，“民族复兴

中国梦”实现了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的转换。对

于一个民族来讲，传统话语有着久远的历史记

忆，更容易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认同。在历史中

形成的传统话语，自然带有特定时代的印迹。时

过境迁，原有话语中的某些内容已经不合时宜。

这就要求对传统话语进行现代转换，既要唤醒人

们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单纯就话语本身而言，“民族复兴”、“中国

梦”的提法都由来已久。有研究者指出，南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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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郑思肖曾有过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的

诗句。１９３２年 《东方杂志》发起了寻找 “中国

梦想”的征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艺术界
和学术界开始出现 “中国梦”的提法。① “民族

复兴”的提法同样早已有之。太平天国农民领袖

在讨清檄文中就有 “中国有复兴之理”的言

语②，不过这里所谓的 “中国”是仅指汉族而

言。孙中山在近代意义上使用了 “振兴中华”的

提法③。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民族复兴”话语更是
在中国政治界和知识界广为流传④。尽管历史上

的 “中国”、“复兴”等提法与今天的理解存在

相当的差异，但无疑为后世人的述说提供了话语

素材。

中国共产党建构的 “民族复兴中国梦”话

语，延续、整合和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 “梦想”

与 “复兴”话语，反映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的

夙愿和追求，同时又将其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话语系统之中，从而赋予新的内容和特色。

“民族复兴中国梦”摆脱了旧有的 “华夷之辨”，

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整体发展；也摆脱

了保守的复古主义倾向，致力于建立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现代国家，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诸层面现代性的整体转换；同时，它已超越了

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所追求的是中国人民与世界

各国的共同发展，而非留恋于唯我独尊万邦来朝

的天朝帝国迷梦。在这种现代转换中，实现了

“民族复兴”话语历时性与当代性的统一、传承

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其二，“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中国话语

与世界话语的对接。梦想是人类一个普遍性话

题，各国人民都有自己的梦想。１９３１年，詹姆
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其著作 《美国的史诗》

一书中首次提出 “美国梦”的命题：“让我们所

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

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

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⑤ 此后，“美国梦”一

词广为流传。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都体现

了各国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这

一点上说，各国人民的梦想都是相通相融的。

另一方面，民族复兴中国梦，反映了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是讲述中

国故事、体现中国特色、传播中国声音的话语。

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不是简单地使用 “中国

梦”的提法，而是在前面加上了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前缀，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梦的独特

性。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近代以来的特殊历

程，造就了 “民族复兴中国梦”独有的民族性

格、文化特质和历史内涵，因此，这一话语又体

现了普适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其三，“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民族话语

和人民话语的统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民族

复兴”话语是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社会背景下

出现的，“复兴”实际指向的是 “救亡”。它所

关注的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隐含着在国家、

民族利益面前舍弃小我的要求。今天中国的经济

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水平、人民

生活水平、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

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历史条

件下构建起来的 “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在关

注国家与民族共同利益的同时，突出强调 “中国

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每个人

都能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

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⑥。这样，中

华民族追求国家富强的梦想与中国人民追求幸福

生活的梦想实现了高度统一。

综上所述，从建党初期的 “民族复活”、

“民族解放”，到建国后的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

国，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 “振兴中华民族”，以

致今天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

共产党 “民族复兴”话语在历史的传承中不断增

加新的内容。这种话语的传承、发展，恰恰折射

出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所作出的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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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党”话语在中国：从传入到传播 （１９００－１９３０）

杨　哲

【摘要】１９００年 “虚无党”一词作为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的对应词，从俄国经日本输入中国并首次出现在中文刊物上，在使用上常
与 “无政府党”、“革命党”等混为一谈，在概念界定上多以党派归属或者暗杀手段为指向；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党以

“目的认手段”的选择性诠释、国内对暗杀活动的舆论传播和效仿行为，以及虚无党小说以人物宣扬精神的译介倾向，

使得虚无党话语在传播中呈现出主义淡出、精神凸显的特点。以１９００－１９３０年为虚无党话语发生期把握 “虚无党”在

中国的传入和传播，可以看出 “虚无党”在中国经历了域外词汇－汉化概念－流行话语的演进历程，“主义淡出”的
传播特点当有助于理解２０世纪早期虚无党话语与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历史联结和逻辑关系。
【关键词】虚无党；传入路径；概念认知；话语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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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虚无党”一词由域外传入中国，
不同于中国传统虚无哲学话语①， “虚无党”从

概念上与 “无政府党”、“革命党”相互纠缠②，

从话语上与２０世纪初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和虚
无党小说的翻译和创作形成呼应。相应地，学界

对虚无党的讨论多发生在无政府主义思潮或虚无

党小说的研究语境中，对虚无党的专题研究尚显

欠缺，“虚无党”从何而来、究竟为何物、如何

被谈论等问题尚未得到清晰说明。

根据现有研究资料③对虚无党话语在中国的

发生进行大致界定可得：“虚无党”一词首次出

现在中文刊物上是１９００年刊登在 《绍兴白话报》

第７２号 “外国故事演义”栏目中的 《虚无党》

一文，其后国人对 “虚无党”的探讨和传播从类

型上可概括为对 “虚无党”的述评类写作、虚无

党小说的翻译和创作以及报道国外暗杀事件的新

闻和图片；从时间上集中于２０世纪前３０年，并
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时期 （详见表１）：１９００－
１９０９年为话语活跃期，围绕虚无党展开的各种
话语都较为热烈；１９１０－１９１９年为话语平稳期，

７４

 作者简介：杨　哲，（北京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①　 “虚无”一词最早见于 《老子道德经》的 “穷极虚无，得道之常”，多与 “太虚”、“虚空”、“无”等相近概念出现在老庄道

家或者魏晋玄学的思想谱系中，参与 “有无之辨”、“虚实关系”等思想命题，是中国传统哲学话语中的重要概念。

②　陈漱渝、荣孟源、曹世铉认为 “虚无党”是俄国革命派的总称，主要指民粹派。（陈漱渝：《再谈 〈天义报〉上署名 “独应”

的文章》，《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０年第３期；荣孟源：《历史笔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９４页；［韩］曹世铉：
《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５页。）彭英明提到，“虚无党”是清末革命党人对俄国
无政府党和民粹派的泛称。（彭英明：《论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辛亥革命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罗福惠则认为 “当时所谓俄国虚无党，实际上是包括俄国共产党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内的一切反沙皇派别”。（罗福惠：《辛亥

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１—２１２页。）张全之认为 “无政府党或虚无党，实际指的是俄国

‘民意党’，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产物”。（张全之：《从虚无党小说的译介与创作看无政府主义对晚清小说的影响》，《明清小说研

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陈建华、罗列直接定义 “虚无党即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一种政治力量”。（陈建华：《虚无党小说———清末特殊译

介现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罗列：《２０世纪初叶中国虚无党小说及 “虚无美人”译介风潮研究》，《天津外国语

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范利伟指出虚无党 “更多时候是指用暗杀的方式反对俄国政府的党派或团体”。（范利伟：《清末暗杀风

潮中的 “虚无党”———兼析 “虚无党”与虚无主义的关系》，《俄罗斯文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吴书麟认为 “虚无党”一词是清末中

国学者对１９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中民意党的误读。（吴书麟：《虚无党思想在清末中国译介的研究文献综述》，《青春岁月》２０１４年
第１３期。）

③　资料统计依据以下文献：蒋俊：《辛亥革命前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刊资料述评》，《中国哲学》第１３辑，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第３５４—３７５页；《外国无政府主义论著汉译目录》，《中国哲学论丛》，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１６—２４４页；
［韩］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第２９４—２９７页；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册，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吴雁南等编：《清末社会思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３６—４３７页；以及全国报刊索引和大成故
纸堆 （原大成老旧刊数据库）以 “虚无党”为关键词的搜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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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类写作和新闻报道显著减少，文学领域的虚

无党话语热度不减；１９２０－１９２９年为话语消弱
期，“虚无党”概念因参与１９２０年代关于虚无主
义的探讨而在述评类写作方面呈现微弱反弹，虚

无党小说和关于暗杀活动的新闻报道已经非常稀

少，虚无党话语在中国的传播可谓暂告段落。

１９３０年之后，仅在文学和翻译领域零星可见
“虚无党”一词， “虚无党”在中国已再难形成

话语。① ３０年间，“虚无党”由域外词汇至汉化
概念再至流行话语，如何对这一演进过程进行总

体性把握便是本文的意旨所在。

表１　１９００－１９３０年代虚无党话语分期
（表中数字为篇数）

　　　年代分期
话语类别　　　

１９００－
１９０９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９

总计

关于 “虚无党”的

宣传和述评
３１ ３ ６ ３９

虚无党小说的

翻译和创作
１７ １７ １ ３６

国内报刊对虚无

党活动的报道
２２ １ １ ２５

总计 ７１ ２１ ８

一、从俄国到中国：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的传入路径

国人对于虚无党的书写大都言及俄国。实际

上，俄国并没有中国人所谓的 “虚无党”②，只

有 “虚无主义者”，从 “虚无主义者”到 “虚无

党”经过了日本的转译或曰误译。１９０７年，周
作人在 《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中曾提示

时人：“虚无党人 （Ｎｉｈｉｌｉｓｔ）一语，正译当作虚
无论者，始见于都介涅夫 （笔者注：屠格涅夫）

名著 《父子》中，后遂通行。”③ １９１５年 《繁华

杂志》第６号刊文 《俄国虚无党———党之名义及

初次暴动》，论及时人对虚无党的理解时，指出

“奶协黎司脱Ｎｉｈｉｌｉｓｔ（虚无党）乃由拉丁语泥耳
（Ｎｉｌ）（无有）所出”。

国人将 “虚无党”从词源学上追溯至西文

Ｎｉｈｉｌｉｓｔ是准确的，而 Ｎｉｈｉｌｉｓｔ在俄国并非屠格涅
夫首次使用。１８２９年文学评论家尼·纳杰日津
以 “纳多乌姆科”为笔名在 《欧洲导报》发表

了一篇批评普希金的文章，题为 《一群虚无主义

者》。据蒋路考证，１８３０－１８５０年代的俄国文学
批评界已有对 “虚无主义者”一词的使用，但意

义不甚明确，有时与极端怀疑论同义，有时指与

神秘论相对立的唯物主义。④ １８６２年屠格涅夫
《父与子》问世， “虚无主义者”方才借助巴扎

洛夫这一经典文学形象在俄国流行开来，屠氏对

巴扎洛夫的描绘也成为 “虚无主义者”的新定

义：用批评眼光去看一切、不服从任何权威、不

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这一充满写实主义色彩

的形象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俄国意味着新兴平民
知识分子对旧式贵族的反抗，在文学界亦收到了

一定反响，车尔尼雪夫斯基 《怎么办》中的

“新人”们被评论家视作巴扎洛夫的同类，文艺

批评家、《现代人》杂志编辑杜勃罗留波夫甚至

被称为 “虚无主义者中的虚无主义者”。然而文

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终究存在距离，克鲁泡特金评

价 “巴扎洛夫那种……单只否定一切的态度没有

使我们得到满足……仅仅是通向 ‘新人’（笔者

注：民主主义革命者）的一个过渡性因素。”⑤

因此当时的民主派并不乐于以 “虚无主义者”自

诩，保守派则透过大量反对社会运动的文章和保

守刊物 《俄国导报》，滥用 “虚无主义者”，冠

之以蔑视道德、秩序和人类文明等贬义，用于诋

毁当时的革命人士及其活动。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之后，很多论述１９世纪俄国
文史的著作将虚无主义和民粹主义相关联，于是

民粹主义鼻祖赫尔岑取代了巴扎洛夫成为其时最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据笔者统计，１９３０年后关于 “虚无党”概念只出现在

以下两处：１９３６年 ［俄］司特普尼亚克著、巴金译 《俄国虚无

主义运动史话》，作为巴金主编的 “文化生活丛刊”第１４种由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著对俄国虚无党的历史和活动进行了

详细介绍；１９４７年 《现代周刊 （槟榔屿）》辞语浅释栏目对

“虚无党”一词进行了简短的解释。

张西曼在与俄罗斯党人接触后得出俄罗斯确实没有中国

人所说的 “虚无党”的结论。 （参见李长林编： 《张西曼集》，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６—６７页。）蒋路则通过
考证俄国史实推断俄国极有可能不存在国人意义上的 “虚无

党”，该词 “纯属翻译上的讹传”。 （蒋路： 《俄国文史采微》，

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１页。）
独应：《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天义报》１９０７

年第１１、１２号合刊；参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卷
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０—８４页。

蒋路：《俄国文史采微》，第６５页。
蒋路：《俄国文史采微》，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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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虚无主义者代表，７０年代民粹派如火如
荼的 “到民间去”运动和８０年代初民意党的暗
杀活动成为 “虚无主义者”最好的注脚。当时的

俄国革命家司特普尼亚克认为 “代表俄国革命思

想运动的有两种样式：第一种即１８６０到１８７０年
十年中的革命思潮，第二种则始于１８７１年直到
现今 （笔者注：１８８１年左右）。其中第一种是纯
正的虚无主义者，第二种是革命党人。前一种运

动除了在俄国外是无人明了也没有人能够明了，

后一种运动却在西欧得着很大的声名。然而命运

判定了前者无名于西欧而后者则以前者之名闻于

世界”。① １８８１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
意党暗杀，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曾自述他父

亲称俄皇被刺是 “虚无主义的恶果”，而他哥哥

却是一个狂热的 “虚无主义者”。② Ｎｉｈｉｌｉｓｔ在俄
国的传播由文学论争而入政治话语，“虚无主义

者”的典型形象亦由个体 （巴扎洛夫、“新人”、

杜勃罗留波夫等）至群体 （民粹派、民意党），

直接影响了日本对 “虚无主义者”的理解和翻

译，间接导致了 “虚无主义者”传入中国时其话

语范围的多重性和概念涵义的含混性。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Ｎｉｈｉｌｉｓｔ传入日本。１８７８
年１１月，明治时期的报纸 《东京曙新闻》在介

绍俄国暗杀事件时将暗杀者称为 “虚无党”。有

些报刊称 “虚无党”为 “僻说”，指出俄国暗杀

风潮之根源在于俄国巨大的贫富差异，而日本国

情与之相异，不存在此种 “巨毒”，暗杀手段不

适于日本，视虚无党为妨碍国家安全的危险之

物。１８８２年前后，西川通彻翻译了 《露国虚无

党事情》，介绍了俄国民粹党人的暗杀活动。此

后，关于虚无党的外国书籍大量进入日本。１８８６
年日本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二叶亭四迷以 《通俗

虚无党气质》为题翻译了屠氏的 《父与子》，但

未能发表。另据中国学者翻译的 《日本政治史》

（日本南窗社 １９８０年版）第三卷中译本，在为
“民粹党”—词作注时称日本将俄国民粹党译为

“虚无党”。③ 或可判定：１８８０年代左右，“虚无
党”已经作为 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的日文对译词在日本流传
开来，日本社会对于 “虚无党”抱持排斥甚至拒

绝的态度。

２０世纪初，“虚无党”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几
乎同时传入中国并发生概念纠缠。１９０３年留日

的梁启超署名 “中国之新民”发表 《论俄罗斯

虚无党》，向国内介绍 “彼党之宗旨，以无政府

为究竟”④，这篇文章亦是国内首次使用 “无政

府”一词⑤。他在１９００年１０月２１日 《清议报》

第６６册上撰文 《无政府党之凶暴》，首句便是

“意大利前皇已为无政府党人所弑”。此后 “虚

无党”与 “无政府党”被作为近似或同义概念

在国内不加辨明地传播，尤其是 １９０３年之后
（日）烟山专太郎所著 《近世无政府主义》

（１９０２）被以节译、摘译、编译、意译的方式介
绍到中国至少１１次 （详见表２），这部以批判无
政府主义为目的的著作在译介过程中却成为中国

人诠释虚无党概念、历史、人物的底本，“虚无

党”和 “无政府党”在汉语语境中几乎可以划

上等号。

表２　２０世纪初 《近世无政府主义》的中译本统计

出版时间 译者 刊物 标题

１９０３６５ 不详
《大陆杂志》

第７号
《虚无党

三杰传》

１９０３８ 不详
《大陆杂志》

第９号
《弑俄帝亚历山

大者传》

１９０３６１６ 杀清
《童子世界》

第３３号
《俄罗斯的

革命党》

１９０３９１１ 任克
《浙江潮》

第７号
《俄国虚无党

女杰沙勃罗克传》

１９０４３－４ 不详
《警钟日报》

第２８－６５号
《俄国虚无党

源流考》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俄］司特普尼亚克 （Ｓ．Ｓｔｅｐｎｉａｋ）：《俄国虚无主义运
动史话》，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１９３６年，第１６—
１７页。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

刁绍华、赵静男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３０８—３０９页。

［日］信夫
!

三郎：《日本政治史》第３卷，吕万和等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３５页。

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新民丛报》１９０３年第
４０、４１号合刊。《论俄罗斯虚无党》是１９００年 《绍兴白话报》

上 《虚无党》一文之后最早提及 《虚无党》的文章，也是据现

有资料最早的有明确署名的关于 《虚无党》的文章。

［韩］曹世铉： 《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第

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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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１９０４３
冷血

（陈景韩）
开明书店 《虚无党》

１９０４
金一

（金天翮）
镜今书局 《自由血》

１９０４ 不详 《国民日日报》
《俄皇亚历山大

第二之死状》

１９０７１２５
渊实

（廖仲恺）

《民报》

第１１号
《虚无党小史》上

１９０７１０２５
渊实

（廖仲恺）

《民报》

第１７号
《虚无党小史》下

１９０７ 爆弹
《汉帙》

第１号
《俄国虚无党

之诸机关》

从Ｎｉｈｉｌｉｓｔ／虚无主义者到虚无党，从民粹党
的代称到无政府党的同义词，随着语言符号的转

变，所指也发生了变化。首先，从译词选择来

看，日本以 “虚无党”对应 “虚无主义者”并

不严密，前者是群体概念，后者既可以代指个体

又可以代指群体。无怪乎 “虚无党”传入中国之

初，不少人对 “虚无党”作 “团体”或 “党派”

来理解，而在介绍某位虚无主义者时反而要衍生

出 “虚无党人”、“虚无党女杰”、“虚无党首领”

等指代个体的词汇。其次，从概念的内涵来看，

“虚无党”在日本相较于Ｎｉｈｉｌｉｓｔ在俄国是单一而
明确的，特指俄国执行暗杀活动的 “民粹派”；

“虚无党”由日入华，其概念由于无政府主义思

潮的参与再次发生转化，与 “民粹派”、 “无政

府党”等概念常常混用。最后，从言说场域来

看，“虚无党”从俄国到日本再到中国的传播路

径始终是文学和政治双线并行且互为塑造的。

二、党派指向或手段指向：

“虚无党”概念的中国面貌

　　２０世纪初，“虚无党”来到中国，曲折的传
入路径造成了此概念在汉语使用中的含混性。当

时最为显著的思路便是将 “虚无党”作派别、团

体、党派理解，词源 Ｎｉｈｉｌｉｓｔ中蕴含的个体性意
味几乎缺失。例如，１９０３年６月 １９日 《苏报》

刊登 《虚无党》一文称虚无党是 “最著”一

派①；任克认为 “俄国有虚无党之一团体”②；爆

弹主张 “虚无党者，非浑然一大团体也。其中有

种种复杂见解之小分派”③；１９１５年 《繁华杂志》

第６期的 《俄国虚无党———党之名义及初次之暴

动》一文则写道 “俄国虚无党为世界最著名之党

派”；１９２６年 “芾甘” （笔者注：巴金）撰文指

出 “最初的虚无党人 （属于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

的 ‘土地与自由’及 ‘人民之意’两团体）都

是极高尚的纯洁的青年”④。

保皇党 （如梁启超）、留日学生 （如陈景

韩）、革命党人 （如廖仲恺）、无政府主义者

（如张继）纷纷介入 “虚无党”话题，其词义和

词性随着使用者立场和主张的不同而变化，对

“虚无党”的宣传和评述也各有侧重。在中国最

早系统地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张继，将虚无党定义

为 “无政府党之一派，时以威吓党自夸”⑤。《孽

海花》在谈及虚无党时直接挪用无政府主义的宗

旨：“他立这会的宗旨，就要把假平等弄成一个

真平等：无国家思想……皇帝是仇敌，政府是盗

贼……它的会派，也分着许多，最激烈的叫做虚

无党，又叫做 ‘无政府党’。”⑥ 张继和曾朴的观

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民报》、 《天义

报》、 《新世纪》等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报刊均采

用此观点，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和虚无党的暗杀

手段进行简单重组，以无政府党与虚无党为同一

物。

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则将虚无党与无政府党进

行了明确区分，先是在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

义》开篇列出 “现世界之革命者有三大主义：社

会主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无政府主义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ｔ、虚无主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葛懋光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３—５
页。

《俄国虚无主义女杰沙勃罗克传》，任克译，《浙江潮》

１９０３年第７期。
《俄国虚无党之诸机关》，爆弹译，《汉帙》１９０７年第１

号。

芾甘：《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社会革命党左派的介

绍》，《民钟》１９２６年第１５期。
自然生：《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１９０３），葛

懋光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２５—４０页。
曾朴： 《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第８２—８３页。《孽海花》为清末长篇谴责小说之一，共３５回。
前６回由金松岑写作，最早见于１９０３年 《江苏》杂志，后由曾

朴续写而成于１９２８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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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Ｎｉｈｉｌｉｓｍ”①；继而在 《虚无党小史》中提到原

作以 《近世无政府主义》为题是名实不符，此书

当是 “东邦之虚无党新史”，故易其名；② 后又

在 《帝王暗杀之时代》中写道 “彼辈专反对政

府行为，以废弃权力命令为目的，若虚无党，若

无政府党者”③。可见廖仲恺不仅将无政府主义

与虚无主义并列为两种不同的主义，更是将虚无

党史及无政府主义史、虚无党与无政府党明确区

别开来。

除了以无政府党为参照释义虚无党，另有

“革命党”之说。蔡元培将俄国虚无党的历史划

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一时期称虚无党为 “智的革

命党”，直到介绍 “虚无党”第三时期，即强调

以暗杀为革命手段时才大量使用 “虚无党”一

词。④ 虎啸子列出了俄国 “虚无党”从 １８４５年
至１９０５年的大事年表，用大半篇幅介绍了俄国
虚无党自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５年的活动，其中大量使
用了 “革命党”而很少用 “虚无党”。⑤ 这种释

义强调虚无党手段的残暴性质和破坏意味，１９４７
年 《现代周刊》第 ８１期 《辞语浅释》栏目对

“虚无党”的解释便沿用此意： “俄国从前的革

命党，信仰虚无主义，认为个人应有绝对的自

由，否定一切政治宗教的权威，以暗杀政府要人

为革命主要手段。”

此外 《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的译者巴金

对虚无党概念的理解也颇值得注意。１９２６年他
在 《民钟》上发表 《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

社会革命党左派的介绍》，开头写道： “这里用

‘虚无党人’这个名词，是指 ‘恐怖主义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而非专指那些信仰 ‘虚无主义’（ｎｉ
ｈｉｌｉｓｍ）的人……他们赞成暗杀……”１９２７年他
又另撰文解释自己所支持的恐怖主义不以自卫和

报复等私情私利为特征，而是具有 “破坏”之特

征、出于 “爱”，所以不反对虚无党之暗杀，

“但不承认暗杀本身与无政府主义有直接关

系”。⑥ 质言之，他的 “恐怖主义者”一说亦是

着眼于暗杀手段来对虚无党进行定义的。

综上四说，国人对 “虚无党”概念认知上的

差别并不矛盾，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或者强调

其党派归属，或者强调其暗杀手段。另有一派虚

无党话语则以俄国虚无党的发展历程来澄清俄国

虚无党概念。如辕孙 （笔者注：黄仲忠）认为

“终不得不以笔舌为革命之先声，由游说煽动时

代而入于暗杀恐怖之时代也”。⑦ 无政府主义者

杨笃生同样认为 “自革命文学时期升而为游说煽

动时期，自游说煽动时期升而为暗杀恐怖时期，

愈挫愈奋”。⑧ 梁启超对这三个时期进行了更加

明确的时间界定：“史家记虚无党者率分为三大

时期：（第一）文学革命时期自十九世纪初至一

八六三年 （第二）游说煽动时期自一八六四年至

一八七七年 （第三）暗杀恐怖时期自一八七八年

至一八八三年。”“一八七零年以后虚无党达于全

盛。”⑨ １９０４年 《警钟日报》两次刊文提及虚无

党是由文学而游说，由游说而暗杀。瑏瑠 金一 （笔

者注：金天翮）《自由血》第四章按照虚无党历

史分为三部分：一文学革命时代，二游说煽动时

代，三暗杀恐怖时代 （铁道线下之地雷谋杀、彼

得堡冬御殿之爆发、三月一日之凶变）。瑏瑡 １９０７
年渊实根据 《近世无政府主义》第三章翻译的

《虚无党小史》将 “虚无党”的历史分为三个时

期：第一时期为文学革命时代，自１９世纪初至
１８６３年；第二时期为游说煽动时代，从１８６３年
至１８７７年。其中第一时期又分为三个阶段，第
二时期分为１８６３－１８７１自波兰革命至南溅夫阴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渊实译， 《民报》１９０６年
第９号。作者在文中注明此篇为 ＷＤ．Ｐ．Ｂｌｉｓｓ所著 Ａ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之一节。

《虚无党小史》，渊实译，《民报》１９０７年第１１、１７号。
该文是对 ［日］烟山专太郎的 《近世无政府主义》第三章 《革

命运动之历史》的中译。

《帝王暗杀之时代》，无首译，《民报》１９０８年第２１号。
梁启超：《俄国虚无党源流考》， 《警钟日报》１９０４年

第２８—６５号。
虎啸子：《俄国虚无党 （革命党）之行动》，《南风报》

１９１１年第４号。
芾甘：《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民钟》１９２７年第２

卷第６、７期。
《露西亚虚无党》，辕孙译，《江苏》１９０３年第４、５期。
杨笃生：《湖南之湖南人》（１９０３），葛懋光等编：《无

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２１页。
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 《新民丛报》１９０３年第

４０、４１号合刊。
《警钟日报》１９０４年３月２４日至４月３０日分１４期刊载

的 《俄国虚无党源流考》指出 “虚无党”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革命文学时期、游说煽动时期、恐怖暗杀时期。该报１９０４年７
月２０日第１４６号刊载的 《神圣虚无党》论及 “虚无党”的历

史，也说其由文学而游说、由游说而暗杀。

［日］烟山专太郎： 《自由血》，金一译，镜今书局，

１９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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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和１８７１－１８７７地方大游说到露土战争两个阶
段。之后未见续文，所以没有论及第三时期。后

四种文本皆译自 （日）烟山专太郎的 《近世无

政府主义》一书，或可推断：辕孙、杨笃生、梁

启超的论断也应该来自 《近世无政府主义》一

书。上述七个文本对于俄国虚无党的历史分期一

致，皆将 “暗杀恐怖时期”作为虚无党进化的最

终阶段，有力地塑造了暗杀作为虚无党演进之自

然结果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国人主动选择并接

受暗杀的革命方法增添了历史依据。

三、主义淡出与精神凸显：

“虚无党”话语的传播特点

　　自 “虚无党”概念传入中国，国人对于俄国

虚无党的产生便无甚大分歧。普遍以俄国专制政

府为促使虚无党产生并壮大的根本原因，以破坏

专制政府为虚无党的根本目的，以反抗现有不平

等秩序为虚无党的根本精神。① 这与无政府主义

废除政府的主张和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党推翻封建

帝制的旨归趋于一致，后两者在宣传自身理论和

实践革命方法的过程中也积极借助 “虚无党”的

资源，于是虚无党之最显著的暗杀手段便成为话

语的中心。１９０３年，张继在 《无政府主义》中

提到：“投爆裂弹于社会，行种种残暴之事，由

常人观之，当惊怪不已，而无政府党为之，乃恬

然不以为奇者，盖谓欲全人类之最大幸福，非由

爆裂弹之力不足为功。”究其原因，“而目的认手

段，以杀戮官吏为正义者，构成无政府主义之元

素也”。② 或可说， “目的认手段”代表了２０世
纪初时人对待暗杀手段的普遍态度，也成为国人

推举虚无党暗杀手段时抱持的前提：目的正义压

倒手段正义，“夫欲建设，必先大破坏”③，而中

国正值破坏时代之初，急需此种破坏手段，且暗

杀手段相较于其他破坏方法，“其法也简捷，而

其收效也神速……暗杀手段诚革命之捷径”。④

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派人士都对虚无党的暗

杀手段极尽推崇：《神圣虚无党》在写到 “虚无

党”暗杀总督时不禁 “呜呼！虚无党之手段，如

天道之必信必贞。其神圣哉”⑤；杨笃生直言

“虚无党虚无党，我爱你，我崇拜你，你们所作

的事业，磊磊落落”，想要 “学学你们的手段方

法”⑥；渊实则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提倡暗杀方法，

“凡科学的革命方法唯有暴烈弹而已”⑦，他还在

《虚无党小史》篇末将革命手段分为笔力、舌力

与腕力，分别对应于俄国虚无党的三个发展分

期，反映了革命手段之进步，更提请读者注意

“腕力更可以制其死命。适者生存愈演愈奇……

当考究虚无党所以必取暗杀手段之所以然”⑧。

即便保皇人士如梁启超等，也认可 “夫虚无党最

后之手段，实对于俄罗斯政府最适之手段而亦独

一无二之手段也，呜呼伟矣……虚无党于诸种手

段之中淘汰而独守此最优胜者，可谓快事可谓快

人”，并列举了六条原因分析为何虚无党 “不行

暴动手段而行暗杀手段是也？是无他故，以暴动

手段在彼等之地位万不能实行故”。⑨ 他一边赞

扬俄国虚无党暗杀活动 “壮哉！”“快哉！”瑏瑠，同

时又对该手段在中国的移植保留谨慎态度，主张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辕孙在 《露西亚虚无党》中指出露西亚 （笔者注：俄

罗斯）的专制政体是 “虚无党”产生的原因，在第一节 《虚无

党主义及其成立之原因》中更是具体阐明 “虚无主义者实露西

亚政府官吏有以孕育之也。其原因有二焉，一则经济上之状况

即土地所有一切之特权皆为贵族所垄断……一则一切行政司法

机关之腐败足以使一般社会愤政府之所为”。《苏报》的 《虚无

党》一文认为 “专制政府者，实制作虚无党之绝好工场也”。任

克将虚无党之宗旨理解为 “以死战于专制横狠之政府”，廖仲恺

认为虚无党 “专反对政府行为，以废弃权力命令为目的”，杨笃

生在 《湖南之湖南人》中提到 “无政府党，言破坏之渊薮。斯

拉夫民族之所以有此党人者何也？为社会阶级之制不平也，为

官吏之腐败也，为司法行政机关之颓坏也，为学校教育之钳制

也”。１９０４年金一 （金天翮）在其译著 《自由血》绪言中热烈

赞美俄国虚无党为 “专制政体之敌也”。

葛懋光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２５—
４０页。

自然生：《自然生告白》，《中国白话报》，１９０４年第２
号。

燕客：《〈无政府主义〉序》，葛懋光等编：《无政府主

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２３—２４页。
《神圣虚无党 （二）》，《警钟日报》１９０４年第１５６号。
杨笃生：《理想虚无党绪言》，《国民日日报汇编》１９０３

第４集。
《无政府主义之二派》，渊实译， 《民报》１９０６年第８

期，另载于 《社会世界》１９１２年第５期。
《虚无党小史》，渊实泽，《民报》１９０７年第１７号。
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新民丛报》１９０３年第

４０、４１号合刊。
１９０４年８月２５日梁启超在 《新民丛报》第３号 “国闻

杂评”栏目以 “饮冰”之名发表 《俄国虚无党之大活动》，报

道了俄国内务大臣布黎威被刺的消息。他写道 “壮哉芬兰人！

快哉虚无党！”，赞美了虚无党的暗杀行为。



“虚无党”话语在中国：从传入到传播 （１９００－１９３０）

“其济变之手段，最后之武器，不可滥用。必在

要求而不见应之后且所施者限于反抗此要求之

人”，“或彼终冥顽不灵，则吾所以待之者，尚有

最后之相当的刑罚在，则虚无党之前例是也”。①

正如周作人所谓 “以此为虚无党人所事，唯以喋

血为快者则浅乎其见，非徒不知虚无论者，且不

知俄国革命之为义者矣”②，指出时人言虚无党

必称颂其手段的话语趋势实质是对虚无党和俄国

革命要义的双重误读：凸显党派之手段势必带来

党派之主义的弱化，或者造成手段与主义的二分

和对立，如梁启超所主张 “虚无党之手段，吾所

钦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③；或者

导致手段规定主义，如辕孙以虚无党为 “破坏主

义”、吴樾 “持此复仇主义以实行之吾知今日虚

无党之名”、芾甘以有爱之 “恐怖主义”为虚无

党要旨。④

国内报刊对国外暗杀活动的报道和国人仿效

虚无党的革命实践，愈加强化了 “暗杀”在虚无

党话语中的分量。从１９００－１９０９年，以国外虚
无党暗杀事件为标题的新闻报道 （含图片）多达

２４篇 （详见表３）。从标题来看，对虚无党的党
派归属和国别划分的观念越来越淡薄，虚无党本

为俄国专制政体之产物，现今却扩展及多数欧洲

甚至亚洲国家，但凡采取暗杀手段者，皆可谓之

虚无党。国人不仅以手段为指向界定国外的革命

活动，更以此积极指导国内的虚无党实践，１９０３
年部分旅日学生在国家危亡的关头，以 “变革腐

败之政体，唤醒全国之民气”为宗旨，“以暗杀

满奴、研究兵事为手段”，在日本东京成立新华

会，于１９０６年因会员陈天华蹈海殉国而在上海
改组为新华虚无党，立誓暗杀，女革命家秋瑾曾

入会并参与秘密活动。新华会 “无党魁”、 “不

立统一机关”，不尚空谈主实行，其行动与纲领

皆以暗杀为要。⑤

表３　１９００－１９３０年间国内报刊关于虚无党活动的报道

年份 刊物 标题

１９０６
《民报》

第２－９号

《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

图、 《无政府党首创者巴枯

宁》图、《烈士吴樾》、《露国

拔苦总督拉加希芝太公被炸

之真景》图、《西班牙王之遭

难》图、《俄国虚无党轰炸首

相 （司多吕平）》图

１９０６ 《第一晋话报》 《俄国虚无党之炸弹》

１９０７
《民报》

第１１、１５号

《俄国之新圣杜尔斯兑》图、

《俄国暗杀团首领该鲁学尼狱

中之肖像》（图）

１９０８ 《滇话报》
《中国革命党暗与俄国虚无党

秘密沟通》

１９０８ 《竞业旬报》 《西班牙虚无党之价值》

１９０８ 《广益丛报》
《虚无党图毁美舰》、《虚无党

被获》

１９０８
《民报》

第１９－２２号

《俄罗斯虚无党女子击莫斯科

总督》图、 《记葡萄牙王被

刺》、 《被刺五分钟之前之葡

萄牙王及太子》、 《首先枪击

葡王者毕夏》、 《杀葡王子者

克斯德》图

１９０８ 《大同报》

《俄国禁防虚无党之一斑》、

《北印度之虚无党》、《印度虚

无党之又出现》、 《英国严防

虚无党》、 《贿赂虚无党免

殃》、《虚无党之火弹出现》

１９０９ 《广益丛报》
《湖北：俄国虚无党跟踪来汉

行刺》

１９１０
《民报》

第２６号
《韩人刺杀伊藤博文于哈尔滨

之景》图

１９２６ 《民钟》 《朝鲜虚无党员尹又烈被捕》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

报》１９０６年第７６号。
独应：《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第８２页，《周

作人散文全集》卷１，第８２页。
同上。

《露西亚虚无党》，辕孙译，《江苏》１９０３年第４、５期；
吴樾：《吴樾遗书》，《民报》１９０７年增刊 《天讨》；芾甘：《俄

国虚无党人的故事———社会革命党左派的介绍》，《民钟》１９２６
年第１５期。

吴雁南：《关于新华会虚无党》，《贵阳师院学报》１９８３
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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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在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

国之小说”① 的思维指引下，《新新小说》、《月

月小说》、 《新小说》、 《小说时报》、 《小说月

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等刊物与开明

书店、广智书局、小说林社等机构大量推出俄国

文学中虚无党题材小说的中文节译、摘译、编译

甚至原创作品，掀起虚无党小说译介风潮。阿英

认为 “俄国文学的输入中国，据可考者，最早是

清朝末年，那时翻译最多的，是关于虚无党小

说”②。从内容上，虚无党小说所呈现的虚无党

故事并无固定模式，主人公的性别、出身、活动

和结局不尽相同，但故事的展开背景趋于一致，

即冷血 （笔者注：陈景韩）所谓 “其人勇猛，

其事曲折，其道为制服有权势者之不二法门”③，

这也是虚无党小说在中国文坛迅速流行并为读者

所广泛接受的原因，“其人勇猛”唤起了中国激

进分子和优秀青年的献身精神，“其事曲折”满

足了普罗大众的小说阅读期待，“制服有权势者”

则呼应了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高潮。概言之，虚

无党小说的话语重点不是主义的伸张，而是精神

的鼓动，以主人公实施暗杀过程中斗智斗勇的曲

折情节宣扬革命的热情、破坏的勇气和反抗的意

志，从而起到振奋民心、开启民智、激发民情的

启蒙作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受欢迎的女

虚无党人小说题材④，将女权思潮和反专制思想

紧密结合，岭南羽衣在 《东欧女豪杰》中便借人

物之口写道：“我女儿现在是受两重压制的，先

要把第一重大敌打退，才能讲到第二重。”⑤ 这

两重重压便是制度与男权。

１９００至１９３０年间，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党
在对虚无党的接受过程中 “目的认手段”的选择

性诠释，导致了话语传播中手段压倒目的、手段

与主张分离的特点；国内报刊对虚无党活动的报

道倾向和国内仿效虚无党的革命实践，则显示了

虚无党手段对实践的引导作用；清末民初虚无党

小说译介以个体英雄人物的塑造使虚无党一词近

乎成为反抗精神、破坏精神、无畏精神的代名

词，从而弱化了虚无党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可能形

成的主义话语。

欲建设必先破坏，虚无党起于此；有破坏而

无建设，虚无党终于此。在中国，虚无党自传入

之日起便缺乏完备的理论支撑和系统的建设意

见，在传播过程遭遇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的

选择性诠释，使得主义不得伸张直至淡化，暗杀

手段和反抗精神几近成为虚无党的代名词；暗杀

活动和小说译介中突出的个人主义色彩和反清革

命意味使得暗杀手段与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社会

革命方法亦产生疏离；１９１９年后，国人逐步拣
选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由是虚无

党的传播和实践在１９２０年之后渐趋沉寂，１９３０
年后几乎不复见于汉语语境中。以 １９００－１９３０
年为虚无党在中国的话语发生期把握其传入和传

播进程，可以看到虚无党经历了词汇－概念－话
语的演化轨迹，手段遮蔽主义的传播特征使得主

义话语不得延续，虚无党话语和２０世纪早期的
虚无主义思潮尽管在发生时间上存在重叠，在逻

辑上却难以形成严密的继起关系。

（责任编辑　欣　彦）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新小说》１９０２年
第１期。

阿英：《中译高尔基作品编目》前言，《阿英全集》卷

５，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冷血：《虚无党》序，《虚无党》，冷血译，上海：开明

书店，１９０４年。
如岭南羽衣：《东欧女豪杰》，《新小说》１９０２年第１—

５号；金松岑、曾朴：《孽海花》，《江苏》１９０３年第８期；《女
侦探》，冷血译，《月月小说》１９０８年第１３、１４、１５号；《虚无
美人》，觉名译，《妇女时报》１９１１年第４号；《虚无党之女》，
心一译，《小说时报》１９１１年第１２号；《女虚无党》，天津路钓
译，《小说时报》１９１２年第１４、１５期； 《女虚无党人》，瘦鹃
译，《游戏杂志》１９１４年第３号。

陈建华：《“虚无党小说”：清末特殊的译介现象》、《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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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伦理学对于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要？


邓安庆

【摘要】“现象学伦理学”本质上并非独立于 “意识现象学”的现象学分支，而是现象学自身的内在发展与完成，构成

现象学运动的灵魂与旨归。“伦理现象学”实际上伴随着 “现象学运动”的始终，因此，它绝非胡塞尔 “回到生活世

界”之后的产物，更准确地说，它是驱使胡塞尔从意识现象学回到生活世界的指引。没有伦理意识，胡塞尔不可能提

出拯救欧洲科学危机的现象学之任务。在伦理学上，胡塞尔的独创性贡献在于，他不仅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意志

现象学，而且运用先验的 “发生现象学方法”创立了人格伦理现象学。伦理现象学成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西方主流
的伦理学运动。７０年代之后实践哲学的复兴与伦理现象学密切相关，哲学一方面转向政治哲学，以正义伦理为核心，
一方面转向应用伦理学，而应用伦理学早期的主将也无非就是深受现象学熏陶的存在论现象学的学生们。现象学伦理

学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它真正构造了２０世纪的时代精神，而且真正成为了生命的内在意向和意志的展开与升华，这才
是我们这个时代如此需要现象学的价值伦理学的最为根本的理由。

【关键词】现象学伦理学；意志现象学；发生现象学；伦理现象学；价值论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５５－０７

一、何为现象学伦理学？

胡塞尔在 《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一

书中认为，哲学在现代所面临的根本危机，在于

生活意义丧失的危机，即传统的生活意义观被现

代科学所取代，而现代科学从根底上说却不再关

注生活的意义问题。现象学的态度和方法让我们

回到生命本身的起源和发端处，对现代人的生活

方式和观念展开彻底批判。现象学精神的经典表

达即 “回到事情本身” （ｚｕｒ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它要
求反思一切科学和技术的前提和旨向，安顿迷失

的人类自我。在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和批判中，

现象学家对整个时代进行重新审视。胡塞尔和舍

勒等现象学家都深信，“时代的贫困、现代人及

其文化的危机，首先表达了一种精神和道德的挑

战，并且要求一种精神和理念上的确定回答”。①

因此，基于对现时代价值和意义危机的这样一种

诊断，现象学根本不可能仅仅停留在 “意识现象

学”的层面上，去完善为科学奠基这一康德的知

识论留给后人的任务，而是必须像康德从理论理

性向实践理性的超越那样，从意识哲学进展到生

活世界。这种生活世界的哲学，作为伦理学回答

现时代的精神和道德所面临的根本挑战，才能治

疗和拯救被科学所搁置的生活意义这一重大问

题。

“现象学”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这个概念并非
胡塞尔所独创，早在康德和黑格尔时期，它就已

经频频出现了。德国启蒙思想家 Ｊ·Ｈ·拉姆贝
特在其 《新工具》（１７６４）一书第四部分就提到
现象学。“康德在１７７０年９月２日致拉姆贝特的
信和１７７２年２月２１日致Ｍ．海尔茨的信，都提
到 ‘一般现象学’。”②１８０７年，黑格尔发表了
《精神现象学》（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它
所研究的就是意识的经验和意识的诸阶段。但

是，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相比，黑格尔的现象

学具有心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特征，无法抵制弥

漫于时代的虚无主义。在叔本华和尼采所展开的

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之下，欧洲精神处于崩溃的边

缘。为了重建欧洲精神，挽救哲学和时代的危

机，现象学接过克服现代性危机的任务，以胡塞

尔、舍勒和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现象学家通过回

５５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１２ＺＤ１２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邓安庆，（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①　 ［德］乌尔里希·梅勒：《舍勒对胡塞尔弗莱堡伦理学的影响》，曾云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第４２页。

②　 ［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译者序第ｉ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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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开端、回到实事本身的哲学宣言重新思考精神

危机的根源和出路。

现象学方法深刻地影响了２０世纪乃至当代
的思想走向，没有哪个哲学流派像现象学那样在

全世界产生如此广泛持久的影响。就本文的问题

而言，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现

象学方法独树一帜，成为２０世纪哲学的主流方
法论。现象学首先是一种态度和方法，对事情本

身和观念对象进行直接直观和本质洞察，这种方

法通过现象学严格的科学理想而经典化，不仅成

为现象学运动源源不息的动力，而且为许多非现

象学的学者和流派所接受和运用。其次，现象学

方法被广泛运用到意识哲学之外，尤其应用在实

践哲学、伦理学领域，形成了现象学伦理学的庞

大学者群。

本来，现象学的奠基性理论就是意向性行为

理论，而意向性包含多个层面，如意识的意向

性、理智的意向性、情感的意向性和意志的意向

性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认识论现象学、情感现

象学和意志现象学等。当然，在现象学家海德格

尔看来，比意向性更具有奠基性的是世界，是存

在。但是海德格尔的 “存在”实际上就是胡塞尔

讨论的具有显现和构造功能的 “纯粹意识”，正

是通过意识，事物本身才得以显现。我们总是怀

有这样的疑问：为何胡塞尔一直在意识中来谈事

情，而遗忘世界呢？实际上，正是这个作为显现

事物本身的意识，才构造了意义世界，让世界得

以被解释和呈现给我们。当然这里涉及到胡塞尔

和海德格尔哲学的根本差异。对胡塞尔来说，只

有承认意识显现和构造的绝对性，我们才能承认

观念对象和意义存在的可能性。因此，胡塞尔的

意识现象学从根本上回答了意义存在的起源、根

基和有效性的问题。正是基于此，现象学才能成

为拯救意义的科学。

但作为拯救意义的科学，不可能只停留在理

智认识的领域，它必须拓展到情感、意志和行动

等领域，这样就有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伦理学。

所谓 “现象学伦理学”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Ｅｔｈｉｋ），顾名思义，就是采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伦
理学基本问题和为伦理学重新奠基的学说。整个

现象学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旨归本质上是着眼于

时代意义危机的克服和意义理念的重建，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现象学本身就以伦理学为旨归。胡

塞尔就明确地表达了重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伦理

学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哲学之所以要成为一

门严格的科学，只是因为我们必须过一种伦理意

义上的严肃生活。”① 因此，从现代现象学的起

源来说，只有当现象学过渡到伦理学的时候，现

象学才达到其目标，实现其拯救意义危机的使

命。同时，今天也只有当伦理学运用现象学的方

法和态度来进行研究的时候，伦理学才能获得其

新的生命和活力。

就此而言，现象学伦理学本质上并非独立于

现象学的分支学派，而是现象学自身的内在发展

和完成。因此，不仅现象学运动表现为从意识现

象学向实存现象学和伦理现象学的发展，而且几

乎每个现象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会转向 “伦理现

象学”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ｎ）的探讨。
这一方面是为了回应共同的时代问题，即价值危

机问题、心理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问题等

所必须的，另一方面也是源于现象学运动的先驱

佛朗茨·布伦塔诺的深刻影响。布伦塔诺作为现

象学的先驱，不仅以其诸如 “明见性” （Ｅｉｎ
ｓｉｃｈｔ）等一般现象学观念影响后人，而且他在伦
理学上的建树——— 《伦理知识的起源》和 《伦

理学的奠基和建构》———也直接影响了胡塞尔和

舍勒、迈农等人的现象学伦理学思想的形成。在

《伦理学的奠基和建构》一书中他指出，明见性

是所有先天科学的原则，“没有明见性的判断就

没有科学，而只有习惯认可的规则的累积”。②

同时，伦理学等实践哲学也必须建立在对伦理的

明见性之上，这也是现象学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原

则。所以，现象学伦理学成为２０世纪一个庞大
的伦理学流派，虽然每个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异非

常大，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现象学方法和共同的伦

理明见性原则。

二、现象学伦理学的成就概观

国内学术界通常认为，胡塞尔现象学的成就

主要在认识论或意识哲学领域，应该说这是一个

严重的误解。因为我们知道，胡塞尔最初走上哲

６５

①

②

［荷］Ｔｈ．德·布尔：《从现象学到解释学》，李河、赵
汀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５页。

Ｆｒａｎｚ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ｕｎｄＡｕｆｂａｕｄｅｒＥｔｈｉｋ，Ａ．
ＦｒａｎｃｋｅＡＧ．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ｎ，１９５２，Ｓ．２３．



现象学伦理学对于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要？

学道路正是基于１８８４－１８８６年布伦塔诺的实践
哲学课程的引导，他指导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也是

有关伦理学研究的，即卡尔·诺伊豪斯 （Ｋａｒｌ
Ｎｅｕｈａｕｓ）的 《休谟关于伦理学原理的学说》

（１９０８年）。胡塞尔的思想自始至终都是在严肃
的伦理关怀的背景下发生的。尽管胡塞尔生前出

版和主要系统的研究表现为一种严格科学的 “工

作哲学”，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胡塞

尔早在 《逻辑研究》发表之前就在哈勒大学讲授

伦理学和法哲学等实践哲学的课程，而且他留下

了大量关于伦理学和实践哲学的手稿。其中的部

分手稿现已被整理出版，被分别收录在 《胡塞尔

全集》第２８卷即 《１９０８－１９１４年的伦理学和价
值论讲座》、《胡塞尔全集》第３７卷即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４年的伦理学导论》和 《胡塞尔全集》第４２
卷即 《现象学的界限问题》。另外， 《胡塞尔全

集》第２７卷收录了胡塞尔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在日本
《改造》杂志发表的 《论革新》，《胡塞尔全集》

第２５卷收录了 “关于费希特人类理想”的三次

讲座稿，这些都是重要的伦理学文本。

胡塞尔把伦理学不仅理解为先天有效的原则

性科学，而且还把它理解为思考生活的最高目的

和对生活具有终极指导意义的技艺学 （Ｋｕｎｓｔｌｅ
ｈｒｅ）。他在 《逻辑研究》中强烈反对哲学中的经

验主义、怀疑主义和心理主义，目的就是为了在

伦理上坚决抵制伦理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

正如后来舍勒所做的那样，目的是为了确立一种

先天伦理学和价值论的基础，以重建现代生活和

心灵的价值秩序。

在伦理学史上胡塞尔的独创性贡献在于，他

不仅在形式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形式实践学，

而且还运用先验的发生现象学方法创立了人格伦

理现象学。其中意志现象学可以贯通二者，属于

他比较系统的实践哲学研究，它在胡塞尔现象学

伦理学中居于中心的地位。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也直接启发了舍勒，尤

其是 《逻辑研究》中的本质直观理论构成了舍勒

感受 （Ｆüｈｌｅｎ）现象学的理论基础。可喜的还在
于，舍勒对于现象学方法的运用和发挥却又超出

了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范围，使得他独创出一种

所谓的 “质料的价值伦理学”（ｄｉ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ｅｒ
ｔｅｔｈｉｋ），这不仅在现象学伦理学史上，而且在整
个西方伦理学史上，成为自康德伦理学创立以来

对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构成真正有价值的批判和

实质超越的一种伦理学形态，因而具有毋容置疑

的重要地位。所以，在现象学三大巨头 （胡塞

尔、舍勒和海德格尔）当中，舍勒在伦理学上的

成就最为显眼，他的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

料的价值伦理学》已被公认为现代伦理学的经典

著作，而且极有可能是整个２０世纪就伦理学的
基础和价值形态所作的最为系统的伦理学经典之

一。除了这部经典著作外，舍勒还有 《同情的形

式和本质》、 《价值的颠覆》和 《人在宇宙中的

地位》等等，都是伦理学术不可忽视的重要经

典。在伦理学史上，舍勒不仅强调情感和价值质

料的先天性，而且明确指出情感在现象学的感受

体验中具有原初的地位，情感现象并不派生于理

智认识活动。其重要意义在于，他不仅打破了哲

学史上关于形式与质料的先天与后天的划分格

局，而且解决了道德哲学史上一个长久的疑难问

题：道德起源于情感，但情感的感受性和经验性

特征却很难为道德奠定普遍有效的根基。舍勒运

用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和和意向性行为理论，展开

对人的情感行为的分析，指出情感和价值质料的

先天相关性，从理论上解决了情感为道德奠基的

有效性问题。这是自柏拉图以来重新对观念对象

的直观内涵进行彻底思考的哲学成就。他打破了

观念对象只局限于理智理性的知识论模式，而指

明了观念对象可以作为价值质料在情感的感受活

动和明察性体验中自行呈现和自身给予。

重建价值秩序和重建欧洲的精神统一是舍勒

哲学的任务和目标，而人的问题和人的价值是舍

勒伦理学思考的中心问题，正如他指出的：“自

从我的哲学意识第一次觉醒时起，‘人是什么’？

他在存在物的宇宙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问题，

我认为比任何其他哲学问题都更为深刻和重

要。”① 由此，舍勒在其伦理学著述中发展出一

种新型的伦理学，即人格伦理学。人格伦理学不

同于古典的德性论、近代的功利主义和康德的义

务论。对于舍勒来说，人格是朝向价值观念和爱

的秩序自身生成的人格，人格不是一种实体，不

是一种对象或物，而是精神活动的行为统一体。

舍勒的人格概念对海德格尔的 “此在现象学”产

生了深刻影响。

７５

① ［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

张金言译，第３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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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以 《存在与时间》奠定了他在２０
世纪哲学和思想史上的卓绝地位。这部未完成的

巨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纯思的基础存在论著作，

但实际上，这部著作的出发点和中心问题是解决

人的存在意义问题，它是非传统的本体论和形而

上学著作，是围绕人生的实际性和原初的生命经

验来展开的具有基础伦理纬度的一部实践哲学巨

著。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方式、对伦理 （Ｅｔｈｏｓ）
所进行的存在论解读，给人们展示出一种本源的

“元－伦理” （Ｕｒ－Ｅｔｈｏｓ）思想。因此，他的
《存在与时间》和 《论人道主义的信》可以被称

作为伦理学奠定存在论根基的元伦理学著作。

很多学者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伦理学，这是有

道理的，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把他的 “元 －伦理”
与任何讨论人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的实际存在

的伦理学相提并论。但是，与其说海德格尔忽略

了伦理学，不如说他转移了伦理学思考问题的方

式。海德格尔打破了理论和认识的优先性，而朝

向一种生命实际性的本源现象学或解释学。对于

海德格尔来说，“存在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个

事件，一种做或发生”。① 海德格尔理解的实践

是 “此在－去存在”，即此在自在地开辟出一个
本已的 “在－世界－中”之生存实践，一种存在
论的实践。

如果说海德格尔把伦理学的根基建立在其现

象学的存在论上，才有其 “元－伦理”思想，那
么，法国现象学家列维纳斯则一反西方这种一以

贯之的 “本体论”思维框架，把本体论或存在论

作为基础，作为 “第一哲学”，而伦理学作为实

践哲学则只是其本体基础的 “应用”或 “实

践”。他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其老师海德格尔，

批判其存在论的 “暴政”，明确提出： “因此存

在的意义问题———就不是对这个非同寻常的动词

进行理解的存在论，而是关于存在之正义的伦理

学。不是：为什么有存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而

是：存在如何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这才是最高

的问题或哲学的问题。”② 这就彻底颠倒了第一

哲学与伦理学的位置，不再是存在论作为第一哲

学为伦理学奠基，而是 “第一哲学”的根本问

题：存在的意义问题本身必须从伦理学上才能得

到解答。因为它不是关于 “存在”这个动词如何

“去存在”的理解问题，而是涉及何种存在具有

“去存在”的 “正当理由”问题，因而为存在的

正当性辩护，即为存在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这种

“伦理学”才是真正的 “第一哲学”，只有它才

使存在论的首要问题———何者存在，存在的意义

是什么———有了答案。显然，列维纳斯对第一哲

学与伦理学关系的这一 “翻转”不仅仅是现象学

伦理学的一种最高成就，而且他彻底 “翻转”了

整个西方哲学史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使得

我们能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真实地把握最为古老的

形而上学、本体论。只有从这种新的眼光出发，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西方哲学的精神力量。

除了这些当今成为研究热点的现象学伦理学

的伟大成就之外，还有一些在我国学术界研究得

比较少，因而我们不太熟悉的现象学伦理学，也

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奥地利哲学家和心

理学家迈农 （Ａ．Ｍｅｉｎｏｎｇ）对价值论伦理学的创
建，就是现象学伦理学不可忽视的伟大成就。迈

农是布伦塔诺的学生，深受其老师的意向性理论

的影响，在对道德和价值进行独创性思考的基础

上，推进了价值论伦理学的建立。所谓 “价值论

伦理学”是在传统伦理学框架中加入价值论的思

考维度，以某种 “价值秩序”重新奠基伦理学基

本问题和基本形态的思潮，这种思潮伴随着现象

学的始终。其原因就在于，本来伦理学研究所涉

及的是非对错、善恶良知等，就是 “价值”问

题，但传统哲学没有 “价值”概念，价值完全是

个现代的概念。所以现代价值哲学的兴起首先是

个本体论转变的事件。

现代价值哲学的兴起，有三条基本线索，一

是洛采从传统形而上学，即从德国观念论的转

型，把 “本体论” （如在康德那里， “意志”、

“自由”、 “灵魂”、 “世界”这些 “本体范畴”

作为 “价值的本体”来理解）转换成为 “价值

论”。③ 胡塞尔显然是非常理解这一转变并在思

８５

①

②

③

ＦｒａｎｏｉｓＲａｆｆｏｕ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Ｅｓｓａｙｓ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ａｒｔ２，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Ｌｅｓｔｅｒ
Ｅｍｂｒｅｅ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Ｎｅｎｏｎ．Ｐａｇｅｓ，Ｚｅｔａ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７，ｐｐ５１７—
５１８．

［法］列维纳斯：《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朱刚译，邓

安庆主编：《当代西方哲学经典．伦理学卷》，北京：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５１页。

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ｃｈｎｄｅｌｂａｃ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１８３１－
１９３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３，Ｓ．２０６－２２９．施纳德尔
巴赫把价值哲学区分为三类：洛采的属于对 “观念论的价值理

论转型”，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属于 “先验的价值哲学”，舍

勒和哈特曼的属于 “现象学的价值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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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也做了呼应的。如他在 《第一哲学》讲稿开

篇对 “第一哲学”两层含义的规定，认为有

“价值与地位意义上”的第一哲学 （ｓｉｅｄｉｅｅｒｓｔｅ
ｓｅｉａｎＷｅｒｔｕｎｄＷüｒｄｅ），即把某物某事视为具有
最高价值与最神圣的地位；有 “开端”意义上的

第一哲学，即从内在的本质根据上是第一的：①

把某种 “存在”理解为世界的始基、根据或原

则，世界必须由它来解释。这显然是受到了现代

“价值论”影响的说法，因为在传统哲学中，具

有 “开端”意义的 “存在者”本身就是在存在

者的价值等级中具有最高意义和地位的，两者完

全是合一的。如柏拉图的至善理念，既是最高的

存在，也是最高价值，同时它就具有 “开端”或

“本原”的意义。如同亚里士多德那里最高的不

动的存在者 （神）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所以在他

那里，研究这个最高的不动的存在者的形而上学

才能被称作 “第一哲学”，同时也被他自己称之

为 “神学”。因而，洛采被称之为现代价值哲学

的奠基者是有道理的。

现代价值哲学形成的第二路线，就是尼采对

西方哲学的价值重估，这种重估以其超强的生命

意志力横扫一切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

值的贬值，它揭示出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以其抽象

的概念或理念或实体，抽空了本来具有的活生生

的生命力量，“上帝之死”死于其变成了实体或

概念，而不是那个有血有肉、具有创造一切之力

量的主宰。道德之所以失去了力量，也因为它不

建立在赞美生命力量的强盛基础上。所以，尼采

的价值哲学使得西方哲学再次面临着一次道德的

革命，以重建道德与生命意志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样，传统的本体论也就必然要被重新赋予内在

生命。

现代价值哲学的第三条路线，就是奥地利格

拉茨 （Ｇｒａｚ）学派的价值哲学。这个学派的领袖
人物就是迈农。迈农虽然是从经济学边际效用理

论借来其 “价值”概念，但他的工作是要把它提

升为哲学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他在哲学上最为有

名的 “对象理论”实际上就是以现象学的方式讨

论 “对象”在 “直观” “明察”中的构成方式。

这个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艾伦菲尔斯②都是

从价值哲学出发讨论伦理学问题的，因此我们把

它称为价值论伦理学学派。迈农在其 《一般价值

论的基础》中明确提出，经济学是从有用性和需

要来界定价值概念，而哲学的价值概念从一开始

就要与这种有用性进行斗争，因为 “有用性既不

构成价值，也不定义价值”③。

由于迈农对于现象学有直接的影响，所以格

拉茨价值哲学学派的价值论伦理学也直接影响了

现象学伦理学，把价值哲学的视野同现象学对伦

理的明见性结合起来，从而构成现象学伦理学的

一大特色。包括胡塞尔在内，他们的伦理学既是

现象学的 （以现象学的意向性、伦理明见性为方

法），又是价值论的 （以价值和价值秩序为基

础），如同胡塞尔 《１９０８－１９１４年的伦理学和价
值论讲座》所显示的那样。舍勒更是以感受 （情

感）为出发点，以偏好 （Ｖｏｒｚｉｅｈｅｎ）和偏恶
（ｎａｃｈｓｅｔｚｅｎ）确立起心灵的价值秩序。而深受现
象学影响、但并非作为现象学家的尼古拉·哈特

曼在其经典巨著 《伦理学》中，不仅有专门的章

节探讨 “伦理的现象学”，而且直接把 “价值问

题”作为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他提出，

康德把 “我应该做什么”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诚然不错，康德是现代哲学的门槛，现代伦理学

完全是在康德的问题之下得以成立的，但是，如

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犯有 “价值盲

症”，没有价值的明见性，又如何能够回答得了

“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呢？因此，比直接回答

“应该做什么”更基础的问题就是价值问题它理

所当然地就应该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④ 所

以，他的这部 《伦理学》经典巨著，如同舍勒的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一

样，成为２０世纪罕见的伦理学基础理论最为重

９５

①

②

③

④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Ｅｒｓｔ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ｎ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
ｅｎＢａｎｄ６，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Ｓｔｒｋｅｒ，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９２，Ｓ．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ｖｏｎＥｈｒｅｎｆｅｌｓ（１８５９－１９３２）的 《价值理论体

系》分两卷，第一卷是 《一般价值论———欲求的心理学》

（１８９７），第二卷是 《伦理学的基本特征》 （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ｅｉｎｅｒ
Ｅｔｈｉｋ，１８９８）。其总的特点就是把 “伦理学作为伦理事实的心理

学”（Ｅｔｈｉｋａｌ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ｎＷｅｒｔ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
ＡｌｅｘｉｕｓＭｅｉｎｏｎｇ，Ｚｕｒ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ｄｅｒａｌｌｇｅｎｍｅｉｎｅｎＷｅｒ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ＶｅｒｅｉｎｓＤｒｕｃｋｅｒｅｉＧｒａｚ，Ｓ．２３．中文稿参见
［奥］迈农： 《一般价值论的基础》，邓安庆译， 《德国哲学》

２００８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Ｎ．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Ｅｔｈｉｋ，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５：ｄｉｅｚｗｅｉｔｅＧｒｕｎｄｆｒａｇｅ，

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Ｃｏ．，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６２，Ｓ．９－１２．中文参见 ［德］

尼古拉·哈特曼：《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邓安庆、杨俊英

译，《当代哲学经典·伦理学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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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此外，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伦理学，

保罗·利科的 《意志哲学》和 《恶的象征》都

是现象学伦理学的拓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人与人之

间的无限沟通作为核心理念，开创了交往行动伦

理学的先河。可见，现象学伦理学的确是２０世
纪、尤其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最为重要的伦理
学流派。而７０年代之后，由于实践哲学的复兴，
伦理学一方面转向了政治哲学，如罗尔斯的 《正

义论》探讨，另一方面转向了应用伦理学，汉斯

·约纳斯的 《责任原理》将伦理学定位于并推进

到对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技术、生物工程和自

然环境保护等 “部门伦理”的责任模型的探讨之

上，现象学伦理学继续以现象学的方法在一些受

现象学影响较深的学者中继续深化。汉斯·约纳

斯、汉娜·阿伦特等都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分别

在科技伦理和政治伦理方向上做出了令人尊敬的

学问。

三、胡塞尔的伦理学在伦理学史上的地位

既然现象学伦理学在２０世纪如此重要，胡
塞尔又是这一重要伦理学流派的开创者，他自己

本人留下了那么多的伦理学著述，那么，他在西

方伦理学史上究竟能占有何种地位？或者说，他

解决了伦理学史上何种问题，开辟了何种新的研

究范式？这是我们在这里不能完全回答却必须尝

试回答的问题。

首先，胡塞尔通过践行其严格科学的哲学，

体现出一个哲学家、一个自己时代的思想者对于

自己的时代所必须具备的伦理使命，这对于每一

个哲学家、尤其是领袖性的哲学家是非常重要

的。

胡塞尔自己总是以彻底自律的精神品质和自

身负责的伦理人格践行其哲学，追求绝对有效性

的规范和绝对自身负责的精神贯穿于其整个一

生，因此可以说，伦理学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

个哲学家必须承担对时代精神的拯救和引领的使

命要求，而且也是其自身在瞬时流变的时间中完

善永恒的伦理人格的德性要求。正如他在 《作为

严格科学的哲学》中强调指出的：“我们始终意

识到我们对人类所应承担的责任。我们切不可为

了时代而放弃永恒，我们切不可为了减轻我们的

困境而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作为最终无法根除的

恶遗传给我们的后代。”① 现代科学仅仅局限于

事实性的实证研究，而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关

怀，因此，在现代这样一个心理主义、怀疑主义

和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何唤醒人文关怀，如

何拯救意义危机，就不仅仅是个时代问题，同时

也是每一个人性命攸关的大事。也就是在这种时

代问题的迫切领悟中，既要使哲学避免成为实证

化的事实科学，又要唤醒哲学的意义关怀，同时

还要使这种意义关怀的哲学保持其严格的科学性

理想，就成为了胡塞尔现象学思考的基本问题。

可以说，这一基本问题，既保持了哲学的科学性

传统，同时又唤醒了哲学本来内在具有的伦理使

命。因为古代哲学作为智慧之追求，直接就是关

于人生如何获得幸福、如何生存的伦理学说。康

德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也曾感叹：“要是我们

让 ［哲学］这个词保留其古代的作为一门至善之

学的含义，该有多好！在此限度内，理性努力使

至善成为科学。”② 胡塞尔的哲学不仅保持了这

一传统哲学的本义，而且要把关于伦理的学术建

立在严格科学的理想之中，以求得到适合于人类

意志的绝对有效性的规范，这一定位无疑抓住了

伦理学在虚无主义、心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盛行的

现时代的根本难题。

其次，为了完成这一伦理使命，胡塞尔把现

象学方法系统地运用于伦理学研究，这应该是他

在伦理学史上最重要的突破。前面我们已经指

出，现象学方法在胡塞尔这里，最主要的特点是

将意识的意向性理论作为其描述性和直观性的基

础，但这种描述性和直观性不只是在内感官中进

行思维操作，在涉及到伦理学问题时，道德意识

的意向性和伦理义务的直观性要求意识超出主观

心理之外，要通过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

类共同体的道德使命的意识和直观，确立起伦理

的规范有效性基础。所以，现象学描述方法和直

观方法必须拓展在内感官之外，以社会关系和人

类共同体共存的伦理意识及其规范内容作为意向

０６

①

②

［德］胡塞尔：《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倪梁康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６４／６５页。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８—１４９页。（引文已由引者根据德文版
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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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但同时又必须具备意识在内感中的思维操

作同样的严格性，而不是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那样的单纯思辨。在哲学史上，只有胡塞尔的现

象学做到了这种严格逻辑的统一，而没有与其历

史现象发生明显的分离。

所以第三，胡塞尔现象学伦理学的特点是，

真正实现了意识直观的描述的明见性和真理内容

的严格逻辑上的规范有效性的统一。他不仅运用

现象学的方法展开对人的全部意识结构，包括理

智、情感、意志、本能、直觉、欲望、注意和共

感等细致入微的分析，而且还综合运用 “发生现

象学方法”展开对人格主体、交互共同体和社会

历史的本质结构的解释，这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

个拓展。正是通过这一拓展，胡塞尔才突破了单

纯静态的现象学描述，把意志的发生发展问题纳

入到人格自我的活生生的当下体验中，突出地解

决了伦理现象的统一性和道德规范在时间进程中

的多样性之统一。在伦理学史上，无论是德性

论、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我们很难看到像胡塞

尔的伦理学这样，既保持对伦理意识的深层的奠

基性考察，又在社会共同体及其历史文化的意义

空间中以发生现象学展示出对人类严格的规范秩

序的有效性之建构。他像舍勒一样，肯定情感和

价值质料在伦理学奠基上的重要地位；但不同于

舍勒的是，在伦理学奠基问题上胡塞尔给予实践

理性以重要的地位，他不像舍勒那样强烈批判康

德的义务论，而是发展了具有价值内容的义务论

思想。总之，伦理学史上处于尖锐对立的理性与

情感、质料和形式、价值与义务等，在胡塞尔这

里被统一起来了。

四、现象学伦理学与生命感受

现象学不以以往的观念和概念来把握我们所

生活的这个世界，也不以任何权威的判断来断言

生命的意义。它要求我们放下这些空的概念，搁

置一切自以为是的判断。它让我们做的只有一件

事：直视 （ａｎｓｃｈａｕｅｎ）。抓住你直视时的意识和
意向，你才能知道最真实的自我，即自我的本真

意愿；由本真的意愿才能形成本真的意志 （必须

行动的道德意向）；由本真的意志才能进一步形

成道德立法，即自我确立 “应该做”的 “戒

律”。这种自由的 “直视”所以一直是 “价值感

受”的过程，在这一内在发生的过程中，我们的

“价值之眼”打开了，靠着这种最内在的直觉和

直观，我们把握到的最本真的 “我”，一切价值

随之呈现出来。因为这个 “我”不再是一个抽象

的概念，而是当下活生生的生命，是当下 “此

在”最本真的 “实存” “操心”。通过这种具有

价值感受的 “直视”，于是就有了最真切的 “伦

理明见性”。 “明心见性”的过程是在 “价值感

受”的现象学中发生的，因此，随着 “伦理明见

性”的出现，“伦常”和 “道德法则”也就确立

起来。所以，现象学伦理学家无不告诉我们，不

知道 “什么有价值”、“价值是什么”，我们决不

知道 “我该做什么”。

“价值”不是伴随 “应该”的 “命令”之后

出现的，而是奠定其基础的东西，因而是在 “应

该”之先出现的。而这种 “价值感”实际上是

真实的 “生命感”，它是我们 “在 －世界 －中 －
实存”的 “操心”、“焦虑”、爱与恨、欣喜与懊

悔等交织起来的。

没有现象学，我们当然也会有这种生命感

受，但是，只有随着现象学的出现，生命感受才

能具有类似于康德形式主义立法的那种立法的正

当性，否则它或者被当作 “无形式的” “质料”

排除在立法的根据之外，或者被当作主观的意

志，最多只能满足 “意图伦理”而不能成为普遍

有效的立法根据。只有随着现象学的出现，我们

才能明了伦理价值是如何奠基于生命的价值感

的，也只有随着现象学伦理学的出现，“伦理现

象”的价值结构和价值秩序才被系统地揭示出

来。就如同哲学往往靠艺术、审美和诗灌注生命

于其抽象的概念那样，伦理现象学直接从生命感

受的价值使令人生厌的道德规条具有了生命的温

热和爱恨的激情。所以，如果说尼采的价值哲学

是灌注生命于道德的话，那么现象学的价值伦理

学则揭示出伦常和道德是如何从生命的价值感受

中呈现出规范的有效性的。现象学伦理学真正成

为了生命的内在意象和意志的展开和升华，因而

是真实的生命哲学。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如此需

要现象学的价值伦理学的最为根本的理由。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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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彻底的 “康德式”建构主义是否可能？

———论奥尼尔政治哲学的建构主义证成进路及其局限性


张祖辽

【摘要】奥尼尔是罗尔斯之后英美政治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罗尔斯的后学，奥尼尔自觉承继起罗尔斯开创的

“康德式”建构主义，力图通过更激进的 “抽象化”重构和重释使该方法论更加彻底。一方面，奥尼尔对建构主义实

践推理的起点进行了更抽象的重构，力图使实践推理的起点更加不偏不倚；另一方面，奥尼尔对实践理性加以更激进

的建构主义重释，试图使实践理性摆脱推理过程中的循环论证。通过这种重构和重释，奥尼尔力图把罗尔斯建构主义

体系中游离于 “反思平衡”之外的推理要素重新纳入反思平衡的追问程序。客观地看，奥尼尔对建构主义学说的这一

推进可以使其具备更彻底的方法论意义，但同时也更清晰地揭示出该学说的内在局限性。

【关键词】奥尼尔；罗尔斯；建构主义；抽象化；理念化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６２－０７

　　奥诺拉·奥尼尔 （ＯｎｏｒａＯＮｅｉｌｌ）用更彻底
的康德立场改造和发展了罗尔斯开创的 “康德

式”建构主义，并用这种更彻底的方法论为正义

和美德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提供

证成。这一改造和发展的可能性源自相似性和差

异性两方面因素：从相似性一面来看，二人在理

论目的和推理理路方面存在一致性，都是立足类

似的起点，通过程序化的推理推导出足够 “强”

的规导性原则。①从差异性一面来看，奥尼尔认

为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反思平衡不够彻底，进而

力图通过某种 “重构”和 “重释”将原本游离

于反思平衡之外的相关推理要素再度纳入反思平

衡的追问程序。客观地看，奥尼尔对 “康德式”

建构主义的 “重构”和 “重释”很大程度上能

够克服罗尔斯面临的证成困境，使其在方法论意

义上更加彻底，但同时也令其内在张力和局限性

得到更清晰的彰显，更深刻地揭示出该学说无法

成为一种彻底的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根本原因。

一、罗尔斯的 “康德式”建构主义：

理论形态与证成困境

　　当代政治哲学中的 “康德式”建构主义源自

罗尔斯。从 《正义论》开始，罗尔斯就试图用这

一方法论来克服直觉主义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实

践困境。罗尔斯认为，虽然直觉主义可以给我们

提供许多道德原则，但它在现代多元文化语境下

缺乏实践性，因为这些原则 “无法排序分级”，

“所以指不出解决道德争执的道路何在。”②建构

主义则力图在多元文化的现实语境中复归实践

性，对于直觉所揭示的各种 “道德事实”和

“第一原则”，建构主义用 “既不否认，也不申

２６

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政治哲学中的 ‘康德式’建构主义理论研究”（１６ＹＪＣ７２００２９）、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 “建构主义政治哲学与廉政文化建构之关系问题研究”（２０１５ＪＤＺＤ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祖辽，山东日照人，（无锡２１４１２２）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罗尔斯认为，“政治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观念之结构和内容的观点。它认为，一旦达到 （假定任何时候都能如此）反思平

衡，政治正义 （内容）的原则就可以描述为某种建构程序 （结构）的结果，在这一由原初状态所塑造的程序中，合理的行为主体———

作为公民的代表并服从理性的条件———选择公共正义原则来规导社会的基本结构。”参见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２页。）奥尼尔对建构主义的界定与之类似，“建构仅仅是从可获得的起点出发，进行尽可能坚
实一致的推理，它运用可获得和可遵循的方法得出可得到和可证实的结论。”参见 （［英］奥尼尔：《迈向正义与美德：实践理性的结

构性解释》，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８页。）
②　ＯｎｏｒａＯＮｅｉｌ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ｖ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ｉｓｍ”，ＲａｔｉｏＸＶＩ４，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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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① 的态度加以 “悬置”，转而根据实践理性

构建出的一套推理 “程序”来为某种原则、制度

辩护。

思想传承方面，罗尔斯上承康德，将其先验

道德建构论经验化，以此为 “两个正义原则”在

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客观性和合法性辩护。从彻底

的 “康德式”建构主义逻辑来看，该学说应具备

两个特征：第一，实践理性应为证成负全责，不

再诉诸任何非理性因素；第二，引入时间性，在

持续的动态推理过程中不断去除各种独断因素。

就特征一而言，建构主义并非罗尔斯的首

创，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即可被视为建构

主义转向。尤其是康德以后，主体性原则得到广

泛认同，人的理性认知和实践能力成为判断真与

假、善与恶的 “终审法庭”， “理性的建筑术”

亦成为理论建构的普遍手段。但就特征二而言，

罗尔斯则赋予建构主义更多原创性成分。在他看

来，尽管理性建构论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方法论，

但霍布斯、洛克和康德等人的建构主义理论都不

同程度地带有基础主义色彩。② 罗尔斯意在为多

元文化语境下的现代民主社会建构起唯一而明确

的正义原则，在这一语境下，正义原则之合法性

的根源便是对待所有相关主体的不偏不倚，而不

能再以基础主义的方式向某些特定群体提供特殊

主义证成。就此而言，普遍主义应当是 “康德

式”建构主义的基本诉求。

罗尔斯显然认同这一诉求，整部 《正义论》

其实就是在不断说服其读者， “两个正义原则”

是如此之 “弱”，以至于能够得到不同行为主体

的普遍认同。其论证的关键就在于 “原初状态—

反思平衡”这一动态推理 “程序”。其中，原初

状态力图在假然层面为 “各方”构建起不偏不倚

的立约环境，在推理的开端避免引入基础主义要

素，反思平衡则依据实然立场在推理的终端对原

初状态的结论，甚至是原初状态本身进行持续不

断的再反思，通过这种动态的反思来对原初状态

的结论进行再检验。③ 罗尔斯即希望通过原初状

态与反思平衡构成的程序性合力来打通假然的逻

辑推理和实然的生活世界。

从 《正义论》到 《政治自由主义》，这一

“程序”贯穿罗尔斯建构主义学说的始终，其思

想嬗变的基本动力亦是该 “程序”蕴含的内在张

力。《正义论》试图证明，“两个正义原则”具

备人类意义的普适性。④ 在建构主义的 “程序”

方面，罗尔斯选定无知之幕作为 “各方”之契约

推理的基本背景，并将其结论交付 “我们”的反

思平衡来权衡。⑤ 罗尔斯认为，这种实然与假然

相交织的实践推理可以为 “两个正义原则”的普

适性辩护。但对于原初状态的特殊形态———无知

之幕，《正义论》缺乏足够解释力。 《正义论》

充其量只能基于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与个体

的选择、承认等契约主义理念之间的一致性来直

觉地证明其合理性，然而，罗尔斯在实践推理的

开端就断然拒斥原初状态的其他形态，这一点，

无知之幕本身无法给出足够的建构主义证明。⑥

相反，不论是亚里士多德原则、基本善等选择动

机还是无知之幕本身，其背后无不蕴含着一种带

有基础主义色彩的 “人的观念”，而这一 “人的

观念”的设定是否正当，反思平衡无法提供足够

追问。因此，反思平衡在 《正义论》中实际上无

法承担建构主义所应赋予的证成责任。

《政治自由主义》针对 《正义论》的上述困

境开创了新的推理方式，首先从民主社会的公共

政治文化中抽象出一种特定的 “人的观念”，并

将其作为无知之幕的拟定依据来加以先行认肯。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阅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第

８７页。
比如，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是自私的人性，并从这一

人性推导出合理性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原则，康德的建构主义色彩最
鲜明，但在罗尔斯看来，先验论是康德的建构主义学说走向不

偏不倚的最大障碍。参见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ｐｐ．２３８－２４１．

关于反思平衡的具体反思机制及反思平衡与原初状态的

几种关系模式，请参见拙文：《从困境到重构：论罗尔斯政治哲

学中反思平衡的两种形态》，《人文杂志》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比如，罗尔斯将 “各方”立约的动机———基本善称为

“人类的善”。参见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３６－３３７页。
罗尔斯基于假然的逻辑推理和实然的生活世界这两个层

面对推理主体分别做出两种设定，他们分别是：原初状态中的

各方和 “我们”自己，也就是现在正在考察着 “作为公平的正

义”的你和我。罗尔斯认为，契约推理是在 “各方”的层面进

行的，但反思平衡则是在 “我们”的层面进行的。以反思平衡

为主要特征的 “康德式”建构主义则力图打通这两个层面。参

见 ［美］罗尔斯，《罗尔斯论文全集》，陈肖生译，长春：吉林

出版集团，２０１３年，第３６２页。
罗尔斯明确认为，“对原初状态可以有很多解释……在

这个意义上，有许多不同的契约论，公平的正义只是其中之

一。”参见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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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无知之幕的来源和合理性问题似乎便可得

到直接说明。由于这一观念直接来自 “我们”对

生活于其中的公共政治文化进行的抽象化处理，

因此，实然和假然两种语境之间的关联就十分自

然，反思平衡可以在这一关联中直指 “人的观

念”，进而间接地对原初状态及其结论进行权衡

和质疑。因此，《政治自由主义》尽管沿袭 《正

义论》开创的 “原初状态—反思平衡”进路，

但由于实践推理的前提和程序都发生了极大转

变，使得反思平衡能够十分自然地从实然世界延

伸到假然世界，从而更接近建构主义的理论初

衷。但 《政治自由主义》同样不够彻底，根据罗

尔斯对 “观念”、 “概念”和 “理念”的区分，

“观念”是否合理，关键在于能否得到 “概念”

的支撑。① 而在对 “概念”缺乏认知的前提下，

单纯的反思平衡不足以使 “观念”具备最终的合

理性。《政治自由主义》显然看到了这一解释困

境，因此，《政治自由主义》实际上又潜在地从

“‘观念’———反思平衡”的推理路径中开出

“‘概念’———反思平衡”的新路径。应当说，

这一路径蕴含着一种不同于 《正义论》的普遍主

义建构进路，但这种进路在罗尔斯的推理框架中

仍然走不通，因为罗尔斯最终抽象出的人和社会

的 “概念”与实践理性原则之间的互证构成循环

论证。②

综上，罗尔斯开创的 “康德式”建构主义学

说蕴含无法化解的内在张力，其表象是原初状态

和反思平衡之间的冲突，根本原因则是方法的彻

底性和结论的确定性之间的冲突。如果坚持建构

主义方法的彻底性，那么反思平衡应当承担主要

证成责任，在不断的反思和质疑中使结论变动不

居，但实际上，由于罗尔斯对现代民主社会之意

识形态的先行认同，证成责任更多是落在原初状

态上。正是在此意义上，奥尼尔认为，罗尔斯其

实是将 “理应被视为是契约主义的工作称作是

‘建构主义式’的”。③ 不过，尽管 《政治自由主

义》的建构主义方法仍不彻底，但从 《正义论》

到 《政治自由主义》，证成重心实际上也在不断

往反思平衡偏移。客观地看，尽管 《政治自由主

义》仍不足以克服建构主义的内在困境，但其在

“观念”之外对 “概念”的隐性挖掘则开出了

“康德式”建构主义学说的成熟形态。奥尼尔即

继承这一形态，以更彻底、更激进的建构主义立

场为正义和美德的普遍性辩护。

二、拒斥理念化④：

奥尼尔建构主义学说的基本立场

　　奥尼尔对 “康德式”建构主义的发展继承着

《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思路，但做出两点关键

修正：①放弃了 “‘观念’—反思平衡”模式，

将 《政治自由主义》中隐而不显的 “‘概念’—

反思平衡”模式作为实践推理的唯一模式；②抛
弃了 《政治自由主义》中的特殊主义视域，将普

遍主义作为 “康德式”建构主义的唯一归宿，进

而拒斥目的论的实践推理观，因为目的论的推理

要么是 “彻头彻尾地任意的”，要么 “充其量只

是有条件地合理的”。⑤ 那么，奥尼尔何以兼顾

实践推理的普遍性和 “我们”的生活世界的真实

性？答案是用 “抽象化”来拒斥 “理念化”。

严格来讲，这对术语并非奥尼尔首创，而是

与正义和美德的公度性之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几乎所有关于正义的当代著作都是普遍主义的：

它拥护普遍的和抽象的原则。许多当代关于美德

的著述都是特殊主义的…… （它们）把美德解释

成一个对特殊情境和关系做出判断和反应的问

题。”⑥ 但抽象化和理念化也并非截然冲突，“即

使是那些对案例的特性给予密切注意的人也需要

从他们注意的任何一个案例的全部特色中进行抽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罗尔斯区分了理念 （ｉｄｅａ）、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和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理念……既包括概念，也包括观念……概念是一个
术语的意义，而一特殊观念还包括要求运用它的原则……人们

可以在概念的意义上取得一致，但是相互之间仍然存有矛盾。”

参见 ［美］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第２６－３６
页。

关于 《政治自由主义》对证成方式的倒转，《政治自由

主义》潜在开出的 “‘概念’—反思平衡”模式及其证成困境，

请参见拙文：《〈政治自由主义〉可以只作特殊主义解读吗？兼

论政治建构主义的证成之困》，《河北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ＯｎｏｒａＯＮｅｉｌ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ｖ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ｉｓｍ”，Ｒａｔｉｏ

ＸＶＩ４，２００３．
原文为ｉｄ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中译本 （《迈向正义与美德：实践

理性的结构性解释》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译作 “理想化”，

本文则译为 “理念化”。

ＯｎｏｒａＯＮｅｉｌ，Ｂｏｕｎｄ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６５—６９．

［英］奥尼尔，《迈向正义与美德：实践理性的结构性

解释》，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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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悬搁。”①

理念化是一种基础主义推理观，它先行认同

某种特定理念，并将其作为固定不变的推理起

点。抽象化则不断悬置某些断言，从而拒绝设定

一种不可更易的推理前提。奥尼尔即试图通过这

种持续不断的 “悬置”来消除推理起点的独断

性。“抽象化的过程排除 （而不是否定）某种事

态是否为真的断言。”② 就此来看，抽象化显然

也是罗尔斯建构主义学说的核心诉求，只是在奥

尼尔看来，罗尔斯的抽象化程度远远不够，虽然

不偏不倚是罗尔斯的主观意愿，但罗尔斯在许多

方面都无法摆脱理念化的影响，从而无法使推理

摆脱某些特殊情境。

不过，奥尼尔对抽象化的这种坚守必然遇到

罗尔斯曾面临的难题，那就是方法的彻底性和结

论的确定性之间的冲突。“康德式”建构主义的

目的在于为多元民主社会提供较 “强”的规范性

引导。但抽象化程度变高，推理前提必然会随之

变 “弱”，而前提的不确定性必然会随着推理的

“程序”传导至结论。当抽象化上升到一定程度，

从前提到结论都将缺乏某些不可或缺的具体要

素，从而必然弱化乃至丧失原则对具体行为的规

导性，使原则至多具备较 “弱”的形式导向。尽

管如此，奥尼尔仍认为，“即使是最富于情境性

的伦理推理也是抽象的。”③ 奥尼尔之所以对抽

象化的态度如此坚定，根本原因在于奥尼尔对建

构主义之结论的性质持不同见解。在她看来，建

构主义推导出的结论不一定要像 “两个正义原

则”那样唯一而明确，相反，政治哲学家的工作

并不是像罗尔斯那样去提供一套明确的、具有可

操作性的原则，而应是一种 “消极的训练”④，通

过这种 “训练”，我们更多不是去积极认肯某种

原则体系，并用这种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导性原则

来对是非对错做出判断，而是通过不断反思来发

现和揭示某些原则的不合理之处。因此，即使站

在普遍主义立场，奥尼尔也不认为有什么固定不

移的原则体系，任何正义、美德原则充其量都只

能在不同语境下获得暂定的正当性，应当随着反

思平衡的深入而不断发生调整。

如此，奥尼尔对结论的确定性就没有太强关

切，从而能从罗尔斯面临的困境中抽身而退，去

除抽象化在实践推理中的各种阻力。对奥尼尔来

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我们对实践推理的前提

进行抽象化追问，以使其符合客观性和普遍性之

标准时，必须首先明确，哪些要素真正体现着人

和世界的 “真实所是”，从而在任何语境下都应

当作为推理基础，哪些要素则应当随着不断的抽

象化追问而加以排除。具体来说，当奥尼尔用

《政治自由主义》开出的 “‘概念’—反思平衡”

模式进行实践推理时，应当如何对人和社会的

“概念”进行拟定。

三、重构推理起点：

人和社会的纯粹 “概念”

　　既然政治哲学的起点要经过抽象化处理，那
么，如何通过抽象化使推理起点体现出生活世界

的真实性？在这个问题上，奥尼尔的做法与罗尔

斯有一定连贯性。罗尔斯的做法是通过慎思先行

假定，再对 “假定”之内容进行验证。奥尼尔同

样以 《政治自由主义》的方式对推理前提直接做

出 “假定”。奥尼尔认为， “确实存在着关于人

类生活和行为的许多可靠的经验真理，它们为实

践推理提供了可接受的出发点。”⑤ 可见，奥尼

尔同样基于经验主义立场来构建其政治哲学，奥

尼尔将这些 “经验真理”具体设定为 “普通能

力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潜能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和 “脆弱

性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⑥ 奥尼尔即试图用这些经过
抽象化处理的 “经验真理”来取代 “道德事

实”，从推理起点去除所有理念化和形而上学预

设，以此否认基础主义学说认为的存在可被直觉

到的道德事实，并能将其作为伦理学的基础。

那么，通过这些 “经验真理”能够抽象出哪

些最 “薄”的 “概念”？先来看奥尼尔对社会之

“概念”的设定。奥尼尔认为，如果一个社会需

要某种正义原则来加以规导的话，那么这一社会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奥尼尔：《康德的正义与康德主义的正义》，陈晓

旭译，《世界哲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英］奥尼尔，《迈向正义与美德：实践理性的结构性

解释》，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７页。
同上，第３７页。
ＯｎｏｒａＯＮｅｉｌ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Ｋａｎ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ｆ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９，ｐｐ．１３－１４．

［英］奥尼尔，《迈向正义与美德：实践理性的结构性

解释》，应奇译，第３５页。
同上，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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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潜在地存在着多元的、相互影响的行为主

体。”① 奥尼尔认为，这就是对社会最低限度的

诠释，它既没有设定 “相互影响”究竟是何种形

式的影响，也没有预设任何共同的传统或价值。

但生存于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必须以某种方式相互

联系着，否则正义和美德原则根本不会有任何价

值，更谈不上对这些原则的建构。奥尼尔以同样

的理由分两部分设定了人的 “概念”：第一，它

包含 “一种贫弱而不确定的合理性观念”；第二，

人还有 “一种贫弱而不确定的身份观，以及不同

主体间的相互独立性。”② 奥尼尔认为，除非满

足以上两个方面，否则，“人”将无法有效参与

社会合作。不过，尽管奥尼尔相信上述人和社会

之 “概念”的界定已经很 “弱”了，但并不认

为这对 “概念”就可以因此固定不变，而是仍以

《政治自由主义》的方式将其安放在反思平衡中。

也就是说，即使奥尼尔有足够理由认为如此之

“弱”的人和社会之概念可以得到普遍认同，但

这一起点在反思平衡之下仍有不断被调整和修正

的可能性。

关于推理起点，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上

述 “概念”是被 “拟定 （ｌａｙｏｕｔ）”而成的，虽
然罗尔斯同样用 “拟定”一词解释人和社会的观

念 （概念）的来源，但奥尼尔的 “拟定”乃是

一种更彻底的建构主义证明。在罗尔斯那里，人

和社会的 “概念”通过与实践理性原则的互证来

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而这种互证造成的循环论证

使人和社会的 “概念”连同实践理性原则一起落

入一种 “悬空状态”，③ 但在奥尼尔这里，《政治

自由主义》式的反思平衡逻辑更能走向极致，进

而使 “拟定”真正处于不间断的 “过程”之中；

第二，在罗尔斯和奥尼尔看来，经过抽象化得出

的 “概念”乃是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基本事实，这

些事实本身就存在于人们当下的生活世界中，人

们要做的不过是用一种恰当的方法来不断揭示

之。尽管 “拟定”背后的抽象化程度不同，但奥

尼尔和罗尔斯都是从自身所生活的民主社会对人

和社会的 “概念”进行抽象，因此，他们得出的

人和社会的 “概念”在内容上不乏重合之处；④

第三，奥尼尔和罗尔斯都对人和社会的 “概念”

持批判态度，不同的是，尽管 《政治自由主义》

的逻辑结构使反思平衡对人和社会之 “概念”的

深度反思得以可能，但实际上罗尔斯并没有真正

对这对 “概念”进行深度质疑，相反，质疑的可

能性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比如，《政治自由主

义》对人和社会之 “概念”的理解实际上并没

有超出 《正义论》，与此相应，“两个正义原则”

的内容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奥尼尔的态度则

激进和彻底得多，她对结论的消极态度使她对前

提并没有太 “强”的坚守。因此，奥尼尔虽然也

是用契约论的手段来从前提推导结论，但在奥尼

尔那里，契约论 （原初状态）只是纯粹的推理工

具，没有任何独立价值。

四、重释实践理性：

对实践理性的建构性诠释

　　除了推理前提沾染了太多理念化色彩，在奥
尼尔看来，罗尔斯的 “康德式”建构主义不够彻

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未能充分解释实践理性的权

威性。罗尔斯的学说尽管被称为 “建构主义”，

但真正被 “建构”出来的只有 “两个正义原

则”。但除了 “两个正义原则”，“康德式”建构

主义还涉及人与社会的观念 （概念）以及实践理

性。其中，人和社会的观念 （概念）是明确被

“拟定”而成的，对实践理性的解释则略显复杂。

罗尔斯将实践理性分为 “原则”和 “观念”两

个层面， “实践理性原则”指的是合理性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与合情理性 （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构成的统
一体，“实践理性观念”则指社会观念和个人观

念的总和。“（人们的）行为是由这些原则指导

的。没有这些社会观念和个人观念，实践理性的

原则就毫无意义、毫无作用、毫无用处。”⑤ 从

这一界定来看，一方面，实践理性尽管无法被全

然 “拟定”，但与 “拟定”却不无关系，因为实

践理性原则的权威性来自人和社会之观念共同构

成的实践理性观念；另一方面，既然实践理性原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ｎｏｒａＯＮｅｉｌ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Ｋａｎ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ｆ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９，ｐ．２１２．

Ｉｂｉｄ．，ｐ．２１３．
韩水法：《政治构成主义的悬空状态》， 《云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第９９页。
［美］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第９８—

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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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与实践理性观念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通过

与之互证来证明自身的权威性，但随着语境变

迁，实践理性观念是不断发展的。照此逻辑，实

践理性原则也应当是历史性的，而不应超越时间

的局限成为绝对之物，其发展动力则很大程度来

自经验。《政治自由主义》对实践理性原则的界

定就极大沾染了浓厚的现代民主色彩。哈耶克同

样在此意义上用 “进化论理性主义”来反对建构

论理性主义对纯粹人为设计的坚守。① 抛开经验

与理性的关系不谈，单就 “康德式”建构主义学

说而言，必须赋予实践理性相应权威性，否则，

实践理性的 “建构”将没有任何意义。对此，奥

尼尔认为，实践理性的权威性根本不能来自 “拟

定”，只能以抽象化的立场被 “建构”而成，

“如果无论世界上还是在人类的观念和认同中都

无法发现对实践理性的批判性解释，获得这种解

释的唯一方式是建构。”②

奥尼尔即力图用一种 “更为有限和严格的形

式上是康德式的解释”使实践推理在普遍主义语

境下重获权威，“这种解释把实践理性等同于对

能够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的依赖”。③ 如此，奥

尼尔要追问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理

由使实践理性的推理得出结论能够被所有人接受

并服从？对此，奥尼尔采取的是一种建构性论

证，这一论证与对推理前提的建构性论证是同质

的，即力图用抽象化手段对实践理性的推理在形

式和内容上都做出最 “弱”的规定。

先看实践推理的形式规定。奥尼尔用可遵循

性 （ｆｏｌｌｏｗａｂｉｌｉｔｙ）来为实践理性的推理做出最
“弱”的形式规定。奥尼尔认为， “任何实践推

理都至少应当满足某些相当简单的标准。具体来

说，它至少应当以能够被从事推理的其他人遵循

为目标。”④ 所谓的 “可遵循性”包含两层含义，

首先，它意味着人们能够运用自身的理智而在思

想中遵循某种原则。“如果我把自己尝试的交往

或行动结构化的方式当作无法在思想中得到遵循

……的方式，那么我并不是在与他人说理。”⑤

其次，可遵循性还意味着原则 “必须以劝告或规

定行动，警告或禁止行动为目标。”⑥ 奥尼尔就

是用这两层含义来拒斥目的论的实践推理观，客

观地讲，奥尼尔这番论述在拒斥形而上学的 ２０
世纪英美政治哲学中具有很强的认同基础，当代

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带有特殊主义和相对

主义色彩的学说的兴起，就与对目的论的这种普

遍拒斥有很大关系。

从奥尼尔的上述表述看，思想上的理解和行

为上的劝诫 （或规定）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

面，这两个层面之间具有因果性。“除非行动的

建议对于那些被提供了某些劝告或规定，警告或

禁令的理由的人来说不但是可理解的，而且是真

实的可能性，这种建议就是不合理的。”⑦ 不过，

这个过渡似乎并不像奥尼尔所认为的那么自然。

首先，从奥尼尔对目的论的上述反驳中，我们最

多可得出以下结论：不同语境之间存在理解的屏

障，语境 Ａ提供的理由难以被语境 Ｂ中的人们
用理智所把握。不过，这并不表明处于两种语境

下的人们在行为上必定无法相互参照和遵循。反

过来说，当语境 Ｂ中的人们按照语境 Ａ提供的
理由行事时，不见得会时刻先行从理智上厘清该

理由的所有细节，并严格遵照这些细节行事。但

奥尼尔的论述似乎表明如果某种实践推理提供的

理由无法首先被人们理解，那么人们在行事时将

自然拒斥之。或者说，如果人们的某种行为不接

受某种实践推理之理由的驱动和规导，这就意味

着这种实践推理提供的理由无法被人们所理解。

然而，如果奥尼尔将理解和行为如此之 “强”地

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她必须证明，人们即便怀有

极为开放的动机都不可能理解异质的形而上学预

设，其行为更不会被这种形而上学预设所驱动。

本文认为，奥尼尔这一设定太强了。２０世纪哲
学诠释学已证明，以 “效果历史”的方式，不同

的形而上学视域是能够达到深度融合的。从哲学

诠释学的逻辑顺序来看，并非总是存在先有理

解，后有行为这一理想状态，多数情况下，行为

（包括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和理解掺杂在一起，

不断互通，进而形成视域间的融合；其次，许多

情况下，当我们不按照某种理由做出相应行为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冯兴元等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９１—９３页。
［英］奥尼尔，《迈向正义与美德：实践理性的结构性

解释》，应奇译，第３—４页。
同上，第４７页。
同上，第４６页。
同上，第５２页。
同上，第５３页。
同上，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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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是我们无法理解该理由，而是缺乏照该理

由行事的意志；再次，奥尼尔这一设定同她本人

的某些论述相矛盾，比如，奥尼尔明确谈到，即

便是 “以种族为中心”的实践推理也 “仍然允

许规范或承诺在时间中的可修正性”。① 因此，

尽管如奥尼尔所言，“可遵循性”是实践推理之

权威性的一种 “弱”的形式规定，但奥尼尔对这

一形式规定的建构主义论证则是有所脱节的，至

少不足以证明局限于特殊视域的目的论必然对其

他视域下的人们缺乏规导性。

除了对实践理性的推理做出 “弱”的形式规

定，奥尼尔还从理论动机角度为实践理性的推理

作出 “弱”的内容设定。“实践推理的要求只涉

及在使用可获得的材料方面的协调。”② 这就表

明，奥尼尔试图通过实践理性的推理为多元实践

语境提供一元的规导性原则。而实践理性之权威

性实际上正是来自最 “弱”的形式和最 “弱”

的内容构成的统一体。从这一证成角度来看，对

实践理性的建构性论证离不开某些最 “弱”的、

不可进一步还原的 “事实”。如此一来，如果奥

尼尔能够证明实践理性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运用抽

象化的路径获得的，它们以建构主义的名义就不

会存在任何争议，从而可以使奥尼尔所重构的

“康德式”建构主义真正摆脱罗尔斯那里的基础

主义与循环论证。这一证成的实质，其实就是将

罗尔斯那里原本建构性程度较弱，或者根本不具

备建构性的要素再度纳入 “抽象化”的反思框架

下加以不断追问，进而使之在各种语境下不断摆

脱 “理念化”的浸染。问题是，实践理性能否从

形式到内容到能够像人和社会的概念一样被不断

反思？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先看实践理性

的第一个内容———多元的正义环境，这是 “康德

式”建构主义的背景事实，这一学说的所有理论

和实践意义都源于这一背景，因此，这一事实虽

然没有被纳入反思平衡，但该设定对 “康德式”

建构主义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第二个事实

———对 “协调”的认肯。沿着 “多元正义环境”

之背景，根据经验主义政治哲学立场，可以自然

导向对先验 “通天塔”的否定，而这一否定的背

后，不同语境间的协调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

的，但不论是可能性还是必要性，都仅仅具有工

具性意义。因此，与其说这里的 “协调”是某种

固定不移的 “事实”，不如说是奥尼尔希望达成

的目标，而这个目标之所以合理，其理由并非由

追求不偏不倚的建构主义提供，而是来自带有价

值倾向的目的论。而实践理性则不过是当 “形而

上学的系统和经验的发现都不能提供任何推理基

础”的时候，我们 “拿来运用于那些从事名副其

实的人的协调的术语。”③ 从这些表述来看，所

谓的 “协调”不过是一种通达共识的必要工具。

奥尼尔将 “理性的计划”视为 “使相关各方汇

集在一起”的 “行动的必要条件”即是此意。④

然而，人是实践推理的主体，由人的实践理性所

做的推理固然可以对人和社会的概念进行不断的

抽象化处理，但对实践推理的基本内容 （目的）

却无法再做进一步挖掘。“‘理性的计划’不可

能起源于任何更加基本的计划：‘理性’只是我

们用来命名确定思想和行动的最权威性的东

西。”⑤ 因此，奥尼尔虽力图对实践理性的权威

性做出建构主义解释，但 “协调”本身却必然游

离于反思平衡之外，而这一内容对于实践推理的

客观性而言却是极其关键的一环，因为 “协调”

并不具备 “多元正义环境”在 “康德式”建构

主义学说中的基础性地位，相反，其本身的客观

性是有待证成的。然而，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来

看，即便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理性的公共运用也

不见得要时刻将 “协调”视为首要条件，而一旦

“协调”在人们的推理结构中不是如此重要的话，

那么，实践理性最 “弱”形式规定可能也就不是

“可遵循性”了。因此，这一 “事实”并未

“弱”到可以免于反思平衡的追问。尽管这一动

机或目的是现代民主社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而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但其中毕竟掺杂着特定

的价值取向和历史内涵，无法用纯粹而彻底的建

构主义手段来论证其合理性。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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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４８页。
同上，第５６页。
同上，第５５页
同上，第５５页。
同上，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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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塞尔的先验主体间性问题的疑难


李云飞

【摘要】胡塞尔的先验主体间性问题不仅是其先验现象学的试金石，而且聚焦了其思想发展的最深层次的问题和疑难。

文章借阿尔弗雷德·舒茨与欧根·芬克的论争引出胡塞尔解决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的 “原自我”方案，表明胡塞尔在

《笛卡尔式的沉思》中所给出的 “复多性主体”方案的素朴性。通过对丹·扎哈维关于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的讨论的

分析，展显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的层次结构。最后，通过对原自我的个体化问题的论述，揭示更深维度的问题和疑难。

【关键词】胡塞尔；主体间性；复多性主体；原自我；个体化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６９－１１

　　现象学从一开始就要求成为先验哲学，要求
解决客观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但进行还原的先验

自我本身似乎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对这个问题的解

决，因为 “当我这个沉思着的自我，通过现象学

悬搁，把自己还原为我的绝对的先验自我时，我

不就成为那个唯一的我 （ｓｏｌｕｓｉｐｓｅ）了吗？”①现
象学似乎已陷入了先验的唯我论。因此，现象学

的主体间性问题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ａｅｔ）源于其理论
的自身要求，即 “先验现象学要求成为先验哲

学，要求能以一种在被先验地还原了的自我的范

围内活动的构造的问题性和理论的形式去解决客

观世界的先验问题”。②诚如保罗·利科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所言：“胡塞尔哲学中的他人问题是先
验现象学的试金石……他人问题在胡塞尔那里扮

演的角色与上帝的诚实在笛卡尔那里所扮演的角

色一样，因为它奠定了每一种真理和实在的基

础。”③

众所周知，胡塞尔关于主体间性问题的最详

尽和系统的探讨是在第五 《笛卡尔式的沉思》

（以下简称 《沉思》）中进行的。然而，胡塞尔

的批评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他在第五 《沉

思》中关于主体间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失败的，

并且他最终也未能提供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在

诸多的批评者中既有胡塞尔的亲炙弟子，例如欧

根·芬克 （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路德维希·兰德格雷
贝 （ＬｕｄｗｉｇＬａｎｄｇｒｅｂｅ）和阿尔弗雷德·舒茨
（ＡｌｆｒｅｄＳｃｈｕｔｚ）等，也有后继著名的现象学研究
者。他们依据相关的文本———胡塞尔生前发表的

著作或未出版的遗稿———各自从不同角度对胡塞

尔关于主体间性问题的论述进行系统的阐明和批

评，并且都或多或少试图从胡塞尔的文本中探寻

可能的解决方案。本文从舒茨与芬克的论争谈

起，旨在揭示胡塞尔的主体间性问题的层次结构

和核心疑难。

一、舒茨与芬克的论争

１９５７年在卢瓦蒙特 （Ｒｏｙａｖｍｏｎｔ）召开的
“胡塞尔学术研讨会”上，舒茨作了题为 《胡塞

尔的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的学术报告。在报告

中，舒茨依据第五 《沉思》对胡塞尔关于主体间

性问题的论述提出了系统的辩驳。他认为第五

９６





本文系２０１２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１２ＦＺＸ０２６）、２０１２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１２＆ＺＤ１２４）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云飞，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００６）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①　 ［德］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演讲》，张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２６页。
②　同上，第１２６页。（译文参照德文原版有所修正）
③　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Ｆｉｆｔｈ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ｏｆＬｅａｄ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Ｒｕｄｏｌｆ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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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的解决方案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伴有异乎

寻常的困难，这些困难使人们怀疑 “胡塞尔发展

一门先验的他人经验理论 （同感）———作为一门

先验的客观世界理论的基础———的努力是成功

的”，而且使人们怀疑 “这样一种努力无论如何

都能在先验领域获得成功”。① 舒茨的辩驳产生

了广泛而持久的学术影响。具体来说，舒茨依据

第五 《沉思》的论述线索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其

系统的辩驳：１）原真还原的疑难；２）他人身体
的构造的疑难；３）他人构造的疑难；４）高级共
同体的构造的疑难。舒茨认为，原真还原的疑难

主要在于，如何能够确认本己性领域和非本己性

领域的范围；② 他人身体的构造的疑难在于，

“相似性统觉”如何可能；③ 他人构造的疑难在

于，共现和同感如何可能；高级共同体的构造的

疑难则在于，个体主体如何能不是作为共同体的

成员而具有意义。④ 鉴于本文的主旨，我们这里

主要讨论与后两个疑难相关的问题。

他人构造的问题是第五 《沉思》的第三个步

骤。按照胡塞尔的观点，随着他人身体的共现，

任何属于另一个我的具体化的东西，首先作为他

的原真世界，然后作为充分具体的单子，通过同

感被共现。在高层次的统觉中，我共现作为一个

“在那里”与我共存的自我的他人。由于经验到

他人，与他人一同被共现的世界被添加到我的原

真地被构造起来的世界上，这个共现的层次被经

验为与我的原真地被构造起来的世界处于综合的

统一性中。因此，客观世界就作为自我与他人之

主体间共同体的相关项被构造起来。舒茨认为，

胡塞尔试图从主体间性导出世界的客观性的做法

是一个方法上的错误，而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

客观世界是主体间性的前提，因为一切交往的过

程都已经以作为支撑物或媒介的客观事物为前提

了。因此，在他看来，世界的客观性优先于主体

间性。

就个体主体如何可能不是作为共同体的成员

而具有意义的问题，舒茨指出，在 《欧洲科学的

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以下简称 《危机》）

中，胡塞尔涉及 “从 ‘自我’……向 ‘他我’，

向 ‘我们大家’ （由许多个 ‘我’构成的 ‘我

们’，在其中我只是 ‘一个’我）的意义转变”，

涉及 “从自我出发，甚至 ‘在’自我 ‘之中’

构成作为这个 ‘我们大家’的主体间性问题”。⑤

但问题是，这些自我，这个 “我们大家”，在实

行了先验还原后不是变成了单纯的现象吗？难道

情况不是：实行悬搁的哲学家既不将自己也不将

他人作为人来对待，而是作为先验回问的自我极

来对待吗？因此，在舒茨看来，问题是，谈论复

多性的先验自我是可想象的和有意义的吗？先验

自我的概念不是只有在唯一性中才是可想象的

吗？它也能被变格为复数性的吗？⑥

在 《在当代批评中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

象学哲学》中，芬克就先验自我的复多性问题指

出：

对意向性的探询……导致对一种具有独特结

构的复多的先验自我的存在关联的先验证明，这

些先验自我只能借单子这一 “形而上学的”标题

被标示，而不能被标明。因此，一种大量的复多

性绝不是被搬进先验的领域，同样，先验自我也

不能在世间的单个性的观念下被思考。“诸单子”

的蕴含是重大的问题的标题，它标识着单子复多

性的非广延的存在，单子复多性只是标识着在先

验领域内一种非个体化的交织的可能方式。⑦

胡塞尔在 《危机》中说：

悬搁不仅在个别心灵内部进行的个别还原中

是不适合的，而且它作为从心灵到心灵的个别还

原也是不适合的。全部心灵构成一个处于诸个别

主体的生活流的相互关联之中的意向性的唯一的

统一，这种统一可以由现象学系统地阐明；在朴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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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实在性或客观性中是相互外在的关系，如果

从内部来看，就是意向上彼此内在的关系。①

对此，舒茨指出，芬克和胡塞尔的上述观点

是极其悖谬的，因为完全不清楚的是，“意向上

彼此内在”如何能说明那种属于单个主体、甚至

全部心灵的生活流的交互蕴含呢？② 最终，舒茨

得出结论说，胡塞尔根据先验自我的意识操作来

说明先验主体间性的构造的企图是失败的。他认

为，主体间性不是一个能在先验领域内解决的构

造问题，而是生活世界中的一种被给予性，一个

既定事实。它是人之在世存在的基本的存在论范

畴。自我对自身进行反思的可能性，发现自我的

可能性，实行悬搁的能力，以及一切交往的可能

性和建立一个交往的周围世界的可能性，这一切

都奠基于对我们－关系的原初经验中。因此，在
他看来，只有生活世界的存在论，而不是先验的

构造分析，才能澄清主体间性的本质关系。③

在卢瓦蒙特会议上，芬克对舒茨所提出的辩

驳作了回应。

首先，关于客观世界与主体间性何者优先的

问题，芬克指出客观性与主体间性之间不可能存

在优先与否的问题，毋宁说，客观性与主体间性

可能是共同原本的。

其次，关于个体主体如何可能不是作为共同

体的成员而具有意义的问题，芬克说：

在其写于 《笛卡尔式的沉思》后的晚期手稿

中，胡塞尔……认识到将内世间的复多性主体简

单地转移进先验领域所包含的困难……而且，在

某些手稿中，他达成了奇特的原－自我、原－主
体性的观念，这种原自我、原主体性先于原真的

主体性与其他单子的先验主体性之间的区分而存

在。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想把复多性从先验领

域内撤回……根据胡塞尔在这些很晚的手稿中的

观点，存在一种原始生活，它既不是一也不是

多，既不是事实性的，也不是本质性的；而是所

有这些区分的终极基础：一种先验的原始生活，

它将自身转变成一种复多性，并且在自身中产生

分化，即分化成事实与本质。④

这段论述的核心涉及到原自我与先验自我的

复多性的关系问题，“原自我 （ＶｏｒＩｃｈ）”、“原
主体性”和 “原始生活”这类表述蕴含着先验

的主体间性问题的层次结构，这实际上指明了解

决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的一个可能方案。在芬克

看来，如果考虑这些后期手稿的文本，那么胡塞

尔在 《沉思》中的论述所伴有的各种疑难就会在

一种十分不同的光亮中显现出来。

二、围绕 “原自我”方案的论争

在 《胡塞尔在弗莱堡时期的晚期哲学》一文

中，芬克更为具体地提出了与前述相同的观点：

在胡塞尔晚年的研究手稿中产生了奇特的思

想，最原初的意识生活深处不再有本质与实存的

区分，毋宁说，它是原始 －基础 （ＵｒＧｒｕｎｄ），
事实与本质、现实性与可能性、样本与种属、一

与多之间的分叉首先发源于它。与这种奇特的思

想动机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同样奇特的改变，即胡

塞尔最晚期的主体概念的改变。《笛卡尔式的沉

思》第五沉思极坚定地论述了复数的先验主体的

命题———世界和一切世间存在者的客观性都回溯

到一种单子大全的主体间性。这种立场虽然后来

没有被胡塞尔放弃，在手稿中却出现了原自我的

思想，这种原自我先于自我与其他自我的区分，

它首先使复数从自身中突现。时间建基于一个创

造时间的当下中，这个创造时间的当下不在时间

中；一切存在者的分裂 （本质－实存）都建基于
一个原始－统一性中，这个原始－统一性既不是
“事实性的”，也不是 “可能性的”，既不是一，

也不是多，既不是一个范例，也不是一个属；主

体的复多性建基于一个生活深处，这个生活深处

先于任何一个自身性的个体化 （Ｉｎ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
……胡塞尔试图用感觉灵敏的现象学分析工具把

握逃逸可言说性的东西。胡塞尔想要回思无定形

的基础，各种构形就产生于这种无定形的基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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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不是以一种神秘地沉入黑夜的方式，像

黑格尔所嘲笑的那样，“其牛皆黑”；他想要将其

理解 （把握）为冲破生命基础的原始 －裂缝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理解为裂口，理解为最原始的存
在中的否定性……胡塞尔虽然使用了 “绝对形而

上学”的词汇，但他实际上远离它。他获得这类

令人可疑的概念……不是通过思辨的思想……他

在某种程度上试图 “当场”捕获先验意识的生活

实行 （Ｌｅｂｅｎｓｖｏｌｌｚｕｇ）。①

这段著名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了胡塞尔在解决

现象学的主体间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探问方

向。首先，“最原初的意识生活深处”、“原始 －
基础”、 “原自我”和 “原始 －统一性”这些几
乎同义的表述，本质上是从不同的角度点明了先

验还原的方向和先验的主体间性的问题层次；其

次，先于个体化自我的原自我的复数化问题指明

了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的关节点，它既是先验的

主体间性问题得以可能的前提，也是问题解决的

方向和途径；再次，“冲破生命基础的原始 －裂
缝”的观念揭示了先验的主体间性之 “同一－差
异”的结构特征；最后，“当场捕获先验意识的

生活实行”的说法表明了一种拒绝思辨的形而上

学的先验现象学立场。因此，尽管芬克在这段论

述中没有具体展开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的讨论，

但仍为我们指明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既 “原

自我”方案。

这一方案引发了后继研究者的持久讨论，我

们在此以扎哈维 （ＤａｎＺａｈａｖｉ）的系统探讨为切
入点来凸显胡塞尔的先验主体间性问题上所聚焦

的核心难题。

与 “原自我”方案将先于一切个体化的原始

生活作为最终的构造基础的观点相对，扎哈维坚

持先验的主体间性是最终的构造基础的立场。他

认为存在两条探讨主体间性问题的进路：一条是

展显视域意向性的进路，它揭示的是 “开放的主

体间性”，这种 “开放的主体间性”在一切具体

经验中发挥 “构造性的”作用，它是我们的世界

经验本身的一个形式的结构要素；② 另一条是本

欲意向性的进路，它通过对各种本欲和情感的分

析从现象学上说明 “共在”或 “为他人存在”。③

按照芬克的观点，最终的构造基础是原自我

或原始生活，它先于任何个体化，因此也先于自

我的复多性。扎哈维认为，这不仅是对 “原自

我”概念的一种 “形而上学”解释，而且明显

与胡塞尔始终强调先验主体的复数性和差异性的

观点相矛盾。如果先验主体的复数性在一个先于

一切个体化的绝对自我之自身复数化中有其基础

的话，那么先验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就不可能被保

持。但问题是，在芬克的论述中已经明确考虑到

胡塞尔的这一立场，“《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五

沉思极坚定地论述了复数的先验主体的命题”，

并且强调 “这种立场后来没有被胡塞尔放弃”。

显然，芬克并不认为 《沉思》中 “复数的先验

主体的命题”与晚期手稿中的 “原自我”概念

存在原则性的冲突。因此，扎哈维与其指责芬克

对 “原自我”概念的 “形而上学”解释，倒不

如问：芬克的论述如何自洽？换句话说，胡塞尔

的 “复数的先验主体的命题”与他的 “原自我”

概念如何才能达成一致呢？

在扎哈维看来，尽管胡塞尔本人的确有关于

“自我的自身复数化”的说法，但也只是 “偶尔

论及”。④ 例如，我们在 《危机》中可以读到：

因此，我，自我，拥有源于某种成就的世

界，通过这种成就，我一方面构造我和我的他者

视域，并与此同时构造同质的我们－共同体，而
且这种构造并非世界构造

獉獉獉獉獉獉
，而是可以被称作自我

獉獉
的单子化
獉獉獉獉

的成就———作为人格的单子化的成就，

单子的复数化的成就。在自我中，在它的成就

中，自我被构造起来，它拥有其他的自我，每一

个自我都是唯一的，每一个自我都自在自为地是

绝对的功能主体，对于一切构造成就而言是唯一

的，每一个自我都被单子化，并构造起它的单子

性的 “我们－全体”，其中的每一个自我都蕴含
着作为他我的每一个他我，蕴含着作为我们的它

的我们，而且在它的我们中，又蕴含着所有的我

２７

①

②

③

④

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Ｎｈｅｕ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ｚ，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Ｖｏｒｔｒｇｅ
ｕｎｄＡｕｆｓｔｚｅ，Ｖｅｒｌａｇ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ＧｍｂＨ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７６，Ｓ．
２２３－２２５．

ＤａｎＺａｈａｖｉ，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ｔｒａｎｓ．ｂｙ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
Ｂｅｈｎｋｅ，Ｏｈｉ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３９－５２．

Ｉｂｉｄ．，ｐｐ７４－７５．
Ｉｂｉｄ．，ｐ６７．



论胡塞尔的先验主体间性问题的疑难

们，并将所有的我们同质化，等等。①

对此，扎哈维也觉得这似乎直接支持了芬克

的观点，但他认为胡塞尔在这里显然将单子化理

解为由同等状态和本质相同的单子构成的单子大

全的构造，因此，只不过是对 “自身异化”的一

种新描述。② 然而，切近的分析表明，胡塞尔这

里的论述涉及一个不同寻常的 “前自我”概念，

即 “在自我中，在它的成就中，自我被构造起

来”中的 “自我”，而且这个 “自我”构造 “我

的他者视域”和 “同质的我们 －共同体”。胡塞
尔强调，“这种构造”可以被称为 “自我的单子

獉獉獉獉獉
化
獉
的成就”、“单子的复数化的成就”。显然，扎

哈维的关注点在于 “同质化”的自我，而没有对

这个不同寻常的 “前自我”概念给予应有的注

意。

事实上，扎哈维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 “前自

我”概念持明确否定的立场。为此，他需要对胡

塞尔关于 “前自我”概念的一段明确论述做出合

理的解释。在一份出自１９３３年的手稿中，胡塞
尔说：“对原始的当下 （伫立的活的流动）的结

构分析将我们引向自我结构 （Ｉｃｈｓｔｒｕｋｔｕｒ）和为
自我结构奠基的固定的底层的无自我的流动，这

通过对那种使积淀的活动得以可能的东西和积淀

的活动以之为前提的东西的坚持不懈的回问而回

引到彻底的前 －自我之物 （ＶｏｒＩｃｈｌｉｃｈｅ）。”③ 显
然，胡塞尔在这里明确肯定了 “前自我”概念，

而且将 “前自我”规定为一种 “为自我结构奠

基的固定的底层的无自我的流动”。但扎哈维却

认为，胡塞尔关于无自我的谈论只是一种抽象的

说法，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原始的原本的自我－极
———它甚至在匿名的意识过程中也起支配作用

———的话，则在其原始的原本性中的意识流是不

可想象的。在他看来，胡塞尔同时提到意识的无

自我性和自我性表明了概念上的歧义性。当胡塞

尔谈论 “无自我的流动”时，“无自我的”这一

表述指的并非自我的缺乏，而是指流动的原始的

被动性，它处于自我的影响之外。而当他谈论一

个前自我的层次时，这决不是指一个绝对的前个

体化的基础，而是在谈论一个先于作为反思的论

题对象的自我的构造层次。对此，扎哈维强调，

作为进行构造的自我，作为一切进行构造的触发

和行为的接受－发射中心，作为已时间化的和正
在进行时间化的东西，自我始终是自身觉察的。

但是，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对自身的 “觉察”，

也就是说，自我不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的意向对

象。因此，在反思之前有一个非论题性的和非对

象性的意识，自我的存在是一个持续通过绝对的

自身显现的自为存在，而反思的对象化以此前反

思的自身觉察为前提。④ 显然，扎哈维的解释是

成问题的。首先，“无自我的流动”既然是指流

动的原始被动性，即 “处于自我的影响之外”，

为什么它 “并非自我的缺乏”呢？其次，扎哈维

试图以自身觉察与自身觉察的对象、前反思与反

思之间的区分来消解 “前自我”概念的做法也是

站不住脚的，当他说 “作为进行构造的自我，作

为一切进行构造的触发和行为的接受 －发射中
心，作为已时间化的和正在进行时间化的东西，

自我始终是自身觉察的”时，他已经将 “前自

我”排除在外了。按照胡塞尔的观点，扎哈维所

说的 “作为进行构造的自我，作为一切进行构造

的触发和行为的接受－发射中心，作为已时间化
的和正在进行时间化的东西”恰恰是由 “前自

我”奠基的。因此，关节点仍然在于 “复数的先

验主体的命题”与 “前自我”（亦即 “原自我”）

之间的关系问题。

为了坚持其基本立场，即在胡塞尔那里不存

在从前个体化的绝对意识向复数的先验主体的个

体化的维度，先验的主体间性是最终的构造基

础， 扎 哈 维 又 探 讨 了 本 欲 意 向 性

（Ｔｒｉｅｂ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问题。在本欲意向性的标题
下，胡塞尔论及在被动的流动内被唤起的各种本

能，无自我的时间化。在那里，主体间性的关联

纯粹产生于原初的被动的意向性，亦即产生于各

种朦胧的主体间性的本能。只有当它们通过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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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而得到揭示时，这些本能才能显示它们的意

义。对此，胡塞尔在 《现象学的心理学》中说：

“被动性、本能的本欲生活已经产生了主体间的

关联。例如，在最底层上，一种性关系已经由性

本能的生活产生，尽管只有通过充实才可能揭示

其本质的主体间性。”① 尽管胡塞尔未能系统阐

明本欲意向性领域内的主体间性问题，但他已指

明在性欲本身中已存在与他人的关联性。② 而且

他注意到，由于个体单子与其他单子在本能上的

关涉，它从自身内部产生一个超出自身的指向，

以至于个体单子本身是不自足的。③ 在此语境下，

胡塞尔甚至谈论一个通过相互渗透的本欲充实被

建立起来的复多的原真性的统一性，④ 并且将先

验自我的复多性标识为一种以相互渗透的共存的

方式的共在。⑤ 因此，我们在单子共同体内发现

的东西是一种意向的蕴含，一种先验的共存，自

我的生活和活动的一种单子间的相互渗透。⑥ 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特拉塞尔 （ＳｔｅｐｈａｎＳｔｒａｓｓｅｒ）
断言，必须放弃各个意识流的严格分离，这与本

欲意向性的概念不协调。因为本欲意向导致一种

相互渗透的充实，以至于各个单子的内在之间的

严格分离被取消了。因此，胡塞尔会说，“原始

地伫立的流动”先于各别的个体单子的流动。⑦

然而，扎哈维坚持认为，主体间的统一性始终是

一个源于复多性的统一性，意向上的相互渗透绝

不意味着自我间的融合，而是以它们之间的差异

为前提。在他看来，主体的复多性和差异性恰恰

是任何共同性的可能性条件，而融合和同一则意

味着主体间性的消解。显然，扎哈维关于本欲意

向性领域主体间性问题的解释也是成问题的。一

方面，他试图借助本欲意向性领域内意向的超越

指向和主体间的关涉性论证主体间性是最终的构

造基础，这必然导致在本欲意向的层次上不存在

主体间的差异性和复多性；另一方面，他却坚持

相反的结论，即 “意向上的相互渗透绝不意味着

主体间的融合，而是以它们之间的差异为前提”。

因此，这种解释的悖论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在 《危机》中，胡塞尔论及原自我与先验的

主体间性的关系：“原 －自我———通过一种它所
特有的特殊的基本成就———将自己变成对于自己

本身来说是先验的可以变格的东西；因此它从自

己出发，并且在自己本身之中，构造先验的主体

间性，在这种情况下，它将自己作为具有特权的

一员，即作为先验的他者当中的 ‘我’，也归属

这种主体间性。”⑧ 显然，这种明确将原自我作

为先验的主体间性的构造基础的观点对扎哈维的

立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扎哈维认为，胡塞尔

“偶尔”关于原自我是最终构造层次的主张与主

体间性理论并不矛盾；毋宁说，原自我概念恰恰

是其主体间性理论的前提。在他看来，胡塞尔所

说的主体间性指的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一种关

系，而对于主体间性的阐明必然以自我与他人的

关系为出发点。因此，只有通过彻底展显自我的

经验结构，才能阐明主体间性。主体间性不仅意

味着主体间的自我性，而且同时意味着自我的主

体间性的结构化。因此，“只有从个体自我的立

场出发，才能从现象学上展示主体间性和构造中

心的复多性”。⑨ 显然，扎哈维在此的策略是，

既坚持先验的主体间性是最终的构造层次，又以

阐明先验主体间性的名义保留原自我。但问题

是，扎哈维对此是将原自我直接等同于 “个体的

自我”了，这显然有违胡塞尔对此的明确主张。

为了强化其先验的主体间性作为最终的构造

基础的立场，扎哈维一再援引胡塞尔的观点：

“主体性只有在主体间性中才是其所是：构造性

地起作用的自我。”瑏瑠 然而，问题是，胡塞尔同

时坚持这样的观点：“绝对自我，它在决不可打

破的永久性中先于一切存在者，包含一切存在

者，在其 ‘具体化’中先于一切具体化，它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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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塞尔的先验主体间性问题的疑难

一切可想象的的存在者，它是还原所获得的最初

的 ‘自我’———一个自我，这样称呼是错误的，

因为对它来说，一个他我没有意义。”① 按此观

点，绝对自我不是仍具有变格性的 “你”、 “我

们”的自我，它是独一无二的，而只能借助一种

歧义性才能被称作 “自我”。显然，这里的疑难

在于，一方面是先验的主体间性的不可还原性，

另一方面则是原自我的绝对的唯一性，二者之间

如何调解呢？

对此，扎哈维给出的回答是，这种矛盾是表

面性的。因为在他看来，所谓 “原自我的不可变

格性”指的是 “我”的指示性特征，而不是指

实体性的唯一性。就 “我”的指示性特征而言，

他人也具有唯一性，例如当他人经验其自身时、

当他说 “我在”时。而就充分和具体的自我而

言，先验主体性则是先验的主体间性。在先验的

主体间性内预先有一种向自我———作为拥有我们

－意识的自我———的必然的中心化，但这绝不意
味着，必须有某种主体间性先于个体化的自我而

存在，然后经历了一种中心化；毋宁说，先验的

主体间性作为其展开的场所在自身内包含先验主

体性。最终，扎哈维得出结论说，彻底的还原不

仅导致先验主体性，而且导致先验的主体间性，

二者不可能孤立地被思考。显然，扎哈维在此的

论述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当胡塞尔说 “主体性

只有在主体间性中才是其所是：构造性地起作用

的自我”时，所说的 “主体性”并非原自我，

而是指已个体化了的自我，已 “同质化”的自

我。因此，这里的问题涉及的是自我的层次的划

分，而不是援引 “我”的指示性特征能够消解

的。其次，扎哈维关于 “先验主体间性向自我的

中心化”说法也是令人费解的。一方面，先验的

主体间性预先有一种向自我的必然的中心化；另

一方面，则否认有某种主体间性先于个体化的自

我而存在，然后经历了一种中心化。这二者之间

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问题的症结恰恰

在于，扎哈维始终拒绝原自我与个体化自我之间

的层次区分。

三、“原自我”方案及其疑难

扎哈维的论述所伴有的疑难表明，胡塞尔的

先验主体间性问题主要聚焦于这样几个方面：１．
构造的最终基础是个体的先验主体还是先验的主

体间性的问题；２．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的层次
秩序，即先验自我的复多性问题与先验的主体间

性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３．原自我与先验自我
的复多性的关系问题。

在兰德格雷贝看来，“胡塞尔在第五 《笛卡

尔式的沉思》中对其主体间性理论所做的第一次

详尽的展示是失败的，因为他想要静态地阐明这

一理论”。他认为胡塞尔后期超越了静态分析的

框架，试图 “通过共现的相似性统觉将主体间性

的构造回溯到其在一种联想地创立的共现中的被

动的前构造 （Ｖｏｒ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但这仍然未能
解决问题，因为 “就这种联想的相似化而言，单

子与你、与我们、与一般的他人的自身区别已经

被作为前提了”。② 显然，兰德格雷贝在此提出

的是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的层次秩序，即先验自

我的复多性问题与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之间的关

系问题。事实上，在 《沉思》中，尽管有向原真

领域还原的方法论步骤，但先验自我的意义已发

生了某种变化：这个自我已然是 “一个”自我，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单数性的自我，它站在其他

自我的旁边，它与其他自我具有同等的有效性。

这是先验还原的素朴性造成的。因此，兰德格雷

贝认为，在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上，我们首先应

面对的不是如何从复多性的主体性构造先验的主

体间性问题，而是 “被作为前提的”复多性的主

体之间的区分和同质化问题。就像胡塞尔所提出

的那样：“并非首先存在若干心灵，然后问题是，

在何种条件下它们彼此 ‘和谐地’实存；毋宁

说，问题在于，当我确信一个心灵并且沉浸于它

的本己本质之中 （在自身给予的直观中），我如

何能得知，它只是 ‘一个’心灵而且只能是

‘一个’心灵，以至于它在这个本质中必然指向

其他的心灵？我如何能得知，这个心灵虽然自在

自为，但它却只有在一种基于其自身、从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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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Ｌｅａｄ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ＲｕｄｏｌｆＢｅｒｎｅｔ，ＤｏｎｎＷｅｌｔｏｎａｎｄ
ＧｉｎａＺａｖｏｔａ，ＶｏｌｕｍｅＩＶ，ＴｈｅＷｅｂ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Ｎｏｅｍａ
ａ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Ｓ．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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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开的复多性中才具有意义？”① 因此，与芬

克的立场一致，兰德格雷贝对先验的主体间性问

题解决也诉诸于原自我或原始生活。

事实上，在胡塞尔后期关于先验的主体间性

问题的思考中，面对唯我论的指责，一个根本的

动机在他那里产生了。这个根本的动机是将主体

的个体性看作本身被构造起来的。因此，它是使

先验还原超出这种个体性的动机，它所要达到的

是一个 “前自我”的层次，胡塞尔也称为 “原

自我”。在这个 “原初的层次”上，构造不再是

个体自我综合和联结其经验的行为，而是最初产

生自我的东西。在此方向上，先验还原超出个体

性的层次，最终达到个体性和时间性的基础。因

此，芬克完全有理由确认胡塞尔后期手稿的立

场：“时间建基于一个创造时间的当下中，这个

创造时间的当下不在时间中；一切存在者的分裂

（本质－实存）都建基于一个原始 －统一性中，
这个原始 －统一性既不是 ‘事实性的’也不是

‘可能性的’，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一个

范例，也不是一个属；主体的复多性建基于一个

生活深处，这个生活深处先于任何一个自身性的

个体化。”② 先验还原揭示了一个原初的构造层

次，这个原初的构造层次是原始的时间化层次，

即时间构造的非时间的起源层次。对于胡塞尔来

说，这也是一个我们能直接通达他人的层次：

“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时间构造的原初的起源

点都是对其当下的原初经验，同样也是每一个个

体经验他人的权能……也就是说，在其本己的活

的当下内，每一个个体以原初的方式经验他人的

权能，因此，经验其本己的存在与他人的存在之

间原初的相合的权能。”③ 在他看来，回溯时间

构造的起源点就是还原到先于复多性主体的生活

深处，将他人经验为另一个主体必然要求这样一

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与他人具有一种原初

的同一性。

然而，将他人经验为另一个主体不仅要求

“我与他人具有一种原初的同一性”，而且要求

“我与他人存在一种原初的差异性”。如果缺乏我

与他人存在的原初差异性，则不仅会导致唯我

论，而且直接消解了主体间性问题。胡塞尔应对

这两种要求的举措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分别满足

这两种要求：在奠基的层次上满足同一性要求，

而在被奠基的层次上满足差异性要求。据此解决

方案，将他人经验为另一个主体在于，他人不是

被经验为我的构造物，而是被经验为一个本己的

构造中心，即在其经验的现时性中起作用的构造

中心。因此，对差异性的经验揭示了他人在一个

原初的同一性层次上的奠基。但问题是，胡塞尔

将如何通过先验还原达到这个先于差异性经验的

“原初的同一性层次”呢？

在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

卷 （以下简称 《观念 Ｉ》）中，为了突出纯粹意
识的绝对性，胡塞尔做了一个著名而又极具争议

的思想实验：

设想一下每种超越物本质中包含的非存在的

可能性：因为显然，意识的存在
獉獉獉獉獉

，即每一个体验

流一般的存在，由于物的世界的毁灭而必然变样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了
獉
，但其自身的存在并未受到影响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当然是变样

了。因为世界的毁灭相应地只意味着，在每一个

体验流中……某些有序的经验联结，以及因此与

那些经验联结相关的理论化理性的联结，都被排

除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体验和体验联结也

被排除了。因此实在的存在
獉獉獉獉獉獉獉

，在显现中对意识呈

现和显示的存在，对于意识本身
獉獉獉獉獉獉

（在最广泛的体

验流意义上）的存在不是必不可少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④

这表明世界的毁灭与意识流的消解一体相

关，但最终还剩下 “纯粹的”或 “绝对的”体

验，只不过这些体验已丧失了任何秩序性，而变

成了一团混沌。胡塞尔在 《观念 Ｉ》中仍然将这
种混沌的体验流称为 “意识”，然而，它已变成

一个无自我的 “意识”流了。“意识”虽然还存

在，但只剩下无秩序性联结的体验成分了。这表

６７

①

②

③

④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ＸＶ，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３４１． （斜体
部分是笔者所作的强调）

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ＤｉｅＳｐｔｐｈｉｌｏｓｐｈｉ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ｉｎｄｅｒ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ｅｒ
Ｚｅｉｔ”，ｉｎＮｈｅｕ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ｚ，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Ｖｏｒｔｒｇｅｕｎｄ
Ａｕｆｓｔｚｅ，Ｖｅｒｌａｇ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ＧｍｂＨ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７６，Ｓ．２２３
－２２４．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Ｍｓ．Ｃ１７Ｉ，Ｓ．４－５，１９３１．转引自
Ｊａｍ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ｅｎｓｃｈ，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２０． （本文对胡塞尔
“原自我”方案的论述部分参照了门施的观点。）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３页。（译文依德文原版有所调整）



论胡塞尔的先验主体间性问题的疑难

明绝对存在的是 “意识”流本身，无论其中的体

验成分的联结发生什么变化，它都存在。客观存

在的显现依赖于 “意识”流中体验成分的联结，

因此，自我和世界二者都依赖于这种联结。

按照胡塞尔的观点，问题不在于 “现时的经

验只能在这类联结形式中进行”，这类联结的消

解 “并不意味着，其它体验和体验联结也被排除

了”。① 毋宁说，任何类型的联结都是可能的，

因此不存在先天的经验的联结形式。对此，胡塞

尔说：“可以想象，在我们的经验中拥塞着不只

是对我们来说、而且在其自身上都不可调和的冲

突，如经验可能突然显示出对继续协调地维持物

的设定这一要求的抗拒；如经验联结会失去由侧

显、统握、显现等作用构成的固定的规则秩序；

又如不再存在有任何世界。”② 因此，一旦我们

否定任何先天的联结形式和联结规则的实存，而

肯定最终的事实性，那么就会产生两个结果：首

先，我们可以设想抽离出任何联结形式的经验，

可以设想抽离出由这类联结形式所构造起来的世

界的经验；其次，可以设想，还原所达到的绝对

意识是一个 “纯粹的”体验流，这个体验流独立

于任何被给予的世界。它没有被预先规定，它不

遵守任何先天规则。

鉴于对绝对 “意识”流的这种理解，先验自

我的个体化问题凸显出来。首先，自我依赖于它

的周围世界，这种依赖实际上是自我和世界对意

识的有序联结的共同依赖，最终是对无自我的

“意识”流的共同依赖。其次，一同被构造起来

的统一性都是偶然的，因为所有被构造起来的统

一性的最终基础是无任何联结形式的事实性的体

验要素。对于被构造起来的世界整体来说，这些

事实性的体验要素显示了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

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层次的构造具有先天必然

性，因此，一切构造过程的结果都是偶然的。作

为最终基础的绝对 “意识”流是一切客观存在的

构造性基础。胡塞尔有时也径直将 “最终基础”、

“绝对意识”称为 “绝对”。如果我们把绝对看

作 “意识”流，那么由于个体性的自我本身是被

构造起来的，因此，世界从 “意识”流中的构造

无需一个外在于这个 “意识”流中的个体性的自

我。个体性的自我及其周围世界都是由这个绝对

“意识”流被动地构造起来的。二者对于 “意

识”流之事实性的依赖性涉及它们作为个体的、

联结在一起的统一体的存在。因此，这种依赖性

同样适用于复多性的个体自我，亦即适用于由复

多的个体性主体所构成的主体间性。对此，胡塞

尔说：“如果我们在系统的进展中从下面搭建预

先被给予的世界的先验构造的话，那么应当注

意：在每次做出的对本质形式的 ‘澄清’中，在

流动的伫立中的现实内涵的事实 （Ｆａｋｔｕｍ）当然
被作为前提。这显然也同样适用于 ‘绝对’，适

用于先验的主体间性一般。我们所揭示的绝对是

绝对的 ‘事实’ （Ｔａｔｓａｃｈｅ）。”③ 从词义上讲，
“Ｔａｔｓａｃｈｅ”就是 “做事”，但在这里没有 “行为

者”（Ｔｔｅｒ）。④ 它先于意向行为或我思活动。因
此，这种事实不是偶然的事实，不是一种个体的

自我论的事实，而是 “永久地奠基自我结构的、

无自我的河流的基层”，是 “那个使被积淀的活

动成为可能和被积淀的活动以之为前提的东西”，

是 “彻底的前自我性的东西”。对此，胡塞尔进

一步规定说：“原始的河流和原始地被构造起来

的非自我是原素的宇宙 （现实的经验内容的宇

宙），它本身是构造性的，而且它已经不断地被

构造起来；它是一个时间化着的－时间性的原始
发生着的事件 （Ｕｒ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这个原始发生着
的事件不是产生于自我论的起源；因此，它产生

而没有自我的参与。”⑤ 在他看来，绝对领域的

要素可以被看作一个由各种纯粹体验构成的字母

表，这些纯粹体验按照确定的时间位置被秩序化

而形成经验的联结，由此产生一个特殊的经验视

角，一个具有某种特定秩序的构造中心。经验视

域的视角性的结构构成世界的个体经验者之实存

可能性的基础，正是经验的视角性的秩序化使得

这些个体经验者在空间和时间中有一个确定的零

点，这个确定的零点就是被理解为一个主观的经

验中心的纯粹自我。于是，绝对的 “意识”流个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１３３页。（译文依德文原版有所调整）
同上，第１３３页。（译文依德文原版有所调整）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ＸＶ，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４０３．
ａ．ａ．Ｏ．，Ｓ．６６９．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Ｍｓ．Ｃ１０，Ｓ．２５，１９３１．转引自 Ｊａｍｅ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ｅｎｓｃｈ，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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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为一个本己的意识流。以此方式，胡塞尔就

通过绝对的个体化确立了两个不同的自我层次：

１．前自我的绝对或原自我；２．个体性的复多性
主体。

按照胡塞尔的观点，正是绝对 “意识”流中

纯粹体验的联结构造起不断进行中的我思，因而

构造起行为的人格自我。绝对在其中客体化自身

的个体主体表现出特殊的视角，它们束缚于界定

它们的有限的周围世界。个体主体作为一个纯粹

的和人格的自我的自身保持系于其周围世界的自

身保持，而绝对则在其客观的 “样式”中保持自

身。绝对的客观 “样式”指的是个体主体的构造

着的生活。对此，胡塞尔说：“绝对普遍地自身

保持在其持续不断的构造中，在每一个个体人格

中作为自身构造的不变项重复自身。”① 在他看

来，绝对不只是在一个个体主体中保持自身，而

是在每一个个体主体中保持自身。世界的视角性

特征，亦即其视域的无限的可延伸性，使得世界

超越我的本己的经验和综合的有限权能。因此，

如果我的自我统一性在与这个超越的世界统一性

的关联中被给予，那么它必然在与其他主体的关

联中被给予。其他主体能补充我自己的有限权

能，它们是我的经验世界的共同的有效性载体。

每一个具体的主体性都被看作绝对的一个自

身客体化，绝对的 “自身表现”产生经验的视域

结构，产生世界和每一个具体的主体性。一方

面，我的世界视域是我的经验具有特定视角性的

有序联结，正是这种特定视角性的有序联结给予

我的具体的主体性以作为一个时空世界中的一个

有限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在我之中客体化自身

的绝对不可能在我的有限性中穷尽自身，它必然

超越我的有限性。据此，他人能以一种新的方式

被看作蕴含在我之中。我设定他人是基于我对世

界的有限通达，而经验的秩序化是导致这种有限

的通达的东西，因而导致我自身理解为有限的。

这种秩序化是我设定他人的基础。经验的视角性

的秩序化为个体的经验者所要求；而这种秩序化

也给予个体的经验者一种意义，即他依赖于他人

去展显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因此，我的有限的

主体性和他人的有限的主体性二者都相关于视域

性的、视角性地被秩序化的经验结构。这意味

着，作为蕴含在我之中的他人的观念最终指向的

不是作为客观的人的我的有限性，而是指向我的

无限性的基础，即绝对。最终被表明的东西是不

受限制的或无限的绝对，它不可能将自身具体化

在一个个体的经验者中而没有超越它。这种超越

意味着，作为绝对的具体化的他人也是有限的客

体化。因此，自我与他人通过他们的超越性基础

而相互蕴含。

作为一切经验视域的基础，绝对是无限的，

而个体主体作为一个确定的世界的经验中心，只

能体现一个可能的视域，因此，绝对在其有限性

中的显示是一种自我限制。就绝对本身而言，它

不仅能构成个体的周围世界的基础，而且能构成

每一个可能的世界视域结构的基础。因此，最终

的世界视域不是复多性主体的成就，而是绝对的

成就。绝对存在于一切可能性的基础中，它是构

成一切可能性之基础的可能性。从绝对的层次看

来，他人对我的呈现是作为超越的世界视域性的

相关项，因此，超越的世界视域性不是他人的构

造成就，他人不应被看作世界的有效性载体，而

应被看作与其视域性的世界一同 “出生”。正如

耿宁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世界构造或拥有世界

的自我 （‘先验统觉的自我’）在先验主体性自

身中不存在基础。”② 因此，我将他人看作蕴含

在我之中，是因为我们共同存在于一个被奠基的

超越的视域性中，是因为我的最终基础的超越的

无限性。作为最终基础的绝对总是超越我的有限

性，因而总是蕴含着他人。

最终，我不再将我和他人看作我们的共同世

界的基础，而是将我们理解为视角性地展开的、

视域性地被建构起来的经验世界的意义相关项。

如果世界和复多性主体是一同被奠基的，那么他

人在我之中的蕴含性———在这个新的层次上———

就变成了我们在我们的共同的基础中的蕴含性

了。在最终的构造层次上，主体间处于一种本质

性的相合中。这种本质性的相合不应被理解为各

８７

①

②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Ｍｓ．Ｃ１７Ｖ，Ｓ．２２－２３．转引自Ｊａｍｅ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ｅｎｓｃｈ，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１５３．

ＩｓｏＫｅｒ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ｕｎｄＫａｎｔ，ｅｉｎ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üｂｅｒ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ｚｕＫａｎｔｕｎｄｚｕｍＮｅｕｋａｎｔｉａｎｉｓｕｍ，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６４，
Ｓ．２９７．



论胡塞尔的先验主体间性问题的疑难

构造系统之间的一种简单的融合。在个体主体间

的差异性中，一个奠基性的同一性的保持绝不意

味着，每一个主体都重复同类主体的构造过程。

主体的复多性不仅显示了各构造系统的同一性，

而且显示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源于

个体主体的偶然性及其经验视域的视角性。

我们至此的论述已从作为最终基础的绝对

“意识”流的个体化的角度粗略地勾勒出胡塞尔

的先验主体间性问题的 “原自我”方案的进路。

无疑，与 《沉思》的方案相较，“原自我”方案

揭示了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的更深维度。从中所

展显的问题域的层次和关联似乎表明，问题只能

循此路径推进，并且这可能也是胡塞尔在这一问

题上的最终立场。但是，如果我们对前述的 “原

自我”方案做更切近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思考

进路上面临的疑难和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就

像芬克指出的那样，胡塞尔在进路上使用了诸多

“‘绝对形而上学’的词汇”，例如 “前自我”、

“原自我”、“原存在” （Ｕｒｓｅｉｎ）、“无自我的流
动”、“绝对的流动”、“绝对”等等。正因为这

样，后继的研究者之所以批评芬克的解释和拒绝

胡塞尔的 “原自我”的方案，尽管芬克在不同的

场合都曾反复强调，胡塞尔实际上远离 “绝对形

而上学”，他的这类令人可疑的概念不是通过思

辨的思想获得的，而是其彻底实行先验还原的必

然结果。但问题是，胡塞尔关于 “原自我”方案

的论述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现象学的探讨，尽管

这种探讨在发生现象学的框架下进行，诉诸于一

种 “发生性的解释”，而不是 “静态的描述分

析”？其次，胡塞尔关于本欲意向性的论述似乎

将最终的构造基础锚定在先验的主体间性上，因

此，一方面是先验的主体间性维度上的本欲意向

性，另一方面则是先于任何个体化———因而先于

复多性的先验主体———的原自我或前自我。二者

之间如何协调呢？尽管芬克强调，胡塞尔不是像

黑格尔那样 “以一种神秘地沉入黑夜的方式”

“回思无定形的基础”，而是 “将其理解为冲破

生命基础的原始－裂缝，理解为裂口，理解为最
原始的存在中的否定性”，但问题是应当如何规

定这种 “原始 －裂缝”或 “最原始的存在中的

否定性”呢？第三，如果本欲意向性与原自我能

够协调一致，那么 《沉思》中关于同感———它在

那里的先验的主体间性的构造中占有核心地位

———的论述还继续有效吗？毕竟，在 “原自我”

方案涉及的那些晚年手稿中，同感问题仍是胡塞

尔聚焦的核心问题。第四，“原自我”方案的核

心无疑是 “绝对的流动”的个体化问题。这种

“绝对的流动”的个体化，胡塞尔有时又称 “原

时间化”（Ｕｒｚｅｉｔｉｇｕｎｇ），在这个意义上，他晚年
常 援 引 活 的 当 下 的 脱 当 下 拥 有 （Ｅｎｔ
ｇｅｇｅｎｗｒｔｉｇｕｎｇ）与原自我的自身异化 （Ｓｅｌｂｓｔｅｎｔ
ｆｒｅｍｄｕｎｇ）之间的类似性藉以说明个体化问题。
然而，问题是，这种类比性的说明在何种意义上

能够充分阐明原自我的自身异化呢？换句话说，

胡塞尔如何能在原始的时间性维度具体阐明原自

我的个体化问题呢？最后，在原自我经受个体化

而达到同质化的复多的个体主体的层次上，是否

还有一个先验的主体间性的构造问题？如果答案

是肯定的，那么这样一种先验的主体间性构造与

本欲意向性之间如何协调呢？如果答案是否定

的，那么原自我在个体化的过程中是如何完成先

验的主体间性的构造呢？

因此，诚如芬克所言，如果考虑胡塞尔晚年

手稿的文本，则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的各种疑难

就会在一种十分不同的光亮中显现出来，“然而，

在此情况下只会增加各种实质性的困难”。①

（责任编辑　任　之）

９７

① ＡｌｆｒｅｄＳｃｈüｔｚ，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ＩＩＩ，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０，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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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中、形式指引与诞生状态

———论现象学语境下秩序想象的哲学策略

贺敏年

【摘要】现象学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传统身－心问题的系统回应，而重塑秩序的任务吁求刷新相应的哲学策略与方
法。在现象学语境下，这一关于秩序想象的哲学调节呈现出一条明显的脉络：从胡塞尔力图对意识活动与意识对象之

间 “切中”关系的阐明，系统化为海德格尔对日常经验之 “形式指引”的存在论分析，并在梅洛－庞蒂那里深化为对
“诞生状态”的结构－知觉秩序的详细刻画。重要之处在于，贯穿于现象学秩序想象的一个核心操作在于对标识为
“开端”的秩序形式给予哲学的检视与规定。

【关键词】现象学语境；秩序想象；哲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８０－０７

　　在１９０７年９月的一篇手稿中，胡塞尔明确
阐述了作为 《逻辑研究》之主题的 “描述心理

学”所存在的真正问题：

在我的 《逻辑研究》中称作描述心理学的现

象学的东西，却只涉及体验的实在内容的领域。

体验，只要它们在经验上同自然客体性有关，那

么它们就是体验者的自我体验。可是对于一门愿

意成为认识论的现象学来说，对于一门 （先天

的）认识的本质论来说，经验的关系却始终是被

排斥的。这样，就产生了一门先验的现象学，它

已经在 《逻辑研究》中被零零碎碎地阐述出

来。①

显然，本质心理学或描述心理学作为一门

“本质科学”所探究的仍是基于心理主体与体验

对象之间的关系。一种 “科学”的探究仍然属于

一种 “事质研究”，因而它首先必定预设一个在

心理体验主体 （亦即 “人”）视域中的 “世界”，

而心理体验就是 “体验者的自我体验”。于是，

本质心理学尽管超越了一般经验心理学的层面，

揭示出意识活动的 “意向性”本质，但它仅仅将

这一点视作批判心理主义的一个可能的结果，并

且仅在 “朝向”的意义上理解意向性。进而，意

识的 “朝向”功能已经承诺了一个潜在的 “本

体论分割”：意识体验的心理主体与诸心理体验

构成的实在世界。就此而言，“描述的”心理学

因自身无法摆脱 “自然思维”而仍将关于某种

“经验关系”的说明作为自己的探究目标。但一

门 “认识论的现象学”（亦即 “先天的认识本质

论”）必定要求对 “经验”领域的超越，通过现

象学还原而达至 “纯粹的意识”领域并揭示其具

体的结构，从而澄清意识的真正本质。因此，它

必定是一门 “先验现象学”。在胡塞尔那里，

“先验现象学”首先在于对作为任何一门 “本质

科学”之基础的 “自然思维”的超越，从而达

至一种 “绝对纯粹的意识领域”，而其本质在胡

塞尔那里被规定为 “纯粹的被给予性”或 “纯

粹的明见性”。不同于康德，他认为认识批判所

关注的认识 “可能”的条件并非人的诸先天认识

形式，因为 “人为自然立法”的合法性仍有待说

明，而倘若在一种自然思维中对此加以探究就必

定导致一种 “越度”：认识批判是一门澄清所有

认识种类和认识形式的科学，因此它不能运用任

何一门自然的科学。在他看来，认识的可能条件

需要在那更深层次的 “自身纯粹给予”的明见性

中去探寻，而实现这一突破的方法即在于实施

“先验现象学还原”。关键在于，在 《现象学的

观念》中，胡塞尔在一种 “认识批判”的意义

上规定现象学的基本性质，因而先验现象学关于

０８

 作者简介：贺敏年，甘肃武威人，（杭州３１００００）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①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页。
②　德文词Ｔｒｉｆｔｉｇｋｅｉｔ，译为 “切合性”，ｔｒｅｆｆｅｎ（“切中”）的名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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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想象模式以及基本策略也必将在认识批判

的视域里得到规定。由此，认识 “切合性”②的

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

一

认识批判的问题，在经由本质直观所确立的

意识本质领域里转换为对主体意识 “朝向”客观

对象的具体结构的澄清，而先验现象学的建立首

先意味着上述还原策略的深化。进一步，策略的

更新必定导致问题形式的转换：

问题并不是：我如何能够在我的体验中切中

我之外的自在存在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纯粹的

基本问题：纯粹的认识现象如何能够切中一切对

于它并非内在的东西，认识的绝对自身被给予性

如何能够切中非自身被给予性，并且应当如何理

解这种切中？①

这里的 “纯粹”意味着对任何种类的本质科

学的超越，后者所获致的各种结论赖于 “我”

（ｅｇｏ）的认识，换言之，先验现象学所考察的领
域乃是一个经由先验还原而达到的 “纯粹被给予

的”领域。受笛卡尔的启发，胡塞尔此时已经明

确意识到，根本问题在于把握 “绝对被给予性”

的意义，把握排除了任何有意义的怀疑的被给予

的明晰性的意义，把握绝对直观的、自明的明见

性的意义。于是，认识关系在 “认识的纯粹被给

予性”的视域中得到了全新的表述：“实事的被

给予，这就是这些现象中这样或那样地展示自己

……在现象学还原的领域中……实事存在，并存

在于显现之中，借助于显现而自身被给予。”②

“显现”包含双重结构： “显现 －被显现
者”；而自身被给予的方式恰在于显现，于是被

给予性也应当相应地具有双重构架：“显现的被

给予性－对象的被给予性”。在胡塞尔看来，这
一结构本身不可分离，在纯粹意识领域里，它们

一同绝对地被给予，因而是绝对明见的。在纯粹

意识领域里，这一源初形式的存在结构超越了对

环境进行认知性识别所依赖的二元论前提。现象

学是一门 “关于意识一般，关于纯粹意识本身的

科学”，而所谓 “纯粹意识”就不仅仅是指意识

中的意识活动，而且还包括作为意识活动之结果

的意识对象。因此，在描述心理学中所讨论的心

理本质与物理本质之关联的二元论便被如下先验

的一元所取代：“意识活动 －意识对象”。于是，
现象学的任务在于：“在纯粹明见性或自身被给

予性的范围内探究所有的被给予性形式和所有的

相互关系，并且对这一切进行明晰性分析。”③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 “在自身被给予性范围

内的被给予性形式”与 “相互关系”？在胡塞尔

看来，这些关系乃是 “特别联结着的、仿佛相互

一致的统一性以及那些认识的统一性，它们作为

认识统一性同样具有它们的统一的具体的相关对

象。就是说，它们自身也属于认识行为，它们的

类型是认识类型，寓于它们之中的形式是思维形

式和直观形式”④。重点在于，胡塞尔从根本上

将现象学规定为一门超越于康德的认识批判，因

此，在纯粹意识领域里对诸关系的说明就意味着

对一种 “认识关系”的说明，就此而言，先验现

象学同时也是一门 “认识现象学”⑤。由此，胡

塞尔重新规定了对认识对象和认识方式的研究：

它始终是本质研究，这一研究在 “绝对被给予

性”的领域中总括地展示出了关于认识的对象和

关于对象的认识的最终意义、可能性以及本质关

联。在他看来，一方面，绝对被给予的纯粹性意

指经由先验还原而 “回到实事本身”；另一方面，

所谓 “实事本身”即是 “纯粹意识”本身，因

此，本质研究所要求的纯粹现象领域即指纯粹意

识及其结构。进一步，“纯粹意识”必定指向主

体，这直接将胡塞尔引向了 “先验主体”这一核

心观念。

胡塞尔意识到要想充分显明一种作为 “严格

科学”的先验现象学，首先需要澄清 “先验主

体”这一基本观念。事实上，在１９３０年为 《纯

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一书英译本所写

的前言中，胡塞尔明确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不

无遗憾地指出：

由于人们不理解 “现象学还原”原则上的新

颖性，从而不理解从世界性主体 （人）向 “先

验主体”的提升；人们仍然滞留于一种或者是经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第８页。
同上，第１３页。
同上，第１４页。
同上，第１４页。
同上，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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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主义的或者是先验的人类学中，而按照我的学

说，后者尚未获得专门哲学的基础。而且这也意

味着人们把陷入 “先验人类学主义”或 “心理

主义”就当成了哲学。①

先验现象学要求一个纯粹被给予的新领域，

而这一要求则意味着还原策略的转变。就 “切

中”而言，在一种自然态度下所进行的本质还原

一方面仍然无法摆脱关于 “世界”的预设，更重

要的是，它必定承诺一个在此世界中的作为 “世

界性主体”的 “我”。就此而言，对此世界性主

体与世界本身的认识切中关系的阐明仍然是一种

关乎认识经验的自然解释，从而最终它将成为一

门 “经验主义的或先验的人类学”。在胡塞尔看

来，后者的根基仍然有待澄清。因此，倘若要为

诸如描述心理学这样的科学提供一个 “作为严格

科学的”哲学基础，首先就要求对作为诸科学之

根基的自然态度的超越，因而在本质还原之前首

先还需要进行这一更加基础的具有奠基性意义的

“先验还原”。而要进行先验还原就意味着对以往

作为认识主体的 “我”以及其认识对象的 “世

界”的悬置，从而 “回到实事本身”，亦即进入

“先验主体性”领域。由此，胡塞尔宣称： “这

门科学涉及一个新的、非常特殊的经验领域，即

‘先验主体性’领域。这里所说的先验主体性并

不意味着任何一种思辨构造的结果，而是指具有

其先验体验、能力、功能的一个绝对特殊的直接

经验领域”。②

重要之处在于，胡塞尔在此强调先验主体性

领域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经验领域”。在 《观

念》发表后，胡塞尔面临一个根本的困境：依赖

于 “先验主体”及其意向结构的秩序想象仍然隐

秘地承诺了某种心理主义原则，因而 “先验现象

学”依旧是一种 “描述心理学”或 “现象学心

理学”。他认识到，尽管在充分进行本质还原后

描述心理学达到了一般本质科学的层面，但它仍

然是在自然态度下被加以奠基的。因此，胡塞尔

强调，描述心理学与先验现象学真正的区别首先

在于一种 “态度上的”根本转变，即由 “自然

态度”向 “先验态度”的转变。在他看来，先

验还原所产生的先验态度使得一切在自然态度下

所确立的主体及其意义失去了存在的效力，现象

学悬置最终将我们引入一个 “具有其先验体验、

能力、功能的一个绝对特殊的直接经验领域”，

胡塞尔将这一 “直接经验”称作 “先验经验”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
在胡塞尔看来，先验态度的确立与主体意义

的变更密切相关，而先验还原必定要求一种作为

纯粹主体的 “先验自我”。对此，胡塞尔明言：

这种意义的转换与我有关，尤其与当时的心

理学的和随后先验探求者的 “我”有关。被设定

为现实的我现在不再是在该普遍存在的、在存在

上被设定的世界中的人性自我，而只是一个此世

界对其有存在的主体，而且甚至纯粹作为对我呈

现的、呈现于我的、而且我以某种方式意识到它

的存在……我的在现象学上自足的独特本质可绝

对地被设定为这样的自我，我是这个自我，它赋

予我所谈论的世界之存在以存在效力。它是对我

存在的，并且是对我存在的东西，只要他从我自

己的纯生命中并在于我的生命中显示的他人生命

中获得意义和被证实的效力。我作为这种被绝对

设定的独特本质，作为纯现象学给予物的往往无

限的领域及其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就是 “先验自

我”；绝对设定意味着，我不再具有被预先 “给

与”的或被看做简单存在着的世界，宁可说被给

与的 （由我的新态度所给与的）只是我的自我，

它是自存的，在自身中经验着世界的和证实着世

界的。③

在此，胡塞尔阐明了有关 “主体”的新思

路。“自我”不再以任何自然态度的意义上予以

规定，而是在先验的 “新态度”下的全新给予。

作为一个在现象学意义上的 “自足”的独特存

在，“先验自我”被理解为是一种源初存在状态

并规定了 “世界”以及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这一

关于自我的现象学重塑暗含着对任何旨在认识的

“切中”模式赋予奠基性的导控，而着眼于切中

关系的阐明一方面在 “必定要给定一个世界”的

意义上将会遗失世界的源始意义，另一方面也将

处于世界中的自我固置在一种静观的层面上。因

此，现象学应当内在地超越 “世界－主体”的切
中模型而深入到对作为 “被绝对设定的独特本

２８

①

②

③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４４８页。
同上，第４４９页。
同上，第４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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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 “纯现象学给予物的往往无限的领域及其

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的先验自我的源始自发性的

阐明，而 “世界－主体”秩序的切中构型也将在
这一关于自我的源始秩序中得到奠基。显然，这

一关于 “先验自我”之独特本质的源始样态的揭

示已经非常迫近海德格尔的基本思路了。

二

我们已经指出，胡塞尔关于自我秩序的思考

构成海德格尔运思的一个重要契机，这一点首先

体现在海德格尔对 “意向性”的重新捕捉。在他

看来，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阐明了如下重要见

解，即 “他并不在现成的教条和前提的指向中来

看，而是在对现象自身的指向中看出，知觉就是

使自身去指向或对准”①。在他看来，意向性是

活生生体验的结构，而非一种后天的附加关联，

在严格的现象学意义上的被知觉者 （ｄａｓＷａｈｒ
ｇｅｎｏｍｍｅｎｅ），就其被知觉的程度而言，如其自身
在具体的知觉中所显示的那样，它并不是被知觉

的存在者自身，而是那被知觉着的存在者，“在

严格的意义上，这被知觉者就是这如其原样地被

知觉本身 （ｄａｓＷａｈｒｇｅｎｏｍｍｅｎｅａｌｓｓｏｌｃｈｅｓ）……
被知觉自身就意味着此种存在于其被知觉的样式

与方式之中的存在者”②。

这里，海德格尔一方面承认胡塞尔已经强调

“如其原样”地知觉对象，而先验还原的策略将

一切自然态度中的 “存在者自身”拒之在外，并

强调只在意向行为对于意向对象的构成方式中来

看待这个被知觉者。但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也暗

示胡塞尔的 “意向构造”仍然以一种隐秘的方式

保留了他所指出的那种偏离：意向构造是 “切

中”模型内化为意识之中后的再现，因此，那种

在意向行为中被构造的 “意识对象”仍然是一种

特殊意义上的 “存在者自身”。毋宁说，这一点

构成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实

际上，海德格尔已经透露出一个其较之胡塞尔更

为 “原本”的洞见，即 “在人最根本、自然、

自发和融于周遭世界的活动之处，就已经有了源

发的和正在被构成与构成之中的 ‘样式、关系、

结构’；它们不同于传统认识论和存在论所讲的

静态的关系和结构，但却是一切人类理智、语言

与精神活动所依据的源头”③。强调生活体验的

源发性及其所具有的动态朝向结构，这是海德格

尔不同于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哲学策略的根本之

处，进一步，海德格尔将其刻画为实际生活经验

的 “形式指引 （ｄｉｅｆｏｒｍａｌｅＡｎｚｅｉｇｅ）”④。
对于对象化的拒斥构成了海德格尔在哲学策

略上与胡塞尔的根本差异，换言之，胡塞尔的意

识现象学一直执着于探求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

之间的 “切中”结构，而这一方法直接导致通过

意向构造而获得的意向对象仍然具有对象化在场

的认识特性，因而就对 “实事本身”的描述而

言，这一思路根本上悖离了现象学的基本精神。

对海德格尔而言，实际生活的体验本身就是 “前

对象化、非课题化地包含着、构成着和揭示着它

本身具有的趋向，构成一个解释学的形势，而且

这种趋势或态势关联可以被形式地指引、显示出

来”⑤。这就是完全投入生活体验本身的意向性，

而不只是意识体验的意向性。简言之，海德格尔

关于现象学的重新发现在于如下一点：人最原本

的生活体验态势本身的意义构成和形式显示。

“形式指引”这一提法在海德格尔那里还具

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即对于任何意义上的 “形

式本体论”的拒斥。在胡塞尔那里，一种 “形式

本体论”尽管超越了任何 “实物域 （Ｓａｃｈｇｅｂｉ
ｅｔ）”的限制，但它仍然在相同的意义上受制于
某种形式域的牵绊，而这一点则是我们藉以将环

境识别为 “认知性的”时所遵从的基本条件和根

据。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关于 “形式”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德］海德格尔： 《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４１页。
同上，第５３页。
张祥龙：《海德格尔》，谢地坤主编：《西方哲学史 （学

术版）》第７卷下，江苏：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９０页。
文本显示，在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７年这段 《存在与时间》的

“准备时期”里，海德格尔关于 “形式指引”的运思呈现出一条

不断凝练和深化的过程，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从对 “实际生

活经验”之纯境遇存在样态的详细刻画，深化为对 “指引”作

为 “上手事物之存在论前提”以及作为 “世界之为世界”的组

建环节的系统阐明，这一点在 《存在与时间》中得到了详细的

阐述。参见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ｔｒａｎｓ．ｂｙＪ．Ｍａｃｑｕａｒ
ｒｉｅａｎｄＥ．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ＳＣＭＰｒｅｓｓＬｔｄ．，１９６２，ｐｐ９５－１４４．在此，
对这一围绕 “形式指引”的运思路径予以详细的检视并非是本

文的重点。

张祥龙：《海德格尔》，谢地坤主编：《西方哲学史 （学

术版）》第７卷下，第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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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因囿于这一基本的逻辑结构而根本上仍处

于一种 “衍生模式”的存在论地位，因而并不是

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揭示存在的意义。而 “形式

指引”的提出，其目的即在于实现一种 “纯粹关

系姿态的意义构成”。对此，他明言：

如何才能与预防这种滑向对象的形式规定性

的偏见或实现判断呢？形式指引就正是做这件事

的。它属于现象学解释本身的方法论的方面。为

什么称它为 “形式的”？ （因为要强调）这形式

状态是纯关系的。指引则意味着要实现指引或显

示出现象的关系———不过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

上，可以说是一种警告。一个现象必须被这样事

先给出，以致它的关系意义被维持在悬而未决之

中。①

“悬而未决”的关系首先在于它尚未被对象

化为一种在课题化领域中的固置，而是一种原始

纯粹意义实现的可能。这一作为 “纯关系”的形

式状态包含着生活体验本身的源发冲动，而存在

真正的意义的显示即在于诸纯粹关系原本趋向中

的相互构成，由此，对一种意义的把握就不再划

归为对一种对象化 “切中”的具体静态结构的揭

示。

“形式指引”的提出表明了海德格尔较之传

统哲学在其策略上的根本变更。其基本洞见在

于，在任何对象化、课题化之先，在人的前理

论、前反思的最源初的生活体验中，就已经包含

着一种纯境遇的动态关系结构及其对存在之意义

的自发构成与实现。在他看来，这种趋势结构本

身并不能被对象化地加以把握，亦即它并不能被

降格为任何意义上的 “存在者”层次上的静态结

构关联。显然，这一纯粹境遇的形势枢机 （Ｖｅｒ
ｆａｓｓｕｎｇ）自身具有一种动态特性，并且它原本到
再无任何现成者可依据的地步，它只能靠某种微

妙的，从根本上生发着的回旋结构来实现和维持

自身，亦即旨在趋向他者的或相互趋向着的关联

交织中来赢获自己的 “那时各自状态”的存在：

“Ｄａ”。关键之处在于，正是这一关乎 “源初性”

的考虑构成了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一个重要
契机，后者籍此步入有关 “开端”问题的系统分

析并由此将秩序想象推进到崭新的语境。

三

在 《知觉现象学》“前言”部分，梅洛 －庞
蒂刻画了现象学的独特面貌：

现象学像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瓦莱里或塞

尚等人的作品一样勤劳不懈———用同样的关注与

惊异，用同样的意识的严密性，用同样的意志去

把握正处于诞生状态的世界或历史的意义。就此

而言，现象学与现代思想的努力融为一体了。②

这一关于现象学特性的刻画产生了一些困

惑：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将梅洛－庞蒂视为一
个 “现象学家”？对此，一个公认的讲法是：他

将现象学推至其 “极限”。然而，现象学的 “极

限”又意味着什么？该如何规定其哲学的 “开

端”？梅洛－庞蒂本人亦自觉地回溯到这一问题：
“现象学是什么？”显然，从胡塞尔到梅洛 －庞
蒂，关于 “开端”的问题始终构成现象学哲学的

固有课题。由此，梅洛 －庞蒂明确地提出，“现
象学”之名下的秩序想象首要地要迎接有关 “诞

生状态”的问题。

对 “开端”问题的关注构成梅洛－庞蒂哲学
策略的一个独特视角。所谓开端问题，并非是意

图构造一个藉以生发的原始基点，而是旨在展开

某种聚焦现象学诸课题的场域或环境。对于梅洛

－庞蒂而言，这一场域最终落在了那些传统二元
构型的断层地带，亦即所谓的 “褶皱”。贯穿于

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是这样一种意志：“力图深
入到在西欧传统思想方法中看来像是裂纹或裂

缝，例如在主客之间，自我与他人之间，或者语

言与知觉、思维与存在、理性与直觉、自然与文

化这样一些褶子之间，在 ‘处于诞生状态’下来

理解这些对应性意义的出现。”③ 由此，开端的

定位首先获得了一个 “既不 －也不”的否性形

４８

①

②

③

原文出自海德格尔在１９２０年冬季学期的讲课稿 《宗教

现象学引论》，参见 《海德格尔全集》第６０卷，第６３—６４页，
译文引自张祥龙：《海德格尔》，谢地坤主编：《西方哲学史 （学

术版）》第７卷下，第４９８—４９９页。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ｙ

ＤｏｎａｌｄＡ．Ｌａｎｄ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２，ｐｌｘｘｘｖ．（以下该书
简称ＰＰ。）

［日］鹫田清一：《梅洛－庞蒂：认识论的割断》，刘绩
生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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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梅洛－庞蒂 “铺展”褶皱的方式并非是向断

层任意一级的退行，而是着眼于描述褶皱本身的

构型并走向 “思维的第三层面”。在他看来，重

要的并非是弥合断裂，而是描述并展示断层地带

的特殊地貌，他称之为 “关系”，而展现此关系

的操作乃是一种 “思维的换轴”。 “这种思维的

换轴就是要让思考的地平线从对世界进行综合的

‘意识’、‘主观性’等知性功能的反思分析以及

另一方面从物质性的瞬息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观

察万物的科学主义分析这两种学术性思考回溯到

在这些学术性思考以前我们就已经一直生存下来

的 ‘自然的经验’层面，并在这个层面上对既非

意识也非自然的 ‘身体’的两义性存在结构进行

分析。”① 显然，这构成了 《行为的结构》 （ＳＣ）
与 《知觉现象学》（ＰＰ）的核心任务。

实际上，从ＳＣ的标题就可以看到梅洛 －庞
蒂这一时期对 “结构”问题的重视。这关涉到其

构想秩序的潜在目的。按照那种承诺了二元断裂

的传统哲学的视角，意识与自然的分殊最终可归

为推理逻辑的断裂。换言之，在二者之间无法依

据因果关系建立有效的同一性转换结构，亦即将

属于前者的关系与结构保真地转译为隶属后者的

关系与结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审视上

述断裂的本性，以某种恰当的方式安置那些处于

褶皱地带的 “关系”，梅洛 －庞蒂由此转向了
“结构”。更进一步，“结构”概念的提出一方面

旨在刻画 “意义关系”的构型，另一方面也暗示

了梅洛 －庞蒂哲学策略的特征。那么，什么是
“结构”？在ＳＣ中，梅洛 －庞蒂反对将行为看成
是物理刺激的拼接合成，他认为刺激本身就是一

个 “整体”，而行为中的 “整体”则具有自己的

特性，在特定情形下的刺激活动中已然包含了某

种 “意义关系”。他将这种意义的形态特征称为

“结构”。而ＳＣ的任务就在于上述那种对 “身体

两义性的结构进行分析”②。

这里，梅洛－庞蒂藉以意义关系施行了某种
本体层面的转换，即从 “实在”转向 “结构”。

这在更深的层面上规定了哲学的任务：不应提供

解释，而应旨在 “描述结构关联”③。由此，梅

洛－庞蒂以不同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方式重构
传统哲学的身心问题：在他看来，身心二元性绝

非是某种 “实体的”二元性， “所谓整个身体，

是已经走过的全部道路，已经形成的全部能力，

是更高级的形态化可以经常进行的既有的辩证法

地基；而精神则是此时确立的意义”④。很明显，

从实在向结构的过渡伴随着身心两极的相对化，

身体不是心灵的容器，不是机械论意义上的众器

官的综合。哲学或者现象学所描述的对象是那种

“意义关系的统一状态”，这一点构成梅洛－庞蒂
整个哲学的宏旨。

“结构”既刻画了现象学的对象又规定了现

象学的策略。梅洛－庞蒂着眼于从思维的第三层
面来把握那种处于诞生状态的意义整体，他藉以

结构本身的运作确立了某种形态意义上的逻辑通

道。诚如萨义德 （ＥｄｗａｒｄＷａｄｉｅＳａｉｄ）所提示
的， “结构”与 “开端”构成了虚构的象征关

系⑤。开端拒绝任何演进过程的渗透，从而彰显

其异质特征，而结构恰好标示着开端的激进品

格。作为一种 “统一状态”，结构先行已在，并

且处于不断自我刷新的波动中。如果将意义结构

理解为一种不变的固定构型，那么结构就仍然被

赋予了一种 “实在”的品性，后者恰恰是梅洛－
庞蒂加以拒斥的。结构本身的自我刷新不是一种

演进意义上的递推过程，而是呈现为一种非连续

的结构化跃动，换言之，“上位秩序的出现，按

照其完成的程度，夺取下位秩序的自律性，赋予

构成自身的各阶段以新的意义”⑥。

由此，梅洛－庞蒂暗示了某种基于 “内在规

范”⑦ 的秩序构想。在他看来，在开端中把握结

构，这一点本身并非是一种外加的操作，而是关

于世界意义的现象学理解得以可能的内在规定。

这里，梅洛－庞蒂着重关注人类秩序的结构，而
这一视角将其置于对知觉经验的反思中。他意识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同上，第２４页。
［法］梅洛－庞蒂： 《行为的结构》，杨大春、张尧均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８页。
“问题在于描述，而不在于说明和分析。”参见 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ｙＤｏｎａｌｄＡ．Ｌａｎｄ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２，ｐｌｘｘｉ．

［法］梅洛－庞蒂： 《行为的结构》，杨大春、张尧均
译，第３１２页。

［美］萨义德： 《开端：意图与方法》，章乐天译，上

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法］梅洛－庞蒂： 《行为的结构》，杨大春、张尧均

译，第２６８页。
同上，第２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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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知觉经验例示着人类的自律品格，因此关乎

人类秩序的现象学构想首先在于从 “经验的内部

探讨经验”。 “从内部”并非是一种从人类秩序

向物质秩序的外在还原和反思，而是抹除 “对象

－意识”的实在边界并置身于知觉两义结构的阴
影中，从其 “诞生状态把握意义”。关键在于，

ＳＣ所探讨的那种结构秩序在知觉经验的考察中
转换为知觉秩序，而结构的自我刷新的特征在知

觉经验中体现为知觉活动的自律品格。在ＳＣ中，
梅洛－庞蒂藉以结构的更新规定人的意义，“用
来定义人的东西并不是那种在生物自然之外创造

一个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第二自然的能力，

毋宁说，是那种超越已经被创造出来的结构以便

创造其它结构的能力”①。但是，问题在于结构

变更的呈现需要通过某种 “外部”姿态的反思才

能达致，换言之，人的尊严在结构化的秩序运作

中被稀释为某种外在的 “凝视”，在结构之域，

缺乏某种 “回视”维度。因此，为了应对这一潜

藏于ＳＣ的威胁，在ＰＰ中，梅洛－庞蒂着力探究
在知觉场的涌动中如何安置人的意义。在他看

来，“对象 －意识”的断裂是造成人的解离的根
本原因，而在知觉两义结构的阴影中，意识与对

象不再是悬置两极的实在边界，而是在知觉的拢

集作用下形成了前对象的现象场域，藉此，作为

世界经验和 “介质”的身体便获得了现象学的优

先性。

由此，知觉秩序的深层内涵即在于对这种身

体秩序予以可见的标示。身体消除了 “内在－外
在”这一秩序架构，而现象学的任务就在于对我

的身体面对可能的情境所采取的姿态实施精细的

描述和刻画，梅洛 －庞蒂称之为 “身体图式”

（ｂｏｄｙｓｃｈｅｍｅ）②。我们的身体始终保持与周遭世
界的 “相互蕴涵”的关联，是周围世界作为实践

的领域得以结构化。“在每一次的主体性经验或

行为中，这种固定在状况中的 ‘原初习惯’作为

‘地平线’或 ‘地基’以非主题的方式总是已经

在共同发挥作用。”③ 由此，梅洛 －庞蒂确立了
身体秩序的那种 “向来已经”的规范品格，这一

点无疑将他纳入了那条由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经

典脉络中。

四

我们看到，现象学关于秩序想象的核心策略

在于对作为 “开端”的秩序给予哲学的检视与规

定。胡塞尔首次确立了如下基调：始终要着眼于

对象把握方式上的 “如其原样性”。这一点在

“意向性”课题下以对 “意向活动 －意向相关
项”这一基本构造方式的阐明为主导；进一步，

对意向结构的揭示要求一种为 “先验还原”加以

标识的态度上的转变并且对主体 （先验自我）做

出全新的考察，于是意向结构在这一全新的自我

领域中以揭示其内在的 “切中”机制为基本导

引；因此，意识现象学并未脱离 “认识批判”的

范囿。海德格尔承接胡塞尔这一关于自我的见解

而揭示出后者的现象学策略从根本上悖离了现象

学的 “实事”精神，由此，克服胡塞尔立足于

“切中”的秩序想象策略便构成其方法上的基本

主题。秉持现象学的还原态度，海德格尔严格地

在一种源初生活境遇中去澄清存在的意义问题，

并力图阐明实际生活经验的 “形式指引”这一基

本向度，强调一种纯境遇的动态关系结构及其对

存在之意义的自发生成与实现。进一步，正是这

一关乎源初状态的 “开端”问题构成了梅洛－庞
蒂知觉现象学的一个关键契机，他籍此在 “诞生

状态”的视角下对标识为知觉身体的源初秩序结

构展开了系统的分析，并由此将经典现象学视域

下的秩序想象问题推进到了超越实在二元性的崭

新语境。

（责任编辑　任　之）

６８

①

②

③

同上，第２６０页。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ｙ

ＤｏｎａｌｄＡ．Ｌａｎｄ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２，ｐ１４３．
［日］鹫田清一：《梅洛－庞蒂：认识论的割断》，刘绩

生译，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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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弗雷格主义对涵义的认知解释


任　远

【摘要】对弗雷格式涵义的描述主义解释传统受到了克里普克和直接指称论者的深入批评。新弗雷格主义者坚持涵义

的不可或缺性而建议放弃描述主义。新弗雷格主义者对弗雷格式涵义的实质内容的阐发可以解读成三种进路：一是把

涵义解释成从物的思考方式或心理呈现模式；二是把涵义解释成证实性知识或作为证据的概念；三是把涵义解释成动

态的信息体或文件系统。这三种理解都强调了弗雷格式涵义的认知功能，从而显示出涵义概念的语义解释和认知解释

之间的紧张，以及涵义概念的内在不融贯性。二维语义学承接新弗雷格主义的立场把弗雷格式涵义拆分成认知内涵和

真值条件内涵两个维度，涵义的认知层面是弗雷格式涵义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新弗雷格主义；涵义；认知解释；语义解释；呈现模式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８７－０７

一、引言：弗雷格式涵义的二重性构成

弗雷格引入涵义概念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解决

同一语句的信息值问题和命题态度语境中的共指

称替换问题。作为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中最重要的

概念，涵义概念的实质性内容到底为何事，弗雷

格虽有论及但语焉不详。正如达米特所说：“弗

雷格满足于提出关于涵义的某些原则，却从不尝

试就特定表达式的涵义给出明确的解释。”①关于

弗雷格式涵义的这些原则，经过研究者们的整

理，通常认为大致具有如下方面：１．涵义提供
语义内容；２．涵义满足组合性或构成性原则；
３．涵义具有认知特征；４．涵义决定指称；５．
涵义是客观的。粗略而言，其中对１、２和４的
阐发构成了对涵义的语义解释；对３和４的阐发
构成了对涵义的认知解释。因此弗雷格式涵义具

有二重性特征：一方面，涵义是语义学的基本构

件，是语句的成真条件的要素，作为语言使用者

理解语言和公共交流的机制，一种意义理论籍此

得以构建；另一方面，涵义是认知主体抵达对象

的认识论通道，也即涵义是思想的内容或所谓的

“狭内容”，是认知主体借之以表达信念和解释行

为的依据。其中，“涵义决定指称”是涵义的语

义解释和认知解释都坚持的教条。

弗雷格以降直至１９７０年代以前的分析哲学
主流思想，是普遍相信思想之结构能够被语言所

揭示、语言比思想具有哲学解释上优先的地位，

乃至相信思想与语言之间具有某种近似意义上或

某种理想化处理之后的同构性。在这种思路下，

弗雷格式涵义的这两重维度得到了合而为一的处

理。这明显体现在对 “涵义决定指称”这一弗雷

格式教条的处理上：弗雷格的涵义决定指称本来

是指对象呈现给认知主体总是需要特定的呈现方

式，一旦将之进行语义学的投射，就成了表达式

的意义决定表达式的语义值或塞尔所说的 “意义

决定指称”，于是认识论的 “决定”被替换成语

义学的 “决定”。按照涵义概念，正确使用名称

的能力，要求把握名称的涵义。把握某个名称的

涵义就是把名称 Ｎ与摹状词 “如此这般的唯一

的Ｆ”（ｔｈｅＦ）联系起来。这样，指称表达式的
涵义进一步被解释成限定摹状词，而限定摹状词

似乎既提供了有关对象的认知信息又凸显出明确

的语言学意义，进而表达式和对象之间的指称关

系就变成了对象和作为表达式之意义的摹状词的

之间的满足关系，最后，表达式的涵义等同于与

表达式相联系的限定摹状词这一弗雷格加罗素式

的杂拌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分析哲学的经典教条。

７８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基于内涵语义的指称和模态问题研究”（１１ＣＺＸ０５３）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　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副教授。

①　Ｍ．Ｄｕｍｍｅｔｔ，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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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涵义当作是由限定摹状词来揭示的描述

性意义时，会带来各种困难。克里普克和直接指

称论者对于描述主义的批判是非常有力的：描述

主义的语义论题，即名称的语义值等同于摹状词

的观点，被多数哲学家认为已经瓦解，虽然其蜕

化版本，即元语言观的描述理论还得到一定的支

持。另一方面，描述主义的认识论论题，即名称

的描述性涵义决定指称，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挑

战，许多哲学家认为因果理论是更好的框架。那

么，弗雷格式的涵义概念是否就需要被抛弃，进

而放弃涵义指称之区分，抑或涵义概念对语义学

和心理语义学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个问题的

回答使得２０世纪晚期的语言哲学分裂成两大阵
营。以牛津哲学圈为主的几个哲学家，如达米特

（Ｍ．Ｄｕｍｍｅｔｔ）、埃文斯 （Ｇ．Ｅｖａｎｓ）、麦克道
威尔 （Ｊ．ＭｃＤｏｗｅｌｌ）、皮考克 （Ｃ．Ｐｅａｃｏｃｋｅ）
主张维护涵义指称区分，并且对弗雷格式的涵义

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根据这种诠释，涵义不必

是描述性的，而且涵义与指称的关系变得更加密

切。但是，对涵义概念的新的解释也似乎进一步

表明，一个决定指称的涵义概念，不完全能在语

义学或意义理论的框架内得到处理。我们看到，

伊文斯和皮考克在指示性思想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方面的工作把问题带入到知觉和心理内
容的领域中。此外，北美哲学家戴维特 （Ｍ．
Ｄｅｖｉｔｔ）和福布斯 （Ｇ．Ｆｏｒｂｅｓ）等人，也坚持弗
雷格式涵义的不可或缺性，但他们对涵义的阐

释，认知成分比牛津哲学家们更单薄，而跟语义

学结合得更紧密。我们在下面将考察和分析新弗

雷格主义者对涵义概念的认知解释方面的三种方

案。在这些方案里，涵义概念的具体内容从不同

的角度得到实质性的刻画，而不仅仅像弗雷格那

样只满足一些原则。我们试图表明，弗雷格涵义

的认知层面比语义层面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二、作为心理呈现模式的涵义

一般认为，在弗雷格式那里对涵义的标准说

明是指称的 “呈现模式”，这是弗雷格在文献中

明确表达的用法。涵义作为指称的呈现模式以决

定指称，这主要是认识论层面上的概念。但弗雷

格式涵义还具有心理学意味，因为弗雷格同时指

出：１．句子的涵义即思想，是命题态度的内容；
２．句子的涵义是说话者在理解这个句子时所把
握的东西，这意味着涵义与心理状态有关。正如

埃文斯指出，“弗雷格的意思是，为理解一个表

达式，某人不仅需要将该表达式的指称作为指称

来思考，还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来思考这个指

称”。① 因此，弗雷格式涵义不仅是指称在语言

中的呈现模式 （这往往体现为某个摹状词形式的

语言表达式），也是指称在心理中的呈现模式。

“涵义”作为心理的呈现模式，即埃文斯所说的

指称的 “思考方式”： “将一个弗雷格式涵义赋

予给单称词项，意思就是，如果这个词项被理

解，那么就存在特定的思考该词项的指称物的方

式。”② 注意到这个涵义的概念并未预设任何关

于思考方式的实质性理论，即没有预设思考方式

是描述性的还是非描述性的。埃文斯指出，佩里

（Ｊ．Ｐｅｒｒｙ）对弗雷格语义学的批评预设了下述前
提，即单称词项的弗雷格式涵义或者是限定摹状

词的涵义，或者是与限定摹状词的涵义密切相

关，但是这样对弗雷格式涵义的描述主义解释并

不准确。

埃文斯在讨论弗雷格式涵义指出，弗雷格虽

没有解释什么是呈现模式，但对涵义概念在日常

的命题态度心理学中的使用提出了限制。亦即，

虽然弗雷格没有给出严格的思想的同一性标准，

但是给出了一个略松散的差异性标准，即埃文斯

所谓的 “思想的直觉差异标准”：两个句子 Ｓ和
Ｓ’表达了不同思想，当且仅当可能存在着某个
理性主体，同时理解了两个句子，但赞同 Ｓ而不
赞同Ｓ’。利用这个标准，可以进一步讨论作为
指称之思考方式的涵义概念。依据埃文斯，对

“思考方式”的个体化的原则总体上是既不可过

于精细 （从认知角度进行即可而不必考虑修辞等

其它因素），也不可过于粗糙 （以致于无法区分

的两个明显不同的态度内容）。对于将思考方式

进行个体化，埃文斯给出了下述原则上的，而非

实质性的刻画：两个主体 Ｓ和 Ｓ’以相同的方式
思考某对象 ａ，当且仅当，对于所有形如 “Ｓ借

８８

①

②

Ｇ．Ｅｖａｎ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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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事实……来思考对象 ａ”的陈述中，用 Ｓ’
去替换Ｓ后，得到的陈述是保真的。①

面对直接指称理论对描述主义批评的压力，

新弗雷格主义主张保留涵义概念，但要求对涵义

概念做出新的解释。新弗雷格主义首先将涵义从

对象的语言学上的呈现模式，转变到心理学上的

呈现模式，即 “思考对象的方式”，并且指出

“思考对象的方式”作为涵义的特征是它是某种

“从物涵义”。从物涵义的特点是：一方面它仍是

弗雷格式涵义，因为仍满足弗雷格之涵义决定指

称的要求；另一方面，与弗雷格认为存在无指称

的涵义不同，从物涵义是依赖于对象的涵义。我

们比较作为指称之思考方式的从物涵义与传统理

解的弗雷格式涵义的主要区别。

首先，从物涵义，即从物的呈现模式，依赖

于对象之存在。根据传统理解的弗雷格涵义，涵

义决定指称但是反之不然，即涵义不必依赖指

称，进而得到涵义可以独立于指称存在，即存在

无指称的涵义，典型的例子是空单称词项，弗雷

格举出了这种例子如 “离地球最远的天体”。那

么如何理解弗雷格对空项问题的评论，即当表达

式的指称不存在时仍可有涵义？埃文斯就此解释

说，事实上弗雷格认为空项是有缺陷的，即把空

项当作是虚构的或神话的。弗雷格没有简单地说

专名必须有指称，而是说 “除掉神话和虚构，专

名必须有指称”，或 “为了科学的目的，专名必

须有指称”。因此，弗雷格实际上认为包含空名

的言说属于语言的虚构使用。另一方面，弗雷格

也否认包含空项的句子能真正表达思想。在弗雷

格的理想语言的构成中，没有空项的地位，因为

弗雷格的语义学正是为理想语言设计的语义学。

此外，涵义被解释成对对象的思考方式，即对象

被给予给思考者的方式。如果没有对象存在，就

无所谓思考方式的存在。从物涵义的典型情况是

知觉某个对象。如果对象不存在，那么对对象的

知觉或我们把握对象的方式也不可能存在。特别

的，当我们考虑某种缺乏对象的幻觉时，如关于

人头马的幻觉，这只需要指出幻觉不是思想，而

是思想的假象。

其次，从物涵义是关系性的而非描述性的，

从而是真值条件无关的。在从物涵义中对象是直

接呈现而不是通过中介间接呈现的。我知觉到某

个对象，这是直接通过感官的接触获得的，我不

需要通过识别对象的某个性质才意识到它是对

象。但是，如果我要确认我知觉到的对象是我曾

经知觉过的某个特定对象，我就需要借助某些条

件来识别二者的同一性。因此，需要把知觉对象

（或初次识别对象，实际上是将占有不同时空位

置的对象区分开来）和对象的再识别区 （要求将

当下把握的对象与从前把握的对象联系起来）分

开，前者是直接的而后者是反思性的。换言之，

从物涵义不是通过某个描述性条件来识别出某个

先前遭遇过的对象，而是直接通过因果关系的作

用来呈现当下的对象。这也就预设了从物呈现模

式对于指称的决定具有语境依赖性，即认知主体

和对象的因果关系必须在某个语境中发生而不能

独立于语境。反过来，描述性呈现模式对于指称

的决定则是独立于语境的，因为描述性条件和对

象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满足或不满足的关系，这

种关系进而可以被刻画成独立于语境的形上学关

系。从物涵义，作为指称的心理学呈现模式，与

传统弗雷格式涵义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不进入言

说的真值条件，或称具有真值条件无关性。这就

使得从物涵义能够避开克里普克式的模态批评。

再次，从物涵义可以看作是动态之思想。埃

文斯指出我们可以将涵义概念解释为动态的思考

对象的方式，即把涵义看作是追踪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ｒａｃｋｏｆ）对象的方式，以此来回应具有稳定语言
学意义的索引词在不同语境下改变指称的问题。

因此，从物涵义不仅具有共时的特征，即可以把

涵义理解成存有某些信息的心理文件；还具有历

时的特征，即从物涵义的共时性内容是会随着时

间变化的。伊文斯认为，“弗雷格的观点是当处

于相同认知状态下，在不同时间里会要求不同的

东西；为了保持固定的指称和固定的思想，环境

变动时我们也要改变：为了保持相对静止我们需

要跑动。”② 麦克道威尔 （１９８４）在回复伯奇
（Ｔ．Ｂｕｒｇｅ）时从反面捍卫了从物涵义的观点。
伯奇认为，如果命题态度或言说本质上是从物

的，这是由于下述事实，即涉及到物本身的语境

进入了命题态度被正确归属的决定因素之中。因

９８

①

②

Ｉｂｉｄ．，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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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涉及指示词的从物思想可能与经典的弗雷格

式思想不相容，因为弗雷格允许含有索引词 “今

天”和 “昨天”的句子能表达相同的思想，这

就使得这一相同的思想不是弗雷格式思想而是罗

素式单称命题，包含着某一天作为其成分。麦克

道威尔则指出：“埃文斯用 ‘追踪’来解释包含

时间指示词的思想的同一性：思想通过其如何被

表达时的必然变化来保持同一性。这种 ‘动态思

想’不是罗素式的命题，也不仅仅是涉及某一天

的呈现模式，动态思想不仅仅由纯粹的对象的同

一来决定。”①

于是，在埃文斯和麦克道威尔那里，经过重

新解释的涵义不再是描述性的，也不仅仅处于语

言学层面上。这样新指称理论对于描述主义的两

重打击，即由描述性内容相对于赋值环境的模态

变更的严格性问题，和语言学意义相对于言说语

境的指称变更的直接指称问题，都得到了回避。

但是问题在于，这一对从物涵义的刻画在多大程

度上与弗雷格本人表述的涵义概念仍然是一致

的？把涵义刻画成心理呈现模式，无疑需要进一

步澄清这如何能够与弗雷格所要求的涵义的客观

性保持融贯。

三、基于证据和概念的涵义

作为弗雷格哲学的最著名的诠释者，达米特

对其涵义概念进行了证实主义的重构。在 《弗雷

格：语言哲学》的第五章中达米特将弗雷格引入

涵义指称之区分的论证归纳为 “同一论证”和

“认知论证”。在解释 “同一论证”时，达米特

强调的是，涵义与指称 （在弗雷格那里体现为语

义值）的区别在于，对于语义值并不需要诉诸知

识和理解的概念，而涵义却与理解密切相关：探

问表达式的涵义就是探问理解该表达式需要把握

什么东西，而为了理解一个表达式，知道其指称

（语义值）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此即需要引入涵

义概念的理由。因此，涵义概念必须作为理解概

念，正如达米特要求意义理论必须是一种理解理

论。在解释 “认知论证”时，达米特更加强调涵

义与知识的关系。达米特指出，命题性知识归属

（即从言知识）比对象性知识归属 （或从物知

识）更为基本，后者只有借助前者才能被把握。

从而不存在纯粹的有关表达式之指称的知识，关

于表达式之指称的知识必须借助于关于表达式之

涵义的知识来被把握，即离开涵义，我们无法充

分刻画关于表达式的知识。同时，达米特也指出

弗雷格的认知论证的 “主要缺陷是，并未表明词

语的涵义是某个语言的特征。它至多表明，对每

个说话者，他联系到词语指称上的东西必定是涵

义，只要涵义决定指称即可，但他并未表明会有

不同说话者把同一个涵义赋予给某个词的必然

性”。达米特批评弗雷格的对涵义的认知性诉求

“留下了下述可能性，即词语的涵义是心理机制

的一部分，通过该机制说话者把意义赋予给词

语，但涵义并非意义的真正的成分”。② 为了保

证涵义的客观性，达米特建议不应当将把握涵义

解释成随主体而变化的呈现模式，而要借助维特

根斯坦的 “意义即使用”的观点来解释对涵义的

把握。根据达米特，对表达式涵义的把握因此就

在于拥有在共同体中恰当使用该表达式的能力：

能够恰当使用某个表达式，意味着说话者拥有某

种知识，这种知识构成了对所使用的语言的理

解，尽管它对于说话者而言也许不是明确意识到

的而是隐含或默会的，但是显示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这
种知识是如何在语言使用中起作用的却是意义理

论的任务。

因此引出达米特对弗雷格涵义指称区分的另

一个批评是，弗雷格未能对涵义和知识之间的联

系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达米特对于涵义概念的

更明确的处理是把表达式的涵义当作是确定其指

称的过程或方法，即识别指称的证实途径：对于

专名而言，把握其涵义就是获得识别其指称的手

段，或者说是把某对象识别为该名称的承担者的

方式；对于概念表达式而言，把握其涵义就是知

道什么东西满足其所表达的概念；对于句子而

言，把握其涵义即知道了确定句子之真值的方

法。要注意到，根据达米特的解释，涵义也不必

是描述性的，因为识别或确定指称的手段不一定

是描述性的。但此处存在着问题，这一确定指称

的过程未必总是有效甚或是能行的，至少，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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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过程的知识通常是属于专家的。因此，伊文

斯称达米特对弗雷格涵义的这种诠释是 “理想化

的证实主义”。

把 “理想化的证实条件”加以改造，就可以

得到皮考克的 “证据”解释。弗雷格用涵义解释

同一语句的信息性困惑：两个表达式 ｅ和 ｅ’具
有不同的涵义，如果断定这两个表达式具有相同

指称的句子 （如：ｅ＝ｅ’）是潜在地具有信息性
的。这把解释的负担转移到何谓信息性上。我们

说某个句子是具有信息性的，就意味着它是经验

的或者认识论上可错的。但是，正如福布斯所指

出，这对弗雷格主义带来了解释的循环，因为对

弗雷格主义者而言，认识论之可能性的解释需要

使用涵义的概念。① 为避免这一困境，皮考克解

释信息性的办法是诉诸于可能的证据基础，从而

把涵义的概念奠基于证据之上。根据皮考克，某

主体如果不能采用典范证据来确证某个思想或命

题，就不能理解该命题。“某种类型的知觉、记

忆或信息是思想 ｐ的典范证据，当且仅当思想 ｐ
的构成成分使得思考者将该类型的信息当作是证

立判断ｐ的明显的证据。”② 于是如果两个表达
式的内容具有不同的典范证据条件，那么这两个

表达式的同一性陈述就是信息性的。这样，在皮

考克那里，表达式的涵义就与相关的典范证据的

敏感性模式联系在一起。例如，某人使用第一人

称代词 “我”做出某些判断，这些判断对于此人

的自身状态的典范证据以某种方式敏感。这种敏

感性模式就是 “我 “的涵义。然而，解释证据的

敏感性模式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皮考克 （１９９２）后来将典范证据的观点发展
成 “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来表述什么是涵义。在本
体论上概念是一种抽象对象，是弗雷格的 “第三

领域”中的东西。概念作为心理内容的成分，具

体而言，就是思考某事的方式。不同概念都可以

作为思考同一对象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概念

可以表述为认识论上的可能性。因此 “现在”和

“六点钟”是不同的概念，即使在某个语境中这

两个词项指向相同的东西；类似的，观察概念

“圆”的概念也不同于 “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

的点的集合”这一复杂概念，因为抵达这些概念

的认识论通道不同。皮考克首先用认知意义来说

明概念的差异标准：概念 ｃ不同于概念 ｄ，如果

某人可能理性地相信ｃ是 Ｆ而不相信 ｄ是 Ｆ。但
差异标准至多只给出了概念个体化的必要条件，

皮考克在 《概念研究》（１９９２）中的核心论点是
要说明，概念的个体化可以用所谓 “拥有条件”

来刻画，即思考者拥有某个概念 （或持有一个以

某概念为成分的内容的信念）所必须满足的条

件。③ 以概念为成分的命题内容可被赋值为真假，

因此概念与外部世界相结合就决定了语义值。由

于概念可被拥有条件来个体化，从而，我们可以

通过概念的拥有条件来确定概念的指称，这就得

到了皮考克的识别论题：拥有某个概念就是知道

使某东西成为该概念的语义值是怎么回事。对于

概念的特征，皮考克强调概念不同于原型和个人

观念。前者把某个概念Ｃ当作该概念的外延类中
体现的典型特征，后者把概念Ｃ当作特定个体的
相关知识，显然这两种方式都不能完全满足概念

的差异标准之条件。此外，关于心理内容之外在

主义的论证表明，思考者对于特定概念的拥有条

件依赖于环境。个体化这类概念的拥有条件必须

解释思考者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语言关系。

对于 “概念”的一个主要争议是，概念的本

体论地位是作为抽象实体，还是仅仅是心理表

征？虽然通常认为弗雷格式涵义就是概念，但弗

雷格反对心理实体作为涵义，因而似乎排除了作

为涵义的概念能够是心理表征。因为心理实体是

主观的，而弗雷格式涵义是客观的。但只要注意

到，尽管心理表征的殊型是主观的，即唯一属于

拥有该殊型的人而不能属于其他人，但不同的关

于某对象的心理表征殊型却具有相同类型，这一

心理表征的类型是主体间共享的。这种主体间性

似乎能够通过信息的概念来更精确地刻画。

四、作为动态信息体的涵义

戴维特是克里普克提出名称的因果积极追随

１９

①

②

③

Ｇ．Ｆｏｒｂｅｓ，“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ｉｎＧａｂｂｙ，Ｄｅｔａｌ（ｅｄｓ．），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ｖｏｌ．４，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８９，ｐ４６６．

Ｃ．Ｐｅａｃｏｃｋｅ，Ｓｅｎｓ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１９８３，ｐ１１６．

Ｃ．Ｐｅａｃｏｃｋ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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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克里普克式的简明扼要的因果图景不同，

戴维特 （１９８１）提出一个较为系统的因果网理
论。① 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单称词项能指示某个

对象，仅当在词项的使用者和所指对象之间存在

着联结二者的因果性的指示链条。根据戴维特，

说话者Ｓ关联在名称Ｎ上的涵义是通过某种因果
链来指示对象的性质，说话者使用该名称的语义

能力就体现在把握了该名称的涵义，即说话者能

够基于该因果链找到名称所指涉的对象。名称的

涵义可以用 “文件”的隐喻来表达，说话者关联

在名称Ｎ上的文件即说话者关于该名称 Ｎ所指
涉的对象Ｏ的思想或信念的集合，这些思想包括
了说话者Ｓ在说出名称Ｎ的类型时的倾向，其背
景和根据就是奠基于该对象 Ｏ的指示链条。因
此，名称Ｎ的涵义就是 “该文件的主体”。与对

涵义的传统解释不同，注意到基于因果网的文件

具有以下特点：１．在内容上包含的是因果性的
从物信息；２．在结构上是动态的，即可修正的。
当某次交流进行的时候，例如，交流中涉及对听

者是具有信息性的同一性陈述时，例如 Ｎ１（该
次对话的主体） ＝Ｎ２（某文件的主体），听者就
把这一新信息与原来的文件关联起来，从而扩大

了原来文件的内容。

作为 “文件”的涵义具有下述特点。首先，

不同的指示链网络往往涉及到不同的奠基或指称

借用，但这两个因素对于涵义都不是本质的，即

相同的奠基和相同的指称借用却有可能导致与同

一名称类型相关联的不同 “文件”。仿照戴维特，

我们可以构造下述例子：假定某个名为莫尼卡的

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成功使得所有人以为这是

长得很象的并且同名的两个不同的人。这时考虑

同一性陈述 “（这个）莫尼卡 ＝（那个）莫尼
卡”，那么对所有人而言这个陈述都具有信息性

的陈述，而两个不同因果链的奠基和指称借用都

是相同的。导致涵义差异的关键性因素在于语言

共同体中的成员对于涉及名称的言说具有不同的

内在处理方式，即共同体成员对各自信念集合的

修正方式。这种情况下，戴维特需要区分 “说话

者涵义”和 “习规涵义”，前者是特定说话者关

联在名称Ｎ上的文件或Ｓ的信念集，该信念集体
现为属于Ｓ的奠基于名称Ｎ所指涉的对象的因果
网；后者是所有共同体成员的不同因果网的统一

体。这样对涵义的区分与克里普克提出的说话者

指称和语义指称的区分也是类似的。

为了解释涵义，福布斯提出一个 “认知操作

系统”的隐喻解释我们如何保存和处理从物信息

（ｄ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根据这个隐喻，当我们
接收到有兴趣保留的从物信息，我们的认知操作

系统就创造一个档案以保存这类信息，以后当我

们进一步收到关于同样对象的信息，就都被归入

已有的信息档案中。日常的名称在这样的操作系

统中的作用就是用于识别关于某一特定对象的文

档或 “标记”某个档案。对于档案中的关于对象

的信息，有一个分类标准，就是建档者或认知主

体对于相关命题的态度，例如 “相信为真”或

“希望为真”。根据这样的隐喻和对名称作用的解

释，专名 “Ｎ”的涵义就是 “该档案的主体”：

我们思考名称 Ｎ的方式就是把 Ｎ所指涉的对象
当作是这一档案的主体，即把名称Ｎ和关于某对
象的信息体 （档案）关联起来，因此名称涵义的

认知意义就是 “该信息体所关于的人或事”。另

一方面，福布斯把埃文斯的作为思考方式的涵义

的个体化标准修正为：３．表达式ｅ和ｅ’具有不
同的涵义，如果使用这些表达式断定具有相同指

称的对象语言中的句子是潜在地具有信息性的。

我们将这种对涵义的解释与传统描述主义进

行比较。后者对名称的解释是，名称语义等价于

某个满足条件的集合 （在语词上体现为摹状词集

合，在内容上体现为概念集合），可以记为名称

“Ｎ”的内容分析等价于 “Ｆ１^Ｆ２^… Ｆ^ｎ”，或名称
Ｎ的涵义就是 “Ｆ１^Ｆ２^… Ｆ^ｎ”。而根据福布斯的
解释，名称Ｎ是关于某个对象 Ｏ的档案或文件
夹的标签。两者的差别首先在于，根据描述主

义，涵义决定指称的意思是通过在先的概念簇去

寻找一个满足该概念簇的对象，如果存在这样的

对象，该对象就是此名称的指称，否则为空名；

而根据福布斯，并不存在在先的概念或性质集

合，首先是根据名称创立的档案，此档案是关于

某对象的，然后才往档案中添加信息。即对象处

于以涵义作为认识通道的开端而不是末端，此对

象的性质是逐渐饱满起来而不是通过性质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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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Ｄｅｖｉｔｔ，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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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弗雷格主义对涵义的认知解释

对象。在此意义上，福布斯的涵义也是依赖于对

象而不是独立于对象的。

根据这种方式解释的涵义显然不是描述性

的；此外，它也能有效的防止克里普克式的批

评：由于没有什么信息是名称所标示的档案中的

典范信息，因此单凭信息本身不足以确定对象，

也不至于因为信息的错误而导致对象的误识别。

另一方面，档案中的信息是动态的，可以添加和

删除，这就可以解释同一陈述的信息性问题。显

然，福布斯的上述思路与戴维特 （１９８９）解释涵
义的方式乃是异曲同工。

戴维特和福布斯的作为动态信息体的涵义概

念对于弗雷格语焉不详的涵义的实质内容做了明

确的阐明，侧重于用这种实质性和涵义重新解读

在语言和心灵哲学中被反复讨论的那些困惑，如

同一性语句的信息性问题和信念归属难题。信息

体的概念既能提供认知内容，又能保留客观性要

求。但是，信息体总是处于现实世界中、以认知

主体的视角为标准，它如何能够符合语义解释的

需要而对语句在反事实世界中真值做出说明？

五．小结：从对涵义的认知
解释到认知内涵

　　坚持弗雷格式涵义而反对涵义的描述主义解
释的理论被称之为新弗雷格主义。新弗雷格主义

认为，尽管克里普克有效打击了对涵义的传统的

描述主义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抛弃涵

义概念。这是基于两个理由：一方面，对涵义的

描述主义的传统解释是贫乏的，它不能说明大量

哲学场合中涵义和指称的真实关系；另一方面，

作为理论实体的涵义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上文

中我们梳理了三种实质性的非描述性的涵义理

论，即把涵义当作是通过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来

个体化的东西。这三种认知化解释涵义方案中涵

义的客观性都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挑战，而将涵义

与认知主体的视角紧密联系。

涵义的语义解释，即涵义对语句的成真条件

和语义值的贡献，与涵义的认知解释，即通过差

异标准来说明表达式的信息值和基于认知主体视

角的差异，造成了明显的冲突。这种冲突使得弗

雷格式涵义的个体化成为困难的任务。新弗雷格

主义者对涵义的认知维度的强调，包括真值条件

无关性的说明，以及对克里普克式模态论证的回

应，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涵义的认知解释和语义

解释进行分离的要求，而把涵义概念的中心放到

前者上。这以后的弗雷格主义者，则明确要求拆

分涵义概念本身。卡普兰 （Ｄ．Ｋａｐｌａｎ）用特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来把握弗雷格式涵义的认知层面，
用内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来把握涵义的语义层面。这样
弗雷格式涵义被分解成二阶段的意义。查尔莫斯

（Ｄ．Ｃｈａｌｍｅｒｓ）提出的二维语义学，则建议把涵
义概念分解成两个维度，即认知内涵和虚拟内

涵。① 两种拆分涵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卡普兰

那里，表达式的认知意义是借助于表达式的语言

学意义和语境特征来体现的；而在查尔莫斯那

里，认知内涵或首要内涵的概念则脱离了表达式

的元语言特征的层面，而与认知空间及先天性等

概念紧密联系。相比起来，自卡尔纳普以后的内

涵语义学的发展，以形而上学的可能世界概念为

核心，侧重开拓的是弗雷格式涵义的语义层面，

曾长期成为哲学语义学的主流。我们通过对新弗

雷格主义的解读试图表明，涵义的认知层面才是

弗雷格式涵义的主要特征。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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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游戏确定性的根源

———对维特根斯坦 “家族相似”概念的再澄清


蔡祥元

【摘要】家族相似是维特根斯坦反对本质主义的一个经典论证。有学者认为该理论充满内在的谬误，会导致虚无主义，

并以此为切入点，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及其哲学立场提出了一个挑战。本文在回应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指出，家

族相似理论不仅没有他所指责那些论证谬误，而且也不会导致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它背后是一种语境决定论的哲学

思想，里面包含着一种基于生活形式的原初确定性。

【关键词】家族相似；本质主义；语境；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９４－０５

　　维特根斯坦与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关系，
是学界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一个难题。在 《哲

学研究》一书中，维特根斯坦对本质主义的语言

观，即认为语言通过指称语言之外的思想观念或

“本质”来获得意义的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把这种先天的本质称之为 “先天秩序”、 “超

－概念之间的超 －秩序” （９７节）①等等，并予
以坚决摒弃。家族相似理论是维特根斯坦反对本

质主义的一个经典论证。

在通过各种语言游戏的例子来揭露本质主义

语言观的困境时，维特根斯坦遇到了一个诘难，

即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有无共同的 “本质”。为

此，维特根斯坦引入了 “家族相似”的概念，来

说明语言游戏的 “共同性”。他认为，他所举的

各种语言游戏的例子，就像家族的不同成员一

样，在体型、相貌、眼睛的颜色等外部特征方面

有一些交叉重叠的相似性，但并无一个共同的特

征贯穿所有家族成员并以此构成这个家族的 “本

质”。“我想不出比 ‘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

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６７节）
董志强在 《对维特根斯坦 “家族相似”理

论的批判》②一文中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

似理论充满内在谬误，并且这一思路最终会导致

虚无主义。③李红在 《对维特根斯坦 “家族相似”

概念的澄清》④一文中为维特根斯坦作了辩护，

批评董志强没有在 《哲学研究》的上下文中把握

家族相似理论的旨趣。在他看来，家族相似概念

只是维特根斯坦为了澄清概念的混乱而采取的哲

学活动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ｚｉｎｇ）的一种，没有必要将它
推到所有概念。⑤但是，李红的 “澄清”并没有

正面回应董志强针对 “家族相似”理论提出的质

疑。不仅如此，它反倒暗示出，李红也认可家族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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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德里达与海德格尔解构思想比较研究”（１６ＢＺＸ０６５）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蔡祥元，（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①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Ｌｕｄｗｉｇ：“思想的本质，即逻辑，呈现出一种秩序，而且是世界的先天秩序：也就是可能性的秩序，它对于世界
和思想一定是相同的……它一定纯净得像晶体一般。” （９７节）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１．）中译文引自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本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注小节
号。

②　董志强：《对维特根斯坦 “家族相似”理论的批判》，《哲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
③　董志强：“维氏的这一理论影响极为广泛，并被奉为是对形而上学教条的重大理论突破。然而本人认为，‘家族相似’理论不

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其中包含着内在的逻辑谬误。如果我们沿着维氏的思维方式走下去，否定事物之间客观的共同性关系的存

在，必然会堕入虚无主义的泥沼。”参见同上书，第６２页。
④　李红：《对维特根斯坦 “家族相似”概念的澄清》，《哲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⑤　李红：“这个反驳也可以表明，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家族相似概念适用于所有概念，否则，‘家族相似性’就是所有概念的共

同性质，而 ‘家族相似性’本身是不承认所有概念具有共同性质的。”参见同上书，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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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有导致虚无主义的嫌疑，因此认为需要将它

限定在某些独特的概念上。①

所以，对于董志强提出的批评，还有必要再

作进一步的澄清。

一、董志强对家族相似论证逻辑的

批评及其问题

　　董志强对维特根斯坦论证逻辑的批评包含如
下五个方面，但是它们都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批评是颠倒因果。董志强提出，一个

家族之所以构成一个家族，是因为他们拥有相同

的血统，而不是维特根斯坦所列举的那些外部特

征的相似性。② 以此，他批评维特根斯坦颠倒了

论证的因果关系，“把作为结果所呈现出来的某

一现象颠倒为原因”。③

但是，这个质疑是站不住脚的。血统问题并

不构成对家族相似思想的反驳，相反，还可以构

成其佐证。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家族的血统是纯

正的，家族之间的联姻决定了不同家族之间的血

统存在交叉关系。比如某人与其堂兄弟都遗传了

其祖父家族的某些 “共同血统”而组成一个家

族，同时又与其表兄弟遗传了其外祖父家族的某

些 “共同血统”而组成另一个家族，等等。因

此，不同的家族的 “血统”之间是也是互相重叠

交错的。要想确定一个家族的血统中哪些成分是

这个家族的 “本质血统”，就和要想确定哪些外

部特征是一个家族的 “本质特征”一样，都是不

可能完成的。

第二个批评是 “偷换概念”。董志强认为数

的概念扩展和纺绳活动之间是两种不同的逻辑结

构，因此维特根斯坦用纺绳活动来论证数的家族

相似特征是无效的。其理由是：“数”这个家族

成员如基数、有理数、虚数等等本身就是 “数”

的一种，而纤维只是构成绳子的质料，并不是绳

子一种；其次，说绳子中没有一根贯穿始终的纤

维，是对绳子 “构造本身”的一种事实陈述，与

家族相似概念中要论证的事物之间是否有共同性

问题无关，“一根绳子是由许多纤维的 ‘相互重

叠’的 ‘相似性’关系构成的事实，并不构成

对概念的家族成员间是否存在 ‘共同性’的论

证。两者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④

这个批评在我看来是由于董志强没有准确把

握维特根斯坦类比的要义对象。纤维和绳子是不

是一类，纤维与纤维之间是不是同质，在维特根

斯坦的例子中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完全可以设

想，一些粗长的纤维本身就可以当作绳子来用，

或者用细小的绳子作为 “纤维”来编织粗长的绳

子。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对比的是两种 “组成关

系”，即用纤维的
獉獉獉

“相互重叠
獉獉獉獉

”结构本身
獉獉獉獉

来类比

家族成员外部特征的 “交叉重叠关系”，而不是

董志强所认为的，用 “纤维的
獉獉獉

‘相互重叠
獉獉獉獉

’的

‘相似性
獉獉獉

’”来类比家族成员的相似性。绳子是

由相互交织的纤维组成，而不是由 “纤维的 ‘相

互重叠’的 ‘相似性’”组成的。

第三个批评，能不能说 “交织结构”是绳子

共同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李红从语义学层面

给予了反驳，认为这个指责犯了 “说话者悖论”

的问题，即用上层语言中的东西来指涉自身。⑤

其实，即使承认 “家族相似性”就是不同概

念的 “共同性质”，也不构成对维特根斯坦反本

质主义思想的否证。因为将 “共同性质”落实为

一种交叉重叠的相似关系，本身就是对概念的普

遍本质的否定，它已经表明概念背后并无晶体般

的透明本质。它的道理和如下的道理是一致的：

当你说概念无普遍本质的时候，这一 “无普遍本

质”是否也是一种普遍本质呢？所以，维特根斯

坦认为这类反驳只是 “玩弄字眼”而已：“我就

要回答：你在这里只是玩弄字眼。有人也完全可

以说：‘有某种东西贯穿绳的全长———那就是那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李红：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确实面临许多挑

战，例如，如何在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和其他类型的概念之

间划出界限？……维特根斯坦对这些确实语焉不详。”参见同上

书，第４２页。
董志强：“事实上，某一特定的人群之所以被称之为同

一个家族成员，是因为他们相互分享着 ‘共同的’血统。正是

这种内在的 ‘共同性’的存在，而不是外部特征上的所谓交叉

重叠的 ‘相似性’，决定了他们共同成为一个家族的成员。”董

志强：《对维特根斯坦 “家族相似”理论的批判》，《哲学研究》

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第６３页。
同上，第６３页。
同上，第６５页。
李红：“更何况从语义学上说，‘家族相似性’作为上

层语言 （ｍｅ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中的概念，是不能再应用于自身的、把
自身作为对象语言中的概念的，否则就会出现自我指涉的说话

者悖论。”李红： 《对维特根斯坦 “家族相似”概念的澄清》，

《哲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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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纤维的连续不断的重叠。” （６７节）纺绳论本
来就是说明在编织绳子的时候没有一根共同的纤

维贯穿始终，而有的只是不同纤维的交织。承认

“交织结构”是绳子的本质，无疑已经承认了概

念的核心处乃是 “家族相似”即家族成员之间不

同特征的互相交错，而这就是家族相似理论本身

所要表明的东西。

第四个批评，认为家族相似理论的内在谬误

源于维特根斯坦考察事物方式的片面性。董志强

指出，维特根斯坦在考察家族相似问题的时候，

只着眼于家族内部的成员，没有看到家族的整体

面貌只有通过与其他家族的比较中才能显示出

来。他认为这一片面性乃是维特根斯坦思维方式

的形而上学特征所在，即在反对本质主义的时候

将个体之间差别绝对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

“只承认事物的个别性并以事物的个别性来否定

事物的共同性，从而走向 ‘绝对差异’的 ‘原

子主义’立场”。① 他还认为孤立地考察事物的

方式乃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一贯的思考方式。

但是，这个批评同样是不成立的。我们确实

可以设想，在比较不同家族的时候，能够更好显

示出家族的整体特征。但是，不同的家族之间在

面貌上不是同样会呈现出家族相似的特征吗？比

如李姓家族可能与王姓家族在这方面相似，而与

张姓家族在那方面相似，因此，家族整体之间也

可能和家族内部的成员一样，出现交叉重叠的相

似关系，而无法确定其本质特征。其次，认为维

特根斯坦后期持绝对的 “原子主义”立场同样是

不恰当的。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早期的思想中可能

有某种程度 “原子主义”立场的话，那么维特根

斯坦后期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反驳这种原子主

义的立场，这从他对 “简单对象”的批评中就能

看出来。

第五个批评，认为维特根斯坦误将个体习得

语言的过程等同于语言本身的属性，从而犯了如

下错误：“以个体语言经验片面地取代对语言整

体的理解；以个别的语言使用语境的实证经验的

描述代替使得这一经验所以可能的东西的把

握。”②

个体学习语言的活动与语言系统本身的差别

无疑是存在的，这在当代语言学中已经有了明确

的划分。但以此来质疑维特根斯坦的混淆，则没

有明确把握 《哲学研究》这本书的思想意图。维

特根斯坦明确指出，此书的宗旨是通过语言应用

的原始类型来研究语言现象，看清楚语词的目标

和功能，显示出语言是如何起作用的，以此来澄

清相关的哲学概念。（第５节）如果像董志强所
坚持的那样，首先把语言作为某个群体所 “共有

的符号系统”接受下来③，以此来研究语言系统

的规则，那么，这充其量会导致某种语言学研

究，增进我们的语言学知识，而不可能显示出语

言是如何起作用的。维特根斯坦虽然使用的都是

个体语言的例子，但是这些例子都是示例性的，

是有关语言本性的 “普遍本质”的阐释，而不只

是个体经验。当然，此 “普遍本质”在维特根斯

坦看来并不是隐藏在语言使用的现象背后的 “透

明晶体”，而是体现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之中：“我

们所谈论的是处于空间时间中的语言现象，而不

是某种非空间、非时间的幻象。”（１０８节）

二、家族相似理论是否导致虚无主义

虽然董志强对维特根斯坦论证逻辑的批评大

多是不成立的，但是，他提出的家族相似理论是

否会导致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质疑，还是值得

深思的。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考察思路，不同的家族之

间会因为相互之间的交叉重叠关系，导致我们无

法将一个家族与另一个家族严格区分出来。如果

将家族相似的思想推广到不同种类的事物之间，

这就有可能抹去不同种类事物之间的区别。据

此，董志强用维特根斯坦的说话方式对维特根斯

坦本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质疑：“这样，世界上

的所有事物岂非都属于一个家族，从而 ‘家族’

也就无所谓 ‘家族’了？”④

如果抹去一切事物之间的区别，或者说，将

一切区别相对化，那么，这一立场与相对主义、

６９

①

②

③

④

董志强：《对维特根斯坦 “家族相似”理论的批判》，

《哲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第６６页。
同上，第６８页。
董志强：“学习语言的活动是一种个体的语言活动，而

语言本身则是某一个群体社会所共有的符号系统，它先于任何

个体的语言学习活动而存在。”参见同上书，第６７页。
董志强：《对维特根斯坦 “家族相似”理论的批判》，

《哲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第６３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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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究竟有何区别呢？这确实对家族相似理

论、从而也对语言游戏说提出了一个挑战。

其实，维特根斯坦在引入家族相似性来刻画

语言游戏的 “本质”之后，他自己就首先想到了

这种可能的质疑：如果不同的游戏只有交叉相似

关系而无共同的本质，那么，我们该如何判定什

么是游戏呢？如何给 “游戏”一词划定使用的边

界呢？“游戏的概念该怎样来约束呢？什么仍可

算作游戏，什么又不再能算了呢？你能给出一个

边界来吗？” （６８节）对此，维特根斯坦明确地
回答：“不能。”

但是，由此是否会导致语词没有意义呢？

“我们是否应当说，由于我们不具备关于这个词

的每一种可能的应用的规则，我们实际上并没有

给这个词赋以任何意义？” （８０节）如果不能给
游戏这个概念划定边界，这是否意味着游戏一词

的使用就没有规则可言了？对此，维特根斯坦的

回答是：“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要有规则来作出

约束的。”（６８节）“词的应用并非处处都受规则
的约束。”（８４节）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语词的应用规

则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还能确切地

使用语词而不会陷入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呢？使

用语词的确定性由什么来保证呢？

根据 《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我们知道，

语词使用的确定性是由使用语词的情境决定的。

“区别仅仅在于应用的场合。”（２１节）“正如象
棋中的一着棋不单纯是在棋盘上以如此这般的方

式移动一个棋子———也不在于移动棋子时动作者

的思想和感觉，而是在于我们称为 ‘下一盘象

棋’或 ‘解一个棋局问题’等的那种情境。”

（３３节）很奇怪，董志强在指出 “语境”是我们

把某物作为某物的根源时，比如 “这 ‘某物’

之所以显现为 ‘一片树叶’，是缘于我们已在先

地拥有了能把树叶和石头片之类的它物区别开来

的语境”① 的同时，竟然看不到维特根斯坦对语

境的重视。

回到家族相似的例子。如果撇开语境，单独

追问某一家族的 “本质特征”，确实会陷入相对

主义的嫌疑，因为你不能确定这个界限究竟划在

何处。但是，结合具体语境，情况就不一样了。

比如，如果着眼于讨论家族之间的区别，就像董

所建议的那样，确实可能显示出一些家族成员的

“共同性”。如果谈论的是种族的区别，那么同一

种族内的各个不同家族之间的区别也可以忽略不

计，而只关注这个种族的 “共同特征”。甚至在

某些特定的语境，比如将人类与猩猩、猴子、老

虎、狮子等动物相比较的时候，种族之间的区别

也可以忽略。但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彻底抹去

了家族成员之间、家族之间、种族之间的区别，

相反，是要考虑在什么语境下谈论这种 “区别”。

“那么他就应当问问自己，这个语句实际上在什

么样的具体环境中才被使用的。”（１１７节）
因此，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背后暗含

着的是一种语境决定论。

三、语境决定论的确定性根基

不过，语境决定论本身是否是一种新形式的

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呢？如果语词的意义只有在

具体语境中才能被确定，而使用语词的语境又是

多种多样的，这岂不意味着语词并无固定的意

义、从而无固定的使用规则可言？这是对维特根

斯坦语言游戏说提出的更为深层次的质疑。

由于维特根斯坦反对通过语言之外的任何

“本质”来确定语词的意义，因此，这种确定性

本身必须由语词使用现象即语言游戏本身提供。

那么，语言游戏本身如何保证语言游戏的确定性

呢？

根据维特根斯坦，语境决定论源自一种生活

形式的确定性，是一种依生活情境而来的确定

性。比如，我们在某个场合中对某人说 “你大致

站着这儿”，对于这个人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

确定的，虽然他没有确切知道需要站着哪个坐标

点上。（８８节）当我们说 “北京到上海的飞行距

离是１０８４公里”时，在生活中这也是一个确切
的表达，并不是一定要精确到毫米甚至微米才算

是精确的。“如果我所给出的太阳离我们的距离

没有准确到１米，或者我给细木工的桌子宽度没
有准确到 １毫米，那么，这是不是不正确呢？”
（８８节）

生活形式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东西。“必须接

７９

① 同上，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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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东西、给与我的东西，乃是———人们可以说

———生活形式。”① 我们不会去质疑生活形式的

一致性。人们会争论姚明的身高是不是２米２６，
但是我们不会争论，谈论姚明的身高应该精确到

厘米、毫米还是微米，这是我们的生活形式决定

的。人们会对别人所说的内容 （“意见”）提出

争议，但是人们不会质疑其说话方式本身 （“语

言”）。“‘那么你就是在说，人们的一致决定了

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为真和为假的乃是

人类所说
獉
的东西；而他们相互一致的则是他们所

使用的语言
獉獉

。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

的一致。”（２４１节）正如数学家可能会对某个加
法运算是否算错了提出质疑，但是他们不会就加

法规则本身提出争议。（２４０节）
生活形式的一致性组成一个体系，成为我们

能够有所知道的前提或参照系。这个体系构成了

我们进行论证的脚手架，一切给出理由的游戏

（无论是肯定或怀疑）都只有在这个体系内才是

可能的，才是有意义的，而这些脚手架本身却不

能够被肯定也不能被怀疑。② 甚至怀疑的游戏也

必须在这个确定的脚手架之中才可能进行，因为

怀疑是需要 “理由”的、需要 “支点”的，因

此也必须事先假定生活形式的一致性。“如果你

想怀疑一切，你就什么也不能怀疑。怀疑这种游

戏本身就预先假定了确定性。”（《论确实性》第

１１５节）
语言游戏的确定性就来自这种生活形式的一

致性。它处在信念体系的根基处，本身就带有一

种 “不容怀疑”的确定性。 “但是更正确地说：

我在我的句子里不假思索就使用 ‘手’这个词以

及所有其他的词，实际上如果我甚至想去怀疑这

些词的意义，我便会面对着虚无的深渊———这表

明不容怀疑
獉獉獉獉

属于语言游戏的本质……”（《论确

实性》第３７０节）

四、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通过家

族相似来反对本质主义的同时，并不会因为抹去

一切 “区别”而沦为怀疑主义、虚无主义，而是

提出了一种新的 “本质”观、新的语言观，即任

何 “本质”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在相互交错的

上下文中才能得到规定。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

境中的确定性才是更为原本的、更真实的确定

性，它植根于我们生活形式的一致性。我们不可

能再为语言游戏提供更加确定的根基，无论是外

在的观察，还是内在的反省。我们也无需去担忧

语言游戏的确定性到底由什么来保障，也不会对

此提出进一步的质疑，因为这就是我们的 “生

活”。

你必须记住，语言游戏可以说是某种不可预

测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语言游戏不是建立在

理由基础之上的东西。语言游戏不是合乎道理的

（或者说是没有道理的）。

语言游戏就在那里———就像我们的生活一

样。（《论确实性》５５９节）

（责任编辑　任　之）

８９

①

②

［奥］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李步楼译，第３４５
页。

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有关一种假设的一切检验、一切
证实或否证都早已发生在一个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并不是我们

进行论证时所采用的多少带有任意性或不太可靠的出发点，而

是属于我们称之为论证的本质。这个体系与其说是论证的出发

点，不如说是赋予论证以生命的活力。” （１０５节） （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１，）中译文引自 ［奥］维特根斯坦：

《论确实性》，张金言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原译文中的 “确实性”根据原文这里统一改译为 “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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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韩　星

【摘要】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

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 “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

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

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

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关键词】中国传统；儒家；经学；经典诠释；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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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研究
的深入反思，特别是近十年来诠释学在我国的译

介和传播，以诠释学为背景、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反思和当代中国哲学史建

设正悄然展开。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在中国古代

经学基础上讲哲学的传统，从经典诠释的视角梳

理、讨论、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正在形成新热

点、新方向，并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领域

多元格局中的重要势力之一。

一、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反思

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丧失主体性、中国学

术传承断裂的同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被西化思

潮主宰，引进并移植西方学术分类和研究范式。

这一点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尤其明显。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学术分类以经、子、史、集为主

体，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史、哲等学科的划

分，其中经学独居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主体地

位，决定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基本面貌和内在

精神。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上，无数圣哲睿智

的探索与思考，提出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有着

丰富的哲学内容，但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独立

的学科门类的建立，则是晚近受到西方影响以后

的事情。２０世纪初，留洋的中国学者以胡适和
冯友兰为代表，引进西方哲学研究范式，按照西

方哲学的概念系统梳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中

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此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就走

上 “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至今难以回归。具

体分析这种西化误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哲学史的消

极影响，这集中体现在思维方式上。１９４９年以
后，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学术研究

被政治绑架，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不能幸免。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各方面受前苏联影

响，中国哲学史研究接纳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

义，即认为哲学史是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

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只有斗争性、

没有同一性，并以此指导以后的中国哲学史研

究。这无疑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绝对化，进一步形

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以及以这种教条化的

思维方式进行学术研究的倾向，在中国哲学史研

究中就集中体现为 “对子论”，即在中国哲学史

中把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分成唯物主义与唯

心主义两大阵营，以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
学、无神论／有神论、进步／保守、革命／反动等
等 “二分法”分析他们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典型

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哲学
史研究的主流就是以这种思维模式来剪裁历史悠

久、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哲学。由任继愈主编的

四卷本 《中国哲学史》（其中前３册 “文革”前

出版，第４册１９７９年出版）可以说是１９４９年以

９９

 作者简介：韩　星，陕西蓝田人，历史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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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 “典范”。这套书的主

体构架是社会历史五阶段论，这是中国马克思主

义者公认的历史观。作者以这种历史观分篇展开

论述，以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

关系为背景，以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斗争为主

线，将中国古代哲学家分成两大阵营进行评判。

儒家学派中荀子、王充、王廷相、罗钦顺、王夫

之等人因为具有唯物论或无神论倾向而得到较高

的评价，这主要体现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对

于儒家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董

仲舒、韩愈、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

人，则因他们具有唯心主义或具有唯心主义倾向

而遭到贬斥，被整体性否定，只在某些局部略有

肯定。这套书在大陆成为大学文科教材，对大陆

当代学术思想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后来，以

这套教材为基础改写的 《中国哲学史简编》，发

行量很大，人民出版社至今仍在继续重印这套教

材。

第二，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 （ｓｃｉｅｎ
ｔｉｓｍ）是指科学界的一种思想倾向，试图把科学
技术当成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是能解决一

切问题的哲学观点。在科学技术的整体中，唯科

学主义又把自然科学奉为圭臬，把自然科学的思

维方法简单地推论到社会生活中来。例如，唯科

学主义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特别钟情，并把它

运用到人类社会，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

人类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相似，社会与其成员的关

系犹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并根据自然界

“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

生存等一系列观点，直接造成了把人类社会发展

等同于自然发展、自然进化混同于人类进步、工

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倾向。唯科学主义渗透到

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在２０世纪２０至４０年
代一度居于中国学术研究和社会思潮的主导地

位，当时真有压倒一切之势。胡适曾说：“近三

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

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

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

个名词就是 ‘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

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

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

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 ‘科学’的。”① 张君劢

评论： “盖二三十年来，吾国学界之中心思想，

则曰科学万能。教科书之所传授者，科学也。耳

目之所接触———电灯，电话，自来水———科学

也。乃至遇有学术之名，以 ｉｃｓ或 ｌｏｇｙ结尾者，
无不以科学名之。一言及于科学，若临以雷霆万

钧之力，唯唯称是，莫敢有异言。”② 丁文江在

科玄论战中把科学当成普遍实用的工具，宣扬科

学万能论。他说：“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

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

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

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

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

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

料，在他的方法。”③ 其实，唯科学主义是２０世
纪中国一种具有普遍性又比较分散的思潮，各家

各派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唯科学主义思想，如自

由主义者、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等都不乏这种

色彩的人；而同一人物，在不同思想层面或者不

同历史时期，往往既是某一思想派别的成员，又

是唯科学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唯科学主义对现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宰制导致中国经典诠释的价值基

础———人文精神———的失落，这已是不争的事

实。当然，我们不应否定科学精神、科学研究方

法对经典诠释的积极意义，但这个意义主要是一

种工具意义，而不是价值意义，或者说经典提供

价值观，科学给予论证。

第三，哲学观上的 “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

哲学史研究的西化模式。“西方中心主义”是近

代以来在西方逐渐形成的一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

的意识，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上比其他任何民族

和地区都先进的文化，是能够代表人类社会发展

方向的、应该普及到全世界的文明形态。如果有

哪些文化或文明要进行抵抗，他们就认为这是野

蛮、落后的表现，应该通过政治打压、军事侵

略、文化征服来强制推行。“西方中心主义”对

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很多中

国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观念，对自己的民

族文化产生了自卑感，形成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００１

①

②

③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二》（一），沈阳：辽宁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９页。
张君劢： 《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前揭书，

第５７页。
姜义华主编： 《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３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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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于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这种盲目崇拜的实

质，就是抛弃民族文化的固有根基，试图以外来

文化取代本民族文化。借用牟宗三的话来说就

是：“这个时代本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人们

皆一切以西方为标准。这不但西方人自视是如

此，民国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亦无

不如此……说宗教，以基督教为标准，中国儒释

道根本没有地位。说哲学，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

学，所以人们也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这样

看来，中国文化当真是一无所有了。”① 对于外

来文化的盲目崇拜，１９４９年以前在中国主要表
现为欧美中心论的倾向，１９４９年后则表现为苏
俄中心论的倾向。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西方中

心主义，都是 “五四”运动那股民族文化虚无主

义的继续，既没有真正地理解西方文化，也没有

在反思中真正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其所导致的

可以说是双重的恶果。

在 “西方中心主义”的背景下，２０世纪以
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采取了西化模式。２０
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的代表作是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

二者都借鉴了西方哲学对哲学概念、范畴的界定

以及对中国哲学学科边界的界定，借鉴了西方哲

学的哲学方法、哲学体系，简而言之，就是用西

方哲学的范式来处理、整理中国哲学的材料，形

成了取代中国古代经学、子学传统的新的学术范

式。

在传统中国，经学是所有学术的主体，其他

一切学术都围绕经学而转，是经学的辅助。但

是，近代以来经学式微，西学东渐，学界在寻求

新的学术范式。西方哲学的引进，本来就是要建

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怎么处理与传统学术体系的

关系，成为当时哲学史家需要探索的重大学术问

题之一。在胡适之前，讲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对这

个问题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陈黻宸认为西方哲

学是古代的道术，而在中国，儒学 （术）是哲学

的极致。谢无量的 《中国哲学史》仍然把哲学混

同和隶属于经学，也认为道术即哲学，儒学即哲

学。胡适对这种 “经学与哲学的疆界不明”的毛

病进行了批评，强调 “经学与哲学究竟不同：经

学家只要寻出古典经典的原来意义；哲学家却不

应该限于这种历史的考据，应该独立地发挥自己

的见解，建立自己的系统”，因此，“经学家来讲

哲学，哲学便不能不费许多心思力气去讨论许多

无用的问题，并且不容易脱离传统思想的束缚；

哲学家来讲古经，也决不会破除主观的成见，所

以往往容易把自己的见解读到古书里去”，并进

而提出 “经学与哲学合之则两伤，分之则两收其

益”②。现在看来，胡适把哲学与经学相分离的

认识也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他的哲学史

写作是抛开了经学传统的，纯粹以子学的眼光来

写作中国哲学史，这就挖去了中国哲学史的

“根”。失根的中国哲学史就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主

体性，必然走到依傍西方哲学，乃至成为西方哲

学附庸的道路上去。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 《导言》

对哲学下的定义是：“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问题，

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

叫做哲学。”③ 蔡元培给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

写的 《序》中说，对于古代学术的叙述形式有两

种：一是平行法，二是系统法。所谓系统法就是

按照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以时间顺序

梳理其演进的脉络。对此，胡适说：“若有人把

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

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便

成了哲学史。”④ 这种系统法是胡适从西方哲学

史那里学来的，其 《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用系

统法写成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演变史。这种哲学史

是在 “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⑤ 的情况

下，按照西方哲学的价值体系、观念系统、逻辑

构架、问题意识及其话语系统对中国文化传统加

以剪裁、演绎、梳理、编排之后， “以西释中”

写成的，并且成为后来中国哲学史写作的基本范

式。

此外，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还有一种方法论化

约倾向。就是在处理中国哲学史的问题时，他往

往把 “名学方法”看成哲学史的中心问题，不仅

名家的名学，甚至老子、孔子和墨子的中心观念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１页。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７１—１０７２页。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８页。
同上，第９页。
同上，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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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归到 “名学”之上，才能构成他所说的哲学

史发展的 “内的线索”。 “内的线索”是一种哲

学方法，即西方哲学的逻辑 （Ｌｏｇｉｃ）①。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化约主义的方式对传统哲

学中的许多问题进行简化，他把许多散见于各种

脉络里的思想陈述抽离出来，进行系统梳理。化

约主义的方式往往会脱离著作文本发生的历史时

代，把其所体现的原有思想体系进行简单化处

理，造成对哲学史的主观建构，远离了中国文化

本身的思想脉络。胡适 “以西释中”的中国哲学

史范式在失根的情况下不可能很好地把握中国哲

学固有的特点，甚至失去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陈寅恪在冯友兰哲学史 《审查报告》中就指出这

一点：“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

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

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系

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

墨学而极矣。”② 这段话显然是针对胡适的中国

哲学史研究而说的。

冯友兰写作 《中国哲学史》时面临的问题仍

然是怎么处理哲学与经学的关系问题，而他更强

烈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西学对中学的冲击。他

说：“西洋学说之初东来，中国人如康有为之徒，

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旧瓶装此绝新之酒。

然旧瓶范围之扩张，已达极点，新酒又至多至

新，故终为所撑破。”③ 在他看来，近代学者旧

瓶装新酒已经行不通了，“旧瓶”也得换成 “新

瓶”，即中国哲学史必须与经学分离而独立，以

西方哲学为蓝本来建立中国哲学史的学术范式。

冯友兰受西方新实在论影响，强调在理性限度内

来进行哲学史研究与写作。他认为：“中国哲学

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

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

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中国哲学家

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

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之”，因此，“讲哲学史之一

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

实质的系统”④。这就是说，中国哲学有实质系

统而缺乏形式系统，而形式系统主要指哲学逻辑

体系的建构，这方面要以西方哲学为典范。因

此，他说：“西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实是整

理中国哲学之模范。”⑤ 这就提出了以西方哲学

的逻辑体系为典范来整理中国哲学的学术思路。

他认为，哲学本来是西方来的概念，要了解其意

义，不能只凭定义，而是要知道西方哲学一般的

内容。如西方从古希腊就把哲学分成物理学、伦

理学与论理学三大部分，柏拉图以后一般又分为

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中国人要研究自己的

哲学史，就应对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思想以上述

类型进行分类整理。

胡适、冯友兰的共同点，就是以西学为衡量

中学的标准。胡适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

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

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材料，

便是西洋的哲学……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

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

演述的工具。”⑥ 冯友兰说： “哲学本一西洋名

词。今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就

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

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⑦ 金岳霖审查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的报告中提出： “所谓中国哲学

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

呢？”⑧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前者是指具有

独立性的中国哲学史，后者则是指以西方哲学为

标准对中国固有思想文化进行剪裁、重构的哲学

史。当时所谓中国哲学，就是这种 “在中国的哲

学史”，即作为西方哲学史翻版的 “中国哲学

史”。显然，这种对于 “中国哲学”的理解是以

西方哲学为依据的。这种哲学观上的西方中心

论，在西方哲学作为惟一强势话语的理论背景

下，为了与西方哲学进行平等对话，争取 “中国

哲学”学科的生存地位，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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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

５２２页。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

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４７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６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０页。
冯友兰：《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原载 《出版周刊》，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姜义华主编：

《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２８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４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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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冯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各派学者，

无论是传统派、自由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派，都

或多或少地把这种具有西学底色的 “中国哲学”

研究范式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普遍模式。如张

岱年认为：“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

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

的。”① 当然，他自己在后来的研究中也有意识

地对胡、冯的偏向加以纠正。他说撰写 《中国哲

学大纲》的目的 “是要寻出整个中国哲学的条理

系统”，而 “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

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

脉络”②。通过写 《中国哲学大纲》，他自觉地探

讨 “中国哲学之特色”，认为 “合知行” “一天

人”“同真善”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重人

生而不重知论” “重了悟而不重论证” “既非依

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是中国哲学的次要特点，

并强调 《中国哲学大纲》是 “中国系的一般哲

学”③，这就是在西方哲学话语为主的情况下探

索中国哲学特殊的哲学体系和特色。

中国哲学史研究进入２１世纪遇到新的困境
和挑战。有学人说：“该想的都想到了，该说的

也都说了，但除了古人头上不断变换的帽子和其

位置的几度升降之外，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关

键是我们无法用中国的原料、西方的调味品，再

加上现代性的厨艺，配制出适合当代中国人口味

的精神大餐，更遑论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精神

之盛宴。”④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中国哲学合

法性危机的讨论，迫使我们反思２０世纪以来中
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史。今天所谓 “中国哲学”

的 “合法性”问题，仍然探讨的是相对于 “西

方哲学”而言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

是否成立、为什么能够成立等等问题，这与中国

哲学史界仍然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衡量中国哲学，

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方法和理论疏理中

国古代思想资源的学术活动有关。２０世纪以来
我们不顾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强制性地将其纳入

西方哲学的框架系统，不仅会产生合法性危机的

问题，而且使中国哲学丧失了作为中国哲学的精

髓和神韵，这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⑤。这种

对中国哲学的解释可以说是 “以西释中”“汉话

胡说”。中国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 “以中释

中” “汉话汉说”，２０世纪初进入 “以西释中”

“汉话西说”阶段。在西方的哲学范式中，中国

古代哲学不得不削足适履甚至被肢解扭曲，正是

中国哲学西化的表征之一。针对此一问题，近年

来又有人倡导回到 “以中释中”“汉话汉说”阶

段。今天要完全回到 “以中释中” “汉话汉说”

的时代，似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其

实，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形成于２０世纪中西古今
文化冲突、交流、融汇的历史时期，已经不可能

完全脱离既有的话语环境。我们今天已经处在一

个中西不可分隔的对话的时代，不可能完全离开

西方哲学来谈中国哲学，既不能完全 “胡说”，

也不能完全 “汉说”，而是应该在继承批判百年

来哲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对 “以中释中”“汉

话汉说”的矫枉过正进行反思和调正，深入发掘

中国传统经典的思想精华，在重新确立中国文

化、中国哲学主体性基础上中西会通，整合

“胡”“汉”，构建新的中国哲学形态，推进中国

哲学史研究。

二、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

什么是经典？ 《现代汉语词典》认为 “经

典”有三个基本含义，即 “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

著作”、“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著

作具有权威性的”⑥。其他的语言工具书和百科

全书的解释，也基本上把 “经典”一词的指称对

象归结为典范著作和宗教经典。现在大家常说的

经典一般是指具有原创性、奠基性、典范性、权

威性，经过历史选择与考验，经久不衰的、在相

关领域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后人尊敬它称之为经

典。

“经典”一词古有已之。如果从广义看，先

秦以来诸子百家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典，儒家先有

《六经》，后有 《四书》，再后来发展到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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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７—１８页。
同上，第１８—１９页。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第３页。
景海峰：《中国哲学面临的挑战和身份重建》，《深圳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张志伟：《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

合法性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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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道家的 《老子》《庄子》《列子》，墨家的

《墨子》，兵家的 《孙子兵法》，法家的 《韩非

子》，佛家的 《心经》《金刚经》《坛经》，医家

的 《黄帝内经》，史家的 《史记》，这些都属于

经典之作。如果从狭义看，自汉武帝 “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之后，一般所说的 “经典”就

专指儒家经典而言。这是由于秦汉以后儒家成为

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经典相应地也就成为中国

文化的代表性经典。

中国古代经典形成于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

以儒家为例，孔子对上古三代流传下来的政治、

文化史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编撰成 《礼》

《乐》《诗》《书》《易》《春秋》作为教材教育

弟子，这就是所谓的 “六艺”。 《史记·孔子世

家》说：“孔子以 《诗》、《书》、《礼》、《乐》

教……身通 ‘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 “六

艺”后来被儒家学者尊为 《六经》，不但成为儒

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

《六经》当然不仅是教材，而且孔子在长期

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对 《六经》进行了创造性的

诠释。如前所说，《六经》本来是上古三代政治、

文化史料的汇编，《庄子·天运》引老子的话说：

“夫 《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就是说，孔子重

视的 《六经》是古代先王留下来的遗迹。章学诚

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

而言理，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① 这是说

《六经》都是历史资料，原本只是古代先王的政

教典籍。“六经皆史”的观点尽管不是章氏首先

提出的②，但他一定程度上说出了一个历史事实，

让人们重新认识到 《六经》的本来面目。

但是，《六经》的本来面目是古代文献资料，

却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孔子整理 《六经》是

发明先王之大义，也表述一己之思想，这就是揭

示其思想资源，目的就是让后人明白其中蕴含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对于孔子整

理 《六经》、诠释典籍的历史作用，清末学者皮

锡瑞有深刻的评述：“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

子作 《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

位，晚年知道之不行，退而删定 《六经》，以教

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

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 ‘循

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

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 ‘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

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 《六经》之内。故孔子

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③ 这就是

说孔子整理 《六经》，挖掘其中的微言大义，形

成了儒家思想体系，而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一套价值观，足以为万世修己治人

的准则。因此，《六经》就成为后世上至帝王将

相下至平民百姓的教科书，同时孔子本人也成为

万世师表，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具体说来，孔子诠释 《六经》的意义有以下几方

面：

首先，从道统看，孔子通过对 《六经》的诠

释揭示了其所蕴含的王道理想，使上古三代的历

史超越了时间的局限，成为儒者的社会理想和精

神信仰。孔子生长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

代，他对道有自觉的意识，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

史反思来 “悟道”，所体悟出来的是历史之道、

人文之道。孔子苦心孤诣要找回的 “道”，就是

指儒家孜孜以求的古者先王之道，是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它

代表着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最高理想。孔子的

“道”自然是承继春秋以来中国文化由天道转到

人道的这一历史趋势而进一步探讨的，其传统资

源主要是礼乐文化，其价值指向基本上是人文精

神，其最后的归宿大体上是社会政治秩序的重

建④。

其次，从学统看，孔子通过对上古历史文化

文献的整理和诠释，集古帝王圣贤之学之大成，

遂成一家之学，形成了儒家学派。熊十力说：

“儒学以孔子为宗师，孔子哲学之根本大典，首

推 《易传》。而 《易》则远绍羲皇。《诗》、《书》

执礼，皆所雅言，《论语》识之。《春秋》因鲁

史而立义，孟子称之。 《中庸》云仲尼祖述尧、

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孔子集尧、舜以来之大

成，此皆实录。古代圣帝明王立身行己之至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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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其平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孔子皆融会贯穿

之，以造成伟大之学派。孔子自言 ‘好古敏求’，

又曰 ‘述而不作’，曰 ‘温故知新’。盖其所承

接者既远且大，其所吸取者既厚且深。故其手定

《六经》，悉因旧籍，而寓以一己之新意，名述而

实创。是故儒学渊源，本远自历代圣明。而儒学

完成，则又确始于孔子。”① 这就是说，以孔子

为宗师的儒家思想是通过孔子和后儒对古代文化

典籍的整理和诠释形成的，而这些文化典籍所代

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又是通过和依赖于孔子和后儒

的诠释不断发扬光大的。这就是儒家一脉相承、

代代相传、延续至今的学统。

第三，从诠释学看，孔子通过对上古三代史

籍的诠释，使史上升为经，成为一种具有绝对的

道德价值评判的理想世界。从上古三代政典到周

公制礼作乐特为详备，可谓集大成。章学诚说：

“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

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

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周公集

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② 但是，孟子也

说孔子是集大成的圣人，怎么来理解？其实，周

公是集上古以来礼乐制度之大成，孔子则是集上

古以来思想学术之大成。 《传习录上》说： “周

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

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 《六经》以诏万

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

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③ 王阳明认

为周公、孔子在不同的时代能够与时偕行，有各

自不同的作为。牟宗三比较周公与孔子说：“周

公之制礼是随军事之扩张、政治之运用，而创发

形下之形式。此种创造是广度之外被，是现实之

组织。而孔子之创造，则是就现实之组织而为深

度之上升。此不是周公的 ‘据事制范’，而是

‘摄事归心’。是以非广被之现实之文，而是反身

而上提之形上的仁义之理……现实的周文以及前

此圣王之用心及累积，一经孔子勘破，乃统体是

道。是以孔子之点醒乃是形式之涌现，典型之成

立。孔子以前，此典型隐而不彰；孔子以后，只

是此典型之继体。”④ “此典型”即指孔子的思想

体系。

现在，我们重建中国诠释学，拓展包括中国

哲学史研究在内的学术领域，就要回归元典，返

本开新。“这些典籍成书久远，又经过众手修订、

筛选，虽然文字简约，却保存了大量社会史、思

想史的原始资料，蕴含丰富，珍藏着各民族跨入

文明社会前后所积淀的精神财富……元典作为

‘文本’，具有广阔的 ‘不确定域’，经由历代解

释者和阅读者的 ‘具体化’和 ‘重建’，构筑起

愈益广大深厚的学说体系，方成为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的圣书。即使在元典得以产生的经济

基础、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异动的后世，元典因其

内在精神的超越性和历代解释者的不断 ‘重建’，

而具有 ‘历时愈久却光辉愈显’的不朽性。”⑤

儒家经典的这些特性，使得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

国经典诠释史上，思想的创新往往是通过回归元

典，返本开新，即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中推进思

想文化的更新发展。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思想

史、中国哲学史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从诠释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系统

的成体系的经典诠释学的理论建构，但确实有悠

久的经典诠释历史和诠释实践，形成了独特的经

典诠释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典诠释经验，对于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核

心价值观念体系构建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

起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走

向复兴的今天，需要总结概括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的学术思想成果，这不仅对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

中国诠释学，而且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有重要

的启示和借鉴。因此，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从

我们的古圣先贤那里寻找智慧，从中国古代的典

籍里面去寻找出路，使这些经典传统对我们的现

实人生提供精神支撑，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义

理根据。

三、在传统经学的基础上

深化中国哲学史研究

　　既然不能延续这种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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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史的路子，那么是否可

以考虑以中国传统的经典诠释方式来研究中国哲

学？我想可以。

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要

处理好近代以来困扰中国哲学史界的经学与哲学

的关系。经学与哲学的关系的困惑源于近代以来

的诸子复兴思潮。近代诸子复兴思潮把孔子与诸

子、经学与子学平等看待。其实，在中国思想史

上，经学与子学的关系是源流本末关系。《汉书

·艺文志·诸子略》评述：“诸子十家，其可观

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

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

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今

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

短，合其要归，亦 《六经》之支与流裔。” “儒

家者流……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

言，于道最为高。”显然，诸子是 “《六经》之

支与流裔”，就是说，以 《六经》为基础形成的

“儒家与诸子的关系是以儒家为源，以诸子为流，

以儒家为体，以诸子为用，以儒家为本，以诸子

为末”①。但是，近代出现讲中国哲学史以子学

为主、摆脱经学的 “失根”现象，使中国哲学史

几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中国哲学合

法性的危机。

从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说，中国古

代哲学就是在经典诠释的沃土中萌发生长的，整

个中国经学史几乎可与中国哲学史相终始。中国

古代哲学家往往通过经典诠释来建构自己的哲学

体系，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

史上许多哲学家对具有原创性经典的注释如果具

备了原创性，这些注释也会成为经典，例如汉代

为 《春秋》进行注释的 《公羊传》 《梁传》

《左传》三传、为 《仪礼》解释说明的论文选集

《礼记》、宋明理学中朱熹的 《四书章句集注》

等后来成为 “经典”就是例证。中国经学史上从

汉人重 《五经》到宋人重 《四书》的经典地位

的变化，不但导致儒学具备形态的转变，也使中

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

变化正显示了经典诠释的神奇力量。“从一方面

看，传统中国哲学家在经典之中，温故以知新，

出新解于陈编；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哲学家又

以新知观照旧籍，赋古典以新义。从这种现象来

看，传统中国哲学家常常身兼哲学史家的角色，

他们贯通经典与哲思，求 ‘一贯’于 ‘多识’，

寓判教于分疏，并在经典解释之中述 ‘事’以昭

‘理’，言 ‘理’以范 ‘事’，将中国学术之道器

不二、理事圆融、主客合一的特质展现无遗。在

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

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

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

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

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

‘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 ‘展望性

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② 所以，如果 “从

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思想家以经典的注

释、解说作为发展、建立、表达哲学思想的契机

或形式已经成为惯例，这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与

西方哲学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③。因此，梳理

中国古代经典诠释传统中的哲学诠释传统，对于

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建立中国诠释学，可能会

有基础性的意义。

今天，我们在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基础上深化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虽然要吸收西方诠释学的模

式、方法和经验，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用西方现

成的东西来削足适履地把中国的东西硬塞进去，

而是要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

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

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

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

想，使西方哲学的术语和概念为服务于揭示中国

传统思想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精神，使中国哲学史

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

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

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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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动物观及其生态环保意义


陈红兵　王博识

【摘要】佛教的动物观本身包含多层内涵，因而具有多方面的生态环保意义。六道轮回观念认为畜生道没有仁义道德，

生存环境恶劣。这一观念客观上难以导向人们对动物的关爱。不过六道轮回观念旨在劝人弃恶修善，从道德教化意义

上说，又能导向关爱动物。佛教对 “清净”的德性追求，会促使修行者与动物保持距离，自觉做到不伤害动物。大乘

佛教对 “慈悲”德性的追求，则能导向对动物的慈悲关爱。佛教本生故事中关于动物道德和智慧的故事，有利于激发

人们对动物的尊重、关爱之情。一些本生故事蕴含生态环保知识，其中包含的反对动物祭祀的内容本身也具有动物保

护意义。“众生皆有佛性”的生命平等观能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提供深层理论依据。

【关键词】佛教；动物观；六道轮回；慈悲；佛本生故事；佛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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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其他思想文化而言，慈悲利生、戒杀
护生在佛教观念和行为实践中非常突出，因此，

今天人们在探讨佛教的生态环保意义时，往往突

出佛教在动物保护方面的价值。佛教动物观本身

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在佛教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吸

收融合了多种文化资源。本文主要从六道轮回中

的动物观、佛教伦理中的动物观、《本生经》中

的动物观、佛性论意义上的动物观等方面具体论

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佛教动物观与佛教根本价

值追求之间的关联，探讨佛教动物观在今天的生

态环保意义。

一、六道轮回中的动物观

佛教动物观首先体现在佛教六道轮回观念当

中。佛教将欲界众生划分为天、人、阿修罗、饿

鬼、畜生、地狱六种生命形态。佛教认为，众生

随其道德、思想、行为的善恶，生生世世在六道

中轮回转生。六道中的畜生便是指我们今天所说

的动物。

佛教六道轮回观念起源于印度奥义书时期的

神道与祖道 “二道”说，实际上，在佛教产生

时，作为印度主流宗教哲学的六派哲学中就已经

产生了六道轮回的基本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

佛教六道轮回观念是对印度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

展。佛教又从缘起论、无我论出发，否定真实轮

回主体的存在，在它看来，轮回的主体是虚妄的

业识。这是佛教不同于印度传统思想及六派哲学

观点之所在。

佛教认为，畜生道是六道中仅次于地狱道的

恶劣生命形态。如 《中阿含经》说，三恶道中，

饿鬼道胜于畜生道，畜生道胜于地狱道①。关于

畜生道的不同生命形态及其恶劣的生存状态，

《中阿含经·大品痴慧地经》和 《泥犁经》均有

相关描述。如说蛇、鼠、狸、獭、虫、蚁等 “暗

冥中生，暗冥中长，暗冥中死”；湿地虫、沟边

虫、溷中虫等 “生于臭中，死于臭中，长于臭

中”；疮虫 “身中生，身中长，身中死”；蛟、

龙、鱼、鳖、鼋鼍等 “水中生，水中长，水中

死”；象、马、骆驼、牛、驴、猪等动物 “齿啮

生草树木食”，即以生草树木为食；鸡、猪、狗

等 “闻人大小便气。即走往趣彼”，等等。释迦

牟尼佛总结说：“然此畜生苦不可具说，但畜生

唯有苦。”又说： “彼畜生中不行仁义，不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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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１４ＺＤＢ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红兵，湖北黄梅人，哲学博士，（淄博２５５０４９）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教授；

王博识，辽宁沈阳人，哲学博士，（南京２１００１４）南京体育学院马列部教师。
①　 《中阿含经·舍梨子相应品瞿尼师经》，《大正藏》第１卷，第４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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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行妙善。彼畜生者更相食豼，强者食弱，

大者食小。”因此，畜生难以转生为人，修行解

脱①。《菩萨本缘经》对畜生所受众苦作了较全

面的概括：“以愚痴因缘堕畜生中多受众苦，受

种种形，食种种食，种种语言行住不同。无足、

二足、四足、多足水陆空行，牛、羊、驼、驴、

猪、豚、鸡、狗、飞鸟、走兽，如是等辈，常为

愚痴之所覆蔽，常处盲冥无有智慧，各各相于起

杀害想，互相怖畏犹如怨贼，常为猎师屠脍所

杀，复为狮子、虎狼、
!

犬无量恶兽之所攫食。

常堕坑坎、薻索、罗网，生则负重，死则劈剥，

驾犁挽车铁钩钩斫，羁谺拘执。常苦饥渴，口干

舌燥，虽有所须，口不能宣。稚小孤迸，远离父

母。水草无量，常不充足。畜生恶报，世间现

见，是故我今略为汝等而解说之。”② 总之，六

道轮回观念认为，畜生生存环境恶劣，饮食不

净。畜生当中弱肉强食，没有仁义道德，是六道

众生中低劣的生命形态。

佛教关于畜生道生命情态的认识主要来源于

现实生活经验，不过，佛教将畜生道归之于三恶

道之一，则是从教导人弃恶修善的道德教化目的

出发，劝诫众生如果不弃恶修善，在来世将会转

生饿鬼、畜生、地狱三恶道。 《业报差别经》

《分别善恶报应经》还阐述了众生转生畜生道的

十种业行。如 《分别善恶报应经》说：“复云何

业获畜生报？有十种业。云何为十？一中品恶身

业，二中品恶语业，三中品恶意业，四起种种

贪，五起种种，六起种种痴，七布施非法，八

禁咒厌术，九毁菩萨梵行，十起常边见人死为

人，如是十业获报畜生。”③

六道轮回说关于畜生道低劣的观念，本身视

人在生存环境、道德、解脱等方面优越于动物，

因此客观上难以导向人对动物的关爱。不过，六

道轮回说的主旨是劝人弃恶修善，因而从道德教

化意义上说，又能导向关爱动物。这方面内容我

们在第二部分具体论述。此外，六道轮回思想认

为动物可能是我们过去世的父母眷属转生，伤害

动物就是伤害自身过去世的父母眷属，所以 《楞

伽经》说 “一切众生从本已来，展转因缘，常为

六亲，以亲想故，不应食肉”④；同时，伤害动

物还会导致我们自身未来世堕入恶道，这些都能

为爱护动物提供理据。

二、佛教伦理中的动物观

佛教当中与关爱动物相关的伦理情感主要有

“慈悲”“无我” “平等” “清净”。其中， “无

我” “平等”是与佛教缘起论、佛性论相关联

的，我们放在第四部分论述。就 “清净” “慈

悲”而言，小乘佛教以烦恼痛苦的息灭为涅?，

更注重的是 “清净”的心态与生活。“清净”的

德性发而为对待动物的态度是不伤害动物，以求

得内心的清净和心安；大乘佛教以 “利乐有情，

庄严佛土”为价值理想，更注重对待众生的 “慈

悲”情怀。

“清净”是远离烦恼垢染的心态，是佛教追

求的基本目标。关于 “清净”与不伤害动物的关

系， 《楞伽经》提到： “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

……不净气分所生长故，不应食肉……彼食肉者

诸天所弃故，不应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厌离

故，不应食肉。”⑤ 意思是说，动物是依不清净

之气所生长，吃动物肉会影响自身的清净；天人

喜欢清净，不喜欢吃肉的人；吃动物的肉还会导

致修行的人难以生起对世间的出离心。可见，正

是因为对清净的追求，修行人会尽量减少与动物

的关联，保持与动物的距离，自觉做到不伤害动

物。不过，相对于 “慈悲”而言，“清净”对动

物的保护是一种消极的保护。

所谓 “慈悲”，《大智度论》说：“大慈与一

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⑥ 也就是说，

所谓慈悲，就是给予一切众生欢乐，救拔一切众

生苦难。慈悲首先是一种慈爱、怜悯他人及一切

生命的情感，同时也是一种尽力帮助众生、让众

生得到快乐、解脱痛苦的行为实践。佛教慈悲关

爱的对象并不仅限于人群，而是包含所有的生

命，关爱动物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佛教慈悲精

神源于对六道众生在生死轮回中的痛苦的感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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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中阿含经·大品痴慧地经》，《大正藏》第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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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源于 “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① 的

一体性体悟。佛教慈悲精神是与大乘佛教 “普度

众生”“利乐有情”的价值追求相关联的。所谓

“普度众生”即帮助、教化众生获得清净解脱和

无上智慧。“利乐有情”除了帮助众生清净解脱

之外，还包括关注众生现实的利乐，以众生利益

为重，给予众生快乐的内涵。

在佛教看来，帮助众生获得清净解脱和无上

智慧，永离三恶道苦才是真正究竟的帮助。如

《大般若经》说： “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

蜜多，见诸有情堕三恶趣受诸剧苦。见此事已，

作是思惟：‘我当云何方便济拔，令其永离三恶

趣苦？’既思惟已，作是愿言：‘我当精勤无所顾

恋，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

令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无如是

三恶趣名，一切有情皆善趣摄。’”② 在这里，成

熟有情即帮助众生获得无上智慧，永离三恶趣

苦。在大乘佛教中，成熟有情又是和严净佛土密

切关联的。

关注动物的现实利益则包含多方面的内容，

其最主要的方面是爱护动物的生命，与此相关的

有戒杀、素食。戒杀即 “不杀生”。 “不杀生”

处于佛教五戒之首，所谓 “不杀生”即不人为或

故意断除有情众生的生命。关于素食，佛教认为

素食可以避免因为肉食而导致的间接杀生，因

此，大乘佛教从慈悲观念出发，要求信徒素食。

佛教素食观念也主要是从慈悲观念出发的。如

《楞伽经》说： “食肉之人断大慈种，修圣道者

不应得食。”③ 戒杀、素食本身也是 “清净”的

要求，因此主要是一种消极的保护动物的方式。

大乘佛教从 “利乐有情”出发，也倡导对动

物的积极的爱护，如向动物布施食物、无畏等，

如 《增壹阿含经》谓 “施畜生食者，获福百

倍”④。所谓施无畏，是指救护动物于痛苦、厄

难、恐怖、危险之中。佛教倡导的放生就是施无

畏的重要形式。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又突出地体

现在以动物利益为重，为救护动物不惜放下自身

的便利乃至牺牲自身的生命上。 《僧伽罗
"

经》

的一段记载最能体现佛教以众生利益为重的精

神：“时有菩萨在山，慈心端坐思惟不动。鸟孵

顶上，觉鸟在顶。惧卵坠落身不移摇，检坐而行

彼处不动。及鸟生翅，但未能飞，终不舍去。”⑤

说的是曾有一位菩萨在山上修习禅定时，感觉到

有鸟在头顶上孵卵，因为害怕鸟卵掉到地上，一

直坚持禅定不晃动身体，直至小鸟孵出来，生出

翅膀会飞了才敢移动。佛教中还记载有 “舍身饲

虎”“割肉喂鹰”等为救护动物不惜自身身家性

命的故事。 《金光明最胜王经·舍身品》记载：

释迦牟尼的前身大车王子一日与二位兄长出游，

于山林中无意见到一只母虎与小虎皆奄奄待毙，

顿生慈悲之心，誓愿以身饲虎；不想母虎畏惧威

势，不敢上前撕噬，大车王子于是爬上高山跳下

想摔死自己，但受到众神仙的保护没有伤损；大

车王子于是又用尖竹刺自己的脖子出血，母虎舐

血豼肉，最终众虎得以保全性命⑥。

佛教伦理中保护动物、爱护动物的观念，主

要是从人自身慈悲、清净的修养出发，阐述保护

动物、爱护动物的观念，如从吃动物肉不利于自

身的清净、从吃动物肉断慈悲种子等论证素食的

理由。《梵网经菩萨戒本》说： “若佛子，故食

肉。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性种子，一切众生

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

食肉得无量罪。”⑦ 佛教伦理中保护动物、爱护

动物的观念及与此相关的戒杀、护生、素食等行

为方式，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显然具有积极意

义。加之，佛教伦理从人自身的慈悲、清净的修

养出发，倡导关爱动物，本身有助于从内在促使

人们自觉地爱护动物。不过，佛教伦理中的动物

观从人自身德性修养出发也有自身的局限，单纯

从清净、慈悲出发的戒杀护生方式，在现实社会

当中可能导致有害生态系统整体完整的情形，如

将动物放生到不同的生态环境，可能导致物种入

侵，带来生态灾难。因此，在现代社会，倡导戒

杀护生还需要学习、了解生态知识，遵守生态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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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生经》中的动物观

《本生经》是指描写释迦牟尼佛前生故事的

一类经典。佛教认为，释迦牟尼未成佛前像其他

众生一样在六道中轮回，因此有所谓佛本生故

事。巴利文 “三藏”中的经藏小部有 《佛本生

故事》，其中包括５４７个佛本生故事。该书有郭
良軻、黄宝生的选译本 《佛本生故事选》。汉译

佛典 《撰集百缘经》 《贤愚经》 《杂宝藏经》记

载的也是这一类佛本生故事。重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出版的王文元注释、点校的 《佛典譬喻经全

集》收录了不少这方面的故事。佛本生故事实际

上源于印度民间寓言、童话，是佛教对长期流传

于印度民间的寓言、童话的改编，目的是利用它

们宣传自身的教义。这一点可以从同一个故事在

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经典中同时存在，也出

现在 《五卷书》《故事海》 《益世嘉言集》等故

事集中得到清楚的说明①。佛本生故事一般由五

部分构成：一、今生故事———说明佛陀讲述前生

故事的地点和缘由；二、前生故事———讲述佛陀

的前生故事；三、偈颂诗；四、注释———解释偈

颂诗中的词义；五、对应———将前生故事中的角

色与今生故事的人物对应起来②。佛本生故事当

中包含很多动物类故事。根据克里斯托弗·基·

查普尔 （ＣｈｒｉｓｔｅｒｐｈｅｒＫｅｙＣｈｏｐｐｌｅ）统计，巴利
文佛本生故事中有２２５个故事是以动物作为主要
角色的，占了整整一半，其中出现的动物有 ７０
种。查普尔将佛本生故事中的动物故事划分为五

类：“动物所体现的智慧和同情心的故事；动物

因其愚蠢或残忍而受到惩罚的因果报应、道德寓

言故事；与素食和肉食有关的故事；专门为废除

以动物做祭品而设计的故事；包含有内在生态学

启示的故事。”③ 在这里，笔者根据自身的认识

及生态环保主题将佛本生故事中的动物故事分为

三类论述：一是体现动物道德和智慧的故事；二

是反对婆罗门教动物祭祀的故事；三是包含生态

学认识的故事。

首先，我们看体现动物道德和智慧的故事。

佛本生故事本身是佛教教化的重要方式，因此，

可以说几乎其中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阐说道德和智

慧的主题，动物故事自不例外。而这些故事中的

动物角色则有时充当良善与智慧的象征，有时充

当恶劣与愚蠢的代表。如 《榕鹿本生》的榕鹿王

甘愿代替怀孕的母鹿就死，结果感动国王赦免所

有的鹿群，乃至赦免一切生物，不再猎杀任何动

物，这宣说的是榕鹿王的良善与道德；《芦苇饮

本生》的猴王教导群猴 “凡是想吃过去没有吃过

的果子，想喝过去没有喝过的水，都要先来问问

我”，在一个为水妖所霸占的莲花池旁，为了帮

助群猴既能喝上水，又能免遭水妖祸害，猴王教

导大家用空心的芦苇伸到池中喝水，这歌赞的是

猴王的智慧；《鹌鹑本生》的离群象不顾鹌鹑的

祈求，抬脚踩死鹌鹑的孩子，后来鹌鹑得到乌

鸦、青蛙、苍蝇等的帮助，引离群象滚落悬崖，

得以报仇，这教导的是 “一个人不应该招致任何

人的敌意”；《毁园本生》的群猴帮助园丁浇水，

结果猴王教导群猴要节约水，应先把每棵树苗拔

起来看看树根深浅，根深的多浇水，根浅的少浇

水，这个故事类似于我国的 “拔苗助长”的故

事，谴责的是猴王的愚蠢④。

其次，关于反对婆罗门教动物祭祀的故事。

沙门思潮产生时，婆罗门教依然保持着动物祭祀

的传统。释迦牟尼佛明确反对动物祭祀，如 《别

译阿含经》有两处记载释迦牟尼佛批判或劝诫婆

罗门动物祭祀的事例。一是释迦牟尼佛听徒众说

波斯匿王以数千牛、羊等动物系养祭祀场，许多

婆罗门从外地赶来，释迦牟尼批评说，每月以动

物祭祀鬼神，不如信佛法僧三宝的十六分之一，

不如生起慈悲心、对动物的怜悯心的十六分之

一。二是优竭提舍利婆罗门将要举行大规模的动

物祭祀，前往请问佛陀。释迦牟尼佛劝诫他大规

模的动物祭祀因为身口意不善的缘故，将造大的

罪报，劝说他应谨慎恭敬 “三种火”：一者恭敬

火，即供养尊重恭敬拥护父母；二者苦乐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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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关于巴利文 〈佛本生故事〉（代序）》，郭良

軻、黄宝生译： 《佛本生故事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第１—２页。
同上书，第４２２页。
［美］克里斯托弗·基·查普尔：《佛本生故事中的动

物与环境》，［美］安乐哲等主编，何则阴、闫艳等译：《佛教与

生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１页。
本段本生故事，参见郭良軻、黄宝生译：《佛本生故事

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 ８—１１、１３—１５、
２０９—２１１、３５—３６页。



佛教动物观及其生态环保意义

即积集钱财应用来供养妻子眷属、仆婢、亲族，

让他们都获得利益和快乐；三者福田火，即断

除、解脱贪嗔痴三毒①。

佛本生故事中也有多处讲说废除动物祭祀。

查普尔 《佛本生故事中的动物与环境》一文记述

了两则本生故事。笔者也找到一则 《祭羊本生》

与反对动物祭祀相关。故事中记载一位婆罗门准

备以一头山羊祭祀祖先。这头山羊大笑之后又大

哭。婆罗门问其缘故。山羊告诉婆罗门，自己从

前也是一位婆罗门，因为杀了一头山羊祭祀祖

先，结果五百世转生为山羊，这是最后一次转生

为山羊，就要摆脱这种痛苦了，因此大笑；但想

到你今天杀我祭祀祖先，也要像我一样转生为山

羊遭受五百次砍头之苦，因此怜悯你而又大哭。

婆罗门因此放弃杀山羊祭祀祖先。这个故事是以

业报轮回观念劝诫婆罗门动物祭祀的做法②。

第三，本生经中包含的生态学认识。佛本生

故事中还包含类似今天生态学的认识。如 《菩提

树本生》③ 中，菩提树建议所有的同类要 “回避

那些在露天离群索居的树，而要在树林里安家落

户”，明智的树精们听从了他的建议，但那些傲

慢、愚昧的树精却偏偏要住在村镇边上离群索

居。结果有一天一场大风暴席卷村庄，那些形单

影只的树木树枝折断，有的甚至被连根拔起。但

那些住在婆罗双树林里的树木却没有被吹倒。这

则故事表达了森林生态系统的自我保护的力量。

《维陀本生》说的是在一片浓密的丛林中，住着

许多凶残的狮子与老虎。周围的村民因为这些野

兽的存在从不敢涉足森林。但这些猛兽常常杀死

许多动物任其在森林里腐烂，以致森林里发出浓

重的臭味。森林里的一位树精厌恶这些猛兽，不

顾另一位树精的反对，设法赶走了狮子和老虎。

之后村民发现树林里没有了狮子老虎，因此闯入

森林，滥伐树木，最终摧毁了整个森林。这则故

事更鲜明地阐明了森林中猛兽与树木相依相存、

共生共荣的生态法则④。

关于 《本生经》动物观的生态环保意义，我

们也从以上三方面分别论述。首先， 《本生经》

中的动物道德和智慧的故事，本身是一种寓言形

式，其中的动物道德和智慧主要是一种拟人化描

写。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中的动物观并不具有称

赞或贬抑动物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或智慧的内涵。

但佛本生故事中关于动物道德和智慧的正向描

写，对于六道轮回观念关于畜生道的消极描写客

观上具有消解作用，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关于动物

的不同认识，激发人们对于动物的赞叹及关爱之

情。实际上，佛本生故事关于动物道德及智慧的

正向描写在现实生活中也并非无源之水。历史记

载及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或看到描写动物之

间亲情，以及诸如 “义犬救童”、大象救人、义

马捕盗之类的故事。其次，历史上曾经盛行杀牲

祭祀，但也是在文明的进步过程中，动物祭祀逐

渐得以废除。从佛教相关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出，

佛教在废除动物祭祀过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而

佛教反对动物祭祀的理据主要是慈悲心及业报轮

回观念。第三，佛本生故事中关于生态学的认

识，体现的则是印度古代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

以及佛陀自身的直觉智慧。而第二则故事中也体

现了佛陀时代砍伐森林、开垦荒地的时代背景，

以及佛陀保护森林的内在心愿。

四、佛性论意义上的动物观

佛性论意义上的动物观主要是从 “众生皆有

佛性”讨论人与动物的平等观。 “众生皆有佛

性”是佛性—如来藏观念，它认为有情众生都隐

藏有自性清净的如来法身，因此都具有成佛的可

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佛教中得到充分阐述，中国

佛教认为，有情众生都是真如实相的显现，因而

都具有佛性。“众生皆有佛性”观念实际上从修

行成佛的可能性上以及形而上的真如层面肯定了

人与动物的平等性。

关于动物是否具有成佛的可能，原始佛教的

业报轮回观念认为畜生道众生没有道德、愚痴、

生存状况恶劣，不能领悟佛教真理，转生为人都

很困难，更不用说成佛了，基本上否定了动物成

佛的可能性。但六道轮回观念肯定不同众生的生

命形态及生存环境是由自身过去世的因果业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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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译阿含经》，《大正藏》第２卷，第３９４、４６４页。
参见郭良軻、黄宝生译：《佛本生故事选》，第１１—１３

页。

同上。

参见 ［美］克里斯托弗·基·查普尔：《佛本生故事中

的动物与环境》，前揭书，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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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际上又肯定众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

自己的未来生命形态和生存环境，六道轮回正是

这样一种动态的轮回圈。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

并没有彻底否定动物转生为人的可能性。既然转

生为人就有修行成佛的可能，所以从长远来讲，

动物自然也具有成佛的可能性。佛本生故事中肯

定释迦牟尼佛前生曾以各种动物形态显现，实际

上也肯定了动物未来成佛的可能。六道轮回思想

后来在中国佛教当中，又发展为天台宗的 “十界

互具”观念。所谓 “十界互具”是说六道与四

圣 “十界”相互涵摄、相互渗透。其中任何一界

都与其他九界存在整体性的关联，涵摄有其他九

界的本性。从动物而言，实际上肯定了动物内在

包含有其他九界的本性，具有向其他九界转化的

可能性，因此也就具有向上努力修行成佛的可能

性。

此外，佛教肯定隐修者的慈悲爱力不仅能够

使自己免遭动物的危害，而且受其慈悲爱力的感

化，周围环境中的动物甚至会放下相互之间的敌

意，友好相处。这方面的例子在实际上生活中也

有很多。比如台湾广钦老和尚因为自身修行功

德，在山洞修行时感化老虎，与老虎友好相处；

《虚云和尚年谱》多处记载虚云和尚为雄鸡、白

狐等授三皈依，等等。这实际上肯定了动物变化

气质、修行成道的可能性。

如来藏系 “众生皆有佛性”观念在印度佛教

中由于与 “无我说”相矛盾，因此在印度佛教当

中一直没有占据重要地位，真正对 “众生皆有佛

性”进行系统阐发是在中国佛教当中。竺道生是

我国首倡 “众生皆有佛性”的代表性人物。在对

佛性的认识上，他将佛性与诸法实相、性空之理

等相融通。在他看来，无形无相的实相在法为

“法性”，在佛为 “法身”，在众生为 “佛性”。

正是基于对佛性的如是理解，竺道生得出 “一切

众生皆得作佛”的认识。隋唐宗派佛学除唯识学

之外均肯定 “众生皆有佛性”。其中，天台宗从

“三因佛性”较系统地论述了 “众生皆有佛性”

的观念。所谓 “三因佛性”是指正因、缘因、了

因三佛性。其中，正因佛性主要是指众生本性、

法性实相；缘因佛性主要是指能够助发觉智、开

显正性的功德善根；了因佛性主要是指般若观

照，即能够认识正因佛性的智慧①。天台宗认为，

一切众生无不具足三因佛性。佛教 “众生皆有佛

性”观念实际上肯定了动物与人一样具有佛性，

因而具有平等性。

“众生皆有佛性”的生命平等观将真如、法

性作为众生平等的依据，这为尊重生命提供了深

层的理论根据，对于促进当代动物保护实践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动物权利／解放论肯定动
物具有与人一样的平等权利和内在价值，实际上

是针对现代文化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人与其他生

命关系上的不平等思想阐发的。“众生皆有佛性”

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生命的平等性，对于现代文

化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评价其他生命的不同价

值，将其他生命存在看作满足自身物质利益的资

源或工具的价值观具有消解作用；同时，“众生

皆有佛性”肯定一切生命均有提升自身、改变自

身生存境遇的机会和潜能，也为论证 “尊重生

命”、爱护生命提供了新的思想视角。正因为此，

佛教生命平等观不仅在历史上成为佛教倡导戒杀

护生、爱护生命、利乐有情的思想依据，而且在

生态文化思潮形成之初也成为许多思想家用来批

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论证生命保护的重要

思想资源。

当然，“众生皆有佛性”的生命平等观也存

在自身的局限，这主要体现在佛教生命平等观的

思想旨趣主要是用来论证一切众生均具有修行成

佛的可能，论证德性修养、精神超越的重要性，

主要是一种宗教平等观，具有超越与抽象的特

征。佛教生命平等观的超越性和抽象性，使得它

并没有将为其他生命争取现实的生存权利、改善

其他生命的生存境遇放在重要位置，其动物保护

实践主要从属于个人的德性修养，这也客观上限

制了其影响社会的力度和范围。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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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注 《周易·革》卦新释

———论革命的策略、道德价值观与合理性

张　蝶

【摘要】历代注家关于 《革》卦的主题思想为何，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学术史上的主流看法基本统一为将 《革》卦定

位在革命、变革之义上。基于革命这一大前提，本文考察了历代注家对 《革》卦的注解，就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道德

价值观和革命的合理性等问题给出了新的探索。

【关键词】《革》卦；革命；革言三就；有孚；顺天应人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１３－０５

　　关于 《革》卦的 “革”字究竟是何含义，

学术史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取革命、变革之

义，二是皮革之革，三是 “革”与 “勒”通假。

《说文解字》对 “革”的解释是： “兽皮治去其

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①由兽皮从有毛到

去掉毛这种状体的改变而引申出变更、变革之

义。革同勒说，李零先生给出了详细的说明。他

提出的证据是，马王堆本 《革》卦中所有的

“革”字都作 “勒”，而银雀山汉简有 《唐革》，

“唐革”就是唐勒，二者是通假关系②。

对于 “革”字的理解不同，直接关系到对

《革》卦的主题思想的认知的不同。历代旧说，

无论是汉代易学的代表虞翻、荀爽，还是变象数

为义理的关键人物王弼，亦或是唐代的官方注疏

者孔颖达，直至宋明时期的程颐、朱熹等人都认

为 《革》卦是在讲革命、变革。近代的闻一多和

李镜池两位先生，则一反古代各注家的观点，闻

一多主张 《革》卦主要在讲皮革，而李镜池则认

为 《革》卦讲的是战争③。但是，将 “革”作

为革命、变革之义来理解仍然是学术史上的主

流。本文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行阐发。

一、“革言三就”考释之革命策略之争

《革》卦九三爻辞有 “革言三就”之语，历

代注家对此歧见颇多，莫衷一是。 《周易注疏》

王弼注：“己处火极，上卦三爻，虽体水性，皆

从革者也。自四至上，从命而变，不敢自违，故

曰革言三就。”④孔颖达解释： “既处于火极上之

三爻，水在火上，皆从革者也。自四至上，从命

而变，不敢有违，则从革之言三爻并成就不虚，

故曰革言三就。”⑤王注和孔疏都是先分析九三爻

的爻位，《革》卦由三画卦的 《离》卦和 《兑》

卦构成，离下兑上，九三爻的位置正好是 《离》

卦的最上一爻，离代表火，因此，九三处于火

极，而 《离》卦上面的 《兑》卦则象征着水，

所以，九四、九五、上六三爻是水性，是从革

者，须依从天命进行变革，不可违抗。 “革言”

即从革之言，“三”指四至上三爻。王、孔主要

是从爻位的角度来解释 “革言三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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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　蝶，浙江安吉人，（北京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①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６０页。
②　李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２４９页。
③　周振甫已就 “革”字解释为革命、变革以及解释为皮革、战争这几种观点进行详细分析，指出闻一多是将 《革》卦理解为只

与马胸的皮带和车子的皮饰相关的皮革，李镜池认为 《革》卦讲的是战争，而汉唐宋明清各家都以 《革》卦的革为革命、改革、变革

之义。关于 “革”字的含义，本文不再赘言。参见周振甫：《谈 〈革〉卦的解释和贡献》，《周易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闻一多：《周
易义证类纂》，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９５页；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年，第９８页。

④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７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４７２
页。

⑤　同上，第４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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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说法见李鼎祚的 《周易集解》引崔憬

之语：“虽得位以正，而未可顿革，故以言就之。

夫安者有其危也。故受命之君，虽诛元恶，未改

其命者。以即行改命，习俗不安，故曰 ‘征凶’。

犹以正自危，故曰 ‘贞厉’。是以武王克纣，不

即行周命，乃反商政，一就也。释箕子囚，封比

干墓，式商容闾，二就也。散鹿台之财，发钜桥

之粟，大赉于四海，三就也。故曰 ‘革言三

就’。”① 崔氏将 “三就”直接对应于具体的历史

事件，九三爻虽然处于当革之位，但却不能急躁

冒进，在完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后，必须要经

过 “三就”才可以继续进行变革社会制度的革

命。这 “三就”便是：一就商政，而不立即改行

周命；二就殷商贵族，尊崇、厚待之；三就广大

百姓，使大众百姓能享有革命所获之利。崔憬将

王、孔视作整体的革命分成了循序渐进的两个部

分。在行制度革命之前，必须处理好前朝贵族和

普通大众的利益、习惯问题。

第三类观点是将 “革言三就”作为革命时应

当多审察革命言论，判定其可信度的训诫。持这

一说法的代表性人物是程颐，其云：“革言，谓

当革之论。就，成也，合也。审察当革之言，至

于三而皆合，则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则

必得至当，乃有孚也。己可信而众所信也，如此

则可以革矣。在革之时，居下之上，事之当革，

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唯当慎重之至，不

自任其刚明，审稽公论，至于三就而后革之，则

无过矣。”② “稽之众论，至于三就，事至当也。

又何之矣？乃俗语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顺理

时行，非己之私意所欲为也，必得其宜矣。”③

程颐将 “革言”释为 “当革之论”，视为一种公

论，就众人对革之事的言论多番、重慎地审察之

后，若这些言论都与实情相合才可信，行革命之

事才是适当的，如此，发动革命才是得宜的、无

过的。因为九三爻处下卦之极，是上下卦的临界

点，正处于当革之时，若此时畏缩不去革命，会

因失去革命的时机而遭受危害；另一方面，因其

本身是阳爻，又处于阳位，过刚不中，容易任其

刚明，若急躁冒进，必会受过刚之累，所以必须

慎之又慎。程颐论述的侧重点在于慎重对待革命

的社会舆论。

自宋以降，注家皆随程颐之观点。如元代的

胡炳文也认为九三过刚，需 “三就审之”，多番

审察革命言论，方可避免 “征而不已”会产生的

凶兆④。明代的胡广则云：“朱子曰，革言三就，

言三番结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这个是当革不当

革说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后

说成了，却不是三人来说。”⑤ 这些学者都是从

革命前需慎重地审视革命的言论的角度来论述

的。

近世学者尚秉和先生从象数的角度对 “革言

三就”做出了解释，其认为：“三应在上。上兑

为言。而兑为毁折。故曰革言。就即也。遇也。

革言三就有孚者。言三虽得敌。不能应上。若上

六即三。则甚顺利而有孚也。兑为言。乾亦为

言。言多故曰三就。又三在三爻。损六三云。三

人行。需上六云三人来。皆以在三爻。取数于

三。三就者三遇也。谓革言来之多也。”⑥ 高亨

先生则主张 “革言三就”是与 “断狱定罪”有

关， “革，改也。革言，谓有罪者更改其供辞

也”，并认为 《革》卦中的 “三就”与 《尚书》

《国语》中出现过的 “三就”意思是一样的，

“三就者，或就刑于野，或就刑于朝，或就刑于

市也”⑦。李零先生认为 “革言三就”是讲王命

变更的事情，王命变更必须重复三遍，才能被执

行⑧，强调王命变更前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同样

是提到了革命舆论的问题，李零先生与自宋以来

的各注家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他的 “革言”不

是自下传导至上的，而是自上通达于下的。之所

以出现这种差别，原因在于对革命阶段的理解不

同。程颐等将 “革言三就”放在了革命开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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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７册，第７６４、７６５页。
［宋］程颐：《伊川易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９册，第３４７、３４８页。
同上，第３４８页。
［元］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第２４册，第４２７页。
［明］胡广：《周易传义大全》，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第２８册，第４８３页。
尚秉和： 《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第２２６页。
高亨： 《周易古经今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

第３０３页。
李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第

２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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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这个阶段的当务之急便是对充斥在社会上的

各种革命言论进行广泛的考察与辨别，因此，

“革言三就”被解释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策略。

李零先生则认为 “革言三就”发生在夺取政权的

革命之后，这时的关键问题就成了如何推进变更

制度的革命，于是他解释的就是变更制度的革命

策略。

就 “革言”指革命言论看，“革言三就”在

学术史上的注解，从宋以后至于清末，基本延续

了程颐和朱熹的说法。虽然在 “三”具体指什

么①等一些问题上仍有分歧，但是基本上对 “革

言三就”的阐释都是沿着同样的一个模式展开，

并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首先，通过分析九三所

处爻位及其自身的阴阳属性，提出了一个大前

提，即九三所处的大环境、大背景———当革之

时。在这一大前提下，派生出了两个要点，这正

是 《彖》传在论每一卦时，最为强调的 “时”

的问题。换而言之，就是面对革之时，要做出选

择：革还是不革？这也是 《周易》作为占卜之书

的大意所在，即为重大时刻的选择做预判。进而

集中在对待革命舆论其问题上，为必当革命时如

何革命提供策略。由于对革命阶段的理解不同，

也就形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策略———辨析革命舆

论和变更制度的革命策略———制造革命舆论两

种，但核心点都是必须谨慎对待革命言论。

二、“孚”作为一种革命的道德价值观

“孚”在 《革》卦中，共出现过五次，卦辞

和 《彖》传中均以 “己日乃孚”的形式出现，

另外三次是在九三、九四和九五爻辞中各出现一

次的 “有孚”。《说文解字》对 “孚”的解释是：

“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② 基本与 《说

文》中的含义一致，易学史上对 “孚”的解释，

最为普遍的看法是将 “孚”解为信、诚③。

对 “己日乃孚”的解释，各家一般都同意这

样的阐释框架：一个时间之后进行革命，才会取

信于人。分歧主要集中在对 “己日”④ 的解释

上，即到底是在怎样的一个时间进行革命才能取

信于人。至于 “孚”，在此基本能达成统一意见。

在九三爻中， “有孚”是紧跟着 “革言三

就”出现的。王弼释 “有孚”为 “其言实诚”，

显然是沿着 “革言三就”来解释的，“言”即是

“革言三就”的 “言”。孔颖达的疏解与王注一

致。从此爻中可以看出， “孚”作为 “实诚”

解，是与 “革言”作为 “革命言论”来解相辅

相成的，王、孔对 《革》卦的注、疏关注到了革

命的道德价值观问题，《革》卦提出的则是最为

重要的革命道德观———诚信。

九四爻辞： “悔亡，有孚改命，吉。”王弼

注：“处水火之际，居会变之始，能不固吝，不

疑于下，信志改命，不失时怨，是以吉也，有孚

则见信矣。见信以改命，则物安而无违，故曰悔

亡，有孚改命，吉也。”⑤ 这里提出 “下”的概

念，提示 “有孚”的对象问题。 “不疑”便是

“信”，“下”对应的是 “上”。上信于下，是上

被下所信。程颐同样也提到了信的主体问题，区

分了上下。其曰： “既事当而弊革，行之以诚，

上信而下顺，其吉可知。”⑥ 上为信的主体，上

要信下，下要顺上。程颐和王弼一样，强调革命

中，上对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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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对于 “革言三就”中的 “三”的理解，从爻位的角度

出发，倾向于将 “三”具体化，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

“三”指初九、六二和九三这三爻，《周易折中》引吕大临之解

释，正是持这一观点。（参见 ［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８册，第１９３页。）另一种则认为
“三”指九三之上的三爻，即九四、九五、上六这三爻，王弼、

孔颖达持这一观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三”指九三、九四、

九五这三个阳爻，如翟玄。（参见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７册，第７６４页。）从义理的角度出
发，对 “三”的解释也形成了两种观点：要么就是指确切的三

次，如崔憬、高亨；要么被当作一个不确定的数，表示多次的

意思，如程颐、朱熹。

［汉］许慎：《说文解字》，第６３页。
另有学者提出 “孚”的不同解释，如高亨认为 “孚读

为浮，罚也”（氏著：《周易古经今注》，第３０３页），李镜池将
“孚”释为 “俘虏”（氏著：《周易通义》，第９７—９９页）。

由于己、已、巳的字形极为相似，且古代又为手抄本之

故，对 “己日乃孚”的解释就出现了许多分歧。有人认为是

“已日”，解释为结束、终止之日与革命完成之日，基本上王弼、

孔颖达持这一观点；高亨和李镜池则主张 “巳日”说，认为

“巳”同 “祀”；还有一种说法是以虞翻、朱震为代表的 “己

日”说，虞翻、荀爽从象数角度进行论证，而朱震、顾炎武等

从天干纪时的角度也论证了此种说法。于雪棠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详细地考察，详见于雪棠：《〈周易·革〉卦 “己日”考释》，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 《周易注疏》，前揭

书，第４７３页。
［宋］程颐：《伊川易传》，前揭书，第３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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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区分上、下来分析 “孚”的主体与对象

的还有易祓。他认为 “有孚”乃是使上下交信，

即上下都信九四革命之志：“是以下与初六爻相

应，上与九五爻相比，上下交信为有孚，其志既

孚于人，而后可以言改命。”① “有孚”成了革命

的前提条件，“有孚”的对象既包括上，也包括

下，“有孚”的主体则是九四爻。革命主体需使

上下皆相信其革命之志，才能开展革命。九四爻

作为革命的主体，其革命之志必须获得上、下一

致的信任，才能革命。易祓强调了革命主体的革

命信念获得其他人的相信是开展革命的前提。

在孚信的问题上，信志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九四爻的 《象》传就有 “信志”的说法。孔颖

达疏解：“信彼改命之志，而能从之，合于时愿，

所以得吉，故曰 ‘有孚改命，吉’也。”② 并在

疏解小 《象》传中的 “信志也”时写道：“‘信

志’者，信下之志而行其命也。”③ 清人陈梦雷

则认为信志乃 “上下信九四之志”④。“志”指的

是革命之志，而 “志”的主体则有所不同，孔颖

达认为是下之志，即九四以下诸爻之志，而陈梦

雷则认为 “志”就是九四之志。不论革命的主体

是谁，追随者有哪些，人民大众又是指何人，

“孚”的作用都是维系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九五爻辞：“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孔疏：

“则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不劳占决，信德

自著，故曰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也。”⑤ 孔

颖达强调了革命只要顺天、应人，那么信的显现

就勿用通过占决，而能自著。朱熹对 “未占有

孚”的解释虽然与孔颖达有出入，但是其基本思

路是一致的，即都强调信的独立性地位，只不过

孔颖达是通过假设性逻辑，排除占卜，从而让信

显现；而朱熹则是通过区分时间上的前后，来凸

显信的独立性，“占而得此，则有此应，然亦必

自其未占之时，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当之

耳”⑥。注释此爻辞表面看重点在于如何在逻辑

上说明 “占”与 “孚”分开的合理性，但是，

实质上的难点在于如何首先逻辑地、合理地说明

“占”与 “孚”相联结的必然关系。孔颖达连接

“占”与 “孚”的逻辑思路是 “通过占显示孚”，

“占”是显现 “孚”的手段与方式。而朱熹将

“占”与 “孚”的连接点放在了因果关系上，

“因为占显示孚”。虽然孔、朱二人在结合 “占”

与 “孚”的问题上遵循了不同的逻辑思路，但是

在拆分 “占”与 “孚”时，孔颖达和朱熹所采

取的思路都是通过凸显 “孚”的独立存在性，来

达到分离 “占”与 “孚”的目的。只不过具体

的操作方式却有不同：孔颖达假设了顺天应人的

前提条件，也即为显现 “孚”开辟了另一种方式

与手段，从而打破了其结合 “占”与 “孚”时

设想的逻辑结构，分割了 “占”与 “孚”；朱熹

则是区分了 “占”与 “孚”在时间上的先后关

系，将因果线性时间中的次序进行了颠倒，从而

颠覆了其预设的因果关系，瓦解了 “占”与

“孚”的连接，经过先连接、后拆分这一过程，

就更强化了 “有孚”的重要性与独立性。

孔颖达、朱熹对 “有孚”的论述有个至关重

要的差别，即孔颖达已经将信上升到革命的道德

价值观层面，但在朱熹那儿，信还只停留在革命

的策略层面上。通观三、四、五三爻中的 “有

孚”，很好地说明了信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所起的

作用。胡炳文对此有个很好的概括：“自三至五，

皆言 ‘有孚’。三议革而后孚。四 ‘有孚’而后

改，深浅之序也。五 ‘未占’而 ‘有孚’，积孚

之素也。”⑦ 在革命行动前，必须谨慎审察关于

革命的众议，才能获得 “信志”，这是阐明了信

的来源问题。在革命完成后，必须取信于众，才

能进一步顺利地完成变革制度的革命，这是信作

为一种革命策略在革命过程中发挥笼络人心、降

低革命阻力的作用。无论在革命的哪个阶段，都

要依靠作为道德价值观的信去维系不同群体之间

的关系。

龚焕对 《革》卦重视信，曾给出极为精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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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１２册，第７５８页。
［元］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第２４册，第４２７页。



各家注 《周易·革》卦新释

评述。《周易集说》引其言曰：“《革》以孚信为

主，故 《彖》与三、四皆以孚为言，至五之未占

有孚，则不言而信，而无以复加矣。”①

三、论证革命合理性的逻辑推衍

“革言三就”讲的是如何从策略上来对待革

命舆论，而 “有孚”则是作为维系革命群体之间

关系的道德价值观，这二者从外在形式上补充论

证了革命的合理性。但 “革言三就”和 “有孚”

就好比装饰，只有本于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基础之

上才可以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无疑，这一基石

便是革命合理性的先验证明和伦理证明。

《彖》传提到革命的合理性问题： “天地革

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

大矣哉！”汤武革命的合理性、合法性是建立在

顺天应人的基础上的。那么，何为 “顺天”？何

为 “应人”？孔颖达对此的疏解详细地从人道效

法于天道的角度，论证了汤武革命是效法天道运

行，顺天而行的。由于顺天，便能获人心，因

此，也就可以应人，让天命、人心担负起了保障

革命合理性的重任。孔氏先广明 “天地革”是如

何进行的： “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

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② 然后从

“天地革”转向 “人革”。先阐明夏桀、殷纣由

于凶狂无度带来的天怒人怨，继而将殷汤、周武

作为正面典型例证说明何为 “上顺天命，下应人

心”。孔疏沿着天人感应、人道效法天道的思路

展开。用天道保证人道的合法性，这是中国儒家

伦理理念获得保证的一个基本方式。革命的发生

学虽然是源于与实然相对抗的应然理念，但这种

理念被置于有关社会过程的自然规律之上。

在 《周易》的系统中，这种自然规律已经十

分接近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概念。顺天的

“天”并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人格神， 《易经》中

所提到的 “天”都是无意识、无目的、无主观能

动性、物理的自然现象与自然规律，是认知的对

象。

应人更具体的解释便是 《彖》传中提到的

“革之时”。关于 “革之时”，解说得最为详尽的

莫过于程颐。他在分析九四爻时有云： “阳刚，

革之才也。离下体而进上体，革之时也。居水火

之际，革之势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

系应，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刚柔相济，革之用

也。四既具此，可谓当革之时也。”③ “革之时”

的问题，包含革命主体的正当性和革命的时机两

方面的内容。

只有在才、德、位、志、用等方面都符合革

命的要求，才能算是正当的革命主体。正当的革

命主体是保证革命合法性的关键要素。革命主体

需要有卓越的革命理论才能，需要处于能够革命

的恰当地位，需要有坚定的革命志向，需要在实

践中做出革命贡献。革命主体具备上述要求，便

符合于大众对革命主体的要求与期待，这就能赢

得人心，保证革命的合法性。

革命的时机包括时、势两个方面。革命是否

是大势所趋之事，是否在合适的时间发起革命，

又涉及革命原因的问题。为何要发动革命？具体

分析了社会的实然状态不尽如人意，据此实然状

态导出人心向背问题，这就是势。至此，得出发

动革命是顺天应人、是正当的这一结论。“革之

时”是从应人方面对革命正当性进行了具体的论

证。

顺天是从参照自然规律的角度考量的，表面

上依恃着天命的可验证性，实质仍然是凭借着天

道的先验立场，为革命的正当性搭建一块基石。

应人是从革命领导者与从革者、人民大众之间的

关系角度出发的，人民被划分为实际的个人和体

现在革命领导者之中的人民。于是革命的领导者

就变得不容置疑，因为任何对革命领导者的攻击

与质疑，就成了对人民大众的攻讦与敌对。基于

此，革命的合理性也就在革命领导者的合法性基

础上得到了保障。

各家注 《革》卦对于革命的策略，以信作为

核心观念的革命道德价值观，以及革命合理性的

逻辑论证等方面，都影响着中国古代的革命观和

革命实践。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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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人性论的实质及逻辑理路

孙燕青

【摘要】遵循以生言性的路径，《荀子》以情欲为人性之本，将人性论与形而上相剥离。由于人的欲望具有共同性，在

欲多物寡的情况下，人性之 “恶端”必然勃发。“恶端”是客观的，但它不是 “原罪”，也不是人性中的一个部分或因

素，而是一种诱因，一种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的必然趋势。《荀子》由自然性的性伪分导出社会性的性伪合，再

由性伪合而申礼治，其人性论的实质是性有恶端可化论。在 《荀子》，化性起伪的 “化”不是改变而是教化之意，性

伪合依旧立足于性伪分。

【关键词】性；恶端；伪；化；礼治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１８－０５

　　之所以以 “《荀子》人性论的实质及逻辑理

路”而非 “荀子人性论的实质及逻辑理路”为

题，是因为本文研究的不是荀子这个思想家的人

性论，而是流传于今、名为 《荀子》这部著作的

人性论。冯友兰在论述荀况与 《荀子》的关系时

提到：“先秦传下来的私人著作，题为某子某子

者，都是经过汉朝人，特别是刘向、刘歆编辑过

的。题为某子，意思不过是说，这是以某人为首

的某一个流派的人所作的文章。它实际上是一个

总集，不是一个人的别集。所以其中有前后不一

致，甚至自相矛盾的观点和论点。”① 《荀子》中

的部分篇章尤其是 《大略》以下五篇可能出自荀

学后人，以 《荀子》为题，可能在表述上更加严

谨。同时，以 《荀子》而不是以荀子为题，也在

相当程度上避开了作者考证能力欠缺的局限。从

《荀子》而非荀子的视角出发，其人性论的逻辑

理路如下：

一、《荀子》的人性论遵循着

以生言性的路径展开

　　是否具有形而上的性质，是人性论问题的重
要前提。《荀子》的人性论遵循着以生言性的路

径展开，其性不具备形上的含义。关于什么是人

性，《荀子·正名》认为：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

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

王先谦认为此句中 “‘性之和所生’当作

‘生之和所生’。此 ‘生’字与上 ‘生之’同，

亦谓人生也。两 ‘谓之性’相俪，生之所以然者

谓之性，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谓之性”②，意为人

生下来之所以这样的叫作性，不经人为的努力而

自然形成的东西才可以叫作性。这种解释符合荀

子的本意。《荀子·性恶》明确指出：“不可学、

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

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这种对人

性的阐释，立足于人性的自然本能而排除了形而

上的特色。梁启雄认为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的 “性”，是 “指天赋的本质，生理学上的性”；

“不事而自然谓之性”的 “性”，是 “指天赋的

本能，心理学上的性”③。不论是本质还是本能，

都是指人的生理学与心理学意义上的性，都是天

赋自然的、不加人为的属性，这种性当然不具有

形而上的意义。

学者大多将 《荀子》的人性内涵归结为人的

自然属性。但也有不同的观点，如徐复观即以为

《荀子》人性论包含有形而上的含义。他认为

《荀子》的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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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人性论的实质及逻辑理路

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所指之性，突出的是 “所以

然”，这个 “所以然”指的 “乃是求生的根据，

这是从生理现象推进一层的说法。此一说法，与

孔子的 ‘性与天道’及孟子 ‘尽其心者知其性

也’的性，在同一个 层次”，因此，这种性不是

从人的生理现象而言的，而是一种超越了生理的

“所以然”，是一种远比生理层面深刻的 “上一

层次的、最根本的性”，也可以说是 “先天的

性”；第二层含义是这种先天的性与生理相和所

产生的官能之精灵，与外物相合，外物接触于官

能所引起的官能的反应，如饥欲食、目辨色等，

都是不必经过人为的构思，而是自然如此。这种

性相比前者是下一层次的性，在经验中可以直接

把握得到，这才是 “荀子人性论的主体”①。徐

复观虽然将非形而上的生理学意义上的性定性为

《荀子》人性论的主体，但仍然认为其人性论是

包含着先天性的、超越生理学意义的最根本的

性。

应当说，《荀子》的人性论不包含形而上含

义。不以人性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是当时论说人

性的特点，即所谓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

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下》），意即

当时人们所说的性，都是指人的这个本来的性、

生来如此的性而言的，这种对人性的阐述，意即

以生言性。故而 “天下之言性也”是 《孟子》

“引述当时人们的观点，同时加以评论”②。正是

在此基础上，《孟子·告子上》对当时流行的几

种人性论观点予以批判，这些观点分别是 “性无

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

性善，有性不善”，而这几种人性论，根据告子

的观点，恰恰皆与 《孟子》从人禽之辨的 “几

希”处言性，强调人性的形上特征不同。因此，

《荀子》的人性论，是沿袭着当时 “以生言性”

的传统来阐发其人性论的。

除此之外，《荀子》的人性论不具备形而上

的色彩，还有以下缘由：

第一，由于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

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这段话语

包含在 “散名之在人者”到 “是散名之在人者

也，是后王之成名也”这一段落之中，此段落系

统地解释了什么是性、情、虑、为、伪、知、

智、能、命等范畴，如果 《荀子》的性果真包含

两层含义，则应当会在 《正名》篇中有所阐述、

解释，而不应对这种差别只字不提。第二，如在

一个语句当中，将 《荀子》的人性论分为两个层

面，而第一层的人性含义与第二层含义明显不

同，且两层含义之间缺乏必要的过渡与衔接，这

会显得异常突兀与逻辑凌乱，这对于作为中国古

代逻辑学重要著作之 《正名》篇而言，显然是不

大可能发生的。第三，更重要的是，这种形而

上、先天的性，在 《荀子》中找不到来源。从根

本上说，《荀子》的天及宇宙是自然属性的，不

存在 “万物皆备于我”的情怀、尽心知性的因

素，因此，这种超越了生理、先天的性在 《荀

子》中是不存在的。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是指人生来如此、不事而自然的属性就是性。这

个 “生来”不是指人一出生下来的意思，而是指

人出生之后官能与外界接触，从而产生的人之特

质，这个特质以人的生理为基础，渐变而成人的

心理，具有社会性。因此，“生之所以然者谓之

性”是在强调人性形成的自然过程；“性之和所

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是对人性形

成的进一步说明，“性之和所生”当如王先谦所

言作 “生之和所生”解。它依照以生言性的传

统，即依照 “一具体之生命在生长变化发展中，

而其生长变化发展，必有所向。此所向之所在，

即其生命之性之所在”③ 这个非形而上路径进

行，强调的是 “（一生命物）之所以生长为这样

的原因就是性”，“不经过人为努力或后天教化，

自然产生出来的就是性”④。《荀子》的性是一种

不具备形上意义的自然而质朴之性。尽管 《荀

子》中也有 “性者，天之就也”这样的话，但

确如杨絫所言，这只是说明 “性者成于天之自

然”之意，阐述性的自然形成而已⑤。因此，

《荀子》的人性论不具备形而上的色彩，其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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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哲学研

究》２００７年第７期，第３８页。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

第４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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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论的展开，按照以生言性这种非形而上的路径

进行。

二、《荀子》以情欲为人性之本，

认为人性含有 “恶端”

　　在否定人性的形上意义后，《荀子》以情欲
为人性之本质，进而揭示人性包含有恶端。“性

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

也。”（《荀子·正名》）“情”是 “性之好、恶、

喜、怒、哀、乐”（《荀子·正名》），是人性感

于物之后所生，这是性的质体。欲望则是这六种

情之于外物的反应，性、情、欲三位一体。 “荀

子虽然在概念上把性、情、欲三者加以界定，但

在事实上，性、情、欲，是一个东西的三个名

称。”① 人生而有欲有情：“今人之性，生而有好

利焉”、 “生而有恶疾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

有好声色焉”（《荀子·性恶》）。虽然 “官能欲

望的本身不可谓之恶”，但从人的本性来说，很

难控制住欲望的泛滥，欲望的泛滥必定导致恶的

产生，因为 “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

免也”（《荀子·正名》）。在这种情形下，确实

如徐复观所言：“不过恶是从欲望这里引发出来

的，所以荀子说：‘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

夺生而辞让亡焉。’问题全出在 ‘顺是’两个字

上。”② 《荀子》不认为人先天具有道德属性，相

反，由于人的欲望具有共同性，在欲多而物寡的

情况下，如不对人性的欲望加以遏制， “顺是”

一定会发生，恶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荀子为论

证性恶准备了五个理论预设，即情性、同欲、欲

多、物寡、群居。五者的必然结合是人的本性。

五者本非恶，其结合却必然会产生一种恶果。性

恶的根源就在五者的必然关系中。”③ 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荀子·性恶》认为 “人之性恶，其

善者伪也”。这种性恶理论突出的是：人性以情

欲为本，情欲本身不是恶，但情欲却有泛滥的自

然而必然的本能，情欲的泛滥又必然导致恶的行

为的产生，因此在此意义上人性是恶的。只要人

以情欲为性之质、情之应，人性就无法依靠自身

的力量摆脱这种由滥而乱的惯性，故而人性中包

含着恶的诱因，这种诱因不作为人性的一个部分

或成分而存在，但却一定会在人与外物发生接触

的过程中滋长，导致恶的产生。这种诱因，冯友

兰称之为 “恶端”，即 “人不仅生来毫无善端，

倒相反，生来就有恶端。在 《性恶》篇中，荀子

试图证明，人生来就有贪图利益和感官享受的欲

望；但是人生来又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④。

这个 “恶端”是现实的，只要人处在社会关系当

中，它就会萌发。

《孟子》的人性论构建在人禽之辨的基础上，

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属性上归纳人性，并将人

性的道德性赋予形而上的色彩。《荀子》的人性

则沿着以生言性的传统，把 “官能的能力”及

“由官能所发生的欲望”当作人性⑤，强调的是

人与物的共性，进而阐述人性中包含有 “恶端”。

正是由于 《荀子》的人性论排除了形而上的含

义，“恶端”方能成为现实与必然的趋势：一方

面，形上色彩的排除使得恶端的存在具有现实的

人性土壤；另一方面，恶端也不是人性中先天存

在的 “原罪”，而是一种在 “顺是”状态下必然

会发生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荀子·性恶》才

能说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三、由恶端论引出性伪分与性伪合

在 《荀子》，具有道德意蕴的不是性，而是

伪。《荀子》的性与善从未连接在一起。对 《荀

子》而言，“道德不是自然界所本有的东西，而

是社会的产物”⑥。只具有自然属性的人性，不

具备善的性质。 《荀子》的善具有特定的内涵：

“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

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荀子·

性恶》）“正理平治”与 “偏险悖乱”都是从社

会治理的角度出发的，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去判

断善与恶。因此，荀子的 “善恶观念不是从主体

的先天道德根据处立言，而是落实在一个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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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２１１页。
同上，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杨少涵：《荀子性恶论的逻辑难题与理论预设》，《东方

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１２８页。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２１２页。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２９页。



《荀子》人性论的实质及逻辑理路

客观的标准之上”①，由此， 《荀子》提出了

“伪”的概念，善的形成在于人能否 “积思虑，

习伪故”（《荀子·性恶》）。《荀子》认为性不同

于伪，“性伪分”是人性的实然状态。同时，正

是由于性伪相分，所以人必须加强后天的努力，

以求 “性伪合”。性伪之分说的是： “不可学、

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

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人性本是自

然，如可以见到的光明离不开眼睛、可以听到的

声音离不开耳朵一样，耳聪目明都是无待于后天

的努力，因此，只有自然而然的东西才能称为

性，伪不是性。同时，伪，不是矫人之本性，而

是作为之意，对人性有所作为，即通过学习等后

天的努力而使人获得对礼义的认识与践行。性伪

虽然相分，但仍然可以相合。性伪合说的是：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

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

礼论》）由于人 “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

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荀子·性恶》），故

人性虽有恶端，但依然可以凭借后天的努力达到

善的目标。人之所以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与

具，在于人性并非从人之呱呱落地之际便始终是

恶的，而是可以 “化”的，通过 “化性起伪”

就可以实现性与伪的结合 （《荀子·性恶》）。这

个 “化”，不是改变、改化的意思，而是教育、

教化的意思，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其明晓性恶的

事实，懂得 “顺是”纵欲的危害，从而适当地节

制自身欲望进而达到止于礼义，“今人之性，固

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

虑而求知之也”（《荀子·性恶》）。这是 《荀子》

的性伪合。性伪合不是指通过后天的努力而改化

人性使之具有善的内涵，而是指通过后天的努力

使人通晓礼义的必要从而自觉遏制人性中由 “顺

是”而导致的 “恶端”的无限滋长。在 《荀子》

中，性伪合是一种对立统一，“无性则伪之无所

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化

性起伪依旧建立在性伪分的基础上，而不是将人

性变为良善。

四、由性伪分与性伪合而申礼治

性伪合的契合点是礼义，《荀子》强调性恶、

性伪分及性伪合的目的 “也即落实在那个能够使

人类社会趋于 ‘正理平治’的 ‘群居和一’之

道———礼义法度上”②。对人性的阐述并非 《荀

子》政治理论的目的，其目的在于由人性的阐述

而导入礼义之教、师法之化、圣王之治。“今人

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始出

于治，合于善也。”“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

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荀子·性恶》）正是在此意义上，“故性善则

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

（《荀子·性恶》）。由此，《荀子》从人性论这个

出发点迈入了圣王之治、师法之化和礼义之道这

个落脚点。

在 《荀子》，人性恶的观点集中于 《性恶》

篇。《性恶》篇与 《荀子》其他篇章在人性论的

论述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恶》篇不仅以

人性为恶，而且系统论证了人性何以为恶，整个

《性恶》篇弥漫着极其鲜明的人性恶论调。因此，

一些学者怀疑 《性恶》篇非荀子本人所著，如周

炽成认为：“《性恶》与 《荀子》其他篇如 《正

名》、《天论》、《荣辱》、《劝学》等对人性的看

法也不同：《性恶》以人性为恶，其他篇却不以

人性为恶。”③ 这是说必须承认 《性恶》篇与

《荀子》其他篇章确实存在着差别，但也应注意

到的是，《荀子》全书对人性的基调是不以人性

为善，《性恶》篇只是将这种基调发挥到了最高

处。事实上，《荀子》的其他篇章也不乏以人性

为恶之言语，如 《荣辱》篇言：“材性知能，君

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

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人之生

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

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

得乱也。” 《王制》篇言：“彼人之情性也虽桀、

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哉！” 《儒效》篇

言：“人论：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

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其愚陋沟瞀

１２１

①

②

③

路德斌：《荀子 “性恶”论原义》， 《东岳论丛》２００４
年第１期，第１３４页。

同上，第１３４页。
周炽成： 《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 《光明日

报》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日，第１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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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① 等等。因

此，《性恶》篇虽因其尖锐的人性恶观点而与其

他篇章存在一定的风格差异，但在总体论调上，

它们是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

正是由于 《性恶》篇的鲜明性恶主张，统摄着

《荀子》全书对人性的观点，从而使得 《荀子》

的人性论有了一根奠定基调的龙骨，其性恶的主

张更能够增强 《荀子》化性起伪、引入师法之化

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

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

治。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

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

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荀子·

儒效》）

根据王念孙的观点，认为 “所得乎情”当为

“所得乎积”，“不足以独立而治”上，当更有一

“性”字，“情也者”当为 “积也者”②。性不能

为，然而可化。如前所述，这个化字，在 《荀

子》的原意，不是 “变化”“改化”，而是 “教

化”的意思。人性固有恶，然而可以通过教化抑

制恶端的发展，防止 “顺是”的泛滥。教化人性

的同时也就是起伪的开端，在注错习俗的积累

中、在师法之教的践行中，导致良性行为的产

生，从而使人的行为与礼义法度保持和谐的关

系，这才是所谓化性起伪的含义。这样，《荀子》

就从人性论的剖析中引入了礼义的必须、礼治的

必要，“盖主性善者必主率性，故孟子重仁。主

性恶者必主制性，故荀子重礼”③。更重要的是，

由于 “人之性恶”， 《荀子》意识到由于性伪之

分及 “恶端”滋长的必然性，化性起伪而知礼义

必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仅仅依靠

道德的教化是不够的。与孔孟不同的是，《荀子》

的礼含有更多法的含义以及规范与强制的色彩：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

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

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

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

重君势、明礼义、起法正、重刑罚，惟四者

并重，方能实现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

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从而在 “别”

的基础上，明分使群、制欲导欲、养民治民，实

现正理平治之 “群居和一”社会，实现礼治的目

的。孔子尊君，《孟子》以道抗势，《荀子》则

重君之势；传统儒家重教化，以法、刑作为德的

补充和辅助， 《荀子·成相》》则将法正刑罚上

升到与德教同等的地位，以礼与刑为 “治之经”。

这种由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导出的礼治

观，虽 “以正名与性恶、礼治之说相连，已略失

孔学温厚之旨”④，却是儒家思想在战国后期君

主专制不断加强、 “新型国家”⑤ 不断出现、一

个大一统的王朝即将诞生之际，传统儒学因 “迂

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而式

微，法家思想在政治上不断取得成功的历史转折

时期，面对着 “儒者无益于人之国”（《荀子·

儒效》）的疑问所做出的面对现实政治的变革和

转向，体现出 《荀子》政治理论与孔孟之间的分

野。

总之，《荀子》沿着以生言性的传统，从人

与禽兽的共通之处定位人性，认为人性含有恶

端，进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去评判人性的善恶，

以性伪分为人性的实然，以性伪合为目的，提出

化性起伪的主张，进而导入师法之化、礼义之

道，其人性论实质上是性有恶端可化论。性有恶

端且可化，通过对人性的层层梳理，《荀子》进

而将笔墨的重点引向政治领域。在这逻辑理路

中，有三个环环相扣的步骤：第一，由否定人性

的形上属性，确立了 “恶端”作为一种非 “原

罪”性质的必然趋势而客观存在；第二，由 “恶

端”而将人性论引入社会领域，由 “性伪分”

倡 “性伪合”；第三，由 “性伪合”的必要性与

“人之性恶”的客观性之结合，确立了圣王与礼

治的不可或缺。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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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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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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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政治之间

———徐复观对孟子伦理思想的政治哲学阐释


周浩翔

【摘要】在徐复观先生看来，孟子的性善论为确立和谐、有序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为儒家的仁政或

德治提供了形上根据，同时也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据。孟子的仁义内在说对政治生活有重大影响。孟子的孝悌之

道重视人格尊严，不但没有维护专制政治，反而与专制政治相对立。此外，孝悌之道及建基在其上的家庭还可促成进

一层的个体与群体得到谐和的民主政治。

【关键词】徐复观；孟子；伦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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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复观先生早年投身军旅，于知命之年转入
学问之路，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探索与研究，成

就斐然，与唐君毅、牟宗三同为当代新儒家之重

镇①。面对时代之巨变、文化之凋零，徐复观以

一颗 “感愤之心”往返于 “学术与政治之间”，

对中国文化念兹在兹，努力探寻中国文化的现实

走向，力求在思想史的世界中开出安顿当下人生

命的价值之源。与唐君毅、牟宗三着力建构心性

形上学不同，徐复观在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

值的同时，更关注现实政治，他对传统文化尤其

是儒学的阐释，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当下中国

的政治命运，希望在传统儒学中能抽绎出有益于

当下政治建设的理论资源。其中，他对孟子伦理

思想的政治哲学阐释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性善作为儒家政治哲学的人性论基础

　　先秦诸子既有自己的人性论，又有自己的政
治哲学或政治理想。他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人性

论观点，他们对人性的不同看法既关涉到他们对

人类社会以及政治秩序的不同理解，同时也构成

了其各自主张的政治哲学的人性论基础②。

其中，儒家对人性的看法，比之墨、道、法三家

而言，更全面也更有现实针对性，是先验与经

验、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儒家对人性的深刻洞见

也是其所主张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理想的人性论依

据。孟子 “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性善是以

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人性的总体看法。性善既是

孟子伦理思想的基石，也是其整个政治哲学的人

性论基础。对于孟子的性善论，徐复观给予了高

度的评价。综合徐氏的相关说法，孟子的性善论

或说儒家以性善为本的人性论在政治层面有如下

三层意涵：其一，性善为确立和谐、有序的政治

秩序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其二，性善为儒

家的仁政或德治提供了形上根据；其三，性善不

仅是儒家德治的根据，同时也可作为现代民主政

治的根据。

首先，何以人性问题对政治如此至关重要

呢？归根结底，政治是人的政治，离开了对人性

的深刻洞察，是无法谈论政治的。对于古今中外

的政治哲人来说，政治的最终目标即是构建一个

稳定、和谐、有序、良善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

既是政治的起点，也是其归宿。从这一意义上

说，政治是一个广义的范畴，不限于治国、平天

下，修身、齐家也可纳入其中。而这也是亚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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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所谓 “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

物”① 的本意。是故有学者指出 “政治乃是处理

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存在”②，而人类存在的最基

本的状况就是人的社会性。“人天生就是社会的

存在。他乃是这样构成的，除了与他人生活在一

起，他就无法活下去或活得好。既然使人区别于

动物的是理性或语言，而语言就是交流，那么人

比之任何其它社会性的动物，都在更加彻底的意

义上是社会性的；人性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本身就是社
会性。”③ 如此一来，人性问题对建构理想的社

会以至政治共同体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什么样的人性最能解释人类社会秩序的形成

呢？换言之，什么样的人性最适宜构建一个理想

的政治共同体呢？在徐氏看来，儒家对人性的解

读无疑更适合于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的政治共同

体。他说：“因为孟子实证了人性之善，实证了

人格的尊严，同时即是建立了人与人的互相信赖

的根据，亦即是提供了人类向前向上的发展以无

穷希望的根据。”④ 性善是人类共有的人性根基，

是人之为人的本真体现，它既从形上层面确立了

平等的人格尊严，又为人与人以及人与群体间的

互动关系奠定了坚实的伦理基础。在徐氏看来，

孟子是以心善言性善。因此，人之四端之心所体

现的仁义礼智 （简言之即仁）便是善性的具体内

容。他说：“孔孟由仁的无限的精神境界，以上

透于天命的人性，这是人性的超越的一面。人性

的超越性，实际即是人性对自我以外的人与物的

含融性。不能超越自我，即不能含融人与物。”⑤

这种具超越性与含融性的人性，即是人之道德实

践的根据，人人秉有此性，唯在能存养扩充之，

苟能如此，则理想社会则不期而至，这才是孟子

汲汲道性善的真意。

出于对人性善的洞见，在道德层面，孟子提

出了以仁义为本的修身原则；而落实到政治层

面，则是要求为君者为政以德的德治和以民为本

的仁政。近来有学者质疑儒家在道德层面与政治

层面赋予 “仁”以不同的内涵，致使儒家在政治

层面忽视人的内在道德潜力，从而只诉诸政府的

仁政，而仁政中的 “仁”只意味着仁慈而已⑥。

这样的说法显然出于对儒家思想的误解，即混淆

了儒家修己与治人的标准之不同。徐复观认为，

儒家修己与治人的标准是不同的，两者不可混

淆。

孔孟乃至先秦儒家，在修己方面所提出的标

准，亦即在学术上所立的标准，和在治人方面所

提出的标准，亦即在政治上所立的标准，显然是

不同的。修己的、学术上的标准，总是将自然生

命不断地向德性上提，决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

决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设价值。治人的、政

治上的标准，当然还是承认德性的标准，但这只

是居于第二的地位，而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

求居于第一的地位。治人的政治上的价值，首先

是安设在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之上，其他价值

必附丽于此一价值而始有其价值。⑦

上述所谓学术上的标准即道德层面的标准。

儒家赋予 “仁”在道德层面与政治层面以不同的

标准，恰恰是 “仁”在现实层面的真正实现，否

则奉行一个标准，即若以修己的标准去治人，有

可能造成以道德教化杀人的悲剧。孟子虽然道性

善，对人性持乐观态度，但他并非看不到人在现

实层面的复杂性。就现实的政治层面而言，仍有

大体与小体、大人与小人、士与民的区别。孟子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

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

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

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

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

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

轻。”（《孟子·梁惠王上》）不是孟子忽视了人

的道德潜能，而是在现实层面实有士与民的差

别。针对这种实际的差别，孟子不会天真地像现

代学者一样高呼肯定每个人的道德尊严之类的空

口号，而是务实地指出对民而言应该养民先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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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否则 “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

（《孟子·梁惠王上》）对于一般的民而言，只有

在解决了他们的生计之后才能使他们更容易 “驱

而之善”，在此基础上充分体现其道德潜能。

如果说性善是通向良性政治秩序的人性论基

础，那么，仁政则是通向良性政治秩序的具体路

径或原则。而仁政的内容不外两点，即养民与教

民。如上所言，仁政以民为本，即以养民为先；

在解决了老百姓 “养生丧死”的问题后，下一步

就是教民，即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孟子·梁惠王上》）。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老

百姓固有的仁义之性，这即是德治的原则。徐复

观认为，孔子最早提倡德治，也是源于对人性的

信赖，他虽未明说人性善，但实际认定人性善。

徐复观说：“孔子是由这种对人性的信赖，发而

为对德治的信赖的。”① 德治先是针对为政者，

然后才是针对一般老百姓，并特别突出为政者的

表率作用。这就是 《大学》所说：“所谓平天下

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薭矩之道也。”

德治的原则即是充分肯定人的仁义之性，充分发

挥人的仁义之性，因此，儒家的德治即是自治，

也就是 《中庸》所谓 “以人治人”，这是德治的

真谛。

此外，在徐氏看来，孟子的性善论不仅是德

治的人性论基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人性论基

础。“一切的极权政治，皆来自对人的不信任，

而民主政治的真正根据，乃来自对人的信任。”②

以至在徐氏看来，孟子的性善论表现在政治层

面，即是确定人民是政治的主体。孟子所主张的

政治，实际是以人民为主的政治，而非一般人所

认为的只是以人为本的政治。“他 （指孟子，引

者注）代表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最高的民主政

治的精神，只缺乏民主制度的构想。而他的政治

思想，是与他的性善说有不可分的关系。在他所

构想的政治生活中，乃是发出各人内心之善的互

相扶助的社会；即是把个人与群体，通过内心的

善性，而不是仅靠强制的法律，以融合在一起的

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才能真正使自由与平等合

二为一。”③ 徐氏并且强调：“当前民主政治从各

方面所发生的危机，及在国际政治中所受的限

制，须要在性善的共同自觉之下，以建立人与人

的精神的纽带，才能加以解消、扩充，以开万世

太平之盛。”④ 在徐氏看来，孟子建立在性善基

础上的政治思想已经确立了民主政治的精神，也

只有建基在性善基础上的社会才能保障民主社会

所要追求的自由与平等得以真正实现。何以故？

因为以仁义为人性的性善论保障了人自由自主的

道德自律权。反之，否定性善的性恶论或性无善

无不善论则只会以仁义为外在，最后难免戕贼仁

义，导致孟子所说的 “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的

状况。因此，仁义的内外之辨关系甚大。

二、仁义内外之辨的政治解读

孟子主性善，且以心善言性善，“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

子·告子上》）。这是认为人本有仁义之性，非由

外取。与之相对，告子则主 “生之谓性”，认为

“性无善无不善”，仁义只是外铄而来。关于孟子

与告子的争论、性善及性无善恶之辨以及仁内义

外之辨，我们这里着重分析两人关于杞柳与?蒱

之喻的辨析。因为在徐复观看来，杞柳与?蒱之

辨不但关系到人的道德自律问题，而且可以由此

影响到政治层面以至人类的前途命运，知微见

著，关系甚大，不可不辨。我们先引原文如下：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蒱也；以人

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蒱。”孟子曰：“子能顺

杞柳之性而以为?蒱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

蒱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蒱，则亦将戕贼人

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

夫！”（《孟子·告子上》）

这段话涉及三层关系，即杞柳与?蒱的关

系、人性与仁义的关系以及两类关系的类比。孟

子的意思其实很显白，即人性可以顺之以为仁

义，而杞柳必待戕贼之以为?蒱，是故两类关系

不能类比。对人而言，是顺人性而为仁义，“顺

性”即 “率性”。焦循说： “盖人性所以有仁义

者，正以其能变通，异乎物之性也……仁义由于

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

不善，岂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杞柳之性，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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戕贼之以为?蒱；人之性，但顺之即为仁义。”①

焦循的解读紧扣孟子的意涵：人之性善即以仁义

为性，因仁义能变通，顺此本性即为仁义；而杞

柳之性不善，因其不能变通，必待戕贼之以为?

蒱；因此不能以人性为仁义比作以杞柳为?蒱。

总之，孟子不满告子的类比，而认为只能顺乎人

性以为仁义，不能戕贼人以为仁义。告子之所以

有此类比仍然是囿于其 “生之谓性”的观点，而

孟子极力批驳这种类比，也是出于其以仁义为性

的性善论。后来的荀子其实也是迷于告子之说，

不知仁义为人性 （人之大体）之实，顺之以为礼

义，却偏以耳目之官能及其所起之欲望为人性

（人之小体），必逆之 （化性起伪）以为礼义。

所以他说：“故工人賙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

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

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

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

恶》）果如是，则人性无仁义之实，而礼义都从

外起，人便失却了道德自主的尊严。所以，徐复

观认为荀子的人性论实与告子接近，并批评荀子

说：“他以求善来证明人性之本来是恶，但何尝

不可以求善证明人性之本来是善？善恶的本身都

是没有止境的，人不因其性恶而便不继续为恶，

则岂有因性已经是善，便不再求为善之理？”②

这即是说求善同样可以证明人性本来是善，求善

正是率性而为。孟子以仁义为性，也并非说不需

进一步为善了，而正是要把此仁义之性推扩出

去。所以孟子才有一番存养扩充、集义养气等工

夫，正是要人能顺全此仁义之性。

总之，为仁为义一定是顺性而为，一定是道

德自律的结果，而不能如以杞柳为?蒱那样是戕

贼的结果，这样才能保障人的道德尊严。徐复观

说：“顺人性之善以为仁义，这是顺人的自由意

志以为仁义，这是人的自由的发挥。靠外在强制

之力以为仁义，则只有以人类的自由意志作牺

牲。”③ 在徐氏看来，戕贼人性以为仁义或说靠

外在力量以为仁义只能导致两种不良的后果：

“一是为了保持自由而不谈仁义，这是许多道家

的态度，也是西方文化二十世纪的主要趋向。另

一则是牺牲自由而戕贼人以为仁义。”④ 就前一

后果而言，徐氏认为告子 “性犹杞柳，义犹?

蒱”的说法正可看出其说与道家为近，即轻仁义

乃至以仁义为贼性。这也源于其 “生之谓性”的

观点，而这一观点也与杨朱 “重生”“贵己”的

说法相通。孟子辟杨朱为 “无君”，显然不赞成

道家这种贵己、自由放任的主张，因此极力道性

善，以仁义为内在，称扬尧舜孝悌之道，志在一

个守望相助的理想社会。就后一后果而言，若仁

义都由外出，则仁义可以被人任意捏造，最后难

免成为牺牲大众自由的手段与幌子，一切专制集

团如近代的法西斯都是如此。徐复观不无忧虑地

说：“因戕贼人以为仁义，致使天下之人讳言仁

义，反对仁义，这正是孟子所说的 ‘率天下之人

而祸仁义’。”⑤ 因此，孟子仁义内在之说绝非仅

仅关涉人的道德自律问题，实际也是一个重大的

政治论题，不可轻忽。

三、孝悌之道的政治意蕴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如陈

独秀、吴虞等人对中国传统孝道进行了激烈的批

判，批判其维护专制统治、贬损人格尊严。然

而，徐复观对孝道的理解则与上述说法恰恰相

反。他说： “它 （指孝道，引者注）在消极方

面，限制并隔离了专制政治的毒素，成为中华民

族所以能一直延续保存下来的最基本的力量；在

积极方面，可能在政治上为人类启示出一条新的

道路，也即是最合理的民主政治的道路。”⑥ 在

徐氏看来，孔孟强调的孝悌之道不但没有贬损人

格尊严，恰恰重视人格尊严；不但没有维护专制

统治，反而与专制政治相对立；孝悌之道及建基

在其上的家庭可促成进一层的个体与群体得到谐

和的民主政治。

首先，孔孟的孝道皆以人的内在仁德为本，

重视道德自觉，突出人格尊严。在徐氏看来，孔

子承传周代的传统的孝，不但把它落实为人的行

为规范，内化为人的天性之爱，而且把它通向人

生最高原理的仁上面，使其成为 “为仁之本”，

从而使孝成为了儒家道德实践中最基本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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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７３４页。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２１６页。
同上，第１７７页。
同上，第１７７页。
同上，第１７８页。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第１９９页。



伦理与政治之间

至孟子则把孝扩大为德性的最高表现，以孝来贯

通全部德性，以此突出人的德性的至上与自足，

从而显露出人格的无限尊严。此外，孟子还特别

强调孝悌和仁义礼乐的合一，由此突出孝悌后面

的全部道德理性的自觉，以道德自觉贯通一切，

完成一个道德的人格世界。以上所述丝毫看不出

孝道有贬损人格尊严的意味，相反，恰恰是对道

德价值与人格尊严的重视①。

其次，徐复观不满把孟子乃至曾子、子思说

成是孝治派从而是专制主义的维护者的说法。

“‘忠孝合一’、‘移孝作忠’只是 《孝经》中的

思想，它并不是孝道的真正内涵，它与以孔孟为

代表的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孝道思想是不相符合

的。”② 在徐氏看来，孟子虽推崇孝悌，但也主

张推恩，要求由仁心而仁政，因此只能说其是仁

治派，而不能说其是孝治派。至于曾子、子思也

说不上是孝治派。徐氏并指出，一直到荀子为

止，先秦儒家中没有孝治思想。在先秦儒家，皆

一致采取 “抑君”而非 “尊君”的原则。在徐

氏看来，孝道不但不会助长专制，反而对专制政

治形成了一种制衡，而起到制衡作用的正是以孝

道为核心的家庭。家庭是人存在于世的第一个生

活场域，也是最原初的一种社会组织。孔子说：

“《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论语·为政》）在徐氏看来，孔

子的话正面承认了家的价值，代表了对家的自

觉，促醒士庶人通过构建自己的家庭来获取自己

的生活需要，建立自己的生活基点，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对政治的依附。并且，在先秦时期，家

庭中的父子之伦大于庙堂之上的君臣之伦，或说

父子之纲大于君臣之纲。郭店楚简 《六德》篇

云： “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③ 楚简 《语丛

三》也论述父子之道与君臣之道的区别，主张孝

道重于君臣之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治

的专制倾向，从而使家庭成为了专制政治的边

界。不过，自秦汉以降，出于王权政治的需要，

君臣之纲有压过父子之纲的趋势，忠孝之间更为

强调忠的一面。在此，忠孝间的冲突就显得格外

突出。但即便如此，家庭所固有的伦常仍有其不

可逾越的神圣性，不能被政治、法律层面的制度

所践踏，以免受到专制的侵害。《论语》中 “亲

亲互隐”以及 《孟子》中舜 “窃负而逃”的故

事就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古代法律中的容隐

制度等也是对家庭伦常的保护，使其免受来自政

治制度层面的侵袭。这都可以见出孝悌之道及家

庭、家族与专制政治的区别与对立。徐复观说：

“就中国的历史说，家庭及由家庭扩大的宗族，

它尽到了一部分自治体的责任，因此，它才是独

裁专制的真正敌人。”④ 他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

历经几千年而不衰亡，正是由于家庭当中的这一

孝悌精神，而这也是中国家庭不同于其他民族家

庭的地方。

第三，在徐氏看来，孝悌之道及建基在其上

的家庭可促成进一层的个体与群体得到谐和的民

主政治。孟子 “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

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离娄上》）的孝悌思想在政治上有着重

大的启示意义。徐氏认为，人类的灾难，就政治

与社会层面而言，就是个体与全体之间不能形成

一种谐和的关系。他总结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

发现要么是全体观念压倒个体观念，要么是个体

观念压倒全体观念，人类的命运似乎总在两个极

端当中摇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两种观念尖

锐对立化的结果。人类要想免于战争的毁灭，唯

有从观念与制度上在个体与全体之间得到一种谐

和，而孟子 “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的理

念给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构想。在

徐氏看来，孟子当时极力 “辟杨墨”，就是因为

杨朱、墨子学派代表了两个极端。“‘杨朱、墨

翟之言盈天下’，用现在的语句来说，即是当时

充满了个人主义与全体主义的思想。”⑤ 孟子的

批评是：“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

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

文公下》）在徐氏看来， “君”是政治组织的象

征，“父”是家庭组织的象征，而家庭也是伦理

实践的起点。孟子之所以辟杨朱，就是因为杨朱

代表极端的个人主义，否定了人类共同过政治生

活的可能性，难免流于无政府主义或虚无主义；

之所以辟墨子，则是因为墨子代表极端的全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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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王向清、彭抗洪：《徐复观对 “五四”时非孝思想

的反思》，《哲学动态》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５０页。
同上。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７１页。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第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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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其 “爱无差等”的主张否定以爱为中心的伦

理组织的基点，亦即否定每个人的生活基点———

家庭，而 “尚同”的主张也会削弱每个个体的自

由，有流于极权主义的危险。在徐氏看来，人总

是生活在个体与全体之间，要想在个体与全体之

间创建一种谐和的关系，就要能把握两者间的连

接点，而家庭正好可以充当这一连接点的角色。

家庭是以爱为精神纽带的伦理组织，也是 “均衡

地再生产着人自身及其文化的人类存在基本形

式”①。社会通过这种以爱为纽带的家庭或家族

组织，公与私、权利与义务、个体与全体就能得

到自然而然的融合谐和，从而解决杨墨的个体主

义与全体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政治上只要顺乎

这种自然，让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以爱为中心的

家，都能过一种以爱为中心的家庭生活；社会是

由许多以爱为基点的合情合理的家庭连接起来

的，使每一个人都能在家庭中养其生、遂其性；

人民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便由人民、社会在爱

的鼓舞抚慰中自己解决了。”② 孟子曰：“人之所

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

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

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

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

人皆有仁义之性，皆有爱亲敬长的良知良能，人

人能亲其亲、长其长，善推恩，自然达致天下太

平，此所以孟子盛赞尧舜孝悌之道。“人类天赋

的良心善性或爱亲敬长的良知良能，体现了人类

具有一种能够天然地融入亲戚团体的社会性本

能，而亲戚团体或家庭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生活

的根基，将在亲戚团体或家庭中基于伦理情谊而

培养起来的亲亲关系不断扩充推广开来，便会形

成一种优良的治理秩序，这就是孟子之所以汲汲

于 ‘道性善’，并 ‘言必称尧舜’的原因所在，

因为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将尧舜孝悌之

道推而广之，达之天下，以使 ‘人人亲其亲、长

其长’，便可以实现平治天下的目标。”③ 因此，

徐复观非常赞赏孟子这一介乎个体主义与全体主

义之间的 “中庸”之道。

一般认为，近代的民主政治立基于独立的个

体主义及其权利意识之上。与此不同，徐复观则

认为，近代的民主政治的建立并非立基于孤立的

个人之上，而是承认个人价值，并赖于有许多对

中央政府保有半独立性的社会团体。在这一层

面，中国的家庭及其家族充当了类似的角色。家

不仅仅是自然血缘的联合体，还是自足的自治组

织。人在家庭及由家庭组合而成的家族中不但能

得到生活的安顿，还能得到精神的安顿。因此，

在徐氏，家庭及其所体现的孝悌之道不仅是传统

政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还可以为现代民主政

治的构建提供伦理支撑，由此促成进一层的个体

与群体得到谐和的政治。

四、结　　语

通过以上分疏可知，孟子的伦理思想不但是

人的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亦是建构社会秩序与

政治秩序的形上原则。因此，政治哲学从某种意

义上看就是政治伦理学，或曰政治的形上学。政

治应被纳入伦理的范畴，这样任何形式的政治共

同体自身才能有价值追求与更高的德性要求。由

此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才不但是有序的，而且是和

谐的。脱离伦理来单纯地谈论政治只会滑入上文

所谓个体主义与全体主义的深渊。因此，建构稳

定、和谐的政治社会生活不能脱离伦理要求。良

性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除了健全的法治外，还

需要有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以及政府主体的各级

官员的职业操守，也即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由

此反观徐复观对孟子伦理的政治阐释，才知道孟

子的性善论、孟子所倡的 “由仁义行”的道德自

律以及顺人情之自然的孝悌之道对于一个政治共

同体的重要性，而这种建基在伦理层面上的政治

哲学可以称之为政治伦理学。从伦理与政治的关

系视角来看，我们或许会更容易理解孟子以至整

个儒家何以如此重视德性问题了。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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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０年，第１页。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第２０７页。
林存光：《“民惟邦本”：政治的民本含义———孟子民本

之学的政治哲学阐释》，前揭刊，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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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时代的生存矛盾与哲学的当代出场

———兼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解读 陈立新　１
""""""""""""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战略：走向进步

［美］利奥·帕尼奇　萨姆·金丁／文　乔瑞／译　８
"""""""""""""

城市社会的生态逻辑：问题本质与伦理自觉 陈　忠　１７
""""""""""""""

现代性问题与形而上学的重建

———兼论孙正聿的本体观革命 田冠浩　２３
""""""""""""""""""

毛泽东对 “抗日战争”的概念运用 杨　东　２８
"""""""""""""""""

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确立 蒋积伟　３６
"""""""""""""""

中国共产党 “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 黄志高　４１
"""""""""

“虚无党”话语在中国：从传入到传播 （１９００－１９３０） 杨　哲　４７
"""""""""

现象学伦理学对于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要？ 邓安庆　５５
"""""""""""""""

一种彻底的 “康德式”建构主义是否可能？

———论奥尼尔政治哲学的建构主义证成进路及其局限性 张祖辽　６２
"""""""



论胡塞尔的先验主体间性问题的疑难 李云飞　６９
"""""""""""""""""

切中、形式指引与诞生状态

———论现象学语境下秩序想象的哲学策略 贺敏年　８０
"""""""""""""

新弗雷格主义对涵义的认知解释 任　远　８７
"""""""""""""""""""

语言游戏确定性的根源

———对维特根斯坦 “家族相似”概念的再澄清 蔡祥元　９４
""""""""""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韩　星　９９
""""""""""""""""""""

佛教动物观及其生态环保意义 陈红兵　王博识　１０７
"""""""""""""""

各家注 《周易·革》卦新释

———论革命的策略、道德价值观与合理性 张　蝶　１１３
""""""""""""

《荀子》人性论的实质及逻辑理路 孙燕青　１１８
"""""""""""""""""

伦理与政治之间

———徐复观对孟子伦理思想的政治哲学阐释 周浩翔　１２３
"""""""""""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１９８５＊Ｑ＊１６＊１２８＊ＺＨ＊Ｐ＊ ￥１０＊２０００＊１９＊２０１６－１１



!"#$%&$'

!"#$%& !"#$%&%!"'

&()*+,-./+0+12324567&(8.9:+;+&(<2=>24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ｒ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ｌｓｏ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ｂｏｕｔＭａｒｘｉｓＲｅｖｅｌａｎｔＭｉｎｄｓ ＣｈｅｎＬｉｘｉｎ　１

##########

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Ｇ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ＬｅｏＰａｎｉｔｃｈａｎｄＳａｍＧｉｎｄｉｎ
ＬｅｏＰａｎｉｔｃｎ，ＳａｍＧｉｎｄｉｎＴｒａｎｓ．ＱｉａｏＲｕｉ　８

#######################

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ｏｆＵｒｂ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ａｌ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ＣｈｅｎＺｈｏｎｇ　１７

###################################

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Ｗｉｔｈ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
ＳｕｎＺｈｅｎｇｙｕ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ｓｅ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ｉａｎＧｕａｎｈａｏ　２３

#########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ｒＰｅｒｉｏｄ
ＪｉａｎｇＪｉｗｅｉ　２８

###################################

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 ＹａｎｇＤｏｎｇ　３６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ｕａｎｇＺｈｉｇａｏ　４１

#######################

Ｔｈｅ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ｉｈｉｌｉｓｔ”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１９００１９３０）
ＹａｎｇＺｈｅ　４７

####################################

Ｗｈｙ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ｓｏ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Ｕｓ？ ＤｅｎｇＡｎｑｉｎｇ　５５
###############

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Ｋａｎｔｉ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Ｓｔｕｄｙｔｏｔｈｅ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ＯｎｏｒａＯＮｅｉｌｌｓＫａｎｔｉ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ＺｈａｎｇＺｕｌｉａｏ　６２

##################

ＯｎｔｈｅＡｐｏｒｉａ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 ＬｉＹｕｎｆｅｉ　６９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ａｓｃ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
Ｏｒｄｅｒ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ＨｅＭｉｎｎｉａｎ　８０

##############

ＮｅｏＦｒｅｇ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Ｓｅｎｓｅ ＲｅｎＹｕａｎ　８７
#############

Ｏｎｔｈ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Ｇａｍｅ：ＡＲｅ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
ＣａｉＸ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９４

#################################

Ｔｈ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ＨａｎＸｉｎｇ　９９

################

ＡｎｉｍａｌｉｎｔｈｅＥｙｅｓｏｆ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ｂｉｎｇ＆ＷａｎｇＢｏｓｈｉ　１０７

###########################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ｎｔｈｅ“Ｈｅｘ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ｅ”ｉｎＺｈｏｕＹｉ：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Ｍｏｒ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Ｄｉｅ　１１３

##########

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ｏｇｉｃ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Ｘｕｎｃｉｕｓ ＳｕｎＹａｎｑｉｎｇ　１１８
#######

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ＸｕＦｕｇｕａｎ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ｃｉｕｓＥｔｈｉｃ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ＺｈｏｕＨａｏｘｉａｎｇ　１２３

#########################


